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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

李衍柱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　在我国倡导、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正确认识真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之间的关系，是时代提出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有着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从美学的视角来探讨和分析，真、

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孕育、形成和提出的基础

与前提；二、“尽善矣，又尽美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三、“美是道德的象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最高境界和终极目的；四、“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追求“跨越时代，超越国度”的价值理想。

关键词：　真善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道德的象征；知行合一；自律与他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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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在自己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中，不
断地发现、弘扬和践行真善美，辨识、批判和摈

弃假恶丑，构成了一部丰富多彩的世界文明史。

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发展史上出现的一种

崭新的社会制度。它自诞生以来，经过了从空

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实践到多国实

践的近５００年波澜起伏的发展历程。在社会主
义文明史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同样存在一个

不断发现、弘扬和践行真善美，辨识、批判和摈

弃假恶丑的历史过程。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中期，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基本建立时，毛泽东就

从世界文明史和哲学史的高度总结历史经验，

明确指出：“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

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

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

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

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

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的发展规律，当然

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①科学社会主义

是马克思主义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在当代的

创造性发展。真善美与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

相斗争而发展的规律同样贯穿于建设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全过程。

２０１２年１１月８日，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
八大所作的《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的报
告中，第一次提出了“富强、民主、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制、爱国、敬业、诚信、友

善”２４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此同时，报
告明确宣示我们要“弘扬真善美、贬斥假恶

丑”。

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大学
师生座谈会的讲话中，全面深刻阐述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渊源、形成过程、本质属

性、丰富内涵、社会功能和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基本途径，明确指出：“人类社会

发展的历史表明，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

最持久、最深层的力量是全社会共同认可的核

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一个民族、一个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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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精神追求，体现着一个社会评判是非曲

直的价值标准。”①

２４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虽无“真善
美”三个字，但它与真善美有着密不可分的血

肉联系。在我国倡导、培育、弘扬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正确认识真善美与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时

代提出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有着重要的理论

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出的

基础和前提

　　价值是人类在实践活动中产生、形成的一
个关系范畴和目的范畴，表明了在社会实践过

程中，客体的存在、属性和发展变化同实践主体

的需要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价值’这

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们需要的

外界物的关系中产生的”②；“是人们所利用的

并表现了人的需要的关系的物的属性”③；“表

示物的对人有用或使人愉快等等的属性”④。

价值观具有两大鲜明品格：一是理论品格，

一是实践品格；而首要的、基本的则是实践品

格。任何一种价值观的形成都有一个历史过

程。它来自实践，又不断在实践中检验、选择、

丰富和发展。列宁在谈到善的问题时指出：

“‘善’是‘对外部现实性的要求’，这就是说，

‘善’被理解为人的实践。”⑤列宁又说：“实践

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但有普遍性的品

格，而且还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⑥当代中国

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马克思主义

价值观的新发展，又是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

的科学总结，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高度概括和精炼表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是检验某

种价值观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唯一标准。在中国

社会主义发展历程中曾出现过有悖于人民意

志、背离社会发展规律的核心价值观，突出的表

现，如１９５８年“大跃进”时期将“多、快”二字作
为核心价值列入“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基

本内容，其结果在全社会造成一股“瞒与骗”的

浮夸之风，给国民经济造成严重危害。又如

“文化大革命”中将“三忠于”作为核心价值，在

全社会搞什么“早请示，晚汇报”，大跳“忠”字

舞，大唱“忠”字歌，这种带有强烈现代迷信色

彩的“三忠于”的核心价值观，不仅扼杀了人民

的自由和民主，而且杜绝了一切通向真理的道

路。

社会生活的本质是实践的。只有在反复的

实践中我们才能发现真理、深化对社会主义建设

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才能更加自觉

地遵照自然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去建设

我们美好的家园。把握客观事物的规律性，使主

观和客观、理论与实际统一起来，就是我们说的

“真”。“真理就是由现象、现实的一切方面的总

和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构成的。”⑦在社会科

学和文学艺术领域，“真”包括真理、真实、真

诚、真挚等多层含义。“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孕育、形成和提出的基础与前提，又是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科学依据。

社会之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和提出的过

程，是一个自觉遵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

路线不断追求真理的过程。最近热播的电视连

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形象地告诉我

们：如果我们不从现代迷信的思想牢笼中解放

出来，不去实事求是地平反数以千万计的“冤、

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新华网 ２０１４年
５月４日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９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３年，第４０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３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１３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６卷第３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年，第３２６页。
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３８－２３９页。
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３９页。
列宁：《哲学笔记》，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２１８页。



李衍柱：真善美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假、错”案，不去反复探索、认真总结中华人民

共和国建国６０多年来正反面的历史经验，不实
行改革开放，不摈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无

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还是搞阶级斗

争“年年讲、月月讲”的“穷折腾”，那么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道路还有什么可言？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也更无从谈起。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实

事”就是客观存在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

事物的内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

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

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

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①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

人志士的智慧和不懈探索研究的结晶，同时也

吸取了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价

值观思想体系形成的有益经验。“修、齐、治、

平”价值观的提出，是以“致知格物”为前提的。

“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

穷其理也。盖人心之灵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

莫不有理，惟于理有未穷，故其知有不尽也。是

以《大学》始教，必使学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

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穷之，求至乎其极。至于用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贯通焉，则众物之表里精粗

无不到，而吾心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此谓物

格，此谓知之至也。”②这段文字充分说明，先贤

们提出“修、齐、治、平”价值观是以“穷其理”、

“求至乎其极”为前提的。这就是说，大学之道

是以学习、探求和真正领会客观事物的规律（真

理）为基础和前提的。《大学》中所阐明这种“格

物致知”的求“真”精神，虽经２０００多年的风云
沧桑，至今依然闪烁着真理的光芒。

不同民族、不同国家在其文明历史的发展

过程中，因政治、经济、文化传统、地理环境、种

族等种种不同，出现不同的价值观，是完全合乎

规律的；但由于人类共同生活在宇宙星空这个

小小的绿色地球上，世界各族人民形成了一个

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因此也必然会出现某

些共同的价值趋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

继承了中华文明价值观优秀传统的同时，也批

判地借鉴了世界文明史中出现的各种价值观的

有益成果。在西方文明史上，古希腊柏拉图说：

“我们应当用真理作为衡量的标准，无论对真

理作何种解释，而不要用其他东西作标准。”③

在谈到对诗歌的评价时，他说：“我们还必须把

真实看得高于一切。”④古典主义大师布瓦洛在

《诗的艺术》中写道：“只有真才美，只有真才可

爱。”⑤黑格尔庞大的美学体系的核心范畴是

“理念”，他认为美与真是一回事，美只是“理念

的感性显现”。他从哲学的维度，说明真是善

与美的基础和灵魂。在西方世界中，“自由”被

封为“女神”，是它们价值观的核心范畴之一，

而自由这一范畴的基本内容是对必然的认识，

即是对事物的规律性（“真”）的认识。我国倡

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借鉴西方价值观

的有益成分时，结合中华文明崇尚自由的优

秀传统，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赋予

“自由”以崭新的内容和科学的阐释。毛泽东

指出：

　　 欧洲的旧哲学家，已经懂得“自由是
必然的认识”这个真理。马克思的贡献，

不是否认这个真理，而是在承认这个真理

之外补充它的不足，加上了根据对必然的

认识而“改造世界”这个真理。“自由是必

然的认识”———这是旧哲学家的命题。

“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

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命题。一个马克思主义

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

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

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中国的马克思主

３

①

②

③

④

⑤

《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０１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６－７页。
［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３年，第４１８页。
［古希腊］柏拉图著，王晓朝译：《柏拉图全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出版，２００３年，第３５１页。
朱光潜：《西方美学史》上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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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中国中去认识中

国，又从认识中国中去改造中国，就不是一

个好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①

我们反对将自由与必然对立起来，割裂二

者的关系，鼓吹“绝对自由论”；同样，我们也反

对脱离人类社会实践主观臆想的“自由”论。

如同恩格斯所说，“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

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

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的目的服务。这无

论对外部自然界的规律，或对支配人本身肉体

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来说，都是一样的。这

两类规律，我们最多只能在观念中而不能在现

实中把它们互相分开”②。人类文明发展的历

史是一部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的历史。马

克思指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里，“每个人

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③。我

们倡导和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的自

由，正是马克思所指引的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

王国的自由，它与历史上出现的和社会生活中

广为流行的其他形形色色的“自由”观有着本

质的区别。

二、真与善的融合，“尽善矣，又尽美矣”：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属性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在真与善的融合过
程中形成和提出的。它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实

现伟大复兴的追求与理想，体现了合规律性

（社会主义的本质规律）与合目的性（历史发展

的必然性）的统一；同时，它又为生活在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各族人民提供了一个评判真

假、善恶、美丑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行为规范。

真与善的统一、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

一是美的产生和美的创造的根源。在西方美学

传统中，较多的美学家强调真与美的统一，认为

真的即是美的。在中国文明史和美学史上，更

多强调的是善与美的统一，认为善的即是美的。

《论语》中记载：“子谓《韶》，‘尽善矣，又尽美

矣。’”④孟子是人性善论倡导者，他把“恻隐之

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有时又称“恭

敬之心”，二者具有同一含义）、“是非之心”称

为“四端”，把它看作是“仁、义、礼、智”四德的

感性显现，构成“善”的基本内容。他说：“乃若

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

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

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

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

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

‘求则得之，舍则失之。’”⑤而人所具有的“四

端”，又是处于动态的生发过程之中，可以发扬

光大，扩而充之成为“美”。在《尽心章句》中，

孟子写道：

　　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孟
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

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

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

谓之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

之中，四之下也。⑥

这里，孟子告诉我们：善的“四端”，即仁义

礼智（真）加上信，从内到外、从形到神，“扩而

充之”就是美。善人，信人，是最美的人。

１９９３年湖北荆门市出土的郭店楚墓竹简，
是地下出土的２０００多年前的实物竹简，进一步
有力地表达出中国古代先贤们的“有美有善”、

“有圣有善”⑦的美与善统一的思想。楚墓竹简

中同样认为，最有仁德的人，最善的人，才是最

美的人。虞舜就是集善与美于一身的最美的

４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第４８５－４８６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１５３－１５４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２７３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６８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２８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１９８３年，第３７０页。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０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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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郭店楚墓竹简《唐虞之道》写道：

　　从（纵） （仁）、圣可与， （时）弗可

秉（及）逷（嘻）。夫古者舜?（居）於?

（草）茅之中而不 （忧），身
!

天子而不乔

（骄）。?（居）?（草）茅之中而不

（忧），智（知）命也。……
"

（求）芼（乎）

大人之兴， （美）也。①

在《大学》中“至善”则成为“明德”的最高

境界。朱熹注曰：“止者，必止于是而不迁之

意。至善，则事理当然之极也。言明明德、新

民，皆当至于至善之地而不迁。”②德，即道德，

是伦理学和社会学的基本范畴，与善如影随形，

密不可分。郭店楚墓竹简的《五行》，对五行的

构成作了新的解说，并对德与善作了原则的区

分。简中写道：

　　 五行：仁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於
内谓之行。义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于

内谓之行。礼形於内谓之德之行，不形於

内谓之［行。智形］之於内谓之德之行，不

形于内谓之行。圣形之于内谓之行，不形

於内谓之行。

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③

金声，善也。玉音，圣也。善，人道也。

德，天［道也］。唯有德者，然后能金声而

玉振之。不聪不明，［不明不圣］，不圣不

智，不智不仁，不仁不安，不安不乐，不乐无

德。④

郭店楚墓竹简界定“善，人道也。德，天

［道也］”，这说明善是社会上的人群（公民）追

求的理想境界和行为规范；德包括善而又大于

善所涵盖的范围，它是天下之道，体现国家、民

族的理想标识与行为准则。郭店楚墓竹简中还

说：“天生百物，人为贵。人之道也，或由中出，

或由外入。”⑤作为人之道的善，是作为天之道

的德的因子和灵魂。没有善的德，就是缺德，无

德。习近平在引用“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

民，在止于至善”之后，接着说：“核心价值观，

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

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

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

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

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⑥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既是当代中国公民个人的德，也是国家、民

族、社会的大德，它集中体现了价值主体———人

民对“至善”的理想境界的追求，是真与善的融

合、善与美统一的结晶。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包括诸多层面

的思想体系。２００６年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提
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问题。马克思

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

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

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了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党的十八大提出

的２４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三个层面进
一步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

本内容，使之更具体、更具有中国民族特色、时

代特色和易于普及、践行的实践特色。习近平

同志指出：“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精神，每

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价值观念。国有四维，

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这是中国先

人对当时核心价值观的认识。在当代中国，我

们的民族、我们的国家应该坚守什么样的核心

价值观？这个问题，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

实践问题。经过反复征求意见，综合各方面认

识，我们提出要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

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５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北京：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５７－１５８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页。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０页。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０１页。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０７页。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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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是国家层面的价值

要求，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社会层面的价值

要求，爱国、敬业、诚信、友善是公民层面的价值

要求。这个概括，实际上回答了我们要建设什

么样的国家、建设什么样的社会、培育什么样的

公民的重大问题。”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体系正处于进行时，它在诸多领域和不同层

次的子系统的范畴体系，还有待丰富和完善。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实践中，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体系也一定能够像中国古代的“修、

齐、治、平”核心价值体系那样，纲举目张，不断

地得到丰富、发展和完善，达到美与善的统一的

至美至善的理想境界。可喜的是，我们看到在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体系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外交

等不同领域，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子系统范畴已经开始彰显。突出的表现之

一，是我们国家积极推行的对外工作理论和实

践的创新。我们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

的旗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

全观和正确的义利观，推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

提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理念和

“亲、诚、惠、容”的周边外交理念与“真、实、亲、

诚”的对非工作方针。这些在外交领域培育和

践行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子系统范畴，丰富和

发展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谱写出中国外

交史上的崭新篇章，并已获得世界人民的赞誉。

三、“上善若水”，“美是道德的象征”：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最高境界与终极目的

　　在中华灿烂的文明史上，不仅儒家倡导美
与善的统一，追求“尽善矣，又尽美矣”的价值

理想，道家同样也是追求美与善的统一。老子

在提出美与丑、善与恶相反相因、相伴而生的同

时，提出了“上善若水”重要命题。他说：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
人之所恶，故几於道。

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

治，事善能，动善时。

夫唯不争，故无尤。②

老子说的“上善”指的是至善、至美的境

界。水是生命的象征，海是水的王国。它以无

比宽广的胸怀，海纳百川、润育万物；它以雷霆

万钧的巨浪和澎湃磅礴的气势，荡涤污泥浊水、

冲破种种藩篱；它又以潮起潮落、舒缓自如的节

奏与美妙动听的和声，伴随着世人前行的脚步，

自觉自由地去“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

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奔向 “大同世

界”、“美丽中国”。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一个过

程。这是一个“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

恶”而不惧，迎激流，越险滩，曲折迂回，奔流直

下，融入浩渺无垠海洋的过程；这是一个知行合

一、自律与他律融合、个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

形成互动统一、和谐美的过程；这是一个中华文

明海纳百川、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绚丽多彩、走

向世界的过程。

知行并进，培育和践行相伴而生，这是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之所以能够在神州大地生根、

开花，成为祖国上下自觉遵循的行为准则和追

求的价值理想的一个重要原因。我国倡导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绝不能将知和行、培育和践行

割裂开来。习近平同志明确指出：“道不可坐

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从知行合一上下

功夫，核心价值观才能内化为人们的精神追求，

外化为人们的自觉行动。《礼记》中说：‘博学

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③中国

古代思想家、哲学家王阳明在倡导他的知行合

一学说时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

确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功夫本不可离，只为后

６

①

②

③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５日。

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年，第８９页。
习近平：《青年要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２０１４年５月４日），《人民日报》

２０１４年５月５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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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

并进之说。真知即所以为行，不行不足谓之

知。”①王阳明在《传习录》中反复强调：知是行

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

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

“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为学，则知不行之不可

以为穷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为穷理，则知知行

之合一并进，而不可以分为两节事矣。”②王阳

明５００多年前所阐发的关于知行合一的观点，
在当今时代依然有其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自律与他律统一融合，是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全过程中所显示出的又一鲜明

特点。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第一

步，是作为社会的个人的自律问题。马克思指

出：“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③在世界

文明史上突出强调道德自律的是德国古典美学

的奠基人康德。他在《实践理性批判》中写下

的一段话，为一代一代学者反复引用，广为世人

传颂。他说：“有两样东西，人们越是经常持久

地对之凝神思索，它们就越是使内心充满常新

而日增的惊奇和敬畏：我头上的星空和我心中
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獉

的道德律
獉獉獉獉

。”④康德强调道德自律，打破中世纪

宗教他律的精神枷锁，具有一定的思想启蒙意

义，但是他并没有将人的自律与他律统一起来。

马克思指出：“康德只谈‘善良意志’，哪怕这个

善良意志毫无效果他也心安理得，他把这个善

良意志的实现以及它与个人的需要和欲望之间

的协调都推到彼岸世界。”⑤由于割裂自律与他

律统一的关系，将必然和自由、认识和实践对立

起来，把“全部知识老是停留在主观性之内，在

主观性之外便是外在的物自体”⑥，所以康德就

无法找到主客统一、自律与他律统一的前提和

基础。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揭示出人类社会

发展的规律，深刻阐明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

念，包括“道德律”，都是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

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

变。“我们判断一个人不能以他对自己的看法

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

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

中去解释。”⑦“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

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

理的解决。”⑧唯物史观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

观，科学地揭示出道德自律与他律统一的基础。

我国倡导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植根于５０００
年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和中国社会主义半个多

世纪的实践经验，凝聚着无数仁人志士和先贤

的智慧、心血和价值理想的追求。我们说的道

德自律就是指作为生活在社会主义中国的每一

个公民，都应自觉地选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作为自己内心的“道德律”和日常生活应遵循

的底线，并以此作为判断是非、善恶、美丑的尺

度、行动的指南与前进的方向；道德的他律则应

认清社会发展的规律，认识个人与社会、与国家

的关系，自觉接受代表人民的意志的法律的约

束，以自己的行动捍卫宪法和法律的尊严，维护

社会的公平与正义。我们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过程中，也只有将自律与

他律融合与统一起来，才能使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真正落到实处。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个人、家庭、社会、

国家之大德。在培育和践行的过程中，我们要

努力以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公民个人价值

准则为中心，加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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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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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

⑧

《王阳明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８５页。
《王阳明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３９０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１１９页。
［德］康德著，邓晓芒译，杨祖陶校：《实践理性批判》，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２２０页。同时这段话又见于现在俄罗斯

加里宁格勒的康德墓碑铭文。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０年，第２１１－２１２页。
［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康德哲学论述》，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２年，第３５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３３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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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个人品德的教育，使崇德向善、修身养性、严

于律己、以诚待人、讲信修睦、尊老爱幼、尊师重

教等高尚的道德风尚蔚然成风，以化天下。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把有道德的人看

作是最美的人的传统。郭店楚墓竹简将尧、舜、

大禹比作巍巍的高山，他们既是后人学习的道

德楷模，又是世间最美的圣人。在当今时代，同

样是把各行各业涌现出来的道德模范看作是最

美好的人，如说最美的乡村教师、最美的环卫工

人、最美的绿化荒山老人、最美的救死扶伤的医

生，等等。在世界美学史上，将美与道德构成一

体的则是康德。这与他强调人心中的“道德

律”是互为表里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第５９
节中写道：“现在我说：美是道德的象征；并且

也只有回顾这一层（这对每个人是自然的，也

要求着每个人作为义务），美使人愉快并提出

人人同意的要求，在这场合人的心情同时自觉

到一定程度的醇化和昂扬，超越着单纯对于感

官印象的愉快感受，别的价值也按照着它的判

断力的一类似的规准被评价着。”①康德认为

象征只是直觉的一种，它是以感性的符号体现

某种理性的理念的内容。康德从目的论的视角

来探讨美的问题，他说：“这种目的论的判断构

成审美判断的基础和条件，我们必须顾念到这

点。”②在他看来，整个宇宙、自然的历史是一

个向着有道德的人生成和发展的历史。自然界

是以培养有道德的人为其最终目的。到人类都

成了有道德的人的时候，世界就真正进入了自

由的、真善美的理想境界。康德认为，只有人的

美，才是美的理想，自然的美是为人而存在。而

人的美就是有道德的人的美。这样，“美是道

德的象征”就将自然和自由、偶然与必然、现实

与理想、真善与美统一起来。可贵的是，康德在

指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同时，又区别了道德

的象征与道德范畴的不同，并以百合花为例说

明道德的象征，只是一种与道德的主观类比。

“百合花的白色导引我们的心意达到纯洁的观

念，并且按照着从红到紫的七色秩序，达到：

（１）崇高；（２）勇敢；（３）公明正直；（４）友爱；
（５）谦逊；（６）不屈；（７）柔和等观念。”③中国古
代艺术中的“比德”说，以松、菊、竹、梅“四君

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美丽，就与康德说

的意思相一致。

康德从人类学的高度提出人是目的、不是

工具的命题，充分尊重人存在的尊严和价值，并

由此出发论说了“美是道德的象征”著名观点。

康德一生一直关注着人的问题，重视关于人的

主体性问题的研究。马克思批判地继承了德国

哲学的优秀成果，科学地阐发了人的本质，把从

现实的从事实践活动的人作为自己从事科学研

究的出发点。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

说服人。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但

是，人的根本就是人本身。”④价值观直接关系

到人的存在价值，诸如人为什么活着、怎样活

着、应做一个什么样的人、走一条什么样的人生

道路等问题。对于国家社会来说，直接关乎这

个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建设一个什么样的

国家和社会、培育什么样的公民？在世界人民

面前树立起一个什么样的形象？我们倡导的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体是人民。为最广大的

人民群众谋福利，还是为个人或极少数人谋私

利，这是马克思主义价值观与形形色色的非马

克思主义价值观的本质区别和根本分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理想和终极目标是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实现“两个一百

年”的伟大目标；培养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道路、承载着中华文明血脉的德智体美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新人；把我们伟大祖国建设

成世界上最令人向往的“美丽中国”，将理想变

成现实，在神州大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

８

①

②

③

④

［德］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第２０１页。
［德］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第１５７－１５８页。
［德］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４年，第１４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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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追求跨越

时代超越国度的价值理想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承载着优秀民族文化
的基因，蕴含着走向未来、融入世界文明的因

子。优秀的民族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和

“魂”。在培育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构

建具有中国民族特色与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的

过程中，我们“要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

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代、超越国度、具有永

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把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又弘扬时代精神、立足本国

又面向世界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传播出

去。只要中华民族一代接着一代追求美好崇高

的道德境界，我们的民族就永远充满希望”①。

在中西优秀文化遗产中，世界各民族的确创造

出了一些闪耀着“跨越时代、超越国度、具有永

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的奇葩珍

品。著名思想家、哲学家、美学家从这些精神生

产的珍品中概括出的“和、真、善、美”等价值范

畴，就具体体现出“跨越时代、超越国度、具有

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

大约生于公元前６世纪的毕达哥拉斯，提出
了宇宙和谐论，认为宇宙是由和谐构成的。“和

谐是许多混杂要素的统一，是不同要素的相互一

致。”②音乐在宇宙中采用了和谐形态。赫拉克

里特提出“不同的事物产生最美的和谐”③的观

点。中华文明在“世界轴心时代”留下的历史文

献中，“和”字这一范畴也是频频出现：“和也者，

天下之大道也”，“协和万邦”，“和为贵”，“和而

不同”，等等。在以后２０００多年的世界文明史
中，“和”字几乎成了政治学、社会学、哲学、美学、

伦理学、宗教学、人类学、生态学等不同学科和处

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一个“跨

越时代、超越国度”的基本价值范畴。

真善美与“和”字一起，共同具有超越时空

的特点，并已成为各族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求

真、爱美、向善是人类的天性，但在不同时代，不

同种族、不同民族、不同地域和环境生活的人们，

对真善美丰富内涵的理解是千差万别甚至是根

本对立的。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各族

人民对真善美理解的不同，并不妨碍人类对真善

美价值理想的共同追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铭刻着当今中国各族人民对真善美价值的理

解、憧憬和理想，昭示着祖国发展的未来。在培

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我们

应“弘扬真善美，传播正能量，激励人民群众崇

德向善、见贤思齐，鼓励全社会积善成德、明德

惟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凝聚

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和有力的道德支撑”④。

一定的价值观总是与一定的宇宙观、世界

观相联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包含着

和、真、善、美等“跨越时代、超越国度”的价值

范畴，这与人类生存的地球是一个整体，人与自

然、人与人之间构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生命共

同体，有着直接的关系。习近平同志在《关于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

定〉的说明》中指出：“我们要认识到，山水林田

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人的命脉在田，田的命脉

在水，水的命脉在山，山的命脉在土，土的命脉

在树。用途管理和生态修复必须遵循自然规

律，如果种树的只管种树、治水的只管治水、护

田的单纯护田，很容易顾此失彼，最终造成生态

的系统性破坏。由一个部门负责领土范围内所

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对山水林田湖进行

统一保护、统一修复是十分必要的。”⑤保护人

９

①

②

③

④

⑤

习近平：《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制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人民日报》２０１４年２月１８日。
［波兰］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著，杨丽、耿幼壮等译，杨照明校：《古代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

１１４页。
［波兰］沃拉德斯拉维·塔塔科维兹著，杨丽、耿幼壮等译，杨照明校：《古代美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

１１６页。
习近平：《在会见第四届全国道德模范及提名奖获德者时的讲话》，《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９月２７日。
习近平：《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光明日报》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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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赖以生存的美丽家园地球的生态美，是一个

超越时空的世界性现实问题。习近平这段关于

地球家园的山水林田湖与人共同构成一个生命

共同体的论说，承继了中国古代先贤们的生态

智慧和天人合一观，科学地总结了中外生态保

护的历史经验教训，辩证地揭示了山水林田湖

与人的内在的不可分割的必然性联系，并且提

出了整体性系统的治理保护对策。习近平同志

的这一理论主张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创新性、实

践性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是对马克思主义价值

观、自然观、生态观的新发展。

关于天地万物与人一体的思想，古代哲人

已有所表述。比较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王阳明，

他在《传习录》中说：“盖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

体，其发窍之最精处，是人心一点灵明，风雨露

雷，日月星辰，禽兽草木，山川土石，与人原是一

体，故五谷禽兽之类皆可以养人，药石之类皆可

以疗疾。只为同此一气，故能相通耳。”①王阳

明提出了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的观点，并从

人的生存需要说明人不能离开自然万物而生

存，自然万物与人是以“一气”相通的。由天地

万物与人一体出发，王阳明进一步阐发了孟子

提出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②的思想。

王阳明是中国古代的心学大师，他以人心的

“良知”将天地万物与人构成一体，“人的良知，

就是草木瓦石的良知。若草木瓦石没有人的良

知，不可以为草木矣”③。王阳明没有也不可能

揭示出天地万物、生成发展的自然规律，因而也

就谈不上自觉遵循自然规律、运用自然规律去

保护自然、建设美丽家园的问题。习近平关于

地球家园生命共同体的思想，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像一盏明

灯，照亮了我们保护地球绿色家园、建设美丽中

国的前进方向。习近平指出：“在走向生态文

明的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将按照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

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

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

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

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

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

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④

中国人民与世界各族人民共同生存在宇宙

星空这颗小小的星球上，自从地球上出现“生

物圈”，人类便成为生物圈中第一个有意识的

生命形式，成为地球这个绿色家园中的居民。

人类自诞生之日起，就与大地母亲形成了一个

不可分离的生命共同体。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

诺德·汤因比指出：“人类是大地母亲的最强

有力和最不可思议的孩子。其不可思议之处就

在于，在生物圈的所有居民中，只有人类同时又

是另一个王国———非物质的、无形的精神王

国———的居民。”⑤对于无意识的生物来说，同

他生存的周围世界，不可能有道德的善恶之分

和是非、美丑之别。“道德是与意识同时出现

在生物圈中的。二者共同构成一种存在形式，

即精神形式。”⑥有意识的自由自觉的生命活动

是人类区别于其他生物物种的根本特征。在长

期的实践过程中，人不仅可以而且能够认识自

然社会的特点、规律，而且能够自觉地运用所掌

握的规律和“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出一个对

象化的新世界。自工业革命以来，新大陆的发

现，世界市场的形成，人类的文明世界已经联结

成一个整体，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有了极

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王阳明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０２页。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年，第３６３页。
《王阳明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１３年，第５０２页。
习近平：《致生态文明贵阳国际论坛二零一三年年会的贺信（２０１３年７月１８日）》，《人民日报》２０１３年７月２１日。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上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１８页。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上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２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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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增长。人类用自己的智慧和双手，创造了

许多人间奇迹和超越时空、具有永恒魅力的艺

术珍品，为大地母亲增光添彩。同时我们又清

楚地看到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给

人类文明不断谱写出新的篇章；同时“工业革

命却使生物圈遭受了由人类所带来的灭顶之灾

的威胁”①。大气污染，生态破坏，物种绝灭，地

球变暖，“人类对生物圈劫掠性破坏的后果，正

不断地从许多征候中显示出来”②。第二次世

界大战和原子弹爆炸，科技的迅猛发展，各种新

式武器的研制，核战争的阴影不散，“人类，这

个大地母亲的孩子，如果继续他的弑母之罪的

话，他将是不可能生存下去的。他所面临的惩

罚将是人类的自我毁灭”③。当前，我们生存的

地球家园面临的最重大的现实问题是：“人类

将会杀害大地母亲，抑或将使她得到拯救？如

果滥用日益增长的技术力量，人类将置大地母

亲于死地；如果克服了那导致自我毁灭的放肆

的贪欲，人类则能够使她重返青春，而人类的贪

欲正在使伟大母亲的生命之果———包括人类在

内的一切生命造物付出代价。何去何从，这就

是今天人类所面临的斯芬克斯之谜。”④汤因比

提出的这一问题是一个“超越时代、跨越国

度”、关系大地母亲生存还是死亡的现实问题。

对于如何应对和回答保护人类生存的绿色家

园、拯救大地母亲、并使大地母亲重返青春的时

代问题，汤因比这位世界顶级的历史学家把目

光转向了东方，对中国的领袖们和中国人民寄

予厚望。他说：

　　中国的领袖们正在采取措施防止悲剧
的重演。与中国过去的改革家们相比，中

国领导人是否能获得更大的成功，人们将

拭目以待，但至少他们目前行动的魄力便

是一个良好的征兆。

如果中国人真正从中国的历史错误中

吸取教训，如果他们成功地从这种错误的

循环中解脱出来，那他们就完成了一项伟

业，这不仅对于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对处

于深浅莫测的人类历史长河关键阶段的全

人类来说，都是一项伟业。⑤

科学的预言终将变成现实。汤因比的巨著

《人类与大地母亲》完稿于１９７３年，中译本出
版于２０１２年。他对中国领袖们和中国人民在
拯救大地母亲的历史过程中所给予的期盼和厚

望，是他在对中国悠久的传统文化和世界文明

史发展规律的深刻研究与全面把握的基础上提

出的一个科学预言。历史是最好的镜子。东方

的“睡狮”已醒。中国人民经过反复的实践 ，吸

取惨痛的历史教训，终于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

国情的中国道路，自觉倡导、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习近平同志关于建设美丽中

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理论，关

于国际社会综合安全、共同安全、合作安全的理

念和中国与世界各国构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

同体的理论，关于地球家园的山水林田湖与人

共同构成一个生命共同体的理论，关于遵循自

然规律、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为子孙后代留下天

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的庄严承诺，等

等，这一切，就是中国人民对汤因比提出的保护

人类生存的绿色家园、拯救大地母亲、并使大地

母亲重返青春的时代问题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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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下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６０８页。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下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６２１页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下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６３３页。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下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６４１页。

［英］阿诺德·汤因比著，徐波等译，马小军校：《人类与大地母亲》下卷，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６４０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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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批评·学术批判·政治批判
———《李慧娘》在１９６０年代前期

刘方政
（山东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　１９６０年代前期，戏剧界针对孟超的《李慧娘》展开了不同性质的批评与批判：根据传统戏曲的发展历
史和艺术规律，在尊重观众的欣赏要求和审美趣味基础上的学术批评；为了贯彻文艺服务于工农兵的指导方针和

大力创作演出现代戏曲、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对鬼戏和因《李慧娘》而引起的“有鬼无害论”的学术批判；因毛

泽东的第一次“批示”和刘少奇的“点名”而开展的政治批判（对作品）和政治斗争（对作家）。

关键词：　《李慧娘》；《“有鬼无害”论》；孟超；学术批评；学术批判；政治批判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７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１３－１１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１－０３

作者简介：刘方政（１９６２－　），男，山东莱西人，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

①曲六乙：《鬼魂戏管窥———兼及建国以来鬼魂戏的论争》，《文艺研究》１９７９年第１期；穆欣：《孟超〈李慧娘〉冤案始末》，《新

文学史料》１９９５年第２期。

②陆沅：《刘少奇终于未能保护他们》，《百年潮》１９９８年第６期。

　　作为１９６０年代初戏曲界“三株大毒草”之
一，孟超新编昆曲《李慧娘》（另两株是田汉的

《谢瑶环》和吴晗的《海瑞罢官》）在不到四年的

时间里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学术批评（１９６１年中
至１９６３年初）、学术批判（１９６３年中至年底）和
政治批判（１９６４年初至１９６５年初）三个阶段。
“文革”结束、组织上为孟超平反之后，许多当

事人和研究者纷纷撰文，以图廓清历史事实，在

政治上为作家和作品恢复名誉，从戏曲创作和

演出的角度充分肯定《李慧娘》的思想艺术成

就，情意真挚，说理充分。但有两个问题至今或

模糊不清或被刻意回避：一是将１９６３年５月之
后的学术批判和１９６４年初开始的政治批判混
为一谈，统统说成是江青和康生为了整人（孟

超、廖沫沙）而玩弄的政治阴谋①，在一定程度

上忽视了戏曲在新的社会生活中的内容变革与

政治斗争的区别；二是出于为尊者讳，有意识地

隐去了某些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李慧娘》展开

政治批判应承担的责任，有的文章甚至达到了

罔顾事实的程度②。

事实并不完全等于真相。接近历史的真相

是相当困难的，有时候还原历史事实的努力也

可能是徒劳的，更何况我们面对的很多都是经

过文字“改装”过的事实。本文试图从１９６０年
代初围绕戏曲创作演出的纷争与《李慧娘》的

深层关系入手，并结合１９５０年代之后的鬼戏评
论和研究，尽最大努力还原历史事实，接近历史

真相。

一

《李慧娘》发表于《剧本》１９６１年７、８月合
刊。当年８月，由北方昆剧院首演于北京。演
出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人民日

报》、《光明日报》、《北京日报》、《文艺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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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青年报》等报纷纷刊登评论文章，盛赞这是

一朵鲜艳的“红梅”①。不过，大部分文章都是

根据李慧娘反抗贾似道压迫的阶级抗争，并结

合１９６０年前后的社会现实，进行泛泛的表扬。
到１９６２年中，从理论上和学术上对作品进行分
析评论而较有分量的文章其实只有三篇。有必

要首先提及的是为剧作“护法”的繁星（时任北

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

该文从思想和艺术两个方面肯定了《李慧娘》：

“不但思想内容好，而且剧本写得不枝不蔓，干

净利落，比原来的《红梅记》精炼，是难得看到

的一出改编戏。”作者站在唯物论的立场并引

用革命导师的教导，论证“代表自然力量的鬼

神，同时代表一种社会力量”，且随着时代的发

展，自然属性越来越少而社会属性逐渐增强；从

当时主流意识形态极端强调的阶级斗争学说出

发，分析了“鬼戏”的无害而有益。

　　文学作品，是现实世界的反映，在阶级
社会就是阶级斗争的反映…… 是不是迷

信思想，不在于戏台上出不出现鬼神，而在

于鬼神所表现的是压迫者还是被压迫者；

是屈服于压迫势力，还是与其作斗争，敢于

战胜压迫者。前者才是教人屈服于压迫势

力的迷信思想，后者不但不是宣传迷信，恰

恰相反正是对反抗压迫的一种鼓舞。

我们对文学遗产所要继承的，当然不

是它的迷信思想，而是它反抗压迫的斗争

精神。戏台上的鬼神，不过是某种思想的

具现。我们要查问的，不是李慧娘是人是

鬼，而是她代表谁和反抗谁……

如果是个好鬼，能鼓舞人们的斗志，在

戏台上多出现几次，又有什么妨害呢？②

如果说繁星重点是以对《李慧娘》的评价

为引子而从理论上为一个类别的鬼戏“护法”，

那么张真则充分肯定了作品的政治主题———

“爱国青年与反动腐败的统治者的矛盾”、“人民

对这个大权奸误国害民的反抗情绪”；强调人物

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感情———“把裴生与慧娘的

爱情描写减轻，而加重描写了他们两人同在贾似

道迫害之下的患难相扶，同声相应的情感”。③

同样着眼于剧本的政治倾向，郦青云则得

出了与张真不同的结论。他通过对“流传了几

百年的李慧娘的传说”的梳理研究，认为以往

故事表现了李慧娘对自由与幸福的渴望；深刻

揭露了以贾似道为代表的封建统治者的凶残本

性；李慧娘鬼魂的反抗是理想的化身，也是现实

的化身。遗憾的是，以上三个方面在孟超的

《李慧娘》中却因“提到了政治性的高度”都“黯

然失色了”：李慧娘赞扬裴生的政治观点和政

治立场，从而招致了“政治性的杀害”，死后大

闹半闲堂更是表现为一种政治性的斗争：“她

对贾似道的痛斥，主要已不能不是着眼在他

的政治立场和民族意识方面（‘卖国害民’、

‘向元兵称臣投降，任意诛杀，苦害忠良’），因

而，观众便不免感到，这个斗争，实际上已带

上了全民的性质。而这样的斗争，要由一个鬼

来进行，就不免缺少力量了。”问题的关键在

于，“李慧娘以这种方式进行斗争，是没有力量

的。因为，她的斗争方法和她的斗争内容，是不

相称的”④。

其实，不管是张真充分的褒扬，还是郦青云

“新人不如故”的批评，二者的着眼点首先是剧

作的政治内容、政治情感和政治倾向，繁星重点

强调的，１９６３年之后集中火力批判的“鬼”，并
没有作为主要评述对象：张真只是在文章的结

尾部分笼统地指出，在过去社会中，老爷和绅士

们怕鬼而老百姓却很喜欢鬼，因为后者在现实中

是弱者，死后爱憎分明，“继续了生前的斗争”；

郦青云虽然认为李慧娘的鬼魂“是理想的化身，

也是现实的化身”，但是“鬼总是与个人联系在

一起，而不是与集体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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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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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陶君起、李大珂：《一朵鲜艳的“红梅”》，《人民日报》１９６１年１２月２８日。
繁星：《有鬼无害论》，《北京晚报》１９６１年８月３１日。
张真：《看昆曲新翻〈李慧娘〉》，《戏剧报》１９６１年第１５、１６期合刊。
郦青云：《谈谈李慧娘的“提高”》，《戏剧报》１９６２年第５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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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集体，即使在斗争中失败了，也不会幻想集

体变成鬼来复仇”。在戏剧与政治上激起狂风巨

浪的是充分肯定“鬼戏”的《有鬼无害论》。

繁星以《李慧娘》为具体论述对象而从理

论上肯定“鬼戏”存在的合理性，既有自己的独

立思考与判断，也与１９５０年代的两次“鬼戏”
论争不无关系。早在新政权即将一统天下的

１９４８年年底，中共中央还在河北平山县的时
候，主管文艺宣传的周扬、周巍峙等人曾就有关

旧戏改革的问题请示过毛泽东和刘少奇，“主

要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①撰写了《人民日

报》专论———《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

工作》。专论指出：“对于旧剧，必须加以改革，

因为旧剧也和旧的文化教育的其他部门一样，

是反动的旧的压迫阶级用以欺骗和压迫劳动群

众的一种重要的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需要

欺骗与压迫劳动群众，相反，我们要帮助和鼓励

劳动群众去反对与消灭这种欺骗与压迫，所以

我们对于旧剧必须加以改革。”因为“它们绝大

部分还是旧的封建内容，没有经过必要的改

造”；因为不管农村还是城市，旧戏具有相当数

量的观众，对群众的影响非常大。所以，必须分

清旧戏内容的好与坏：有利的部分、无害的部分

和有害的部分。后一部分包括三个方面，其中

就有“提倡迷信愚昧的如舞台上神鬼出现”②。

中央人民政府于１９５１年５月５日发布了《政务
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明确了“改人、

改戏、改制”的“戏改”方针，经过一年多的商

讨、研究，文化部先后发出通知，明令禁演了有

严重封建毒素的剧目２６出，其中大多数属于
“鬼戏”的范畴。

行政手段对于具体的创作和演出产生了极

其重要的影响，舞台上的鬼戏明显减少，就是流

传数百年、脍炙人口但含有鬼魂表演的剧目，经

过加工之后基本上也是面目全非。１９５３年９、
１０月间，马健翎根据秦腔《游西湖》改编的新本
在西安和兰州正式演出，由于改编本将传统故

事中李蕙娘（马本如此———笔者）的“鬼魂”删

除而代之以“装鬼”，引发了普遍的怀疑和批

评：旧本中痛快地嘲骂贾似道的蕙娘鬼魂“是

代替大家做了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的好鬼”，

新本则“戏味全变了，而且好些地方分明是在

做戏，觉得牵强”③；改编前的本子“写蕙娘阴魂

不散，象活着时候一样地来与自己的爱人相会，

象活着时候一样去为姐妹们说情和痛骂贾似

道。这个鬼魂的出现，正是斗争在幻想基础上

的继续发展。这种描写不是反现实主义的，而

是现实主义精神的积极发扬”，马健翎的改编

本“把鬼改成人以后，人物和情节的真实性反

而大大削弱了……优点都被取消了，原作那种

悲剧的严肃性也一点没有了，全剧变成了一出

闹剧，一种看来不能令人相信的奇闻。原作的

思想深度，也大大变得浅薄了”。④

１９５６年，中央文化部召开了全国戏曲剧目
会议，提出挖掘传统剧目，丰富上演节目，不少

人认为应该让“鬼戏”登台：要让“有反抗性、人

民性的鬼能在舞台上出现才是”⑤；“人民终归

会坐在剧场里欣赏古代的有鬼出现的戏剧”⑥。

《新民晚报》开辟专栏讨论“鬼戏”问题，先后发

表了３０多篇争论文章。大部分人认为，在传统
剧目产生的时代，鬼的观念是客观存在的，大部

分鬼戏具有积极的意义⑦；鬼戏是文学艺术领

域里的特殊题材，必须消除对它们的偏见⑧；鬼

戏中有很好的艺术表演，不应为了小节而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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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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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扬：《进一步革新和发展戏曲艺术》，《文艺研究》１９８１年第３期。
《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旧剧改革工作》，《人民日报》１９４８年１１月２３日。
记者：《改编〈游西湖〉的讨论》，《文艺报》１９５４年第５期。
张真：《谈〈游西湖〉的改编》，《文艺报》１９５４年第２１期。
张庚：《正确地理解传统剧目的思想意义》，《文艺报》１９５６年第１３期。
秦牧：《谈鬼》，《人民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１３日。
李啸仓：《论古典戏曲艺术中的鬼魂问题》，《戏曲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３期；戴再民：《试论戏曲剧目中的“鬼魂”》，《剧本》１９５７

年第２期；屠岸：《探〈探阴山〉》，《戏剧报》１９５７年第７期。
曲六乙：《漫谈鬼戏》，《戏剧报》１９５７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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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艺术价值①；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无神论的广

泛宣传，人民的思想觉悟已经大大提高，演鬼戏

并没有什么害处②。反对“鬼戏”登台的声音相

对于赞成的意见则太过微弱了③。

从建国后鬼戏的禁演、创作和评论可以看

出，随政权的革故鼎新围绕戏曲而产生了潜在

冲突：改革的目的是将戏曲作为新政权操控的

工具还是为了戏曲艺术的发展、为了观众的欣

赏需要。１９５１年由周恩来签发的政务院《关于
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指出：“戏曲应以发扬人

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在革命斗争与

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为首要任务。凡宣传反

抗侵略、反抗压迫、爱祖国、爱自由、爱劳动、表

扬人民正义及其善良性格的戏曲应予以鼓励和

推广，反之，凡鼓吹封建奴隶道德、鼓吹野蛮恐

怖或猥亵淫毒行为、丑化与侮辱劳动人民的戏

曲应加以反对。”④１９５０年到１９５２年陆续停演
２６出剧目，同样也是从政治角度考量的。

问题是，行政命令是一回事，落实到艺术实

践中又是另一回事。由于旧戏具有几百年的历

史，舞台形象和价值观念在普通观众心目中已

经扎下深根，仅仅依靠文件对其进行“改革”，

不会轻易奏效。就这两次论争来说，赞成《游

西湖》新改编本和反对上演鬼戏的人所持观点

都是政治的。前者将原剧中的“鬼”变为人，以

人的复仇作结，是因为唯物主义否认鬼魂的存

在，“人死还不如灯灭”、“人死是最后物质生活

的停止”，因此，将李蕙娘由“鬼”改为“装鬼”便

是符合唯物观念的；反之，那些“使人空想做鬼之

后再去进行什么斗争”的处理则是“反常”的。⑤

“鬼是唯物主义者所不承认的，人们的生活中

根本就没有鬼。所以鬼的形象出现在戏曲舞台

上，必定会带来副作用，使人们相信确是有鬼的

存在……这样就使观众感到鬼的力量可以支配

人的行动，人们的生活要受到鬼的干预。”⑥

而反对将李蕙娘由“鬼”改为“装鬼”和支

持鬼戏登台的人则是从戏曲艺术出发，尊重前

人的艺术创造，力图利用旧形式给新时代的观

众带来精神愉悦。至于主管部门着力强调的意

识形态性，他们也是有所顾忌的，不过与反对者

表现形式不同罢了：解放后，广大人民群众的思

想觉悟已经有了很大进步，“他们从亲身体会

中认清了，自己的命运完全靠自己来掌握，仍然

固执迷信鬼神、依赖命运的人，恐怕越来越少

了。在这种觉悟提高的时代里，把一些有人民

性的，富有生活气息人情风味，而且形象并不丑

恶的‘鬼戏’搬上舞台，有什么坏处呢”⑦？在支

持鬼戏登台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有研究者庆

幸道：“自从打破清规戒律的口号提出后，我们

再不愿像以前那样似的见鬼就斩了。于是，有

不少鬼魂，本已被打入十八层地狱的，现在又得

重见天日，在舞台上出现和观众见面了。”⑧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繁星才以《李慧娘》

为具体对象为鬼戏“护法”，《有鬼无害论》的根

本出发点便是：观众喜爱、评论家肯定的戏曲演

出应该得到充分的肯定和保护。

二

繁星的“护法”和张真等人的肯定仅仅局

限于《李慧娘》这一部戏，至多也只是同一题材

类别的戏。这与新政权建立伊始，尤其是１９６０
年代初期意识形态对戏曲的要求又是不合拍

的，甚至是相背离的。

早在１９５０年代的“戏改”时期，戏曲剧目
创作、演出就鼓励编演现代戏。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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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刚：《谈神话戏与鬼戏》，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１９５７年。
华犁：《对神从宽 对鬼从严》，《北京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
笔者看到的较有深度的文章有：许士林《有鬼的戏现在还会有副作用》，《河北日报》１９５６年７月９日；朱章松《鬼戏是为封

建统治者服务的》，《新民晚报》１９５６年７月２７日。
《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人民日报》１９５１年５月５日。
柳风：《从〈游西湖〉的改编谈起》，《群众日报》１９５４年２月２０日。
许士林：《有鬼的戏现在还会有副作用》，《河北日报》１９５６年７月９日。
华犁：《对神从宽 对鬼从严》，《北京日报》１９５６年１０月３０日。
李啸仓：《论古典戏曲艺术中的鬼魂形象》，《戏曲研究》１９５７年第３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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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１１月４日，文化部在北京举办了第一届全
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演出剧目８２个，其中现
代题材的 ８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十。１１月 １６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指出，传统戏曲虽然具

有一定的人民性和现实意义，但毕竟是在封建

社会中形成的，杂有严重的封建性和非现实主

义因素，因而，“戏曲艺术如何正确地、真实地

反映现代生活，更是当前急待解决的问题”①。

１９５６年６月召开的第一次全国戏曲剧目工作
会议上提出，在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传统剧目

的发掘、整理和改编的同时，必须重视新剧目的

创作，也即后来的“传统戏、现代戏两条腿走

路”。１９５８年的戏剧大跃进催生了现代戏热，
该年６、７月举办的“现代题材戏曲联合公演”
期间，召开了“戏曲表现现代生活座谈会”，提

出“以现代戏为纲”的口号。刘芝明在总结发

言中提出：“鼓足干劲，破除迷信，苦战三年，争

取在大多数的剧种和剧团的上演剧目中，现代

剧目的比例分别达到２０％至５０％。”②由于只
注重数量而忽视质量，大多数作品成了半成品

甚至废品，造成了人力财力的巨大浪费。

１９５９年，《戏剧报》第一期发表了中国剧协
主席田汉的《从首都新年演出看两条腿走路》

一文。针对只重视现代剧目而忽视传统剧目的

倾向，该文指出：“我们不能一条腿，或一条半

腿走路，必须用两条腿！”③５月，周恩来召开部
分文艺界代表座谈会，发表了《关于文化艺术

工作两条腿走路的问题》的讲话，整理改编传

统剧目的问题引起了戏曲剧团的高度重视。

１９６０年，文化部在京举办“现代题材戏曲
观摩演出”，演出了 １０个现代戏剧目，提出了
“现代戏、传统戏、新编历史剧三者并举”的戏

曲创作和演出方针。

１０年间，尽管一再号召编演现代题材的戏

曲作品，但成绩不大：保留剧目很少，观众认可

度不高。活跃在舞台上的依然是传统剧目和新

编历史剧。这就使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显

然有些尴尬。执政党将社会主义国家定义为人

民当家做主的国家，为劳动人民服务就必须以

工农兵为主角，反映工农兵的生活现实，这就需

要意识形态非常强的戏曲艺术。传统戏和新编

历史剧显然很难做到这一点，最起码意识形态

作用达不到政权的要求。立新必须破旧，这是

自延安“讲话”以后文艺界的常规。１９６３年元
旦，柯庆施在上海首先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

号，得到了江青的大力支持：“我支持‘大写十

三年’！”④并针对戏曲现状指出：“为什么在社

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

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

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美其

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

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

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恶

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

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

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⑤当然，江青１９６６年
的这段话，是以毛泽东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４年的两个
批示为理论指导，结合具体作品和文艺现象的

发挥。也就是说，她所谓的古、洋、死就是封建

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而今、中、生，则是社会主义

的，这也就是她大力培植统治舞台长达１０余年
的“革命现代京剧”（样板戏）的目的所在。

在大力倡导现代戏创作演出的背景下，反

映封建时代生活且有鬼魂出现的《李慧娘》不

但受到观众的喜爱、评论界的叫好，而且身居高

位的廖沫沙居然还以其为例为“鬼戏”“护法”，

客观上具有向戏曲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挑

战的嫌疑。这也正是梁璧辉《“有鬼无害”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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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地对待祖国的戏曲遗产》，《人民日报》１９５２年１１月１６日。
刘芝明：《为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戏曲而努力》，《戏剧报》１９５８年第１５期。
田汉：《从首都新年演出看两条腿走路》，《田汉全集》第１７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２９５页。
李松：《“样板戏”编年与史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６６页。
江青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在首都文艺界大会上的讲话，宋永毅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

务中心，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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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世的背景。实事求是地讲，梁文并不存在什

么“政治阴谋”，虽然与阶级斗争联系比较密切

（这与半年前毛泽东向全国发出“千万不要忘

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有关），但主要还是从反对

宣传封建迷信和唯心主义的角度进行学术批

判。所谓“学术”，首先在于它对“鬼戏”改编的

态度：“在我国传统剧目里有一些鬼戏，应当怎

样对待？这可以由专家们从容探讨。《红梅

记》这出鬼戏，应当怎样按照推陈出新的原则

来改编？这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可以

有各种各样改编法，不能一概而论。”其次，承

认《李慧娘》的“改编本比原作精炼，对贾似道

的残暴无耻和裴禹的正直刚强，也刻画的比原

作更好”。再次，站在主流意识形态极端强调

的、同时也为绝大多数研究者所接受的唯物主

义立场上，批评《李慧娘》在思想教育意义上没

有汲取原著的精华，而是发展了糟粕，因为“劝

导人与鬼‘同命运、共呼吸’，靠鬼‘慑邪恶而快

人心’，毕竟太‘飘渺虚幻’了”。所谓“批判”，

正如题目所标示的，梁文的重点是批驳“有鬼

无害”论：“繁星同志忽略了鬼神迷信的阶级本

质，因而也忽略了它对人民的毒害。”《有鬼无

害论》中的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是“不大对头”

的；文艺工作者“应当帮助人民破除迷信，至少

也不要去拨动封建迷信的余烬，使其复燃”。

其实，批评《李慧娘》和批判《有鬼无害论》只是

手段，是“破”，真正目的是为创作、繁荣戏曲现

代戏扫除障碍、架桥铺路，为了“立”：因为，历

史遗产只是今天进行艺术创造的借鉴，学习前

人的经验、成就，但不能被它们所限制，“必须

把主要力量放在创造社会主义的新文学、新戏

剧；对于传统的东西，也要按照历史观点和阶级

观点来加以辨别，根据时代和革命斗争的要求

来决定取舍，推陈出新，使其成为社会主义新文

学、新戏剧的一部分”①。

众多的有关《李慧娘》的研究评论文章几

乎异口同声，是江青在柯庆施的支持下，通过张

春桥找到俞铭璜撰写并经过张春桥修改过的。

就文艺批评来说，文章由什么人酝酿、由谁写作

和修改及写作过程如何并不是最重要的，关键

是看它的写作背景、写作目的和客观效果。第

一，“写十三年”与江青倡导的京剧革命具有内

在的一致性：推倒封建主义文艺，建设社会主义

文艺；第二，要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就必须

批判、清除封建主义文艺的影响和在舞台上的

中心地位，《李慧娘》描写的是封建社会的人物

和事件，有与社会主义文艺争夺阵地之嫌。

《有鬼无害论》为其“护法”，当然应在学术批判

之列。

正是从１９６３年开始，上层就不满于戏曲界
现状———传统戏、新编历史戏占据舞台中心而

现代戏备受冷落。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２９日，《人民
日报》社论《大力提倡现代剧》明确地指出：“从

一些地区的情况来看，１９６１年和 １９６２年上演
现代剧和革命斗争历史剧（包括话剧、戏曲、曲

艺）的比重，分别占上演剧目的百分之十二点

六和百分之八。到１９６３年，在党的提醒下，情
况才开始好转。”１９６６年２月，《林彪同志委托
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指

出：“近三年来，社会主义的文化大革命已经出

现了新的形式，革命现代京剧的兴起就是最突

出的代表。”②１９６６年１１月２８日，陈伯达在文
艺界大会上致开幕词：“一九六三年，在毛泽东

思想的直接指导下，掀起了京剧改革的高潮，用

京剧的形式表达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英

勇斗争的史诗。这个新的创造，给京剧以新的

生命，不但内容是全新的，而且在形式上也提高

了，面貌改变了……一九六三年以来的文艺革

命，成为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真正开

端。”③１９６７年，《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联合发
表经毛泽东亲自审定的元旦社论，认为无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有三个起始性的事件，按时间先后排

列，第一个即“１９６３年，在毛主席亲自指导下，我

８１

①

②

③

梁璧辉：《“有鬼无害”论》，《文汇报》１９６３年５月６、７日。
《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人民日报》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９日。
宋永毅编：《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光盘），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２００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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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进行的以戏剧改革为主要标志的文艺革命，实

际上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开端”①。

将梁璧辉《“有鬼无害”论》作为戏剧界政

治斗争的批判文章显然是不合适的。它只是一

篇立论较为尖锐、左倾色彩较浓的批评文章。

说得严重一些，也只是在戏曲舞台上应该首先

或主要反映封建时代的生活还是社会主义现实

的暗中较劲。实际上，在梁文面世之前的１９６３
年３月２９日，中共中央批转文化部党组《关于
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该报告于３月１６日
上报中央）中就明确指出：“更为严重的是新编

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

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

演出‘鬼戏’辩护。”以行政命令的方式提出“全

国各地，不论在城市或农村，一律停止演出有鬼

魂形象的各种‘鬼戏’”。戏曲评论家赵寻也发

出过“演‘鬼戏’没有害处吗”的质疑②。

《“有鬼无害”论》发表之后，景孤血和李希

凡等人也纷纷撰文从学术的角度批判“有鬼无

害”论③。

文化部禁演“鬼戏”的《请示报告》虽然点

了《李慧娘》和“有鬼无害论”的名，说到底也只

是文艺政策方面的问题，还提不到政治批判

（更不要说“政治斗争”）的高度。从赵寻、梁璧

辉、景孤血和李希凡文章的题目就可以清楚地

看出，这四篇文章批判的矛头主要指向的是为

“鬼戏”“护法”的《有鬼无害论》而非剧作本

身，后者只是作为批判前者的论据出现的。

针对孟超的《李慧娘》是不是就没有政治

批判（对作品）、政治斗争（对作者）了呢？如果

有，从什么时间开始？又是以什么事件作为具

体标志的呢？

三

笔者认为，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１２日毛泽东关于
文艺的第一个“批示”，是将《李慧娘》的学术批

判上升到政治高度的肇端；１９６４年１月３日，
为了贯彻“批示”精神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以

及刘少奇在会上的讲话和插话则意味着政治批

判的正式开始。从此开始，《李慧娘》才作为政

治批判的直接对象④，“护法”的文章倒退居其

次，甚至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⑤。

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１９６３年１２月９日
编印的《文艺情况汇报》第１１６号，登载了《柯
庆施同志抓曲艺工作》一文，介绍了上海抓评

弹的长篇书目建设和培养农村故事员的做法。

毛泽东看后，于１２日写下了关于文艺的第一个
批示：

彭真、刘仁同志，此件可一看。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

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

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

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

“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

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

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

主义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

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

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

抓起来。

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

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

９１

①

②

③

④

⑤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人民日报》、《红旗》１９６７年１月１日。
赵寻：《演‘鬼戏’没有害处吗》，《文艺报》１９６３年第４期。
景孤血：《鬼戏之害》，《光明日报》１９６３年５月２１－２５日；李希凡：《非常有害的“有鬼无害”论》，《戏剧报》１９６３年第９期。
从孟超的政治命运也可以清楚地看到学术批判与政治批判的区别：文化部的《请示报告》下发及《“有鬼无害”论》发表半年

多之后的１９６３年底，“人文社把孟超的工资，从编辑五级提高到编辑四级，经副社长兼总编辑韦君宜同意，上报批准。”；１９６４年则
被“停职反省”。见王培元《在朝内１６６号与前辈魂灵相遇》，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２页。

１９６５年２月１７日，繁星在《北京晚报》发表检讨《我的〈有鬼无害论〉是错误的》，表示“悔过”：“我在一九六一年八月在《北
京晚报》发表的《有鬼无害论》，是一篇错误极其严重的文章。错误的性质极其严重，是因为这篇文章为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鬼

戏《李慧娘》做辩护，成了这个戏的‘护法’。”虽然１９６４年１１月北京市统战部长的职务被撤销，但廖沫沙政治上的倒台主要是因为
“三家村”及政治斗争而非《有鬼无害论》。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艺术，岂非咄咄怪事。①

“批示”有两个关键词：“封建主义和资本

主义的艺术”（或“死人”），是指文艺作品反映

的是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活；“社会

主义的艺术”，是指文艺作品应该反映社会主

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如果仅从毛泽东对文

艺界的不满程度来看，“批示”与此前有关的讲

话、指示高度一致。同年９月，他对文艺工作就
作了如下指示：“舞台上尽是帝王将相、小姐、

丫鬟，内容变了，形式也要变，如水袖等等。推

陈出新，出什么？要出社会主义，要提倡搞新形

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不这样干，三十年后就

没人看了。上层建筑总要适应经济基础。”②时

隔两个月，他更加严厉地批评道：“一个时期以

来，《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

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

文化部不管。……文化工作方面，特别是戏曲，

大量的是封建落后的东西，社会主义的东西很

少。在舞台上无非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或外

国死人部。……要好好检查一下，认真改正。

如果不改，文化部就要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

才子佳人部，或外国死人部。”③谈的是文艺工

作，中心却是对戏曲界的彻底否定：“死人”（古

人）统治舞台，社会主义新人物新生活没有立足

之地。这与江青对戏曲现状的不满是契合的。

然而，“批示”最引人注意、最为关键、与批

判《李慧娘》关系最为直接的是批转的对

象———彭真、刘仁。此时，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在书记处协助邓小平

负总责，毛泽东对文艺工作有意见，将上海的经

验批转给他是可以理解的；但同时彭真又是北

京市委书记兼市长，刘仁是北京市委副书记，这

其中就有深意了：上海在文艺建设方面取得了

很大的成就，北京呢？那么，１９６３年北京有什

么问题呢？“批示”连带 ９月和 １１月的“批
评”，直指两个部门：文化部和《戏剧报》；一个

问题：“封建落后的东西”（帝王将相、才子佳

人）占据舞台中心。这时，在戏剧界引起最大

震动的就是《李慧娘》，孟超创作本剧时任中国

戏剧出版社副总编辑，为作品“护法”的廖沫沙

是北京市委统战部长。作为“批示”的注脚，

１９６４年６月６日，毛泽东在《关于第三个五年
计划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直接表现出了

对北京和中央文艺工作的不满：“文艺会演，军

队的第一，地方的第二，北京（中央）的最糟

……中央文艺团体，还是洋人、死人统治着。”④

１９６４年１月３日，在传达和贯彻“批示”精神的
“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彭真也明显地意识到了

毛泽东的不满：“主席这个信是写给我和刘仁

同志的。主席为什么写这个信？他就是觉得北

京这个文艺队伍是相当的鸦鸦乌。”⑤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主持会议的党和国

家重要领导人刘少奇积极主动地响应毛泽东关

于“死人”占据舞台中心的指责：“演历史戏跟

外国戏，就是演外国人和‘死人’。”“厚古薄今

的问题，就是毛主席讲过的颂古非今的问题，还

有颂洋非中国的问题，这就是‘死人’统治着，

外国人统治着。”⑥除此之外，他还数次点了《李

慧娘》和“鬼戏”的名：“我看过《李慧娘》这个

戏的剧本，他是写鬼，要鼓励今天的人来反对贾

似道那些人，贾似道是谁呢？就是共产党……

这个《李慧娘》是有反党的动机的，不只是一个

演鬼戏的问题。”“有些历史戏改得不好，比如

《李慧娘》、《谢瑶环》之类。”“现在用戏剧、诗

歌、图画、小说来反党的相当不少。那些右派言

论他不敢公开讲了，他写鬼来讲。”“有些历史

剧也有改得不好的，比如《谢瑶环》、《李慧娘》

０２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０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３６页。另见《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批示》，《人民日
报》１９６７年５月２８日。

盛巽昌：《毛泽东与戏曲文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０页。
盛巽昌：《毛泽东与戏曲文化》，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１０页。
李松：《“样板戏”编年与史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２２页。
李松：《“样板戏”编年与史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５页。
李松：《“样板戏”编年与史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３、７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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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类。”①

如果说刘少奇对“死人”和洋人统治文艺

界表示与毛泽东相同的态度是为了紧跟领袖的

话，那么，他对“批示”根本没有涉及的“鬼戏”

及具体作品硬性地上纲上线、甚至提到“反党”

的高度就令人费解了。其一，他并不是作为一

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评论者或研究者从戏曲

欣赏或学术研究的角度论文论人，而是作为党

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对文艺问题发表指导性的

讲话，理应严密、严谨、严肃，从他的讲话来看，

除了孟超（《李慧娘》）、田汉（《谢瑶环》）、陈半

丁②外，到底还有哪些戏剧、诗歌、图画、小说有

反党的具体表现？当时的戏曲舞台上，用“写

鬼”的戏曲作品代替“右派言论”的除了《李慧

娘》还有哪个作家的作品？其二，他两次说《李

慧娘》和《谢瑶环》“改得不好”，有什么根据？

是思想水平不高还是艺术质量低下？不管是从

当时的演出效果和评论来看，还是从新时期学

术界的研究来看，恐怕都不是。仅以有“反党

的动机”就全盘否定，能让人口服心服吗？其

三，说贾似道“就是共产党”，缺少具体的根据。

孟超笔下的贾似道有三宗罪：对内，“劫民盐，

重利盘剥”、“占民田，压榨抢掠”、“增赋税，强

索豪夺”、“滥用刑法，排挤善类，杀人如麻”，致

使“大宋朝，哀鸿遍野，黎民失所”；对外，“督师

汉阳，派宋京前往元军称臣纳币，乞和求降；班

师之日，却欺君骗民，谎言凯旋，因此步步高

升”；在家庭中，荒淫（妻妾成群）、残忍（动辄杀

戮）。建国 １４年，共产党人对内医治战争创
伤，恢复国民经济，人民当家作主；对外为了国

家主权，不惜与“老大哥”翻脸，反击印度在边

境的武装挑衅；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家庭生活中，

不管战争时期为了革命事业感情如何波折，解

放后一夫一妻，和睦相处。二者不啻天壤之别，

怎么能说贾似道就“是共产党”呢？

就是这样既没有艺术依据，也没有现实依

据的“指示”，在政界和文艺界引起了轩然大

波，大大超越前两个时期局限于戏剧范围内的

学术批评与学术批判，将《李慧娘》推向政治批

判的风口浪尖，最终酿成了冤案。在１９６３年底
至１９６４年初举行的华东地区话剧观摩演出大
会上，柯庆施在《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

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讲

话中说：“在我们戏剧界，有些人虽然口头上也

赞成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但实际上他们

不去贯彻执行党的文艺方针，他们对于反映社

会主义的现实生活和斗争，十五年来成绩寥寥，

不知干了些什么事。他们热衷于资产阶级、封

建阶级的戏剧，热衷于提倡洋的东西，古的东

西，大演‘死人’、鬼戏、指责和非议社会主义的

戏剧，企图使社会主义的现代剧不能迅速发展。

有些人身为共产党员，对这种情况却熟视无睹，

对于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坏戏，不痛心、

不干涉、不阻止、不反对，甚至还找理由替它辩

护，说什么‘有鬼无害’，‘封建道德有人民性’

等等。相反地，对于反映现实生活和革命斗争

的戏，不是满腔热情地支持，而是冷漠无情。所

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

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这种两条道路、

两种方向的斗争，本质上就是戏剧、文艺为哪一

个阶级服务的斗争。”③

柯庆施的文章达到了三个目的：响应毛泽

东的“批示”；鼎力支持江青提倡和发展京剧现

代戏；将刘少奇对《李慧娘》等作品具有“反党

的动机”的批判提升到了“两条道路、两种方

向”的高度。

地方主管宣传的官员如此积极回应，作为

党的喉舌的掌门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陆定一自

然也不能置身事外。１９６４年６月５日，在京剧

１２

①

②

③

李松：《“样板戏”编年与史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７４、７６、８１、８２页；王培元：《在朝内１６６号与前辈魂灵相
遇》，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２页。

刘少奇说：“陈半丁画的一些画，他是用很隐晦的形式，就是用那些诗，用那些画，来反对共产党的。”见李松：《“样板戏”编

年与史实》，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１页。
柯庆施：《大力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戏剧，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人民日报》１９６４年８月１６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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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他将

“鬼戏”与阶级斗争直接联系在一起，认为“鬼

戏”是阶级斗争在文化领域和戏剧工作中的反

映：“社会主义社会是有阶级斗争的社会。这

种阶级斗争，反映到文化领域，反映到京剧工作

中。”“最近，当我国遭到连续三年的大灾荒，以

赫鲁晓夫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者撤走专家，撕

毁合同，印度反动派在西南边境进行军事挑衅，

在美帝国主义保护下的蒋介石匪帮叫喊‘反攻

大陆’，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

分子，也趁此机会大肆活动的时候，京剧舞台上

又出现了许多鬼戏和坏戏。北京有了，别的城

市也有了。城市里有了鬼戏，乡村里也有了。

有了鬼戏，就助长封建迷信的抬头。这是资产

阶级和封建势力再次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当

时，戏剧界里有些人，看不清这个形势，被所谓

‘有鬼无害论’所蒙骗，现在应该得到教训，觉

悟起来。”①

陆定一在讲话中，将舞台上的“鬼戏”与

１９６０年代初国内外的阶级斗争紧密相连：“鬼
戏”不仅具有“反党的动机”，而且与国际国内

的敌对势力相勾结、相呼应，是对社会主义的猖

狂进攻。

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红旗》载文指出：

“前一个时期，有人提倡在戏曲舞台上大演鬼

戏，提倡牛鬼蛇神，还提出所谓‘有鬼无害论’，

为传播封建迷信的鬼戏做辩护，这是十分有害

的，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在

文艺领域中的反映。”②

国家重要领导人和宣传部既已将作品予以

政治上的全面否定，研究界也开始以学术的姿

态作政治的文章。其中，火力最集中、批判力度

最大的是邓绍基的《〈李慧娘〉———一株毒草》

和齐向群的《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

邓绍基重点批判孟超“通过对李慧娘的描

写所表现出来的主题———鼓吹在政治上受压抑

的人进行反抗和复仇，并进而揭露它的实质”。

通过与蓝本《红梅记》的比较研究，邓绍基认为

“孟超笔下的李慧娘，就是一个在政治上‘备受

压抑’并且要反抗和复仇的人物形象”；作者的

创作动机是：“既要借《李慧娘》来言志，来抒发

感情，又要借李慧娘来‘以励生人’，来‘壮三军

而摧仇虏’。”不过，孟超“从他的强烈不满思

想出发写成的”《李慧娘》，以及作品“所表现出

来的李慧娘式的反抗思想”，“和今天的什么人

的思想一致、从而可以鼓励他们呢？我们可以

断言：那绝不是无产阶级和革命人民”。③

　　孟超笔下的李慧娘所能鼓励的“生
人”，只能是今天的那些和她的政治上“备

受压抑”和“死后强梁”的思想感情有共鸣

的人，也就是说，和孟超所抒发的李慧娘式

的反抗思想可以达到一致的人。

所谓政治上“备受压抑”，就是在政治

上感到很不自由，没有权利。有的人感到

政治上受压抑，确是因为他们在政治上没

有权利，也就是没有自由的人；有的人感到

政治上受压抑却也并非自己真的没有政治

权利，而只是由于觉得自己不得志，不能随

心所欲，就自认为是受了压抑。

所谓“死后强梁”或死后报仇的思想，

它是一种既充满着仇恨和要反抗、又包含

着绝望和凄凉心情的感情的表现，但它的

主要内容却是十分仇恨的感情的表现，也

就是仇恨的感情达到了“死不罢休”的地

步的意思。

在我们国家里，感到或自认为在政治

上“备受压抑”、因而怀着十分仇恨的心

情、企图来反抗的是些什么人呢？这只能

是那些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和充

满仇恨的人，那些反对和敌视我们党和社

会主义的人。④

２２

①

②

③

④

陆定一：《陆定一副总理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戏剧报》１９６４年第４期。
《文化战线上的一个大革命》，《红旗》１９６４年第１２期。
邓绍基：《〈李慧娘〉———一株毒草》，《文学评论》１９６４年第６期。
邓绍基：《〈李慧娘〉———一株毒草》，《文学评论》１９６４年第６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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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怀着极大的仇恨”、“不甘心自

己阶级的灭亡，总是企图复辟的”有：地主、富农、

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这些

人即是“《李慧娘》的鼓励对象”。孟超和《李慧

娘》的思想感情与这些人的思想感情达到了高度

的一致，因此，“这个剧本就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

义的作品，就是一株反动的毒草。”①

与此同时，本期《文学评论》在《编后记》中

对其１９６２年第３期上发表过孟超的《跋〈李慧
娘〉》，又一次进行了“检讨”。这正如有学者指

出的那样：“汹涌而来的政治风暴，使得这个学

术研究刊物更加难以应对了。”②齐向群则将戏

剧与现实政治机械、生硬地对等起来，无中生

有，东牵西挂，必欲置孟超于死地：“他为什么

要借鬼魂来激励今天的‘生人’，他是用什么思

想来激励‘生人’，他要激励的又是些什么人，

激励他们去干什么。”通过对作品的“分析”，结

论是：“它不仅宣传了封建迷信思想，而且提倡

鬼比人强，死后才有力量的反动哲学；它不仅渲

染了阴暗消极的情绪，以瓦解我们的斗志，而且

提倡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鼓励具

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发泄对新社会的不满；它

不仅表现了作者个人的反动观点，还要用以去

‘教育’今天的人们，号召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去

进行复仇斗争。仅从这几点看来，《李慧娘》肯

定地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③

两篇文章不约而同地从“学术研究”的角

度全面阐释了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李慧娘》的

政治定性：配合国际国内敌对势力向社会主义

猖狂进攻，站在反动阶级的立场上，仇视共产党

的领导，号召“地富反坏右”向无产阶级进行复

仇斗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Ａｎｉｍａｄｖｅｒｓｉｏｎａｎｄ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ｉｍａｄｖｅｒｓｉｏｎ：
ＬｉＨｕｉｎｉａｎｇｉｎ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１９６０ｓ

ＬｉｕＦａｎｇｚｈｅ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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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绍基：《〈李慧娘〉———一株毒草》，《文学评论》１９６４年第６期。
王保生：《〈文学评论〉编年史稿（１９５７－１９６６）》，《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年第２期。
齐向群：《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戏剧报》１９６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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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阿 Ｑ或错版异形？
———鲁迅笔下阿金形象新论



朱崇科
（中山大学 亚太研究院，广东 广州，５１０２７５）

　　摘要：　鲁迅作品中的阿金形象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涵，她既和众所周知的阿Ｑ形象有着精神本质的交叉，又
体现出鲁迅对阿Ｑ形象的丰富、补充和发展。一方面，阿金具有相对旺盛却精神空虚的生命力，体现出进化的彪
悍；另一方面，阿金身上却又呈现出可怕的典型性，她既缺乏对传统的敬畏，对现代性认知又出现偏颇、扭曲，从而

可能形成了一种新的劣根性传统，鲁迅对此无疑有着敏锐的认知和不无担忧的洞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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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鲁迅作品所塑造的普通或底层人物形象
中，阿金算是相当特殊的一位。说其独特，是因

为，一方面，如果将其置于鲁迅创造的一系列作

品人物来看，她的形象定位相当复杂，很难一锤

定音：她并不完全吻合鲁迅先生常见的对日常

人物角色的定位。另一方面，这个人物角色给

书写者（鲁迅）也造成了相当大而且独特的冲

击，乃至震撼，以至于变成复杂多元的“讨厌”

起来：“想到‘阿金’这两个字就讨厌；在邻近闹

嚷一下当然不会成这么深仇重怨，我的讨厌她

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来的信

念和主张。”①从此角度看，阿金这个角色不仅

来自于现实生活，而且也给鲁迅的现实观照带

来了较大冲击和鲜活压迫。

相较于“鲁学”中汗牛充栋浩瀚无边的研

究热点而言，有关阿金的研究成果较少。主要

可分为如下几个层面：第一，有关阿金人物形象

的道德判断。如１９４１年孟超所言的“恶妇”形
象，认为阿金是“半殖民地中国洋场中的西崽

像”②，叫人只觉得她是如此无耻、可鄙，丝毫不

值得可怜。“文革”后，郑朝宗也得出 “女妖

精”③的类似判断等。陈鸣树在他的《鲁迅杂文

札记》里有专文谈《阿金》，认为“她的依仗洋主

子，自恃有靠山的放肆，她的毫不自爱的放荡，

不但使人可厌，同样也是使自己消磨于几乎无

事的悲剧”④。相对集中的论述是夏明钊的《论

阿金的形象系统》一文，在有关论述中，阿金摇

身一变，“是势利小人，是谣言世家，是无耻娼

妓：这就是阿金形象系统的独特印记”。⑤而黄

楣则以相对同情的眼光加以论述并反驳郑朝

宗，指出“阿金毕竟还是一个受剥削受压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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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弄女工’”①，是生活在底层的劳动者。

第二，亦有论者结合阿 Ｑ的形象加以论
述，指出阿金身上的“病态人格”。如黄乐琴就

认为此类人格也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民劣

根性的汇聚，其特征主要有：一是无信念，无理

想；二是混同于动物的变态性爱心理；三是好斗

好胜；四是精神胜利法；五是惧强凌弱。②

第三，现实考据思路。这方面主要以日本

学者最为擅长，比如，竹内实１９６８年发表过《阿
金考》③，虽然其某些揣测的观点不无争议，但

他认为阿金的形象可以概括为“中国特色”的

“泼妇”。旅日学者李冬木在此基础上继续推

进，认为“阿金这一人物创作基本处在自斯密

斯的‘从仆’、‘包依’到鲁迅自身的‘西崽’、

‘西崽相’这一发想的延长线上”④。当然，也有

论者如陈迪强详细剖析阿金的形象，认为“首

先，阿金在一定程度上是一个解放了的，没有了

传统道德束缚的新女性；其次，她是一个自食其

力的，说不上心地善良但也绝对说不上恶毒、无

耻的进城乡下人；再次，她是一个性格泼辣，率

真、乐观，善于维护自身利益的‘下等人’”⑤，并

且判断、分析鲁迅应该并不真正讨厌阿金，更多

是借题发挥，用鲁迅的话说就是“迁怒”，“我不

想将我的文章的退步，归罪于阿金的嚷嚷，而且

以上的一通议论，也很近于迁怒”。

上述研究，或多或少对于阿金的形象诠释、

厘定以及重要性的确立进行了提升，令人获益

匪浅，但同时，笔者亦有一种不满足感，因为多

数研究虽然或多或少意识到了阿金形象的复杂

性，但对其中的悖论性认知似乎还有提升空间。

为此，本文主要从两个层面展开论述，既剖析阿

金形象中富有鲜活乃至繁复生命力的层面，又

对其各色劣根性进行细致挖掘。

一、恶之花：生命力的绽放

从整体的譬喻意义上说，阿金就好比生长

在 ２０世纪二三十年代半殖民地国际大都
市———上海的一朵“恶之花”。她虽然平凡，却

有其顽强的生命力。而恰恰在与各色人等、各

种势力周旋的过程中，相对如鱼得水的底层人

物———阿金亦闪耀着诡异的光芒。

（一）阿金复杂性略述。某种意义上说，阿

金的复杂性甚至令鲁迅讶异。表面上看，阿金

不仅相貌平凡：“阿金的相貌是极其平凡的。

所谓平凡，就是很普通，很难记住，不到一个月，

我就说不出她究竟是怎么一副模样来了”，而

且在精神存在上亦相当平凡乃至贫弱，但她却

依靠自身能量呼风唤雨，以一个小保姆的身份

搅得天翻地覆，甚至是鸡犬不宁。她作风开放，

公开赞同轧姘头，却又在深夜偶尔亦有所顾忌；

她男友不少，却可以在按照惯例或者传统该承

担拯救的责任时袖手旁观。

当然，如果从个体与社会互动的视角来看，

阿金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社会问题的一面镜

子，甚至可以部分消解这个社会的某些潜规则。

如竹内实所言：“阿金确实是一个社会中应该

否定的人物。然而如果其社会也必须被否定的

话，那阿金又可以称得上是足以否定社会的人

物，即她既是一个被革命者，同时也是一个革命

者。”⑥

如果换一个角度看，在《阿金》中，阿金和

叙述人“我”之间亦有复杂张力。比如，有些是

简单的直接影响写作，“不幸的是她的主人家

的后门，斜对着我的前门，所以‘阿金，阿金！’

的叫起来，我总受些影响，有时是文章做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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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有时竟会在稿子上写一个‘金’字”。而有

时可以上升到心理感受层面，“我”不小心撞破

了阿金和男友的深夜幽会，结果是“我很不舒

服，好像是自己做了甚么错事似的，书译不下去

了，心里想：以后总要少管闲事，要炼到泰山崩

于前而色不变，炸弹落于侧而身不移！……但

在阿金，却似乎毫不受什么影响，因为她仍然嘻

嘻哈哈”。① 从中不难看出阿金的大方与无耻

并存的性格。无论是阿金的言行举止、做事风

格，还是她在貌似平凡中上窜下跳的活跃性都

令“我”对人事疑惑，甚至可以反衬出“我的满

不行”，乃至于“近几时我最讨厌阿金”。

值得反思的是，鲁迅并未让阿金在《阿金》

后销声匿迹，他还让她出现在故事新编小说

《采薇》中。她此时变成了鹦鹉学舌般的存

在———贰臣小丙君的婢女，一个善于挑拨的长

舌妇。如人所论，“可以说，‘阿金姐’是由‘阿

金’派生出来的形象，是后者的某个分支或某

种引申，其根本还在于《阿金》”②。在此文中，

阿金依旧呈现出她相当辛辣的复杂性。简单而

言，她主要做了两件事：一是和伯夷、叔齐正面

遭遇，驳斥了其“不食周粟”的不彻底性；二是

对伯夷、叔齐的死添加八卦式的注脚。

整体而言，这两件事情依旧呈现出鲁迅对

阿金的复杂态度。从第一件事情上可以看出阿

金的杀伤力。一方面，她以鹦鹉学舌（从其主

人小丙君）得来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理

论将历经患难坚忍不拔的伯夷、叔齐二老逼上

了“自己死”这条路，“伯夷和叔齐听得清清楚

楚，到了末一句，就好像一个大霹雳，震得他们

发昏；待到清醒过来，那鸦头已经不见了。薇，

自然是不吃，也吃不下去了，而且连看看也害

羞，连要去搬开它，也抬不起手来，觉得仿佛有

好几百斤重”。由此可以指涉出二老所坚守理

论的迂腐性。但另一方面，这也可以看出阿金

的刻薄与辛辣，她除了逼死二老，还造谣接受神

仙眷顾的二老死于贪得无厌（说他们喝着神鹿

的奶却幻想吃鹿肉），因此听众们仿佛就减轻

了心理负担，“听到这故事的人们，临末都深深

的叹一口气，不知怎的，连自己的肩膀也觉得轻

松不少了。即使有时还会想起伯夷叔齐来，但

恍恍忽忽，好像看见他们蹲在石壁下，正在张开

白胡子的大口，拚命的吃鹿肉”。

竹内实认为，鲁迅杂文《阿金》中的负面形

象阿金，“到小说《采薇》里，已被赋予了正面

的、反封建的意义”③。坦白说，这只是从小角

度看到问题的一个层面。实际上，在这篇小说

中，鲁迅对阿金亦是不乏冷嘲热讽的（顺带也

鞭挞了其主子小丙君的无特操却内心险恶）。

如果说将二老置于死地的质问更多是重复他人

的话语，算不上纯粹的流言，那么到了小说结

尾，阿金却以谣言和流言的方式彻底改写了伯

夷、叔齐的光荣历史。二老的虽不无迂腐意味

但艰苦卓绝的贞节坚守被阿金置换成对贪婪之

心的自然与神性惩罚，由此可见阿金所散布的

流言话语④的巨大杀伤力。无疑，鲁迅对此是

大加挞伐的。

（二）进化的彪悍：顽强的生命力。毫无疑

问，作为小保姆的阿金其实有着和她身份并不

完全相符的生存能力。一方面，按照一般认知，

她应当是相对勤快的，而另一方面，她却明显呈

现出精力过剩的张扬感。我们可以从两方面考

察其顽强的生存能力以及进化意义上的彪悍。

１．飞扬的个体性。阿金作为个体，表现出
更多的是个体性而非个性。这是因为“个体

性”一词更多可以从中性意义上呈现出她生命

活力的个体表现，而非具有相对清晰的主体性、

自我意识的“个性”。比如，她著名的轧姘头口

号与实践，她可以在后门口公然宣布她的主张：

“弗轧姘头，到上海来做啥呢？”而实际上，在她

的西崽姘头受人追打欲逃往阿金处避难时，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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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相当清醒地闭门自保，而非大家惯性认可的

去庇护裙下之臣（或者是因为姘头太多，选择

太多，不珍惜或不在一棵树上吊死似乎也符合

阿金的逻辑）。当然，她也可以在深夜里与男

人准备幽会，但一旦被人发现，却又让男人离

开，相当潇洒；但即使再和发现者相遇，却依旧

可以嘻嘻哈哈。

这样的泼辣和生命活力状态，应当说部分

具有革命性的元素。力比多过剩本身和革命的

冲动原本息息相关，如竹内实所言，“写在最底

层的日常琐事中的阿金时，当不把她那些行为

看作日常琐事而视为‘革命’的象征时，阿金是

很耐人寻味的”。①

２．粘腻的组织性。毋庸讳言，阿金亦有超
强的组织能力，她有许多女朋友，常常形成以阿

金为中心的玩乐团体；当然，她也有一帮男朋

友，包括姘头。不仅如此，她们扎堆在一起，

“四围的空气也变得扰动了”。她们对自己的

扰民似乎心安理得，对一般人的警告常常置之

不理，即使是洋人出来以洋话指责，也是不理，

于是洋人只好出来，“用脚向各人乱踢，她们这

才逃散，会议也收了场。这踢的效力，大约保存

了五六夜”。从此事件看出，阿金具有相当旺

盛的精力和极佳的人缘，甚至是某种领导力。

在洋人拳打脚踢之后，她的女朋友们在经过短

暂分离和修整后又卷土重来，继续团结在阿金

周围。

而阿金和老女人的“奋斗”事件更可以说

是阿金鲜活的个体性与超强组织能力完美结合

的集中体现。一方面有一帮男人相助，另一方

面，阿金则骄傲地亮出了自己轧姘头有魅力的

口号：“你这老 ×没有人要！我可有人要呀！”
不仅如此，在看似战胜后，她还和踱来的洋巡捕

用洋话加以交涉，颇有宜将剩勇追穷寇的气势，

惜乎洋巡捕只是动口而不动手，微笑地说道：

“我看你也不弱呀！”但不管怎样，阿金八面玲

珑、激情洋溢的形象跃然纸上。

如果从此视角重新思考阿金与阿 Ｑ的内

在关联，我们不难发现，阿金其实在个体性和组

织能力上都有着阿 Ｑ所不及的主动性与生命
活力。从个体生命本能视角考察，阿 Ｑ的本能
冲动都是被封建伦理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所推动，无论是摸小尼姑脸颊带来的具体生理

快感和“断子绝孙”的精神辱骂，还是面向寡居

的吴妈下跪时的念念有词“我要和你困觉”，都

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所以才会将思绪集中到生

殖本能②；而反观阿金，则明显是主动出击，姘

头不少，肆意宣泄性欲，享受性爱，颇有一种女

皇帝玩弄男性的伪女权主义者的痕迹。而到了

群众关系上，阿 Ｑ则往往更多是笑料，上等人
的欺压对象，同阶层人的欺负对象，他其实就是

社会存在的最底层。而阿金则是呼风唤雨的人

物，男女朋友往往紧紧相随，甚至在被洋主子短

暂分离后又迅速聚集，且可以和上等人（无论

是主子还是洋巡捕）对话。总而言之，从成为

革命者、引领“乌合之众”的潜质来看，阿金比

阿Ｑ明显技高一筹，潜力巨大，她可以主动利
用自己的性别、身体以及组织优势，来灌输、宣

扬自己简单有效的意识形态。

当然，如果跳出此视角，反省阿金的劣根

性，其实在本质上，她和阿 Ｑ又共享了类似的
劣根性，比如在主体与自我上的肤浅乃至空洞

性。他们仅有的一点反抗其实也是徒劳的，人

生没有出路，都带有悲剧色彩。

二、花之恶：“立人”的错置

在《阿金》的结尾，鲁迅以他常见的文字风

格写道：“愿阿金也不能算是中国女性的标

本。”显而易见，这句结论中呈现出鲁迅相当复

杂的道德判断、价值理念与隐隐约约不乏忧心

的前瞻性期待。而实际上，这其中也包括了鲁

迅对阿金既存劣根性的担忧，归根结底，阿金身

上更多呈现出鲁迅“立人”思想的某种错置。

套用花的譬喻，阿金这朵罂粟花上，也可能潜伏

了罪恶与堕落的元素。

７２

①

②

［日本］竹内实著，程麻译：《中国现代文学评说———竹内实文集二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４９页。
朱崇科：《为了反抗与也是反抗———鲁迅与阿尔志跋绥夫笔下人物性心理描写比较》，《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０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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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体政治学：力比多经济的弘扬。通

读《阿金》中阿金的平凡又不平凡事迹，其不容

忽略的核心则是她带给我们相当彪悍的身体冲

击。如前所述，如果从生命活力立场考察，阿金

比阿Ｑ更有相当的主动性，但若回到其生命力
指数和方向上，不难发现，它更多承载了阿金有

关力比多经济的单一但颇具杀伤力的理念。易

言之，阿金生命活力的焦点是其身体，虽有活力，

但找不到合适的出口，因此也往往到此为止。

从精神向度考察观照阿金，其实貌似活力

四射的她和阿 Ｑ并没有本质的差别。作为贱
民的阿Ｑ，在打散工以外，也无非和同阶层的贱
民们比比谁咬身上虱子的声音更响，或者用依

旧瘦弱的身体无力地搏斗，同时和小偷们同流

合污，把销赃换来的钱拿来赌博，等等。归根结

底，阿Ｑ也只能卑微地处置和打发自己病态的
身体，借此突显出其精神存在的高度无聊和虚

空。整体上看来，阿金也是。阿金的身体活力

在本质上也是一种无聊的宣泄，她伙同女朋友

夜晚开会、扰民，甚至和老女人骂架，其实也无

非都是年轻的身体、多余精力和力比多的无聊

挥洒，即使轧姘头，其实也和力比多出口寻找息

息相关，而和真正奉献、付出和激情四射的爱情

背道而驰。

当然，从操控身体的商业化程度和经济意

识来看，阿金毕竟更沾染了海派的风格乃至恶

习，比如其核心理念就是轧姘头及相关优势。

有论者指出，鲁迅对此类性格有所警惕，即“立

足于个人本位意识的、以‘精明’为核心特征、

高度世俗化的‘上海人’性格”①。阿金真正明

白如何利用自己的身体赚取利益，甚至把它上

升为一种心理优势，归根结底，这是力比多经济

化的功利性判断，也借此可以博取同样无聊的

看客们的同情。

从历时性视角考察，阿金的角色和身体意

识其实相当具有代表性。其中也可能包含了力

比多经济逐步被导向革命的趋势和倾向，从某

类视角来看革命与恋爱，其实具有相当的精神

贯穿性和叠合之处。或许遥相呼应的则是

１９９０年代以来，狭义意义上的“身体写作”热
潮，从物质化日益严重的１９９０年代回溯的话，
阿金无疑也是“身体意识形态”②之多元面向的

践行者之一，同时也是本能与看客经济操控的

“前驱”之一。

同时需要指出的是，阿金急功近利、活力四

射，但却缺乏真正的激情与恋爱。比如，在她的

姘头西崽遭人追打时，阿金闭门自保、冷眼旁

观。鲁迅写道：“她无情，也没有魄力。”这说明

了阿金身体活力的本质仍然是虚空或排遣寂

寞———即使是西崽被逼进了绝路，阿金的举措

甚至连追打者都有些惊讶，当然身体的巷战并

未结束，阿金也变成了目击者。她相当聪明地

舍弃了所谓的姘头而明哲保身，毕竟，力比多的

身体宣泄可以找替代，眼前亏却是肯定不能吃

的，而且无爱的身体其实更是行尸走肉。

（二）扭曲的现代性置入。在考察完阿金

赖以生存的身体政治学与经济意识之后，我们

更要考察一下阿金的精神状态与现代性的关

系。从此视角上看，阿金的头脑中更多是扭曲

或伪劣现代性的置入，作为彼时上海这个半殖

民地社会的产物，其相对简单的大脑变成了庸

俗现代性的跑马场。

１．恋爱自由 ＝轧姘头？如前所述，阿金对
其身体的经营其实是颇具商业意识的，同时也

潜藏了革命的某些因素，比如她以身体的解放

来对抗传统理念中的贞节（意识），但其精神上

却是无聊的、空虚的。作为一个未受过正式教

育的女仆，她在身居上海时对现代性往往有着

相对狭隘、扭曲甚至是令人啼笑皆非的理解，比

如她著名的来上海就要轧姘头的宣言，其核心

理念恰恰呈现出对现代性肤浅的误读。换言

之，那些主张个人解放、恋爱自由的诱人和美好

原则到了阿金那里就被简化为生理性的轧姘

头，而被抽离了热烈恋爱、责任担当的精神内

８２

①

②

梁伟峰：《文化巨匠鲁迅与上海文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８０页。
朱崇科：《身体意识形态———论汉语长篇（１９９０－）中的力比多实践及再现》，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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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所以其西崽姘头受到围攻时，她在权衡利弊

后，可以轻而易举地推卸责任自保。

同时，即使是面对同性的老年妇女，她不仅

缺乏起码的同类相怜、尊重感情或阶级意识，而

是互相辱骂甚至上演狗血大戏，“还有男人相

帮。她的声音原是响亮的，这回就更加响亮，我

觉得一定可以使二十间门面以外的人们听见。

不一会，就聚集了一大批人。论战的将近结束的

时候当然要提到‘偷汉’之类”。而她最终获胜

的优势恰恰是靠年轻与美色。“你这老×没有人
要！我可有人要呀！”这种喧嚣十分肤浅并且高

度粗俗。上述种种做法深具杀伤力，恰恰是对当

时五四文化运动和发展传统的一个曲解和解构，

虽然表面上仍和现代性息息相关。

２．上海现代性 ＝物质化／工具性？李欧梵
在他著名的《上海摩登》①里面从诸多层面重构

和再现了上海的现代性，包括建筑空间、印刷文

化、电影、期刊杂志、世界主义以及现代文学想

象的先锋意识（含作家和文本）等等。虽然李

欧梵的论述亦有其缺憾和不足②，但至少相当

成功地为我们勾画了一个立体多元、色彩绚烂

的上海现代性。

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现代性到了里弄女仆

阿金眼里则变得截然不同，它更多是物质化的、

工具性的。都会的暧昧、世故、游荡等特征就变

成了轧姘头，而这又变成了作为新势力的她对

抗老一代女仆的杀手锏和利器。尤其令人关注

的是，在阿金和老女人奋战后，洋巡捕赶来，驱

散了看客，“阿金赶紧迎上去，对他讲了一连串

的洋话”。作为一个小保姆，她相当机巧地善

于运用上海世界主义的现代性层面，但仅仅是

为了发挥和同阶层老妪内讧中赢得面子的工具

性。从此视角来看，她和阿 Ｑ其实共享了无聊
愚昧、无知与庸俗的劣根性特质。

（三）鲁迅式震撼：阿金的典型性。如前所

言，阿金是给叙述人“我”和作者鲁迅相当震撼

的角色，表面上看，她相貌平平、身份普通乃至

卑微，但实际上却做出了令人错愕的事业，的确

值得深入反思。在整篇作品中，“我”对阿金往

往是敬而远之，多有一种“惹不起，还躲不起”

的退让，但其中却也有两点精神层面的震撼引

人注目。

１．消解女人的双重压迫苦难。在《阿金》
中，鲁迅写道：“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

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

负。但向来的男性的作者，大抵将败亡的大罪，

推在女性身上，这真是一钱不值的没有出息的男

人。殊不料现在阿金却以一个貌不出众，才不惊

人的娘姨，不用一个月，就在我眼前搅乱了四分

之一里，假使她是一个女王，或者是皇后，皇太

后，那么，其影响也就可以推见了：足够闹出大大

的乱子来。”无疑，阿金的实际表现远远超出了鲁

迅的惯常观察或者是刻板印象（ｓｔｅｒｅｏｔｙｐｅ）。
某种意义上说，鲁迅小说和杂文批判的焦

点之一就是封建传统伦理。而对女性，鲁迅更

是多了一层同情，如《祝福》、《明天》、《离婚》

中对女人的同情可谓溢于言表。同时，鲁迅更

反过来大力挞伐让女性悲惨死去、精神无望乃

至再度屈从的罪恶制度以及执行者，并且也注

意到让女人（包含女贱民）发声的必要性。③ 但

到了阿金这里，这种同情落了空。因为封建伦

理到了阿金这里并未真正发挥作用，阿金作为

无根的个体，反倒更多表现出一种“无知者无

畏”的肤浅自信与莽撞实践。这是震撼“我”的

第一个层面。

２．新的劣根性传统介入。震撼鲁迅的第二
个层面在于，阿金对现代性和启蒙思想的态度。

如前所述，上海现代性到了阿金这里，往往就变

成了物质化、工具性接受，而五四新文化运动者

们苦苦传播的恋爱自由理念就变成了自由轧姘

头。换言之，更令人惊悚的是，在对传统（包括

９２

①

②

③

李欧梵著，毛尖译：《上海摩登：一种新都市文化在中国１９３０－１９４５》，上海：上海三联书店，２００８年。
朱崇科：《重构与想象：上海的现代性———评李欧梵〈上海摩登———一种都市文化在中国１９３０－１９４５〉》，《浙江学刊》２００３年

第１期。
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的贱民话语》，《中国文学研究》２０１１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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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的精华）缺乏敬畏和起码的了解的基础

上，阿金们又断章取义的曲解了现代性等新文

化的内涵，而将之变成了国民劣根性发展的新

源头和传统之一。毫无疑问，这种状况更显示

出启蒙的复杂性，也更让鲁迅忧心忡忡：“我的

讨厌她是因为不消几日，她就摇动了我三十年

来的信念和主张。”

如果深入解析阿金的轧姘头理念，我们恰

恰看到其内在思想的片面性，换言之，她根本就

拒绝了相关理念之中的其他诸多可能性，如人

所论，阿金虽然有着开放的爱情观，但却无法对

自己的社会地位、阶级地位产生觉悟。“所以，

在阿金这个人物身上，体现了‘人的启蒙’和

‘阶级的启蒙’的复杂变奏”。①

毋庸讳言，在挖掘、剖析国民劣根性和对封

建传统批判如火如荼展开时，新的启蒙工作亦

同时按部就班进行，但阿金的令人讶异之处在

于，在旧的孽障未除，新的再造未立之时，她却

从新的宣扬和启蒙中找到了和旧劣根性沆瀣一

气的元素，这种操作更具欺骗性和杀伤力，这才

是鲁迅感到担忧的要害所在。而如果把阿金们

视作是一个团体或系统，那么可能危害则更大，

“以阿金为核心的这个女性形象系统，是家庭

细胞中的溃疡，社会生活空气里的病菌，精神文

明史的肌体上的一块梅毒”②。

如果结合１９９０年代以来中国的现状，国民
劣根性的丰富化和深入化恰恰是重蹈阿金之

路。一方面，他们缺乏对优秀传统的掌握、吸

纳，甚至是起码的敬畏；另一方面，人们往往又

肆意曲解现代性，并利用其问题与缺陷强化劣

根性形塑的新传统。而１９９０年代以来“身体写
作”的文学思潮与现象中，其实也涵盖了此类

的精神危机，当然，其他来自意识形态、经济腐

蚀、主体解放、民族主义、后殖民等元素也各自

发挥了相关作用。

结论

鲁迅作品中的阿金形象的确包含了相当丰

富的内涵，“《阿金》虽不足三千字，却熔铸着鲁

迅自留学以来人生阅历的许多要素”③。她既

和众所周知的阿Ｑ形象有着精神本质的交叉，
又体现出鲁迅对阿 Ｑ形象的丰富、补充和发
展。一方面，阿金具有相对旺盛却精神空虚的

生命力，体现出进化的彪悍；另一方面，阿金身

上却又呈现出可怕的典型性，她既缺乏对传统

的敬畏，又对现代性认知偏颇、扭曲利用，从而

可能形成了一种新的劣根性传统，鲁迅对此无

疑有着敏锐的认知和不无担忧的洞察。

ＡＦｅｍａｌｅＡｈＱ：ＡＮｅｗ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ｈＪｉｎｂｙＬｕＸｕ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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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迪强：《重读鲁迅杂文〈阿金〉》，《上海鲁迅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夏明钊：《论阿金的形象系统（鲁迅笔下的别一类妇女形象）》，《绥化师专学报》１９８６年第３期。
李冬木：《鲁迅怎样“看”到的“阿金”？———兼谈鲁迅与〈支那人气质〉关系的一项考察》，《鲁迅研究月刊》２００７年第７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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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区文艺政策四大原则论


周平远
（南昌大学 人文学院，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３１）

　　摘要：　中国苏维埃运动所坚持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修辞方式与传播策略是卓有成效的。这一修辞方式和传播
策略突出表现为苏区文艺政策的宣传本位原则、任务中心原则、戏剧优先原则、社会娱乐原则等。作为“红军法

规”，古田会议《决议》不但夯实了红军“宣传兵”、“宣传队”制度创新的体制化、法规化建设，而且它以“党规”、“军

规”、“法规”的特殊性质和话语形态，成为苏区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开山的纲领”，为苏区文艺工作的开展与文艺

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理论基础及法理基础。苏区文艺工作和文艺政策作为红色文化资源，对于我

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关键词：　苏区文艺政策；宣传本位原则；任务中心原则；戏剧优先原则；社会娱乐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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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与中国苏维埃运动关联研究”（１３ＡＺＷ００１）的阶段性成果。

②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

③《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８１页。

④《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４６１页。

⑤《毛泽东选集》第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第８４８页。

　　１９４３年１１月７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的
《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是第一份以

“文艺政策”为题名的中共中央文件。不过，这

并不意味着中共自此才有“文艺政策”。恰恰

相反，在中国苏维埃运动时期，中共在文艺领域

便一直有一套切实可行、卓有成效的方针政策，

只不过它表现为一种特殊的话语形态而已。

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毛泽东为红四军党代会亲自
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②，不但确立了思想建

党、政治建军的根本原则，使古田成为新型人民

军队定型的地方；而且，作为“红军法规”③，古

田会议《决议》也以其“党规”、“军规”、“法规”

的特殊性质和话语形态，为苏区文艺工作的开

展与文艺政策的制定奠定了扎实的政治基础、

理论基础和法理基础。

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５日，习近平同志在北京召

开了文艺工作座谈会。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３０日，习
近平同志在古田召开了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半

月之内，两次会议；一文一武，文韬武略。显然，

毛泽东倡导的“我们要文武双全”④和“两支兄

弟军队”“互相结合起来”⑤的革命文化、红色文

化传统，对于我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

国梦，仍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就整体而言，苏区文艺政策、文艺理论、文

艺批评不但互为表里，相互支撑，而且和苏区建

党、建军、建政的理论与政策融为一体，并以党

政军机关文件的形式———诸如决议、通告、通

令、训令、纲要等———表现出来。在从国情出

发、从实际出发，以旗帜引领为前提、以理论创

新为先导、以政策法规为依据、以体制建设为保

障，自上而下地全面推进文化建设和文艺创新

的历史经验中；在坚持政治意识形态艺术化、审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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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文化形态大众化、苏维埃文化本土化、民间文

化资源体制化的意识形态策略中①；在文艺理

论、文艺政策、文艺体制、文艺形态、文艺批评诸

方面协调发展整体推进的整体构架中，都历史

与逻辑相统一地包含有文艺政策方面的内容与

要素，并表现为中共文艺政策历时性建构的性

质、特点与规律。

在一个前资本主义阶段的落后国家的封闭

落后的僻远乡村，中共成功地策动了一场具有

国际化、先锋性的共产主义“赤化”运动和苏维

埃运动，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成就这一奇迹

的因素自然是多方面的，其中立足于政治意识

形态修辞方式与大众传播策略的苏区文艺的宣

传本位原则、任务中心原则、戏剧优先原则、社

会娱乐原则等，不能不是重要因素之一。

一、文艺工作的宣传本位原则

重视宣传，擅长宣传，是中共的政治传统和

政治优势。如果说湖南农民运动之蓬勃开展成

为中共政治宣传的成功范例，那么“八一”南昌

起义的失败，则堪称中共政治宣传失败之典型

个案了。南昌起义的组织领导者周恩来、李立

三、张国焘、张太雷等，都曾对此进行过深刻检

讨与反思。

可以说，正是基于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

中共各级党组织对于宣传工作的极端重要性，

有了重新认识和思考。《湘赣边界各县党第二

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曾指出：“过去边界各县的

党，太没有注意宣传工作，妄以为只要几支枪就

可以打出一个天下，不知道共产党是要在左手

拿宣传单，右手拿枪弹，才可以打倒敌人的。”②

有的基层党委甚至提出了这样的口号或指示：

“不努力宣传就是反革命”③；“要随时考察检查

各同志煽动工作的成绩”，“不宣传者即严重处

罚”④等等。“为要特别加紧宣传煽动工作，党

必须培养一批宣传员和煽动家，各地党部在党

员中特别注意长于宣传煽动的分子，经常的给

以有力的指导”⑤，也成为１９２９年中共江西省
第二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工作决议案》的重

要内容之一。

作为这一时期政治宣传工作的理论总结，

突出表现为１９２９年１２月毛泽东为红四军第九
次党代会所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中国的

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

……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

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并帮

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才去打仗的，离了对群众

的宣传、组织、武装和建设革命政权等项目标，

就是失去了打仗的意义，也就是失去了红军存

在的意义。”⑥具有党规、军规、法规性质的古田

会议《决议》，不但将军队的“宣传兵”“宣传

队”体制化、法规化建设落到了实处，而且也为

苏区文艺的宣传本位原则提供了思想基础和理

论基础，明确了文艺宣传的任务和方向。

因宣传而文艺，以文艺来宣传，决定了苏区

文艺政策的首要原则便是宣传本位原则。“革

命文学”论争时期，李初梨的“武器的艺术”论

虽有机械论和绝对化的问题，但无论是左联还

是苏区，“工具论”和“武器论”文艺观具有高度

的一致性与合法性。左联的口号是“我们的艺

术不能不呈献给‘胜利不然就死’的血腥的斗

争”⑦。其规划并策动的“苏维埃文学运动”，也

旨在服务于“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宏大目

标。苏区文艺，更是在因宣传而文艺、以文艺来

宣传的基础上生长与发展起来的。

２３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周平远：《论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意识形态策略》，《南昌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
《井冈山·湘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赣出内图字（１９９６）第０００４号，第３９页。
《中共安源市委关于总罢工的报告》（１９２７．１１．２４），《井冈山·湘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赣出内图字（１９９６）第

０００４号，第２７页。
《萍乡工作报告》（１９２８．７），《井冈山·湘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赣出内图字（１９９６）第０００４号，第３６页。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９７页。
《毛泽东文集》第１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７９页。
《文学运动史料选》第２册，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８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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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此，从中央到省委、特委、县委及各级

苏维埃政府或工农兵代表大会，作出了大量的

决议，制定了大量办法，下发了大量的文件。文

艺，实际上成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的话语修辞。

政治艺术化，艺术政治化，在苏区成为一种政治

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正如１９２７年７月创刊
的红四军政治部刊物《浪花》发刊词所称：《浪

花》的使命是“效力于它的主人———被压迫阶

级，唤起被压迫阶级和弱者，去踏死那些为非作

歹的败类———国民党反动派”①。亦如工农剧

社１９３２年９月制定的《章程》所言：“宣传鼓动
和动员群众积极参加民族革命战争；深入土地

革命，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武装保卫苏联；

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统治，建立苏维埃新中

国”②。湘赣省苏维埃政府决议案（１９３２年 ９
月）明确提出了“文艺要为工农大众服务，为革

命战争服务”③的口号。《工农剧社歌》（１９３３
年５月）则意气风发地唱道：“我们是工农革命
的战士／艺术是我革命的武器／创造工农大众的
艺术／阶级斗争的工具／为苏维埃而斗争
……”④１９３３年５月创刊的《红色中华》文艺副
刊《赤焰》发刊词更是号召：“为着抓紧艺术这

一阶级斗争的武器，在工农劳苦大众的手里，来

粉碎一切反革命对我们的进攻。我们是应该为

着创造工农大众艺术发展苏维埃文化而斗争

的。”⑤

在苏维埃旗帜引领下，在以政治宣传为本

位原则的指导与规范下的苏区文艺和左翼文

艺，始终具有内容上的革命性、阶级性、战斗性、

鼓动性和形式上的通俗性、群众性、民间性、乡

土性相统一的特点，从而最大化实现了文艺的

政治宣传功能与价值。

以宣传为本位的文艺政策，除了有引领与

倡导的一面外，还具有审查与禁止的另一面。

梁实秋在《关于“文艺政策”》一文中所提出的

“取缔”一法，在苏区凭借于局部执政的政权形

式，同样有着明确要求与突出表现。

１９３０年３月，闽西工农兵代表大会《文化
问题决议案》明确规定：“新剧剧本须经区以上

之政府审查方得表演。”⑥安远县苏维埃政府也

要求“凡新剧本、歌曲、化装讲演均需在党部领

导下审查批准”⑦。１９３１年１月，修水县苏维埃
政府针对各区乡近来“每每接班子唱大戏，一

闹几天”现象，专门发出《通知》严厉警告：“如

再发现，定予以严重处分。”⑧１９３１年９月，湘鄂
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文

化问题决议案》强调：“禁止表演花鼓剧以及一

切宣传迷信……思想等旧社会的戏剧。”“剧本

须由县苏文化部或省委省苏文化部审编。”⑨

１９３２年１月，针对当时苏区一些剧团曾上
演了《马克司与观音圣母结婚》、《彭德怀叛变》

等“反动戏”，湘鄂赣省鄂东第二次各县区苏联

席会议作出决议：“所有各地新剧团统统解散，

重新组织完善的新剧团。”同时再次重申：“新

剧团的作用———是阶级的政治艺术宣传”，要

坚决“禁止现在流行的”各种“风流浪调”和“花

鼓淫戏”瑏瑠。在此基础上，１９３２年５月湘鄂赣省
苏维埃政府发出《通知》，也针对上述“稀奇古

怪”、“莫名其妙的编纂与表演”的“反动戏”进

行了严厉批评，强调对新剧进行“编审”是一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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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２２页。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３９页。
江西省文化厅革命文化史料征集工作委员会编：《井冈山·湘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赣出内图字（１９９６）第０００４

号，第１２页。
《闽浙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第３２８页；《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省

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４２页。两处歌词有个别衬词略有不同。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３８１页。
《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１２８－１２９页。
刘云：《中央苏区文化艺术史》，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７３页。
《湘鄂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赣出内图字（１９９６），第００６６号，第９８页。
《湘鄂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赣出内图字（１９９６），第００６６号，第１２６页。
《湘鄂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赣出内图字（１９９６），第００６６号，第１５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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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为重要”的工作，要求省文化部“在最短期

内，必须来一个彻底审查和修改”；要“将各县

文化部或其他革命团体前后编纂的剧本一概收

集，详加审查，继续翻印，未经审查者，概行禁

演”。① １９３２年 １１月永新县苏维埃文化部通
令：县区新剧团的剧本“如自己编的，应交上级

审查”②。１９３３年５月，闽浙赣省苏维埃政府文
化部颁发《反封建迷信运动宣传大纲》提出：

“农村俱乐部绝对废除封建社会的三角班以及

充满着封建思想的歌曲，而表演有无产阶级意

识的革命戏剧与编辑革命歌曲。”③１９３３年 ９
月，红军学校政治部发现有个旧戏班子演出

《宝莲灯》、《龙凤配》等旧剧后，立即通知瑞金

县派员加以“检查和制止”。同年１２月，于都
县农村也出现演旧剧现象，县委也“即派人到

该乡去，宣传鼓动群众开展反封建旧戏的斗

争”。闽浙赣省呼吁：“让红色舞台取代旧舞

台”，彻底扫清“内容不健康，宣扬色情，宣扬封

建伦理和迷信思想的旧戏”，将封建文化“全部

摧毁”。④

除旧布新，破旧立新，是苏区以政治宣传思

想教育为本位的文艺政策的一体两面。而对于

文艺作品包括戏剧演出的审核与查禁，则经历

了一个自下而上，从分散到集中、从地方到中

央、从随机性到法规化的政策制定与制度规范

过程。１９３４年４月，在瞿秋白主持下以中央教
育部名义订定的《俱乐部纲要》规定：俱乐部

“剧本的政治内容的审查归当地同级教育部负

责，有争论时，可以经过上级工农剧社呈报上级

教育部决定”。同时，由教育部批准的同样具

有法规性质的《工农剧社简章》也明确规定：

“工农剧社所编剧本，即以常务委员会为最初

审查机关。如有争论或疑问时，当报告同级教

育部决定。最后审定权属于中央教育人民委员

部艺术局。”⑤而由瞿秋白设立的戏剧“预演”制

度，其实也具有政治“纠错”和艺术完善的双重

功效与性质。这样，有关剧本的审查制度，从审

查主体到审查程序，便相当清晰并逐渐完善了。

延安时期，在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关系中

强调政治标准第一，在普及和提高关系中强调

普及优先，在歌颂和暴露关系中强调歌颂为主，

其立足点也无不基于这一宣传本位原则。

当然，由于“左”倾路线在党内的统治地位

和支配作用，这一时期的文艺政策，有的自然也

难免带有“左”的印记。如，“没收在苏区的各

种反对（动———引者）书籍，交各文化部封禁或

焚毁之”⑥；“对各种迷信和四书五经等，必须经

过群众路线，实行毁除焚烧”⑦。这一“焚书”政

策，可谓开文革“破四旧”风气之先。

二、文艺宣传的任务中心原则

文艺政策中的宣传本位原则，决定了与之

密切关联的是任务中心原则。如果说向民众宣

传和解释“什么是苏维埃，什么是红军，我们为

什么要斗争等等”⑧，是宣传中的根本性、常规

性任务的话，那么，紧紧围绕并配合当前的中心

工作，“如现在春天到了，必须做春耕的宣传与

鼓动”；又如“秋天到了，必须做秋收运动”，以

及诸如此类“象欢送红军的运动，识字运动，卫

生运动等”⑨，都需要宣传鼓动。这种宣传，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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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２２２、２３３－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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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南昌：赣出内图字（１９６６）第０００４号，第１０４页。
《赣东北省委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宣传鼓动工作的决议案〉》（１９３１年９月），《闽浙赣苏区革命文化史料汇编》，南昌：江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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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临时性、突击性的任务了。因此，“抓紧每

一时期内工作的中心，如目前扩大红军，收集粮

食的宣传鼓动工作，是最中心的工作。……须

针对这个中心工作来动员，克服零碎、琐屑，事

务主义，失掉重心的平均主义”①，不能不成为

苏区文艺政策中的又一重要原则。

为执行１９２７年“八七”会议后中央制定的
全国农民总暴动（简称“秋暴”）计划，江西省委

１９２７年９月的《江西全省秋暴煽动大纲》，明确
规定了以“秋暴”为中心的宣传鼓动任务。在

强调了“秋暴的意义”、“煽动的材料”后，特别

强调了“煽动的方法”，其中包括“事前的煽

动”、“临时的煽动”、“事后的宣传”、“成绩的

考查”等内容。② 江西省委这份《煽动大纲》，在

鲜明体现了宣传本位原则的同时，也突出体现

了任务中心原则。

正是在这一原则指导下，大凡苏区发生的

重大事件，在文艺作品中都有形象反映。如

１９２８年２月龙源口七溪岭大捷，红军以三个团
的兵力打败了敌人两个师的进攻，第三次占领

了永新，从而达到边界的全盛期。当时编了许

多庆祝战争胜利的歌谣，如红四军宣传科在墙

壁上书写的标语：“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

两只羊（杨）！真好，真好！！快畅！快畅！！”以

及歌谣：“朱毛领兵在井冈，红军力量坚又强。

不费红军三分力，打垮江西两只羊（杨）。”１９３０
年１２月第一次反“围剿”前夕，红军政治部在
黄陂召开宣传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阐明了

我军的“空室清野，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红

四军宣传队根据这个方针，编排了话剧《活捉

敌师长》（后改名《活捉张辉瓒》）和《空室清

野》，并于钓峰河滩举行了反“围剿”动员大会

的首次演出。

苏区出版的《怎样组织晚会》曾强调：“在

每次举行晚会前，应该确定这次晚会的中心内

容。一切新戏……都要环绕这一中心内容来表

演。”“在各种纪念节前，应举行专门晚会，或有

特别主要工作，也应举行单独晚会。晚会内容，

应适合这些中心。”③正是以“宣传”和“赞助”

政治任务为中心，苏区文艺形成了它鲜明的政

治性、强烈的战斗性、严密的组织性、广泛的群

众性、浓郁的地方性等特点。

１９３３年 ２月 ８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提出
“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任务后，２月２３日，舞
台上便上演了《扩大一百万铁的红军》的新戏

剧。１９３３年夏开展“查田运动”，中央教育人民
委员部专门发出第四号训令，要求各级俱乐部

“在晚上表演新剧、活报等，来进行查田运动的

宣传”。各地闻风而动，赶排临时编写的反映

查田运动的话剧《战斗的夏天》。这种配合当

前工作重心进行宣传的任务，有时直接由领导

人下达。如何长工回忆，１９２８年夏天龙源口大
捷，俘虏了大批国民党士兵。按照红军政策，愿

留下当红军的一概欢迎，不愿留下的则发路费

让他们回家。为提高他们的觉悟，毛泽东当即

交给何长工一项任务：“长工同志，你是我们红

军中的大知识分子喽，今天给你喝碗鸡汤，晚上

你就不要睡觉了，编支瓦解敌军士兵的歌、教育

他们的歌吧。”当晚，何长工用旧曲调填新词的

方法创作了一首歌：“国民党是反革命，保护土

豪和劣绅，欺压劳苦工农士兵，哎呀呀，哎呀呀，

受苦工农士兵起来闹革命……”第二天早上，

这首歌便向大批俘虏演唱，收到了很好的效

果，———“许多俘虏兵痛哭流涕控诉反动派，要

求参加红军”。④

这种由毛泽东亲自下达任务的方式，李伯

钊也有叙述：１９３１年底国民党第２６路军在宁
都起义，被改编为下辖三个军的红军第五军团。

由于北方军队到南方来，不习惯吃大米，闹肚子

的不少，也有人闹情绪，急需做政治思想工作以

稳定部队。为此，毛泽东派出了以胡底、李伯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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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为首的红军宣传队前往慰问。毛泽东的指示

是：你们这次去的任务，是通过宣传鼓动让士兵

都懂得为谁牺牲？为谁打仗？唱歌也好，演戏

也好，不要离开这个题目。为此，他们决定临时

编了一个话剧《为谁牺牲》。演出时，全场一片

静寂，看不见观众的反应，偶而，台下传来饮泣

声，或发出使人气闷的长叹，直至幕落，没听见

观众的掌声。正当他们有些纳闷，怀疑演出的

效果时，突然，从部队中迸发出“打倒蒋介石！

打倒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刹那间全场

就像烧开了锅的水似地沸腾起来了，此起彼伏

的口号声，响彻云霄，与松林发出的松涛声相呼

应，发出惊人的怒吼。①

由于苏区文艺创作、文艺演出经常配合中

心任务展开，所以就宣传而言一般都能收到事

半功倍甚至立竿见影的效果。苏区大量文艺作

品的歌名或剧名，便能鲜明体现这种文艺宣传

的任务中心原则。如红色歌谣《秋收暴动打土

豪》、《三湾来了毛司令》、《红军上了井冈山》、

《红米饭南瓜汤》、《毛委员到湘南》、《红军到了

大岭坳》、《妹子送郎上井冈》、《十大政纲歌》、

《识字运动歌》、《庆祝红军胜利歌》等；又如红

色戏剧《活捉萧家壁》、《二羊大败七溪岭》、《年

关斗争》、《婆媳扫盲》、《送夫当红军》、《扩大

一百万铁的红军》、《春耕突击队》、《武装保护

秋收》、《庐山雪》、《我———红军》、《鲁胖子吊

孝》等。

建国后，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我们文艺

工作中所存在的“写中心”、“唱中心”、“演中

心”、“画中心”等口号，应该说与这一时期的任

务中心原则及其传统，是不无关联的。

三、文艺样式的戏剧优先原则

戏剧，对于传统中国尤其是乡村中国而言，

乃是极其重要的文化启蒙和文化传承媒介。它

的仪式化、大众化、广场化、节庆化或者狂欢化

特性，对于中国农民来说具有极大的亲和力、感

召力。正如亲历者所言：在中央苏区最活跃的

艺术活动第一是演戏，第二就属歌咏了。② 亦

如当时文件所言：“组织新剧团，是社会教育的

利器，深［入］群众宣传的最［好］方法。”③所

以，戏剧成为“赤化”的重要手段，成为苏区最

活跃最普及最有成效的艺术样式。

关于戏剧深深扎根于民间文化土壤，赣东

北苏区领导人之一方志纯的回忆很能说明问

题。据称，在他家乡弋阳县最盛行的戏班子是

“串堂”班，一般由七八人组成的业余戏班子，

里面没有导演，也没有演员和乐队的绝对分工，

一般要求又拉又奏，又唱又演。一般是清唱，有

时也要化化装。演唱的剧目，大都是表现帝王

将相、才子佳人的赣剧、饶河剧剧目，有时也表

演一些低级下流的黄色剧目。乡村每逢过年过

节，或做房子祝寿、婚丧嫁娶，总要请“串堂”班

来演唱一番，以渲染气氛。当时稍大一点的村

庄，几乎都有“串堂”班，如邵家串堂、黄家串堂

等。他的家乡弋阳漆公镇湖圹村，便有一个叫

“同堂乐”的串堂班。串堂班虽然是下等艺术，

“但是却扎根群众，深受劳苦大众的欢迎”。赣

东北党的领导人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也都

很喜欢。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串堂”班这种

在农村极其普遍的艺术形式，成为宣传革命道

理，启发群众阶级觉悟，唤醒劳苦大众奋起革命

的有效方式。④

１９３４年《红色中华》署名文章，详细记述了
中央苏维埃剧团在各地农村巡回演出的盛况和

效果：“公演时总是挤得水泄不通，老的，小的，

男的，女的，晚上打着火把，小的替老的搬着凳

子，成群结队的来看，最远的有路隔十五里或二

十里的”。在逢市公演时，“田野的小道上，一

队一队的妇女们，穿了较新的衣服，有的着了大

花鞋，小女孩打着鲜红的头绳的辫子，有的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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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有的扶着拐杖，喧喧嚷嚷：‘喂！大家去

看中央来的文明大戏，满好看咯！’”①。赣东北

苏区同样如此，只要红军文工团到某某村演出

的消息一传开，不光这个村的老百姓，还把他们

远近的亲戚也接来看戏。附近的村庄，有的打

着灯笼，有的提着马灯，有的拿着火把，有的点

着松枝，从四面八方赶来看演出。老大爷老太

太走不动，也要让后生仔用独轮车一边坐一个

推来看。不等天黑，群众就搬来凳子椅子，在戏

台前占个好位子。开演时，看戏的群众常常把

屋场上或祠堂里挤得水泄不通，盛况空前，热闹

非凡。②

显然，１９２８年４月中共江西省委在给中央
的报告中提及用戏剧方式进行宣传：“依照二

度梅、梁山泊访友、四川调、闹五更、十杯酒等小

歌调本来述叙万安暴动的情形，农工兵生活痛

苦和出路，国民党的真象等等”③，是一种面向

农村面对农民的极其有效的宣传策略。１９２８
年１０月，毛泽东在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会强
调：“化装讲演是很好的宣传”。所以，“化装讲

演”成为湘赣边界党代会《决议案》所强调的宣

传方法之一④。１９２９年１２月古田会议《决议》
进一步确认了“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

的宣传方法”，并命令“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

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

宣传”。⑤ 随着这一宣传方式之流行和普及，各

种具有针对性的改进措施也纷纷推出。“化的

装要有技术有意义，化成帝国主义者牵着军阀

杀工农，装扮乡村妇女上台演说。最好是像玩

猴把戏那样，二个人牵着二只猴子，拿二面锣，

多聚集群众。牵猴者是帝国主义，猴子是军阀，

借此提高群众观看的热心。”⑥“化装讲演”配以

简单的音乐，便成为“化装表演”，再进一步便

成为戏剧了。

就苏区红色戏剧运动本身而言，一个不可

忽视的现象是剧本创作有一个从“旧瓶新酒”

到创作新剧的过程。由于人才匮乏，时间紧迫，

战争频繁，没有也不可能像现代革命京剧那样

十年磨一剑，而是临时急就，不得不采用一种最

简单最便捷的方式。因此，按旧谱填写新词成

为苏区戏剧的普遍创作模式。如《苏武牧羊》

原来有段唱词是：

　　苏武留胡节不辱，雪地又冰天，苦守十
九年。渴饮雪，饥吞毡，牧羊北海边。心存

汉社稷，旄落犹未还。历尽难中难，心如铁

石坚。

“串堂”班将这一段唱词改写为：

　　革命大家向前进，工农兵联合，万众同
一心。除军阀，杀贪污，土劣要灭尽。打倒

国民党，消灭白色军。地主资本家，丝毫不

留情。⑦

其他诸如将《击鼓骂曹》、《骂毛延寿》的唱

词稍加改动，便成了《击鼓骂蒋》、《骂蒋介石》。

这种“旧瓶新酒”方式在苏区具有普遍性。

显然，戏剧优先原则之确立乃是从实际出

发，实事求是的一种必然选择。早在１９３１年，
红军便组建了中央苏区第一个剧团“八一剧

团”。１９３２年中央工农剧社成立后，地方和部
队都先后成立了分社、支社。１９３３年，湘赣苏
区有新剧团２０个，湘鄂赣省有新剧团７１个，歌
舞团１１个。他们自编自导自演，创作了一大批
剧目。可以说，戏剧优先原则的确立，不但为苏

区群众性的宣传鼓动提供了最佳方式，而且也

促进了遍及苏区城乡的俱乐部体制建设，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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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了苏区的政治动员、战争动员、社会动员能

够达到最大化最优化效果。

戏剧创作的丰硕成果和经典作品，在延安

的秧歌剧和平剧革命中得到了集中体现。１９４３
年１１月７日，《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
政策的决定》指出：“在目前时期，由于根据地

的战争环境与农村环境，文艺工作各部门中以

戏剧工作与新闻通讯工作为最有发展的必要与

可能，其他部门的工作虽不能放弃或忽视，但一

般地应以这两项工作为中心。内容反映人民感

情意志，形式易演易懂的话剧与歌剧（这是融

戏剧、文学、音乐、跳舞甚至美术于一炉的艺术

形式，包括各种新旧形式与地方形式），已经证

明是今天动员与教育群众坚持抗战发展生产的

有力武器，应该在各地方与部队中普遍发展。

其已发展者则应加强指导，使其逐渐提高。”①

显然，上述决定不但是对苏区以来所大力推行

蓬勃开展的具有鲜明群众化、民间化、乡土化，

以及功能化特性的戏剧运动历史经验的科学总

结与发扬光大，也是对苏区文艺政策的“戏剧

优先原则”的高度肯定与赞赏。而文革期间的

“样板戏”，其实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从苏区

文艺到延安文艺的这一基本原则与精神。

四、文艺活动的社会娱乐原则

当俱乐部在苏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时

候，也是苏区群众性的文艺体育活动如火如荼

地开展之时。娱乐性，从一开始便成为苏区文

艺政策制定的又一价值取向与基本原则。

尽管游戏、娱乐是人类天性之一，但苏区文

艺的娱乐性原则，却是和政治教育、社会教育、

文化教育或移风易俗紧密结合在一起，有着鲜

明的政治功利性与目的性。正如１９３１年４月

１日中共莲花县委的决议案关于俱乐部性质和
功能的概括所言：“俱乐部是革命社会里一个

娱乐集合场，革命群众每遇生活危难工作过劳

的时候，可走入该场中去玩……以畅心怀而增

兴趣。”②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０日湘鄂赣省苏维埃政
府训令有更形象化的描述：“一颗狮灯，能几百

群众跟着，挤着，几百份传单，引不起什么人注

意，把娱乐事业改良来实施社会教育，是多么的

有意味而有效果呢！”③作为《苏维埃教育法规》

的组成部分，《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

工作》对此有更为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系统概

括：“为了培养红色战斗员活泼的生活兴趣，消

灭不良习惯，提高文化，以补助政治教育所不

及，所以要组织俱乐部、列宁室，有计划的切实

的进行娱乐体育文化教育，用娱乐的方式深入

政治教育，发扬红军战士们生活求进步的精神，

以适应创造铁的红军，争取中国革命的全部胜

利。所以红军中文化娱乐工作是政治工作的极

重要的一部分，是发扬巩固红军战斗力必要的

工作。”④可以说，正基于此，苏区的娱乐往往被

命名为“革命娱乐”⑤、“集体娱乐”⑥、“公共娱

乐”⑦、“社会娱乐”⑧等。

所以，１９２８年１１月红四军党代会决议案，
在决定“连上须组织３人以上宣传队，战时平常
不断地作宣传工作”的同时，提出要“筹备各种

娱乐，影（引—引者）起士兵自动参加，使其得到

艺术的享乐”⑨。可以说，不但支部建在连上，

而且娱乐建在连上，也是红军建军的原则之一。

１９３０年９月１７日红军第一方面军总政治
部制定的《红军士兵会章程》，规定在连队士兵

会内，同时设立宣传委员和娱乐委员；在团、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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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兵会内设宣传科和娱乐科。① 显然，这是对

１９２８年红四军党代会关于“娱乐建在连上”和
１９２９年红四军古田会议关于“士兵娱乐”制度
的规范化与法制化。

１９３１年１０月６日湘赣边苏区《赤色工会
暂行组织法》规定：要“开办俱乐部，娱乐会

……等，引导工人参加正当的游艺，免除一切陈

旧腐败的习惯和恶劣的娱乐。”②在强调娱乐的

的同时，也强调了娱乐的正当性及其移风易俗

之功能。湘赣边苏区此时也提出了要“建立日

常文化娱乐生活”③的口号。

１９３１年１２月万载县文化决议案，提出要
“创办各种娱乐事业，组织新剧团、化装演讲

团，俱乐部游艺、公共娱乐等进行社会教育”④。

１９３２年１月２４日湘鄂赣省工农兵苏维埃第一
次代表大会通过《文化问题决议案》，在明确提

出了“提倡社会娱乐事业”的同时，还提出要建

立“公共娱乐场所”；要求“俱乐部应切实注意

建立各种娱乐事业”，各医院则“由士兵会议负

责进行各种文化娱乐事业”。⑤

１９３２年１月１８日湘鄂赣省鄂东第二次各
县区苏联席会议《文化问题决议案》提出：工农

兵俱乐部，是实施共产社会主义最好的方式，一

方面是教育宣传群众的机会，另一方面即是

“调节工农兵士群众残酷斗争中的枯燥生活”。

俱乐部必须负责“指示群众娱乐的方法”。⑥

１９３２年５月１０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鄂
赣省政府发布《训令》，要求“把所有群众都吸

收到俱乐部来，过着文娱和教育的生活，以实施

社会主义教育”；并提出要求“最低限度各乡要

建立一个俱乐部”。俱乐部“把群众所有的娱

乐技能，如棒棍、锣鼓、瑟箫、唱戏等等都发挥出

来，并研究改良，使带有教育性质。”“各组要表

现各组的能力。如艺技员可以扮演戏，化装成

一个帝国主义、一个工人、一个农民、一个红军，

联合打帝国主义，同一个化装宣传队差不多。

其余各种娱乐的花样，只要意义正确，都可以举

行。并在会议前打锣鼓，唱戏打拳棍。……使

得大家娱乐教育化。”《训令》还要求“俱乐部应

有一个适中的地址，布置美丽，陈列各种娱乐活

动的器具和图书，吸收当地群众到俱乐部去玩

乐及读书识字”。⑦

１９３２年１１月２０日赣东北省给中央的报
告，曾述及红色剧团的作用：剧团“专在各县农

村中演戏，对化装宣传与民众娱乐起了很大的

作用”⑧。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４日湘赣省苏维埃第
三次代表大会文化教育决议，则提出要“养成

群众集体的娱乐生活”⑨。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所谓“娱乐”或

“文化娱乐”，它主要包括“画图画，笑话，猜谜

语、跳舞、唱歌、演戏及各种音乐技能”瑏瑠以及诸

如捉迷藏、打足球、音乐、武术、花鼓调、旧剧等

各种游艺活动瑏瑡。因此，俱乐部一般设有音乐

股、新剧股或演剧股、游艺股等。在１９３４年４
月中央政府教育部出台了《俱乐部纲要》后，娱

乐任务主要由游艺股承担。游艺股下面设立歌

谣、音乐、图画、戏剧等四组。在《俱乐部的组

织与工作》中，游艺股的建制略有不同，下设戏

剧组、音乐组、唱歌组、体育组、游戏组等五组。

而《红军中俱乐部列宁室的组织与工作》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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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乐部下设的五个专门委员会中，涉及娱乐的

主要有晚会委员会和艺术委员会。列宁室下设

的游艺组，则包括音乐股（乐器唱歌）、化装股

（笑话等）、杂耍股（魔术鼓词）。①

应该说，苏区将娱乐、社会娱乐当作一项极

其重要的政治工作来抓，是始终如一、坚定不移

并卓有成效的。在军民同乐、官兵同乐、群体同

乐、社会同乐的过程和氛围中，它的“移情”和

“同化”功效，是一般的宣传鼓动形式所难以达

到的。１９３４年２月３日《红色中华》的一篇署
名文章《歌舞晚会上》，曾描述过当时一场晚会

的热烈情景：

　　楼上楼下照耀着灯光，同志哥，同志嫂
……挤满了雄伟的会场……

（大家）叫哑了喉咙，鼓肿了手掌……

看，这一个晚会不比寻常，人多极啦，

数也数不清，如果做一个大概的估量，有人

说：“总在四千以上。”

但是场外继续涌来了我们工人农民自

己兄弟，他们都来庆祝大会，打着锣鼓，叫

着口号，提着明亮的灯光，有些老同志带了

老花眼镜，有些小同志倚着妈妈臂膀，有的

女同志准备唱革命山歌，有的男同志准备

了热烈的鼓掌，大家更准备了把一切服从

战争。我们的心完全一样，我们共同娱乐，

共同生活，共同战斗，共同胜利，共同争取

全国的解放……②

由是观之，娱乐性确为苏区文艺政策、文艺

活动的重要原则之一。不过，这与当下消费主

义的“娱乐化”甚至所谓“娱乐至死”，无论在娱

乐精神还是娱乐旨趣上，却是根本不同的。

苏区文艺政策的四大原则以及苏区文艺的

民族化与民间化、时代化与时事化、大众化与乡

土化相互融合的历史特点与文化传统，在今天

当给人以更多的感悟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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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化研究学科化建制问题的反思


和　磊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　文化研究的体制化问题主要体现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问题上，而这与文化研究的生存与发展这
个根本问题紧密相连。试图以文化研究的非学科化来批判、抵抗，乃至颠覆现行学科体制的做法，既缺乏对问题的

具体认识，也并不利于文化研究的发展，甚至带有一种理想主义的色彩。通过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期刊，我们

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完全可以在体制中生存，在体制内安身并不影响文化研究保持其独立性和批判性品格。

如何去“做”文化研究，而不是纠缠于文化研究是否需要学科化建制，是发展文化研究的根本出路。

关键词：　文化研究；学科；体制；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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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和磊（１９７２—　），男，山东新泰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①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页。

②陶东风：《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３－５页。

　　关于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问题，主要集
中在两个方面：文化研究是否为一门学科；文化

研究是否需要进行学科化建制。这两个问题背

后其实关涉到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文化研究

的体制化问题，而这又与文化研究的生存与发

展这个根本问题紧密相连。本文将在考察国内

关于文化研究学科化建制论争的基础上，通过

分析陶东风主编的《文化研究》期刊的发展历

程，对这一问题作出评述和反思。

一、关于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

关于文化研究的学科定位，比较普遍性的

认识，就是认为文化研究是一门跨学科或反学

科、后学科、超学科等。所有这些术语所表达的

一个共同的认识，就是文化研究并不是一门严

格意义上的学科，但它又与其他众多学科，如社

会学、经济学、哲学、政治学、历史学、传播学、哲

学等紧密相关，用陶东风的形象说法，就是“在

学科之间游走”①，或如杰姆逊所说的“学科大

联合”。那么，文化研究为什么不是一门学科？

实际上，关于文化研究学科定位问题，其阐

释的理论资源，基本上来自西方，国内学者最多

是作一定的延伸。陶东风在《文化研究：西方

与中国》中，就分别引用了格罗斯伯格、杜林、

特纳、霍尔等人的言论，阐述文化研究并不是一

门独立的学科，甚至是以反学科为己任。比如

引述特纳的话：“文化研究的动力部分地来自

对于学科的挑战，正因为这样，它总是不愿意成

为学科之一。”引述霍尔对文化研究发展状况

的阐述：“文化研究拥有多种话语，以及诸多不

同的历史，它是由多种形构组成的系统……它

有许多轨迹，许多人都曾经并正在通过不同的

轨迹进入文化研究；它是由一系列不同的方法

与理论立场建构的，所有这些立场都处于论争

中。”②

在所引述的这些西方理论家中，引用最多

的论述，恐怕是杰姆逊对文化研究的界定，即文

化研究是一项“学科大联合”的事业。金元浦

１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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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一文，就直

接引用了杰姆逊对文化研究的这一界定，并由

此指出：“寻找文化研究的学科独立性或学科

‘自律性’是徒劳无益的，而把文化研究的理论

指向归结为总体性也是不恰当的。”①金元浦进

一步用“关系”来界定文化研究，认为文化研究

的要点是对“关系”的深度关注，并由“关系”寻

求“联结”、“协同”或“共识”，在坚持自身多元

独立性中保持更大发展的可能。这种关系研究

在金元浦那里又称之为“间性”研究，而所谓间

性研究，就是要探寻不同话语之间在历史语境

中的约定性、相关性和相互理解性，进而找出它

们之间的联系和认同的可能性与合法性。在此

基础上，金元浦强调文化研究的语境化———

“极度语境化”特质，认为这是文化研究作为一

种间性研究的重要策略和特征。也正因为如

此，文化研究才可以获得其切入现实的能力，面

对具体权力语境时的应对或重新解释的能力，

保持其持久生命的原动力。

罗钢、孟登迎在《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

识实践》一文，从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过程中，

阐述了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质，并认为文化研

究正以其坚定的反学科立场使自身获得了整体

的社会视角和介入实际社会政治运动的能

力。② 周宪则主要从文化研究的社会实践性与

知识分子的责任角度，阐述了作为一种策略而

非一门学科的文化研究，认为文化研究就在它

所研究的对象之中，通过研究来干预研究对象，

影响对象的演变，使之朝向有利于社会进步和

民主正义的方向发展。③ 这一对文化研究的定

位实际上从侧重于对文化研究的理论建构转向

了具体“做”文化研究。显然，这是文化研究发

展的一个正确路径。

除此之外，文化研究的学科自省能力，往往

也被看作是文化研究反学科化的一个重要原

因。陶东风指出：“文化研究是一个不断地自

我反思乃至自我解构———重构———再解构———

再重构的知识探索领域。”④这种自我反思源自

文化研究的反本质主义策略和立场。文化研究

摆脱了固定的文化特性理论，认为文化与社会、

文化与权力的关系是历史地建构的。但是，陶

东风指出，文化研究的反本质主义并不是绝对

的极端的反本质主义，而是一直“比较温和的”

反本质主义，而也正是这种温和的反本质主义，

使得文化研究能够正确地对待其他学科，并以

一种理论的开放视野，汲取其他学科的理论营

养，文化研究“一直是自我反思地解构自己”。⑤

也有学者专门从西方学术思想传统的角

度，阐述了文化研究的反学科性质⑥。

总之，无论是以跨学科还是以反学科、后学

科或超学科等名称来定位文化研究，文化研究

不是一门学科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但问题是：

一种不是学科的知识活动，又将如何在当下学

科壁垒森严的学科体制中生存呢？

二、文化研究的学科建制问题

从理论上，我们可以不把文化研究看作是

一门学科，但在现实情况下，这种非学科的知识

实践活动必定需要一定的生存空间，而这个空

间由于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及体制化身份，几乎

都与学校（高校）或研究机构相关。或者说，文

化研究的相关机构、系所、研究中心等几乎都建

立在高校之中，这就涉及到了文化研究的体制

化问题。从英国文化研究的发展史中可以清楚

地看到，文化研究在伯明翰大学自建立起，就是

一个不断体制化、学科化的过程（虽然２００２年
被学校体制关闭）。国内的文化研究相关机

构，也都是建立在高校中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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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元浦：《文化研究：学科大联合的事业》，《社会科学战线》２００５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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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钢、孟登迎：《文化研究与反学科的知识实践》，《文艺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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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学科化建制成为文化研究的必然选择。有

研究者就明确提出了这样的观点，认为文化研

究暂时的非学科、反学科，并不意味着长期的非

学科化，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度地扩大研究的

领地，甚至将文化研究等同于宽泛意义上的泛

文化研究。①

与学科化吁求不同的是，很多学者，尤其是

文化研究的学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质疑、批评乃

至声讨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这其中的一个

重要原因，就是文化研究的学科化建制会使其

失去参与现实、批评现实的干预功能；而反过

来，文化研究的非学科化却可以形成对当下僵

化的学科体制的抵抗、反叛乃至颠覆。实际上，

所有这些认识都建立在当下学科体制的僵化及

其强大的同化能力这一判断上。

周宪就明确指出，文化研究在当下的学术

体制环境下，其发展前景并不容乐观。这其中

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当下高度体制化的学术

研究，已经极大地改变了文化研究原有的反叛

性和颠覆性，文化研究成为归顺某种符合现行

学术体制和规范的“驯顺的知识”而在课堂上

被讲授，在学术刊物上发表，甚至成为职称晋升

的文化资本。文化研究最终完全被学科化，甚

至会沦为少数专家学者进行交流的密语。为

此，周宪认为：“文化研究是对体制化和学院化

的权力／知识共谋构架的颠覆与反叛，意在恣肆
纵横不受拘束地切入社会文化现实问题。”②非

学科化、非体制化是确保文化研究的批判性的

关键所在。

也有学者从当今学术腐败的现实状况出

发，强调文化研究非学科化对于对抗学术腐败

的积极意义。这位学者认为，本土的学术腐败

之所以愈演愈烈，与现行的学科体制有非常密

切的关系。而现代学科划分及其规训制度所造

成的后果或弊端，就是条块分割、知识零碎化，

以及特定的等级化，而文化研究的跨学科、超学

科和反学科性，则是对僵化的学科体制的有力

挑战，至少从理论上说，文化研究可看作是针对

学科弊病的理想解毒剂。但即便如此，这位学

者对文化研究是否可以真能坚持其非学科化，

并不持乐观态度，认为文化研究在现行学科体

制下，不是接受招安而被学科化、体制化，就是

无奈地“过把瘾就死”。这就使得文化研究的

跨学科、反学科或超学科取向，带有了“乌托

邦”的色彩。③ 这一认识在学界带有一定的普

遍性。不过也有学者似乎采取了折中的态度，

并没有完全反对文化研究的学科化，但认为在

当下中国，文化研究要想在中国“修成正果”，

较长时间的“非学科化”应是其发展的主要方

向，主要原因是中国当下的文化研究还处于初

级阶段，其“跨学科”或“反学科”的潜力还未完

全发挥出来。由此，让文化研究既游离于现行

文学研究的格局，同时又不忙于将它学科化，可

能就是对文化研究的真正关爱。总之，文化研

究的“在野”状态在目前来说是必要的。④

总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文化研究的非学

科化似乎是文化研究唯一的出路。但我们需要

问的是：非学科化是否真的可以构成对现行学

科体制的抵抗或颠覆？要回答这个问题，就需

要阐明现行的学科体制到底是如何僵化的，它

对文化研究或其他学科到底产生了什么影响，

文化研究是否就可以理所当然地担负起或完成

对僵化的学科体制挑战的任务，以及将采取何

种方式来完成这项任务。但目前几乎所有的论

述都把现行学科体制的僵化当作了一个不需要

论证的前提，也把文化研究的非学科化当作一

个可以抵抗僵化的学科体制的定理来使用，这

显然缺乏对具体问题的分析，甚至带有一点理

想主义的色彩。而且，批判性也并不就是文化

研究唯一的学术旨趣。事实上，当下众多跨学

科不断涌现，如生物化学、物理化学、生物物理

３４

①

②

③

④

张红兵：《学科化：文化研究的必然选择》，《文艺争鸣》２０１１年第７期。
周宪：《文化研究：为何并如何？》，《文艺研究》２００７年第６期。
卢铁澎：《文化研究：大道与歧路》，《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１期。
赵勇：《关于文化研究的历史考察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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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物信息学、文学人类学等，但我们并没有

看到有学者呼吁这些学科以其跨学科、非学科

的性质去抵抗现行的学科体制。此外，外国的

诸多文化研究机构或课程，基本上也都建立在

学科体制之中。但对这个问题，有的学者认为

外国的文化研究与中国的文化研究不同，外国

的文化研究是“诈降”，而中国的文化研究则是

“归顺”或“招安”，它在很大程度上认同了学

院，缺乏与之必要的疏离感。生是学院的人，死

是学院的鬼。这位学者似乎深谙事理地进一步

指出，文化研究之所以归顺体制，是“因为部分

中国学者并非出于对既有学科和学术建制的不

满，才从事文化研究；恰恰相反，他们是因为文

化研究已经在既有学科和学术建制中获得一席

之地，才开始热爱这个专业。一次富有创造力

的文化叛乱，变成了文化投机，它的结果也就可

想而知了”①。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个例，它更多

地建立在偏见乃至盲视的基础上，缺乏必要的

论证和辨析。我们需要问的是：中国的文化研

究是否必须与体制决裂而后安？中国体制内的

文化研究是否真的就归顺或被体制招安了呢？

下面我们主要以大陆文化研究领军人物陶东风

主编的《文化研究》期刊为例，来透视文化研究

的发展历程。

三、《文化研究》的发展历程

２０００年６月，国内第一本关于文化研究的
刊物《文化研究》在北京创刊。在第 １辑《前
言》中，主编陶东风明确指出了创办《文化研究》

期刊的初衷：“介绍国外文化研究的历史、最新研

究成果以及中央的文化理论家，翻译西方文化研

究的经典文献，研讨中国当代文化问题（如大众

文化问题、传媒与公共性问题、后殖民批评问题、

民族文化认同与族性政治问题、性别政治问题、

文化研究与人文学科重建问题、知识分子角色与

功能问题等），考辩西方文化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与运用，探索西方文化理论与中国本土经验之关

系等。”②而办刊的宗旨则是介绍西方的文化研

究与推进中国自己的文化研究并重，而且更注

重本土学者的文化研究成果③。

应该说，文化研究传入中国后，对推进中国

人文学科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甚至由此

成为了中国人文学科新的知识和理论增长点。

而《文化研究》期刊的创办，无疑会更进一步推

进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但是，负载着巨大现实

意义的《文化研究》期刊，其出版却困难重重。

下面这张统计表是《文化研究》截止到２０１２年５
月，前１２辑关于出版及资助情况的统计表：

《文化研究》关于出版及资助情况的统计表（第１－１２辑）

辑号 出版社 出版时间 主办方 受资助情况

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０年６月 无 无

２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１年４月 无 无

３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２００２年１月 无 无

４ 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０３月８月 无 无

５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５年５月 无 无

６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６年１０月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无

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７年１０月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无

８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１２月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无

９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４月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首都师范大学２１１项目资助

１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 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

１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１年６月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封面标注为“ＣＳＳＣＩ来源集刊”

１２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２年５月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 文化研究院资助

４４

①

②

③

王晓渔：《文化研究的“中国问题”》，《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６期。
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前言》（第１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５页。
陶东风等主编：《文化研究·前言》（第２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页。



和　磊：关于文化研究学科化建制问题的反思

　　这张表很清楚地呈现了《文化研究》在出
版过程中历经的坎坷。首先是出版社一换再

换，一共１２辑，就换了四家出版社，其中一家仅
仅出版了一辑便“撤退”了。其次是出版时间

的不确定。这虽然与约不到好的稿件有一定的

关系，但与出版社频繁更换显然有更大的关系。

比如从第４辑到第５辑更换出版社之间空了将
近两年没有出版，从第８辑到第９辑更换出版
社之间也有一年多没出版，２００４年和 ２００９年
都是一整年没有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

了刊物的持续影响力。第三，主办方也有一定

的变化。出版《文化研究》最初完全是一种个

人行为，是以陶东风为核心的一批对文化研究

感兴趣、希望为文化研究做点事的学者教授一

起办起来的，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后来南京

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参与了进来，

主办过一期。再后来就是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

学高级研究院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合办，

《文化研究》慢慢稳定下来。２０１２年，随着首都
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成立，《文化研究》几乎

成为文化研究院的院办刊物（有了稳定的资金

资助），其出版才算是彻底稳定了下来。

由以上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文化研究》

所走的路的确是很不平坦的，但这绝不是期刊

所刊发的文章质量低下所致。作为主编的陶东

风一再强调，要把文章的学术质量看得高于一

切，甚至宁缺毋滥。事实也证明，《文化研究》

是经得起时间检验的。２００８年，《文化研究》被
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确定为

２００８－２００９年的 ＣＳＳＣＩ来源集刊，这就明显肯
定了它的质量。《文化研究》所经历的不平坦

之路，有着深刻复杂的体制方面的原因。一本

体制外的学术期刊，是根本不可能获得刊号的，

因此也就只能以书代刊出版。而在当下的学术

评定机制下，这样的体制外的学术期刊也几乎

没有多大的利用价值，很多高校是不认可这类

期刊的（即便是ＣＳＳＣＩ集刊）。在这种情况下，

出版这样的刊物对出版社来说，基本上是无利

可图，不是一笔划算的生意，出版社的一再撤退

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也唯其如此，刊物主编才

不断感受着办刊的艰难。陶东风在编完第６辑
后的感觉是“真累”①。而在第７辑中，陶东风
更是直言“《文化研究》丛刊和当代中国的文化

研究一样走得步履艰难”②。就连第一次做主

编（第８辑）的周宪，也觉得近些年来所做的丛
书的策划工作，“都不如《文化研究》执行主编

的活儿这么艰难……没想到编辑工作是如此耗

费精力”③。这里的“累”与“难”显然不是来自

于学术研究，而是来自于出版环境。

编辑和出版的艰辛也来自于与体制的磨

合，这从《文化研究》不断变换的合作方以及资

助方中就可以看出来（见上表）。当《文化研

究》成了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院办刊物

之后，也就获得了来自体制内稳定而充足的资

金支持。但这里我们需要问的是：与体制结合

是否就使刊物失去了自身的独立和自由，成为

为体制服务的御用刊物了呢？事实上我们看

到，无论是与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还是与南京

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级研究院合办，还是成为

文化研究院的院办刊物，《文化研究》都一如既

往地坚持着自己的办刊理念和方向，并没有失

去其学术的独立性。或者说，文化研究的体制

化，并不就是文化研究的末日，文化研究也未必

就由此失去其自身的独立性和批判性，甚至走

向堕落。简单地把文化研究与体制对立起来，

过度强调文化研究的批判性乃至反叛性，其实

是一种规避问题，把问题简单化的做法。文化

研究在当下中国的发展，一方面需要文化研究

学者们对学术执着的信念与踏实的研究；另一

方面，我们也应当看到，当下的学科体制并不就

是铁板一块，它有着诸多的缝隙和空间，而文化

研究完全可以利用体制让渡出来的空间，甚至

可以利用体制内的资源开展研究。这当然需要

５４

①

②

③

陶东风：《主编的话》，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６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页。
陶东风：《主编的话》，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７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页。
周宪：《主编的话》，陶东风、周宪主编：《文化研究》（第８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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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者的智慧和策略。

四、文化研究的体制空间及其发展策略

文化研究可利用的体制空间主要体现在文

化研究已经开始作为二级学科或研究方向在中

文系或文学院（其他院系开设的很少）开设，这

其中的背景则是国家对二级学科设置的逐步放

开。教育部学位办自２００２年开始，连续发布了
诸多关于自主设置二级学科的文件，二级学科

的自主设置逐步从博士一级学科扩展到硕士一

级学科，而且几乎每年都发布各高校（或研究

机构）二级学科自主设置的情况统计。就文化

研究二级学科的自主设置来看，从 ２００２年至
今，部分高校所设置的国家学位办备案的文化

研究或相关的二级学科有：

部分高校设置国家学位办备案的文化研究或

相关的二级学科表（２００２－２００７）

年份 学校 一级学科
新设置的文化研究及

相关二级学科

２００２ 四川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批评

２００４ 山东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审美文化学

２００４ 北京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言文学 比较文学与跨文化研究

２００５ 上海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都市文化学

２００６ 南京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研究

２００７ 首都师范大学 中国语言文学 文化研究

　　从这里可以看到，文化研究在中国并没有
遭到体制的围剿（虽然没有设置文化研究一级

学科，这在王晓明看来好像很遗憾）①，文化研

究完全可以在当下的学术体制中生存和发展。

当然这其中可能也需要一定的策略，比如陶东

风主编的《文化研究》就在文化研究院的体制

之下获得了更好的发展。这种策略有点类似于

大众文化中的“游击战”或“假发”行为。

德塞都（ＭｉｃｈｅｌｄｅＣｅｒｔｅａｕ）在《日常生活实
践》中，阐述了社会中的受支配力量或弱势群

体反叛或“抵制”支配性力量或“强势者”的策

略。在德赛都那里，弱势者的“抵制”常常并不

是采取激进的革命行动，也不是与支配性权力

集团进行针锋相对的正面冲突，而是采用一种

与“强势者”进行周旋的迂回战术，这种战术叫

作“权且利用的艺术”（ｔｈｅａｒｔｏｆｍａｋｉｎｇｄｏ，也
可译为“有啥用啥的艺术”、“将就的艺术”、“为

我所用的艺术”等）。这是一种“夹缝中求生存

的艺术”（ａｎａｒｔｏｆｂｅｉｎｇｉｎｂｅｔｗｅｅｎ）。在这种
抵制战术中，所谓“假发”（ｌａｐｅｒｒｕｑｕｅ）现象最
为典型：

　　“假发”就是指一些雇员装作是在为
雇主干活，但实际上是在给自己工作。

“假发”现象不是小偷小摸，因为工作的原

材料的物质性价值并没有被偷走。它也有

别于旷工，因为这个雇员事实上正儿八经

是在工作现场干活。“假发”现象形形色

色，简单的可以一如某位秘书在“上班时

间”写一封情书；复杂的又可以发展为某

个木工“借用”工厂的车床给自家的起居

室打造一件家具。对此现象，不同的国家

有不同的叫法，迫使企业经理们对此给予

惩处，或者干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

不知道。②

也正是在“假发”的掩饰下，这些看似循规

蹈矩的雇员，有效地迷惑了作为规章制度的执

行者，从而成功地将自己置于周围的既定秩序

之上，避免了被既定机制的权力彻底压跨。我

们由此也可以说，文化研究寻求与体制的结合，

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种“假发”行为，利用体

制的资源（最主要的是经费）干自己的“私活”。

这也许算是文化研究生存的一种“游击战”，而

通过这种战术，文化研究完全可以最大限度地

坚持了自己的独立性，乃至反叛性。这也就是

６４

①

②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在当下中国，体制对文化研究的态度比文化研究当初在英国的境遇甚至还好。当初别的

院系的学者教授甚至会联名写信，反对成立什么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或文化研究系。在中国，反对文化研究的往往却是我们自己内

部的人，其他院系的学者并没有因为学科边界问题进行什么投诉。这的确具有讽刺性。

ＭｉｃｈｅｌｄｅＣｅｒｔｅａｕ．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ＥｖｅｒｙｄａｙＬｉｆｅ．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２５。译文采用练玉春的翻译，
见练玉春：《开启可能性———米歇尔·德塞都的日常生活实践理论》，《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６期。此处内
容亦可对照参阅米歇尔·德·塞托，方琳琳、黄春柳译：《日常生活实践１．实践的艺术》，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２页。
但此处译自法文的中文内容与此处英文译本的内容差别较大。



和　磊：关于文化研究学科化建制问题的反思

体制内的“依附”和体制外的立场的结合。当

下文化研究的许多机构其实都是在这种情况下

建立起来的。王晓明在上海大学成立的“文化

研究系”自不必多说，戴锦华教授在北京大学

建立的文化研究工作坊以及后来的“电影与文

化研究中心”，是文化研究在体制内建构的典

型例子。

１９９５年１０月，戴锦华在北京大学比较文
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成立了“文化研究工作

坊”①。对于这个机构的设立，戴锦华指出：“对

我说来，这与其说是文化研究作为一个新的学

术研究领域，开始了其机构化的过程，不如说，

它更多地是为我和同学们分享我的社会关注提

供了一个学术空间。”②也就是说，戴锦华并不

把这个机构看作是文化研究体制化的一个标志

（虽然是在体制内建立）。事实也是如此，这个

机构并没有正式的人员编制，没有来自体制的

财政拨款或其他方面的支持，也并不对体制有

什么明确的责任、义务或任务等。它毋宁说仅

仅是戴锦华有意识地进行文化研究的一种体

现，一个名称而已。戴锦华进一步指出了这个

研究室做文化研究的立场、主题和方法等，即以

大众文化或曰流行文化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批

判为立场，以中国社会变迁与重构中的阶级、性

别、种族的多重呈现与复杂表述为关注主题，努

力对丰富而复杂的中国当代文化作出解答。戴

锦华指出：

　　我们想借此展开跨学科的研究思路与
实践尝试，希望在我们对八九十年代中国

的大众文化、文化工业与文化市场的调查研

究中，不仅运用我们在文学研究、电影研究

训练中所获得的文本分析的能力，而且尝试

借助社会学、文化人类学、历史学、政治经济

学、传播学的理论资源和研究思路。③

很显然，这也正是文化研究所应当走的道

路。体制内的建制并没有影响文化研究的发

展。２００８年１２月，工作坊扩建为“电影与文化
研究中心”。这次扩建一方面显然突出了电影

研究的份量，另一方面显然在某种程度上弱化

或淡化了文化研究。这样一种调整使得中心的

地位具有了很强的正统性，甚至可以说成为传

统学科（体制）内的一个研究中心，当然又因为

文化研究而使得这个中心显然与众不同。如

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学科与文化研究的结合，

两者也许正是一种互相利用的关系，电影借助

文化研究拓宽了其研究的视野，文化研究也借

助电影获得了某种合法性地位。如此，这个中

心也获得了一定的关注度。

戴锦华这个中心成立的目的，用中心的一

位成员的话说，不是培养专业的电影从业人员，

而是做思想批判、文化批评。④ 从这里可以看

到，中心不是培养技术人才的，而是培养电影的

研究性乃至批判性人才的，这与文化研究的旨

趣是相通的。而这种目的，也与当时电影研究

中存在重技术、产业研究，少批判性研究有关。

正如戴锦华所指出的，目前在国内，“很多写作

者，比如写影评的，很多还是产业和技术层面的

东西。在美国、欧洲，作为学院的知识分子，大

量的电影研究者，他们的理想是做文化和文学

领域的批评学者，而不是去当导演或剧作家，或

者是当这个产业的影评家”⑤。总之，戴锦华成

立这个中心，希望把文化研究与电影研究结合

起来，培养学术性的、批判性的电影研究人才，

这样的思路显然是明智的，也是有成效的。

关于文化研究的体制化问题，国外学者也

多有论述。泰迪·斯垂普斯（ＴｅｄＳｔｒｉｐｈａｓ）认
为，文化研究的体制化、学科化，并不总是危险

的，同样也存在发展与批判的可能性，可以说，

可能与危险共存。他谈了文化研究对社会进行

干预介入的具体方式。比如在美国，像纽约大

７４

①

②

③

④

⑤

其正式名称为：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文化研究研究室。

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２５页。
戴锦华主编：《书写文化英雄———世纪之交的文化研究》，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３２６页。
陈香：《成立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 北大着手培养电影研究学术人才》，《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
陈香：《成立电影与文化研究中心 北大着手培养电影研究学术人才》，《中华读书报》２００８年１２月２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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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文化研究实践通过连接社会中不同机构或

团体来实现它的影响力。比如一个集体项目，

不仅要做论文，还要开讨论会，他们聚集了许多

来自纽约服装工业的代表，服装工会的代表、行

动分子和知识分子等，来讨论血汗工厂以及劳

工改革问题，在理论上，也在具体的实践行动

上。纽约大学的文化研究在教导学生，学生们

的学习要超越学术。他们做文化研究试图在学

术之外，把许多集团和机构连接起来，进而通过

他们以各种形式传播自己的书写实践，进而干

预社会，发挥其社会作用。此外，文化研究的教

学，同样可以是一种特殊的干预模式：可以从文

化研究的视角来教育未来文化的生产者，也即

文化研究可以在学术之外传播知识和方法，从

而引起共鸣，产生社会效应。①

总之，文化研究保持其批判性及社会干预

功能，与其体制化并不是矛盾的，文化研究甚至

可以利用体制化的空间来连接体制内的其他同

盟，进而更方便地展开讨论，解决问题。如此，

把文化研究与学科化建制对立起来的做法是不

合适的。我们需要具体研究问题，真正去“做”

文化研究，而不是想当然地对文化研究进行批

判或否定，这并不利于文化研究在中国的本土

化发展。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ｂｌｅｍｏｆＣｕｌｔｕｒａｌＳｔｕｄｉ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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沂蒙文化生成与演进的历史分期摭探


韩延明
（中共山东省委 党史研究室，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０１）

　　摘要：　沂蒙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纵观其生成与演进的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史前是沂蒙文化孕育成长
与独立发展的原生时期；西周至春秋战国是沂蒙文化走出沂沭河流域，与中原文化交汇互渐的拓展时期；秦汉是沂

蒙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大文化后蓬勃发展的激扬时期；魏晋南北朝是沂蒙文化在中国江南异彩纷呈的辉煌时期；隋

唐宋金元是沂蒙文化发展平缓、单薄、弱化的低落时期；明清是沂蒙文化显现发展旺势的复兴时期；近现代是沂蒙

文化输入先进思想和革命文化的焕然时期；当代是沂蒙文化特别是沂蒙红色文化丰富与弘扬的升华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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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是一个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的多民族
融合的泱泱大国，在沧桑巨变中谱写了一部世

界各国无与伦比的绵延不绝的文化与文明发展

史。中国传统文化，乃是屡经历代变迁而仍然

保持着某种同一性的文化元素，是在现实中活

动着的历史，是在革故鼎新、消化吐纳的流程中

代代累积、前后相因的文化脉络。它始终活在

国人心中，并以不同的方式在不同的程度上影

响着不同层次的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而历久不

衰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又是由各具特色的区

域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经过相互渗透、交

流、融合而形成的。清代史学家章学诚曾说过：

“国史取裁于方志。”因此，“扬国学以铸文心，

慕先贤以承文脉”，必须与深入研究国内各区

域文化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微观性探索促进宏

观性研究，进而在披沙拣金、去伪存真中继承珍

贵的文化遗产。沂蒙文化始终坚持与时俱进、

融合兼综，是一种具有顽强生命力、时代创新力

和深远影响力的区域文化形态，是一条穿越数

千年时空的绚丽多彩的文化长廊。以史为鉴，

可知兴替。本文拟对沂蒙文化生成与演进的历

史分期，作一提纲式的粗浅探讨。

一

“沂蒙文化”是指以纵穿南北的沂沭河流

域和横贯东西的蒙山山系及其辐射地带为依托

而形成的一种源远流长且与时俱进的区域文

化。它萌芽于远古时期，承传于东夷文化，发展

于商周以迄于今，具有明显的原生性、交融性、

连续性特征。然而，作为一个区域性文化概念，

它是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才明确提出来的。专家
认为：自春秋战国至今，在山东省境内客观地存

在着三大既相互融合又各具特色的地域性文化

体系，即北部的齐文化、西部的鲁文化和南部的

沂蒙文化（东夷文化）。但也有学者对“沂蒙文

化”这一概念的提出表示异议，认为把沂蒙文化

作为一种区域文化概念独立提出是不恰当的，沂

蒙地区是齐鲁的一部分，山东只有齐鲁文化而没

有其他文化；也有学者认为，沂蒙作为地域概念

出现较晚，不应用它来命名一种区域文化。

９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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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表明，“历史如同一张由偶然性与必

然性经纬交织而成的网，变幻莫测的历史事件

和千姿百态的历史人物都悬挂在这张网上”①。

文化历史亦复如此。在漫长的社会发展历程

中，由于人们居住的区域特点不同、生活环境不

同、文化背景和行为习惯不同，因之所形成的地

域文化也迥然各异。对此，汉代史学家司马迁

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十分细腻地写道：关中

丰镐地区“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

王之遗风，好稼穑，殖五谷。地重，重为邪”；咸

阳地区因“地小人众，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

也”；燕赵之地由于“地踔远，人民希，数被寇”，

因而“民雕捍少虑”；齐地“其俗宽缓阔达，而足

智，好议论，地重，难动摇，怯于众斗，勇于持刺，

故多劫人者，大国之风也”；邹、鲁之地“犹有周

公遗风，俗好儒，备于礼”，且“地小人众，俭啬，

畏罪远邪”；西楚之地民“其俗剽轻，易发怒，地

薄，寡于积聚”；南楚之民则“好辞”、“巧说少

信”等。② 太史公司马迁这些通过实地考察所

进行的透彻描述，深刻揭示了不同区域的人们

因生活环境不同所形成的习惯、品质、气度、性

格等方面的差异，从而使区域文化各具特色。

如河北的燕赵文化、河南的中州文化、山东的齐

鲁文化、山西的三晋文化、陕西的三秦文化、四

川的巴蜀文化、甘肃的甘陇文化、两湖的荆楚文

化、两广的岭南文化、江浙的吴越文化、西藏的

青藏文化、内蒙古的草原文化等。这些区域文

化争奇斗艳、异彩纷呈，为中华民族大文化的形

成、丰富和发展做出了各自独特的重要贡献。

人类文化发展史表明，在一些年代久、影响

大的地域文化中，有时也会包含着几个各具特

色的区域文化。在山东，沂蒙文化就是一种与

齐文化、鲁文化渊源极深而又特色鲜明、独树一

帜的区域文化。究其起源而言，沂蒙文化与齐

文化和鲁文化三者联袂鼎足，共同构成了齐鲁

文化的主干，但它们彼此之间的分野一直是颇

为清晰的。其差别在于：齐文化和鲁文化是以

公元前１１世纪西周初年周武王分封的齐国和

鲁国作为其文化源头，而沂蒙文化则起源于远

古时期孕育与生成的东夷文化。就此而言，将

源远流长且与时俱进的沂蒙文化作为一种相对

独立的独特的区域文化进行探析，是十分必要

的。

作为地理概念，“沂”、“蒙”二字最早见于

《尚书·禹贡》：“淮、沂其硋，蒙、羽其艺”，意指

先人早在夏朝时代就已经认识到：淮河、沂河如

果治理好了，蒙山、羽山这一广大地区就可以种

植庄稼了。这一记载表明，巍巍蒙山脚下，滔滔

沂河岸边，早在远古时期就已经是承载祖先生

活、孕育古老文化的较为发达的区域了。蒙山、

沂水不仅是一个悠远的地理概念，而且也是这

一区域的显著表征。在历史上，蒙山很早就是

一座文化宗教名山。西周时，成王封颛臾于蒙

山之阳，主祀蒙山。《论语·季氏》曾记载：“季

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

伐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舆与？夫颛

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城之中矣，是

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

分布于蒙山一带和沂沭河流域的沂蒙区

域，就是《诗·鲁颂·
!

》中所指的“大东”地

区：“奄有龟蒙，遂荒大东。”后被称为“琅琊”。

在《管子·戒》中，曾经明确记载了齐桓公东游

时给管仲说的一段话，其中一句是：“我游犹轴

转斛，南至琅琊。”在《晏子春秋·内篇问》（下）

中，也记录了齐景公出游询问晏子的话语：“吾

欲观于转附朝舞，遵海而南，至于琅琊。寡人问

修，寡人何修则夫人之游？”此外，司马迁在《史

记·田敬仲完世家》（《史记》卷四十六）中写到

田常杀齐简公、立齐平公这段历史时，也有一段

关于琅琊的记载：“田常于是尽诛鲍、晏、监止

及公族之强者，而割齐自安平以东至琅琊，自为

封邑。”另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琅琊国

十三城，户两万八百零四，人口五十七万九百六

十七人。”１７５９年（清乾隆二十四年）沂州知府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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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年，第５０页。
司马迁：《史记》卷一二九，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４年，第３９５８－３９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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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希贤还主持建立了“琅琊书院”。琅琊“壤错

齐鲁，居近圣人，代有名流，地多遗迹，百昌怒

生，矿脉纵横”。正如 １９１６年 ８月《临沂县知
事沈兆

"

报修志书文》中所写：“临沂星应奎、

娄，州连青、兖。沂水、涑水，源流悉载于图经；

蒙山、羽山，冈阜遥通其脉络。”乃“尚父、伯禽

之旧壤，琅琊、东海之名区”。

蒙山，“立如砥柱、峭如锋，隐如伏虎、突

如惊龙”；云气缭绕、彩虹长生，松涛水声、山鸟

和鸣。春秋战国时代，蒙山留下了孔子、庄子、

老莱子、鬼谷子等圣贤祖师的游览足迹。“其

山则祖脉蒙顶蜿蜒自西北而来。”《诗·豳风·

东山》中所指的“东山”就是“蒙山”。《孟子·

尽心上》也曾记载“孔子登东山而小鲁”。所

以，蒙山前有“子宿村”，村中原有“子宿碑”，而

且留下了“大通岩”、“小鲁处”、“圣憩石”等遗

迹，至今犹存。正如《诗经·东山》所言：“我徂

东山，蝕蝕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李白、

杜甫结伴同游蒙山，杜甫写下了“余亦东蒙客，

怜君如弟兄。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和“秋

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的名诗；北宋

文学家苏轼登蒙山时留下了“不惊渤海桑田

变，来看龟蒙漏泽春”的名句；明代沂蒙籍文学

家公鼐除作了《东蒙山赋》外，还多次写诗咏赞

蒙山，如《望东蒙吟有寄》云：“蒙山秀出东海

边，海上白云相与联。昼倚青峰望五岳，夜凌绝

磴攀青天。”清朝皇帝康熙和乾隆曾分别于康

熙二十三年（１６８４）、二十八年（１６８９）、三十七
年（１６９８）、四十二年（１７０３）和乾隆十六年
（１７５１）、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二十六年（１７６１）至
二十七年（１７６２）初、三十年（１７６５）、四十五年
（１７８０）、四十九年（１７８４）到沂蒙地区巡视，并
多次驻跸蒙山祭天，赋诗盛赞蒙山之雄奇。①

康熙在《蒙阴晓雪》中写道：“一片寒云向晓封，

雪花应侯慰三农。马蹄碎踏琼瑶路，隔断蒙山

顶上峰。”乾隆在《过蒙山》中写道：“乃在蒙羽

阳，颛臾考古封，回首望云岩，崔巍扶郁葱。”

同所有的人类祖先一样，沂蒙先民也是逐

水而居。《管子·水地》篇认为：“水者，地之血

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意即万物的存在和生

长依赖于土地，而水就像土地的血脉一样最终

决定着万物的命运。水是“万物之本原”，常言

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世世代代的沂蒙人也

是靠着沂沭河水的滋养而生存与发展起来。沂

水，源自蒙阴西北艾山。《水经注》云：“沂水出

泰山郡盖县艾山是也。”又“合蒙阴诸水，纡曲

数百里，始达于沂”。“水则沂流如虹，潘绕城

下”，对沂蒙人既有灌溉之利，又有饮育之恩。

就此而言，从山水文化角度，把沂蒙人民在生活

中所崇拜、依托的蒙山、沂河作为本地区域文化

的标志，我们认为是合理的。正是从这个意义

上，我们把数千年来创榛辟莽、长久生活于沂蒙

地区的人们所积淀、形成、发展的文化，通称为

“沂蒙文化”。

考古发现，至少在１８０万年以前，在中华大
地上就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其时正是地质史

上的更新世早期龙川冰期以后的一个时期。从

考古学上讲，山东史前文化谓之“海岱文化”。

而海岱文化是由汶泗流域、沂沭河流域、潍淄流

域诸文化交汇融合而成的，且这些史前文化的

各个阶段也是一脉相承、自成体系的。沂沭河

流域的史前文化，历经刘林型、花厅型、陵阳河

型，最后发展为两城镇类型的龙山文化。应该

说，在公元前２６００年前后，沂蒙地区作为海岱
文化的发达地区之一，就已经率先进入了“古

文明时代”。

跨进文明时代之后，经过周初分封，齐与鲁

作为山东境内大国，自有文脉、各具千秋，故有

齐文化、鲁文化之称。而沂蒙这片神奇的土地

上则先后建立了若干个东夷族古国，如颛臾、

莒、郯、邹、?、? 、蛌、费、阳、向、根牟等。这些

方国至春秋战国时代则或属于齐，或属于鲁，或

属于楚。由于这一地域古代方国林立，因而不

宜以其中的某一方国来命名这一区域的文化。

莒国虽在春秋时代一度活跃过，但其范围较小，

因而也不宜以“莒文化”来指代这一区域的文

１５
①于联凯、韩延明：《沂蒙教育史》（古代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２１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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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笔者认为，应该取《尚书·禹贡》“淮、沂其

硋，蒙、羽其艺”之意，谓之“沂蒙文化”。当然，

这不仅仅是蒙山沂水地域空间的契合，也是人

类原始文明东夷文化传承的结晶。

沂蒙文化的区域，以今天的行政区划来看，

包括今临沂市、日照市全境及沂源、临朐、新泰、

诸城、峄城、赣榆、东海、新沂、邳县等县区，即鲁

东南地区和江苏部分地区，史称“齐鲁锁钥”，

是南北地域文化互渐、交融的结合部。

沂蒙文化，渊源有自，绵延不绝。从总体上

看，它是一个谱系完整、内容丰富、特色突出、地

域性强的区域文化类型。其基本特征是原生

性、交融性、连续性、先进性和相对独立性。它

的断限，是上自远古，下至当代，可以说为中华

民族文化和人类文明光前裕后的繁荣发展做出

了强干固本、继往开来的重大贡献。它不仅源

远流长，而且与时俱进，特别是当代沂蒙精神的

注入和弘扬，使沂蒙文化更加熠熠生辉。

二

沂蒙大地，“圣气灵人”。宗圣曾子、后圣

荀子、笃圣闵子骞、智圣诸葛亮、孝圣王祥、书圣

王羲之、算圣刘洪等均诞生或活动于沂蒙地区，

因而也使沂蒙文化璀璨夺目、彪炳史册。司马

迁在《史记·孔子世家》（《史记》卷四十七）中

写道：“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

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而这 ７２人中
有１３人是沂蒙人。

《大学》曰：“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

后，则近道矣。”历久弥新的沂蒙文化，发源于

距今约四五十万年的沂源猿人所创造的旧石器

文化，在中华民族继往开来的历史长河中经历

了一个十分漫长且绵延不绝的生成、演进、发展

和拓展过程。就沂蒙文化的历史分期而言，学

界目前尚无定论。对此，笔者较为赞同将其大

致划分为如下八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史前时期；

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秦汉时期；魏晋南北朝时

期；隋唐宋金元时期；明清时期；近现代时期；当

代时期。

（一）史前时期：沂蒙文化孕育成长与独立

发展的原生时期

“史前”一词源于西方史学家，马克思、恩

格斯亦作沿用。它主要是指人类有文字之前的

原始社会发展时期。考古学上的中国史前社

会，一般是指从古人类开始，到发现甲骨文的殷

墟年代，即盘庚迁殷之前的历史时期。就沂蒙

地区而言，史前时期特指沂源猿人出现至商朝

建立之前这段历史时期。１９８１年 ９月 １８日，
沂源县文物普查人员在该县土门镇九会村东北

的骑子鞍山东南麓，发现了猿人头盖骨化石一

块。后来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等专家组织挖

掘下，又相继发现了一块猿人头骨、二块眉嵴

骨、六枚牙齿和部分肢骨等。眉嵴的粗壮程度

和牙齿的形态与“北京猿人”相近，处于直立人

阶段。经鉴定，系旧石器时代的猿人遗骸，后被

命名为“沂源猿人”，又名“沂源人”，地质年代

属于新生代更新世中期。这一考古重大发现，

填补了中国猿人地理分布上的空白，将山东地

区的人类历史上推了几十万年。在史前和夏商

时期，山东一直是东夷部落的居地和东夷方国

活动的中心区域。太?（太昊）伏羲氏是传说

中东夷族的祖先，少?（少昊）金天氏是郯国的

始祖。太?、少?时代是东夷文化发展的兴盛

和成熟时期。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这里成为周

文化与东夷文化的交流互补之地，至春秋战

国时期又成为齐文化、鲁文化、楚文化与沂蒙

文化的交汇融合之所。

在久远且漫长的“史前”时代，生活繁衍于

蒙山一带和沂沭河流域的沂蒙先民辛勤劳作、

艰苦创业，为后世留下了不少宝贵遗址，现已初

步查明的分布于旧石器时代、细石器时代和新

石器时代的遗址已达１０００余处。在山东省境
内发现的、距今约四五十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早

期的文化遗址主要有：沂源县的沂源猿人遗址，

沂水县的南洼洞遗址、西水旺遗址，沂源县的上

崖洞遗址、日照市的秦家官庄遗址。“旧石器

时代晚期遗址在沂蒙地区也多有发现，如沂源

县的千人洞、沂水县的湖埠西、莒南县的烟墩岭

和九顶莲花山、郯城的黑龙潭和望海楼以及日

照的沿海地带。这些遗址大约距今二三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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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紧密相连的是广泛分布

的细石器时代遗址。细石器时代遗址１９８２年
首次在沂沭河流域发现，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

细石器遗址地理分布上的空白。”①１９８２年之
后，又相继在浅山丘陵地带和沂沭河两岸的沂

水、莒南、兰山、罗庄、河东、郯城、日照等县区市

发现细石器遗址近百处，如临沂凤凰岭遗址、沂

水宅科遗址、郯城黑龙潭遗址等。而沂南葛沟

遗址、临沭北沟头遗址、苍山东高尧遗址、河东

区大范庄遗址、罗庄区湖台遗址，以及日照市的

东海峪遗址、两城镇遗址和尧王城遗址等，都是

新石器时代最能体现沂蒙文化早期发展水平的

珍贵的历史文化遗存。

在史学界，通常把生活于新石器时代的沂

蒙先民称之为“东夷人”。《礼记·王制》篇载：

“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说文解

字》谓：“夷，东方之人，从大从弓”，崇拜凤鸟、

太阳和山岳。段注云：“惟东夷从大。大，人

也。夷俗仁，仁者寿，有君子不死之国。”历史

上有“九夷”之说。《后汉书·东夷列传》中记

载：“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

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故孔子欲居九夷

也。”②这都属于“夷”或“东夷”的不同支系。

在东夷族的发展历史上，最为著名的部落首领

有太昊、蚩尤、少昊、大舜等。《孟子·离娄下》

载：“舜生于诸冯，迁于负夏，卒于鸣条，东夷之

人也。”东夷人所创造、传承的东夷文化，以其

特有的连续性、包容性和先进性，有力地推动了

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发展，特别是从距今８３００年
前的后李文化起，历经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

龙山文化、岳石文化等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使

之不断壮大和成熟。先人们创造的这些古老文

化和文明，不仅使沂蒙地区成了中国史前人类

文化发展较快较先进的区域，而且也广泛而深

刻地影响了其周边地区。夏商时代，已属于有

文字可考、有学校存在的奴隶制社会。以东夷

文化为主体的沂蒙文化，与夏商文化发生了一

定的联系和多层面的交流，它们彼此影响、相

得益彰，共同推动了早期华夏民族文化的发

展和进步，跨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

由许多记载这一历史时期沂蒙文化传播状

况和发展水平的文献可以窥见，与当时同期的

中国其它区域相比，沂蒙史前文化自旧石器文

化晚期开始，绵延不绝，流风远播，具有连续发

展没有间断的显著特点，由此使沂蒙史前文化

积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包含了丰富的时代内

涵，体现了沂蒙地区作为中华文明主要发祥地

之一的重大历史贡献。

（二）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沂蒙文化走出

沂沭河流域、与中原文化交汇互渐的拓展时期

这一时期，沂蒙地区处于列国分治和归属

不定的状态。“西周建立，其统治区域日渐东

扩，尤其是周公东征后齐鲁两国建立，沂蒙文化

结束了数万年独立发展的历程，以较高的发展

成就影响着齐鲁两国。当时沂蒙地区有许多方

国，如莒、郯、?、向等。这些国家多为东夷土

著，早在夏商时期便已形成，其历史悠久，文化

发展相对独立，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从考古

发现看，至少在商代，沂蒙地区的文化依然保持

着自己的某些特色。”③西周时期，周文王勤于

政事、善施仁德的“内圣外王”形象及其“拘而

演”之《周易》，周武王礼贤下士、除暴安良、“替

天行道”的思想和实践，特别是被孟子誉为“古

圣人”的周公敬天保民、明德慎罚的思想及其

所制定的礼乐典章制度，对沂蒙地区影响甚大，

有力地推动了东夷文化与周族文化的交汇互

渐。

春秋战国时代，伴随着齐、鲁、楚、莒、郯等

国疆域的不断变化，各种地域文化与沂蒙文化

产生了不可避免的碰撞、交流与结合，主要表现

为东夷文化与中原文化的相互渗透与交汇，但

这种交汇不是一种“同”的关系，而是一种“和”

的结合，对中原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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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文化的“因其俗，简其礼”、“尊贤上功”，抑或

是鲁文化的“变其俗，革其礼”、“亲亲上恩”，还

是楚文化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苦志雄强

精神，不仅没有排斥或消解东夷文化的基本元

素，而且还吸纳、融入了以东夷文化作为表现形

态的早期沂蒙文化的仁风仁俗、君子品格、平和

气度和宽宏大度等。交汇后的沂蒙文化，多善

向学，惜情重义，崇尚俭朴，礼仪繁丰，既彰显了

东夷文化的深厚文化底蕴，又融入了功利型齐

文化和道德型鲁文化的优秀特质，更加丰满，也

更加独具特色。

有学者认为，齐鲁文化发轫于东夷文化。

齐国的建立者吕尚，又称“姜太公”，既是齐文

化的开创者，也是沂蒙文化的早期代表人物。

他本系“东海上人”，原系东夷人，他的“因其

俗”，便是继承与汲取了东夷文化的优良风尚。

《国语·郑语》曰：“姜，伯夷之后也。”《史记·

孔子世家》载：春秋时期齐国公室有所谓“四房

之乐”，鲁人则贬称之为“夷狄之乐”。《汉书·

地理志》载：“东夷天性柔顺。”这主要是指东夷

人的那种仁德和君子风范。孔子对东夷文化深

为赞赏，曾有“天子失官，学在四夷”之说（《左

传》“昭公十七年”），亦有“欲居九夷”之念

（《论语·子罕》）。他在东夷“俗仁”和“君子”

说的基础上引“仁”入“礼”，由此创立了以

“仁”为核心的儒家思想体系。孔子除到沂蒙

地区的蒙山游学外，还至郯“问官”，“见于郯子

而学之”。韩愈《师说》中即有“圣人无常师，孔

子师郯子”一语。这充分说明了当时鲁文化与

东夷文化的相容与互渐。孔子还攀上郯东部的

马陵山登高望海（后因此一度改为“孔望山”），

并到今沂水县讲学，留有“孔子曝书台”等遗

迹。孔门弟子中有许多曾到沂蒙地区从政或讲

学，其中子夏曾任莒父（今莒县境内）宰，子游

任武城（今平邑县境内）宰，高柴任费（今费县）

宰。“孟氏之儒”的创始人孟子也曾到沂蒙地

区游历讲学。《艺海珠尘》载：“孟子游于莒，有

曾子讲堂焉。孟子登堂弹琴而歌，二三子和

之。”莒父老曰：“久矣不闻此言也，圣人之徒

也。”这充分说明，春秋晚期儒家文化与东夷文

化也是相互尊重、相互渗透、相互借鉴的。

春秋战国时代，官学衰微，私学勃兴，百家

争鸣，流派纷呈，与中原文化交汇互渐后的沂蒙

文化很快显示出了其强劲的发展势头，沂蒙地

区也一跃而成为文化比较发达的区域。这主要

体现在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硕学鸿儒在沂蒙大地

大批涌现：仲由、曾点、曾参、澹台灭明、原宪、高

柴、闵子骞和旅居兰陵的荀子等。其中，“上承

孔子、下启思孟”的曾参和“品德高尚、笃行孝

道”的闵子骞尤为突出，为儒家忠孝思想在沂

蒙地区的传播和弘扬做出了重要贡献，使儒学

文化在早期沂蒙文化中逐渐渗透和深入。特别

是“孙氏之儒”的开创者荀子（名况，字卿，又称

孙卿），自楚考烈王八年（前２５５年）春申君以
其为兰陵令之后，在沂蒙地区的兰陵县出仕、讲

学、授徒、著述长达３０余年，两任兰陵令１５年，
并终老其地，“因葬兰陵”，对沂蒙文化的影响

至深且巨。他曾“游学于齐”，“三为祭酒”，“最

为老师”，是先秦诸子中最后的一位鸿儒，也是

百家争鸣的总结性大师。李斯、韩非是荀子在

稷下学宫培养的学生。西汉刘向校订《荀子》

时曾说：“惟孟轲、孙卿能尊仲尼，兰陵多善为

学，盖以孙卿也。长老至今称之曰：兰陵人喜字

为卿，盖以法孙卿也”。谭嗣同 １８９６年在其
《仁学》一书中写道：“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

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

由上可见，我们对西周至战国这一时期的

沂蒙文化进行研究，应该着力于以东夷文化为

主体的早期沂蒙文化由独立体系走向与中原文

化交汇互渐的历史发展过程，应该深入探讨沂

蒙文化在与中原文化交汇结合背景下自身的适

应、改造、借鉴和拓展。特别是在战国时期，

“沂蒙地区地处齐国南缘，西邻鲁国，南与楚国

紧连，成为齐、鲁、楚三种文化的交汇地。齐文

化的开放进取、鲁文化的重礼敦厚、楚文化的豪

放典丽和奋斗精神，以及兵家文化的果断雄武，

深深地影响着沂蒙地区，使沂蒙文化自此形成

了突出的交融性特征。这种文化特征一直延续

４５



韩延明：沂蒙文化生成与演进的历史分期摭探

至今。”①

（三）秦汉时期：沂蒙文化融入中华民族大

文化后蓬勃发展的激扬时期

公元前２２１年，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而秦
朝创建者嬴政正是东夷领袖伯益的后裔。伴随

着大秦帝国的建立，以及“废分封制、行郡县

制、实施中央集权制”和“书同文、车同轨、行同

伦、统一货币与度量衡”等政策的强力推行，沂

蒙地区被纳入中国统一的强权管理之下。当

时，初分全国为３６郡，后又增至４６郡，沂蒙地
区分属于琅琊郡和郯郡。东汉光武帝刘秀封子

刘京为琅琊王后，又改为琅琊国。所以，秦汉时

期的沂蒙文化在历史上也被称为“琅琊文化”。

秦始皇采纳李斯建议于公元前２１３年和公
元前２１２年“焚书坑儒”之后，实施“禁私学”和
“以吏为师”的文化政策，致使儒学发展严重受

挫，法家思想占据上风，因而历来有“秦世不

文”之说。秦亡汉兴，高祖刘邦虽承秦制，但未

承其文化专制政策。西汉初年，统治者崇尚

“黄老思想”，后历经文帝、景帝，出于治国理政

之需要，开始重视儒学，特别是汉武帝采纳了董

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后，崇孔尊

儒，使儒学发展迅速，备受推崇。因为汉代的儒

学是以考证、注释和传播《诗》、《书》、《礼》、

《易》、《春秋》等先秦儒家经书为主，所以也称

为“经学”。汉武帝曾“兴太学”、“置五经博

士”。至东汉后期，太学生发展到３万余人。
两汉时期，文风大盛，沂蒙地区的官方经学

和民间经学均有较大发展，且形成了较为庞大

的民间经学教育网络。嗣后，经过长期的文化

交流和发展，沂蒙文化最终全面融入多元一体

的中华民族文化之中，汇成了以“龙”（中原文

化）、“凤”（东夷文化）为图腾崇拜徽识的中华

民族大一统文化谱系。“龙凤呈祥”，既揭示了

我国文化交汇融合的历史趋势，又显示着东夷

文化在构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独特作用。

闻一多曾说过：龙凤崇拜是“我们民族发祥和

文化肇端的象征”②。两汉时期，沂蒙地区依然

是全国农耕文化最发达的地区之一，一些考古

发现对此已有佐证。在今临沂市各县区，均有

汉代墓葬群发现，面积大，文物多，设计合理，形

制复杂。其中最为著名的有兰山区银雀山竹简

墓、金雀山帛画墓、沂南县北寨汉画像石墓、苍

山县宝鼓墩西汉墓、苍山县城前汉画像石墓、临

沭西南岭两汉画像石墓、罗庄区吴白庄汉画像

石墓等。从上述墓葬的规模和规格不难看出，

当时沂蒙地区社会的经济、文化、工艺已经发展

到较高的程度和水平。

两汉时期，由于为官、避乱、天灾、投亲等各

种原因，一些外地家族相继迁入沂蒙地区并逐

步发展壮大，成为主要以儒学传家、发家并因之

世代官宦的沂蒙世家大族，济济多士，对沂蒙文

化的阐扬、丰富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如西

汉时期由皋虞（今山东即墨市）迁入临沂都乡

（今临沂市兰山区）的博士、谏大夫王吉，后发

展成为“爵位蝉联、文才相继”的眘琊王氏家

族。其后世著名人物（至西晋）主要有：王骏、

王崇、王仁、王融、王祥、王览、王雄、王戎、王衍、

王导、王敦等；由眘琊诸县（今山东诸城市）迁

入阳都（今临沂市沂南县）的诸葛皀，后发展成

为“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的阳都诸葛氏

家族。其后世著名人物（至西晋）主要有：诸葛

丰、诸葛均、诸葛瑾、诸葛亮、诸葛诞、诸葛恪、诸

葛融、诸葛瞻、诸葛尚、诸葛京、诸葛恢等；由萧

（今安徽萧县）迁入兰陵郡承县（今临沂市兰陵

县）的萧何之孙萧彪，时任谏议大夫，后发展成

为建立了南齐、梁二朝（萧道成、萧衍）的兰陵

萧氏家族。其后世著名人物（至西晋）主要有：

萧望之、萧绍等；三国魏时期由曲阜城迁入临沂

城的徐州刺史颜盛，其始祖为孔子弟子、复圣颜

回，后发展成为眘琊颜氏家族。其后世著名人

物（至西晋）主要有：颜钦、颜默、颜含、颜髦等。

此外，沂蒙原有的世家大族还有：以徐羡之为宗

的东海徐氏，以匡衡为宗的东海匡氏，以王朗为

宗的东海王氏，以羊续为宗的泰山南城羊氏等。

５５

①

②

许如贞：《沂蒙文化的阶段划分与不同阶段的文化特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闻一多全集》，上海：开明书店，１９４９年，第６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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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迁入家族和世居家族的文化碰撞与交流，

有力地促进了沂蒙地域文化与外地文化的互渐

与融合，在儒学、道学、文学、书法、绘画等方面

成就斐然，对沂蒙文化的发展、弘扬与提升，均

做出了巨大贡献。

两汉时期，沂蒙地区成为山东经学的重镇，

经学文化成为沂蒙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

时，沂蒙地域习经人数之多、气氛之浓、范围之

广、历时之久、影响之大，在全国名列前茅。经

学的发达，使一批沂蒙著名经学家应运而生。

西汉时有（仅以兰陵人为例）：独尊儒术的首倡

者之一王臧，精通《诗经》，经学博士，郡一级长

官，他的同乡缪生也以善治《诗经》而闻名；孟

卿、孟喜父子，孟卿在治《礼》和《春秋》方面最

为著名，孟喜在《易》学研究方面有独到建树，

被时人称为“孟氏易学”，与京房的“京氏易学”

共为西汉易学两大流派；孟卿弟子疏广，精研

《春秋》，在家中收徒讲学，远近闻名，后被朝廷

征为博士，宣帝时任太子少傅，后又任太子太

傅。唐代诗人李白曾赞曰：“达士遗天地，东门

有二疏。”①“二疏”即疏广及其侄疏受（太子少

傅）。东汉时期有：王良（今兰陵县人），少好

学，通《尚书》，“以礼进士，朝廷敬之”，后任大

司徒司直，以清廉节俭著称；伏湛（今沂水县

人）对经学研究深透，并教授弟子广泛传播，被

称为“经明行修，通达国政”。其弟伏黯通晓

《齐诗》，作《解说》九篇；卫红（今郯城县人），

通《毛诗》、《古文尚书》等，作《毛诗序》和《训

旨》，著有《汉旧仪》等；诸葛瑾“少游京师”，善

治《毛诗》、《尚书》和《左氏春秋》。他们均对

沂蒙地区儒学的传播与光大做出了突出贡献。

除经学家外，东汉末年的著名天文学家和历算

学家刘洪也是沂蒙人（今蒙阴县），他“密于用

算”，精通《九章算术》，与人合著《汉记·律历

志》，撰写了《七曜术》，研创了《乾象历》，“善

算，当世无偶”，并发明、改进和推广了“珠算”，

流传千年，贡献巨大，被后世尊为“算圣”。②

《后汉书·律历志》刘昭注引《博物志》曾写道：

“洪笃信好学，关乎六艺
#

书意，以为天文数

术，探赜索隐，钩深致远，遂专心锐思。”《志》中

的“洪”即刘洪。

两汉时期，沂蒙经学的发达造就了沂蒙地

区一批名门望族和累世公卿，使沂蒙地区成为

名贤层出、群星璀璨的文化高地。沂蒙籍人士

出仕者甚多，他们或在朝廷为官，或在地方任

职。这方面见于记载的著名人物有：诸葛丰、疏

广、疏受、萧望之、萧咸、萧由、匡衡、匡咸、孟卿、

孟喜、后苍、于定国、薛宣、王良、伏湛、童恢、童

翊、刘虞、承宫、卫宏等人。③ 据统计，在汉昭

帝、汉宣帝至西汉末年这段时间里，仅位列三公

的沂蒙名士就有萧望之（御史大夫）、于定国

（丞相）、贡禹（御史大夫）、匡衡（丞相）、于永

（御史大夫）、薛宣（丞相）、王骏（御史大夫）、

王崇（御史大夫）、马宫（大司徒）等人，故《汉书

·地理志》评曰：“汉兴以来，鲁、东海多至卿

相。”比如，“萧望之，以经学起家，官至前将军、

光禄勋，宣帝遗诏辅政，领尚书事。子萧育、萧

咸、萧由均以经学位至二千石。匡衡因经学官

至丞相，其子匡咸位列九卿，后代多经学博士。

王吉官至刺史，子王骏通《鲁论》，官至御史大

夫，孙王崇官至御史大夫，王莽时曾任大司空。

经学世家的出现，说明沂蒙文化的深厚积累对

沂蒙地区社会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④。后

苍，东海郡郯人，精通《诗》、《礼》，著有《后氏曲

台记》数万言，培养了戴德、戴圣、萧望之、匡衡

等一大批硕学鸿儒。应该说，这些经学世家的

兴起和名师达卿的涌现，与沂蒙文化的深厚积

淀和这一精神土壤对他们“人文化成”的滋养

培育是分不开的。同时，他们的治学成就和文

化传播，也助推了沂蒙地区文化教育的大力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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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童一秋：《中国十大文豪：李白》，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２０５页。
孟宪海、汲广运：《临沂文化通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３－１１５页。
孟宪海、汲广运：《临沂文化通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０９页。
许如贞：《沂蒙文化的阶段划分与不同阶段的文化特征》，《临沂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３年第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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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魏晋南北朝时期：沂蒙文化在中国江

南异彩纷呈的辉煌时期

琅琊名士多，避乱下江南。三国时期，沂蒙

地区隶属于魏国。汉魏易代之际，战火连绵，民

不堪命，而魏晋交替之时，司马氏与曹氏之间也

展开了殊死的血腥倾轧。西晋灭吴之后，结束

了将近９０年的分裂局面，中国又走向统一。但
武帝死后，西晋先后发生了“八王之乱”和“永

嘉之乱”，致使内战长达１６年之久。期间，豪
强并起，战事频仍，天下散乱，典文残落。沂蒙

地区作为南北交界、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而沦

为战争重灾区，人们纷纷逃离故土。这时，江南

局势相对稳定，所以沂蒙世家大族阳都诸葛氏

（南迁始祖诸葛玄）、琅琊王氏（南渡始祖王

导）、琅琊颜氏（南渡始祖颜含）、兰陵萧氏（南

渡始祖萧整）、泰山南城羊氏（南渡始祖羊曼）、

东海郯县徐氏（南渡始祖徐宁）、临沂刘氏（南

渡始祖刘超）等相继大举南迁。他们“南迁之

后，或入主中枢，或执政一方，或参与官学，或兴

办私学，以及通过广泛的交游、联姻，甚至日常

生活的方方面面，扩大了沂蒙地域文化的影响，

丰富了沂蒙地域文化的内涵，提升了沂蒙地域

文化的地位，加快了南方经济与社会的发

展”。①

伴随着南方人口的增多和经济的发展，南

北朝时期，中国的文化重心已经南移到长江流

域。沂蒙世族与名贤的举家南迁，导致了中国

历史上第一次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文化大

迁徙和南北文化的大交流，也在新的历史条件

和人文环境下丰富与发展了产生于泰岱之南、

黄海之右、沂河两岸的沂蒙文化的内涵，提升了

沂蒙文化这一偏处山左海右之一隅、相对独立

的地域文化在全国主流文化中的影响和地位。

这一时期，儒学趋于衰微，玄学逐渐兴起，门阀

家学鼎盛。如南朝齐武帝年间，时任国子祭酒、

精通礼学的沂蒙人王俭就将学士馆开办于家

宅。然而，两汉以来由发达的经学文化与独特

的入仕制度所成就的沂蒙“经学世家”和以家

族为基础涌现出的众多沂蒙名士，却在魏晋南

北朝时期的中国江南地区如雨后春笋般蓬勃成

长起来。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成就斐然的

家族有：三国时期的阳都诸葛氏，东晋时期的琅

琊王氏，南朝时期的兰陵萧氏，临沂颜氏，东海

徐氏、何氏、鲍氏，莒之臧氏、刘氏、徐氏，泰山南

城羊氏等。他们南迁江浙、悉荟斯地，或群集建

康，或星散吴会，或守望巴蜀，皆交融辉映，放射

出璀璨夺目的文化光芒，形成了庞大的江南沂

蒙籍杰出人才群，对当时及后世均有极大的影

响。《梁书·王筠传》记载琅琊王氏家族时写

道：“七叶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继，人人有

集。”明代张溥编辑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

中，收录临沂人文集１８部，占１７．５％②。沂蒙
文化所反映的灿烂光辉，由此可见一斑。

魏晋南北朝时期，沂蒙南渡世家大族的众

多贤达名士在江南风生水起，或父子相继，或昆

仲齐兴，或活跃于政界，或光耀于文坛，可谓群

星璀璨，使沂蒙文化得以发扬光大，厥功甚伟。

在此仅举几位文化层面上的大家：在哲学方面，

有西晋末年重臣、著名清谈家王衍，西晋惠帝朝

司徒、推动元康玄学兴起的“竹林七贤”之一王

戎等；在儒学方面，有曹魏三朝重臣、汉魏之际

著名经学家王朗，遍注群经、议政献策的著名儒

学家和经学家、王朗之子王肃，南朝宋时期重

臣、著名天文学家和无神论思想家何承天等；在

文学方面，有南朝宋时期号称“元嘉三大家”中

的颜延之、鲍照，南朝齐时期“竟陵八友”中的

王融、萧衍、萧琛，南朝梁时期的“兰陵四萧”萧

衍（梁武帝）及其子萧统、萧纲（文帝）、萧绎（元

帝）和“东海三何”何逊、何思澄、何子朗，南朝

梁“一代文宗”、继《诗经》和《楚辞》之后我国

第三部诗集《玉台新咏》（１０卷，收录西汉至梁
代诗歌６６２首）的编纂者徐陵，以及南朝梁文
学理论评论家、《文心雕龙》的作者刘勰等；在

史学方面，有南朝宋时期撰有《后汉林》２００卷

７５

①

②

孟宪海、汲广运：《临沂文化通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４７页。
孟宪海、汲广运：《临沂文化通览》，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１１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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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历史学家王韶之，南朝梁时期撰有《晋史草》

３０卷、《后汉书》１００卷、《南齐书》６０卷（被列
为中国《二十四史》之一）的史学家萧子显，南

朝齐时期撰有《晋书》１１０卷的历史学家臧荣
绪，南朝梁时期撰有《魏书》９２卷的史学家、教
育家颜之推等；在书法方面，有被誉为“龙跃天

门、虎卧凤阙”、影响中国书坛数千年的“书圣”

王羲之。据唐代张怀馞《书断》及《书估》记载，

琅琊王氏中善书者属王羲之前辈的有：王旷、王

敦、王导、王訥；属其同辈的有：王恬、王洽、王允

之；属其后辈的有：王珉、王繤、王玄之、王凝之、

王徽之、王操之、王献之、王僧虔、王志等。①

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魏晋玄学”和

“魏晋风度”以及道教和佛教的传入，对沂蒙文

化影响甚大。这期间，汲取了外来学养的沂蒙

文化的成就，可以说是灿烂辉煌的。沂蒙南迁

世家大族的先哲名士们，以其深厚的文化素养，

释经传道隆礼法，为中华民族多源一体文化的

大融合竟领风骚。他们光耀后世的文化成就伴

随着晋室南渡后沂蒙大族的整体南迁，将在古

老沂蒙文化沃土中孕育的累累文化硕果远播江

汉，与吴、越、楚、巴蜀文化等区域文化碰撞、交

融、合流，对中国江南文化的发展与发达做出了

巨大的历史贡献。

（五）隋唐宋金元时期：沂蒙文化发展平

缓、单薄、弱化的低落时期

魏晋时期沂蒙世家大族的大规模南渡，加

之沂蒙地区战乱不息、朝代迭易，使沂蒙文化在

本土的发展受到了极为严重的影响。

隋唐时期，沂蒙文化在本土的传承与发展

基本上陷入平缓、弱化、低落的潮退状态。这时

期出现的沂蒙文化贤达为数不多，主要有：国子

博士萧该、国子助教包恺、帝师萧德言、萧夫子

萧颖士及其子萧存；其他比较著名的文化名人

有：颜之推、颜之仪、颜师古、颜杲卿、颜真卿，徐

则、王远之、萧静之等，还有琅琊王氏后人、武周

朝宰相王方庆等。同时，由于南迁沂蒙世族社

会地位的渐趋衰落和家族名士影响的逐步减

弱，曾经在南方光芒四射的沂蒙文化也失去了

昔日的辉煌。具体显现与弘扬沂蒙文化成就的

沂蒙籍官员与学者，在数量上日益减少，在成就

上渐显单薄。

然而，“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沂蒙

文化中那些传统的俗仁、忠诚、刚毅、正直、重

义、讲信的人文特质，却在沂蒙贤人中传承、弘

扬下来。清代乾隆皇帝于１７５１年４月南巡沂
州驻跸兰山县黄梅岩时，曾在《题琅琊五贤祠》

诗中写到：“孝能竭力王祥览，忠以捐躯颜杲

真。所遇由来殊出处，端推诸葛是全人。”②乾

隆将王祥、王览、颜真卿、颜杲卿、诸葛亮同赞为

“五贤”。他们用自己高尚的人格、高深的学问

和高超的智慧传承和弘扬了沂蒙文化的精神。

南宋文天祥在《过平原》诗中也写道：“平原太

守颜真卿，长安天子不知名。一朝渔阳动鼙鼓，

大河以北无坚城。公家兄弟奋戈起，一十七郡

连夏盟。贼闻失色分兵还，不敢长驱入咸

京。”③

五代十国时期，沂蒙地区先后为后梁、后

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所统治。在这种分裂、割

据状态下，沂蒙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受到了严重

破坏，趋于衰微状态。宋金元时期，沂蒙地区先

后由北宋、金朝和元朝统治，所以常常成为南北

政权的交替统治地带。动荡不安的政治格局和

断续交替的多元文化，使古老的沂蒙文化黯然

失色，呈现出中衰之势。虽然沂蒙儒学尚在继

续发展，但学界名流已是寥若晨星，已经不足以

照亮整个宋金元时期沂蒙历史文化的夜空。这

时期见于历史记载的沂蒙儒学代表人物主要有

傅尧俞、傅察、张莘卿、张行简、张行信、邹惟新、

张雄飞等人。④

此外，沂蒙地区自南北朝开始便出现了儒

学与佛教、道家竞长争高、互相借鉴的趋势，而

８５

①

②

③

④

于联凯、韩延明：《沂蒙教育史》（古代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９６－９７页。
刘茂林、王庆新、叶芮：《山东名胜楹联》，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第３０４页。
黄兰波选注：《文天祥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９３页。
王春华：《沂蒙儒学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６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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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当时几个少数民族政权（后赵、前燕、前秦、

后燕、北魏、东魏、北齐、北周）的相继统治也对

隋唐宋金元时代的沂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

响。金元时期沂蒙山区全真道的兴起，女真族、

蒙古族等外族入治所带来的民族思想、文化传

统、风俗习惯和处事方式等，元朝末期回族迁入

沂蒙地区后伊斯兰教的传播，也促进了沂蒙地

域文化与外域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这些，都不

同程度地冲击和弱化了沂蒙文化的继承、传播

和发展。

（六）明清时期：沂蒙文化显现发展旺势的

复兴时期

自宋代以迄明清，均以宋明理学作为正统

思想。明初进一步完备了科举制，并以八股文

取士。不仅如此，明代和清初还屡兴充满血腥

的“文字狱”，诛杀士人，借以强化思想和文化

领域的专制主义统治。如明朝朱元璋的徐一夔

案、林元亮案、赵伯宁案、林伯瞡案、蒋质案等，

清康熙朝的《南山集》案、《明史》案、朱方旦案

等，雍正朝的曾静、吕留良案等，乾隆朝的卢鲁

案、徐骏案、沈德潜案等，都是因牵强附会的文

字而被定罪诛杀，有的株连甚广，使知识分子人

人自危。清末龚自珍就有“避席畏闻文字狱，

著书都为稻粱谋”的诗句。明清两朝都极力抬

高程朱理学的地位，借以控制人们的思想。明

成祖时编《五经大全》、《四书大全》和《性理大

全》，清康熙时撰《性理经义》、《朱子大全》。从

总体上看，明清两代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占统治

地位的仍是经过程朱等理学家改造过的儒家思

想。

这一时期，沂蒙地区由于明初和清初大批

移民迁入、外来文化输入，而且伴随着明末清初

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鸦片战争后外国列强的

经济侵略与西学东渐，沂蒙文化领域中的民主、

科学、教育意识得以增强。明末清初之后，随着

中国社会的发展、文化环境的相对宽松和西方

进步思想的渐趋渗入，反对封建专制的民族意

识和强盛中华的呼声得到了进一步的认同。伴

随着传统文化向近代文化的逐步转型，沂蒙士

人顺应时势，逐步接受了“经世致用”的先进思

想并积极投入这一文化潮流，这为暗夜中期待

黎明的沂蒙文化的复盛和活跃提供了有利条

件。

明清时期，沂蒙地区的学校教育较为兴盛。

在官学方面，沂蒙地区设立了府学和若干书院、

县学及乡间社学；在私学方面，则有乡塾、家塾、

私塾、义学等。自１９０１年清光绪帝颁布“兴学
诏书”后，沂蒙地区创办了各级各类“学堂”，新

式学校教育开始出现和发展。这些，都为沂蒙

文化的复兴和繁荣奠定了基础。在明清两代的

沂蒙文化体系中，一方面，占主体内容和主导地

位的依然是儒家文化，读书人仍把读“四书五

经”、科举仕进作为人生的目标追求，而致科第

连绵、英才迭出；另一方面，沂蒙士人入仕以后，

多能勤政爱民，敢于仗义直言、指陈时弊。此

外，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沂蒙社会也形成了忠

义、孝悌、慈善、礼仪、诚信等优良风尚，沂蒙文

化由此而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和上升发展

的复盛势头。

明清两代的沂蒙地区，文化复盛，人才辈

出。沂蒙士人仍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支点。在传

播儒学方面较有影响的人物有：翰林李应
$

、庄

陔兰，拔贡徐养纯，进士王守正、萧九成、刘淑

愈、于腾，监生丁景、许翰，举人李宗周、郑曾述、

刘阶升、孙熊兆、盛梦龄、杨永泽、王景禧，以及

临沂籍的庠生李谈、刘金铭、彭兰琪、陈锡章

等。①这一时期，忠义思想、孝悌品德、慈善意

识、宗教观念等成为影响深广的社会文化思潮，

尊孔崇儒、服膺理学的趋向在沂蒙文化中浓郁

地体现出来。期间，沂蒙地区虽然没有出现全

国性的显赫人物，但也培养了一些身居庙堂而

心忧天下的天子近臣和勤政为民、恪尽职守的

地方官员，如王、翟溥福、李骥、杜泽、张景华、

刘朴、王雅量、王思衍等。同时，沂蒙地区也成

就了一批经世致用的学问世家：如“馆阁世家”

蒙阴公氏，自公勉仁于１４９０年（明孝宗弘治三

９５
①于联凯：《儒学在沂蒙地区的传播》，《临沂师范学院学报》２００２年第１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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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中进士始，至公鼐五世蝉联进士（１６０１年），
而公鼐与其父皆入翰林，授编修，累官礼部右侍

郎。他为官清正，反对魏忠贤专权，后称病归

里，去世后赠礼部尚书。明光宗曾亲书“理学

名臣”匾额赐予其家。① 莒州大店（今属莒南

县）庄氏，自明代庄谦于１６１２年中举、１６１９年
中进士之后，至清末共有进士８名、举人１９名，
另有拔贡、岁贡等百余名，太学生（含国学生）

１２７名。其中有父子进士（庄瑶、庄锡级父子）、
父子举人（庄许、庄恩艺父子），还有兄弟进士、

兄弟举人多名，被人们赞为科甲连第、累世不

绝。②据新修撰的《日照丁氏家谱》（八修）记

载，日照丁氏家族在明清两朝代传儒学，先后有

进士１５人、举人 ４９人。③ 此外，莒县管氏、沂
水刘氏、临沂宋氏等家族也都是人才辈出。

（七）近现代：沂蒙文化输入先进思想和革

命文化的焕然时期

自１８４０年鸦片战争至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这段时间，是中国历史上的近现代时

期。１８４０年至１８４２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及中
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南京条

约》的签订，是封建的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中国的历史转折点。此后，在“反对外敌、救

亡图存”的民族呼声中，在“学习新学、经世致

用”的思想影响中，在“革命”与“战争”的斗争

浪潮中，沂蒙文化输入了一些新的进步思想和

精神元素，同时也生出了许多新的文化特点。

这一时期，沂蒙“新学”知识分子的改良主

义思想和以夷制夷、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

民族觉悟，从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沂蒙士人的传

统认知和沂蒙文化的传统格局。丁惟鲁、王思

衍、庄清吉参与了１８９５年的“公车上书”，王景
禧、蔡曾源曾积极支持１８９８年的“戊戌变法”，
他们都积极倡行除旧布新、变法图强。为反对

帝国主义列强的文化侵略，沂蒙人民相继爆发

了“神山教案”（１８９８年）、“日照教案”（１８９８
年）、“沂水教案”（１８９８年）、“莒州教案”（１８９９

年）、“费县教案”（１９００年）等大小凡数十起反
洋教斗争，形成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沂州

教案”。１９０５年８月２０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
组织创建了“中国革命同盟会”并提出了“驱除

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

纲领，对沂蒙先进知识分子影响甚大。以留学

日本的沂蒙籍同盟会会员李光仪、周建镐、庄陔

兰、赵保太、段荫远、于化春、周瑞麟、刘佛缘等

人为代表的沂蒙辛亥革命的先驱们，回沂蒙后

积极在各地兴办新式学堂，建立革命组织，传播

民主思想，创办进步报刊，在沂蒙地区大力开展

各种新型的文化宣传活动。其中李光仪对资产

阶级民主革命思想在沂蒙的传播贡献最大。

１９１６年８月，李光仪之弟李淑九在临沂创办了
《东鲁日报》，临沂城人夏侯先创办了《教育月

刊》。之后，一大批宣传新思想、新文化、新风

尚的进步刊物在沂蒙地区应运而生。

五四运动之后，沂蒙地区一批思想先进的

青年作家如王思玷、刘一梦等，开始在中国文坛

崭露头角。受新文化运动影响，王思玷曾在茅

盾主编的《小说月报》上连续发表作品，深得茅

盾好评；刘一梦加入了蒋光慈组织的革命文学

团体《太阳社》，发表的小说《失业之后》受到鲁

迅高度赞扬。而在思想文化领域的最大变化，

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沂蒙的开始传播。新文化

运动强烈地冲击着沂蒙地区，民主与科学的思

想逐步深入人心。被称为“沂蒙之子”的王尽

美，作为当时全国５８名党员之一，作为出席中
共一大的１３位代表之一，作为山东党组织的最
早创立者，曾冒着生命危险到沂蒙地区传播马

列主义真理，撒下革命文化的火种；１９２７年 ４
月，中共沂水县支部正式成立，这是临沂地区建

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为后来沂蒙抗日根据

地的建立奠定了先进的思想基础。１９２８年１２
月，中共沂水县委成立。１９２９年１０月，中共鲁
南第一支部创建。这一时期，最早在沂蒙地区

０６

①

②

③

于联凯、韩延明：《沂蒙教育史》（古代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第１９３页。
王春华：《沂蒙儒学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０４页。
王春华：《沂蒙儒学史》，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４８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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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播马列主义的沂蒙籍代表人物主要有：王尽

美、刘晓浦、刘一梦、李清漪、李清潍、王敬斋、刘

鸣銮、孙金宣、郭云舫、孙善师、刘之言等。其中

刘晓浦后来任中共山东省委执行委员兼秘书

长，刘一梦任团省委书记，叔侄因叛徒告密被

捕，１９３４年４月５日与中共一大代表邓恩铭、
中共山东省委书记刘谦初等２２人被军阀韩复
榘枪杀于济南，史称“四·五惨案”。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伴随着沂蒙革

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巩固，沂蒙地区逐步发展成

为全省的政治、军事、文化、教育中心，成为全国

革命文化最活跃、最繁荣的地区之一。有首歌

唱得好：“蜿蜒的沂水，巍峨的蒙山，前进的战

士们盛会空前。我们在抗战中成长，我们在烽

火中锻炼，三千八百万人民的意志，已铸成钢铁

的巨拳。粉碎投降的危险，挣断奴隶的铁链。

……自由的光芒在晨读中辉耀，解放的旗帜在

黎明中招展。”这时期的抗大一分校、毛泽东青

年干部学校山东分校、山东省抗战建国学院、滨

海建国学院、山东大学、山东公学、华东军事政

治大学、苏鲁豫皖边区省委党校、山东抗日军事

政治干部学校、山东鲁迅艺术学校等，在传播革

命思想、丰富沂蒙文化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抗战氛围和革命思想的浸润下，沂蒙涌现出

了用乳汁救助伤员的“红嫂”明德英、创办八路

军机关托儿所的“沂蒙母亲”王换于、拥军模范

“沂蒙六姐妹”以及百万民工踊跃支前等英雄

群体，由此而孕育和形成了党政军民“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

这一时期，沂蒙文化成为传播革命思想的

文化、团结党政军民的文化、夺取战争胜利的文

化和紧接地气的大众文化。通过《大众日报》、

《山东画报》、《山东教育》和《战士报》、《军政

报》、《前卫报》、《沂蒙导报》等报刊杂志，通过

“山东文化界救亡协会”、“山东艺术工作者协

会”、“新文字研究会”、山东鲁迅艺术学院和战

士剧社、姊妹剧团、鲁南剧社、黎明剧社、沂蒙国

剧社、抗大一分校文工团、鲁南文工团、滨海军

分区宣传队、农村剧团、秧歌队等文艺团体，通

过《跟着共产党走》和《沂蒙山小调》等革命歌

曲，通过戏剧、曲艺、诗歌、快板、壁报、街头诗、

传单、读报、标语、演说等丰富多彩、喜闻乐见的

形态和方式，沂蒙红色文化得到了广泛传播，为

抗战胜利和全国解放做出了巨大贡献。

（八）当代：沂蒙文化特别是沂蒙红色文化

丰富与弘扬的升华时期

这一时期，主要是指 １９４９年之后这段历
史。根植于沂蒙文化、革命传统和社会主义建

设实践沃土上的沂蒙红色文化———沂蒙精神，

经过战争年代的洗礼、建设时期的陶冶、改革开

放的考验和新世纪新时期的充实和发展，已成

为激励我们前进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并在新的

时代条件下不断得以丰富和弘扬。“爱党爱

军、开拓奋进、艰苦创业、无私奉献”的沂蒙精

神，是人民群众创造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缔造

的精神，是培育和践行群众路线的精神。沂蒙

精神是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的生动体现，是

党同群众保持鱼水关系和血肉联系的真实写

照，是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成功典范。沂蒙精

神绝不是一种单纯区域性的、自我封闭的、只适

应于战争年代的精神文化形态，而是一种流动

的、进取的、拓展的、深远的精神文化，具有跨越

时空的意义，是一种永不歇息的历史传承，是当

代中国的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我们应当不断

地从沂蒙精神中汲取宝贵的政治智慧和丰富的

道德滋养。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
考察工作结束时的讲话中曾语重心长地说：

“山东是革命老区，有着光荣传统，军民水乳交

融、生死与共铸就的沂蒙精神，对我们今天抓党

的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启示作用。”“沂蒙

精神与延安精神、井冈山精神、西柏坡精神一

样，是党和国家的宝贵精神财富。”他强调指

出，对沂蒙精神“要不断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发

扬光大”。①

发扬光大沂蒙精神，既是历史对时代的昭

１６
①《习近平：汇聚起全面深化改革的强大正能量》，新华网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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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也是时代对历史的呼唤。沂蒙精神具有丰

富的思想内涵，其中一个最核心的方面，就是那

种水乳交融、鱼水深情、生死与共的党群关系、

干群关系、军民关系，这是沂蒙精神的思想之

宗、实践之道。“在今天，沂蒙精神时刻提醒我

们：尊重群众、联系群众、依靠群众、服务群众，

既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政治使命，也是干部的

社会责任和感情寄托。说到底，就是要回到原

点，找到人民群众这个最基本的根基、血脉和源

泉。”①虽然沂蒙精神的载体———红色征程在岁

月的年轮上渐行渐远，但其深邃的内涵却在不

变的传承中离我们越来越近，绝不会因时光淘

洗而褪色。我们要让与时俱进的沂蒙红色文

化———沂蒙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

“治天下者以史为鉴，治郡国者以志为

鉴。”鉴往知今。纵观沂蒙文化孕育、生成、演

进与发展的整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虽然既有辉

煌时期，也有低落阶段，但却始终聚而不散、传

而不衰，一直在无间断地、与时俱进地向前发展

着。从中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启示：自原始

社会结束进入阶级社会以来，伴随着社会形态

的演变和政治经济的推进，沂蒙文化也经历了

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的不断成熟、更新和丰富的

发展过程。这种漫长、曲折的发展变化过程，既

表现为承前启后的继承性和与区域文化交汇融

合、相互吸纳的包容性，又表现为前后时期相比

较的变异、革新和前进，体现了沂蒙文化一脉承

传、生生不息的强大的生命张力。现阶段，沂蒙

文化将通过对沂蒙人民文化素质和人文修养的

影响与塑造，大力弘扬沂蒙精神，全面发展沂蒙

经济，以进一步提振沂蒙文化的自信和自强。

Ｐｒｏｂｅｉｎｔｏ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Ｐｅｒｉｏｄｉｚａｔｉｏｎｏｆ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ＹｉｍｅｎｇＣｕｌｔｕｒ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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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韩延明：《发扬光大沂蒙精神的理性沉思》，《大众日报》（理论版）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２１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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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冷漠文化的救赎之路
———重思儒家伦理“仁”字价值观



翟金秀
（山东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１００）

　　摘要：　通过深入考察中国社会现实，探究当代中国道德问题、价值观念以及解决道德问题与道德危机的措
施，从而把握当代中国现实道德问题的关键并提出可行性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对于促进道德建设并服务于“和谐社

会”之宏旨，实现“中国梦”对良性正义温暖健康社会之构筑蓝图；对于矫正道德冷漠现象，开展全社会爱心培育工

作，倡导人文关怀，通过重思寻求儒家的道德伦理价值，找到道德建设的救赎之路，具有十分显见的理论价值和现

实意义。

关键词：　冷漠文化；伦理救赎；道德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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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翟金秀（１９７５—　），女，山东济南人，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流动站研究人员。

①［美］威塞尔著，陈东飚译：《一个犹太人在今天》，北京：作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１６页。

　　近年来，社会道德伦理危机问题研究得到
众多学者的关注。这些论题对改造现实社会，

促进道德建设，具有丰富的现实意义。笔者希

望通过与学界同仁合作下的努力研究，为社会

道德风气的改善，为国民综合道德伦理素质的

提高，提出行之有效的合理化建议。笔者认为

必须找到道德伦理学研究的一个关键突破口，

那就是对当下老人倒地不扶这一冷漠文化，以

批判式思维来反思这种文化形成的历史与现实

原因，并使用基督教宗教信仰中的“救赎”这个

用语来借喻笔者对国民道德伦理综合素质的提

高以及社会风气的良性发展所寄予的厚望与迫

切的心愿。社会冷漠事件的频发和曝光只会引

起人们对社会道德水平的错估和焦虑，给人以

“老人跌倒大多数人都不管”的心理暗示，其负

面效应不知道需要多少正能量才能冲淡。而伦

理救赎可以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

华———儒家伦理价值正能量的作用，重塑人文

关怀为主题的关怀文化来取代冷漠文化。救赎

本是一个宗教用语，在这里是借喻，强调的是伦

理信仰下的关怀与宽容，与冷漠相对。

一

近年来，老人摔倒无人搀扶酿成悲剧的消

息屡见报端，甚至２０１４年央视春晚出现《扶不
扶》这个小品节目，引起了国人的深刻反思：一

个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熏陶的国家，一个被称为

“礼仪之邦”的国家，一个以“仁义礼智信”为君

子标准的国家，一个数千年来都提倡“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无幼以及人之幼”的国家，其人

民，为何对老人摔倒屡屡视而不见？导致此现

象的根源又在何处？而“冷漠文化”的提出，恰

恰易于引起冷漠国民的深刻反思。犹太作家威

塞尔先生曾说：“美的反面不是丑，是冷漠；信

仰的反面不是异端，是冷漠；生命的反面不是死

亡，是冷漠。”①此外，《吾国与吾民》是中国近代

学贯中西的林语堂先生第一部在美国引起巨大

反响的英文著作，书中指出：“如果说中国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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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是举世无双的话，那他们则更是出了名的

冷漠。不关心公共事务总是比较保险，对中国

人来说这是冷漠吸引人的一面，西方人则难以

认同。”①冷漠文化恰恰是在一定的历史基础上

加之现实中的多重道德盲点所折射出来的人性

弱点。而人性中比较负面化的冷漠是不符合社

会正义的。中国，一个有着五千年光辉历史，以

和为贵，热爱人类和平的伟大民族，历来都有为

国万死不辞之人，历来都有为正义，为朋友仗义

疏财，义薄云天之人。忠孝仁义，从来都是我们

祖先义不容辞之责任。而当今时代，匡扶正义，

改造国人的冷漠，重思儒家伦理“仁”字核心价

值观，进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下的道德建设，

是与实现中国梦密切相关的重要课题。

当我们站在新时代快节奏生活的状态下全

面审视当代中国人的道德精神素质时，有着社

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惋惜甚至痛心疾首地发

现在道德盲点存在的情况下，失去了道德底线

的人们，正走向吞噬人性、良知和公德的陷阱；

当许多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的东西却被当作正

常的东西来接受时，社会也容易因道德失察而

走向失衡。道德盲点与已经发现的道德危机比

起来，对社会的影响也许更大更深。道德盲点

影响下形成了社会潜意识和大众话语体系，在

这些客体和行为主体的互动下所形成的是负能

量的冷漠文化。

首先，我们分析冷漠文化形成的历史原因。

从历史来看，负面的心理来源于封建时期习惯

式思维中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明哲保身，枪

打出头鸟，冷漠看客，息事宁人，多一事不如少

一事，守成求安的处世哲学。

其次，我们考察伦理学视野下冷漠文化的

集中表现，也就是冷漠文化在现实社会中的表

征。社会上存在着道德盲点，包括官德盲点、商

德盲点、公德盲点、医德盲点、师德盲点、亲情人

伦道德盲点、网络世界中的道德盲点。②

在这些道德盲点背后，我们需要反思道德

舆论，包括以下几个网络热评关注点：１．“彭宇
案”错误引导公众；２．中国缺少“见死不救罪”；
３．“罪感和耻感”遭受重创；４．“制度决定论”让
人变自私；５．“官德堕落”引发道德滑坡；６．行
善者得不到足够激励；７．媒体夸大渲染道德危
机；８．泛道德化，忽视家长的责任；９．公民精神
和力量发育不足；１０．“社群建设”不足导致人
心冷漠。

道德盲点存在的现实原因包括：一是正义

感缺失；二是对优秀传统文化的漠视；三是部分

社会成员公德意识淡漠；四是价值观的扭曲；五

是教育的误区与不得力；六是社会监管力度不

足使违法者有机可乘以及上行下效的体制漏

洞；七是有些社会成员的“规则意识”淡漠；八

是网络的负面作用；九是道德信仰的弱化；十道

德回报机制的不健全。

在这种表征下，推崇热爱公平正义的人们

需要寻求救赎之道，对传统文化伦理思想精髓

重新思考，特别是对儒家伦理“仁”字核心价值

观的重新解读和珍视。

二

中国传统道德理论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

髓。特别是儒家伦理“仁”字核心价值观，对道

德探讨的切入点十分明了，由此建立儒教的道

德论去劝人行善。

孔子把“仁”当作最高道德原则，主旨是

“爱人”，即把人的生命看成是至高无上的，爱

护他人，同情他人，帮助他人。“仁”是关于人

我关系的准则，“仁”的出发点是承认别人也是

人，别人是与自己一样的人。孔子曰：“爱人者

则人爱之，恶人者则人恶之，知得之己者，亦知

得之人。所谓不出于环堵之室而知天下者，知

反之己者也。”（《说苑·政理》）金文“仁”从

“人”从“二”，指人与人的关系。儒家还把

“仁”当作人生追求的最高理想和价值。“仁”

与“礼”也是统一的，礼是形式，“仁”是内容；

４６

①

②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４８页。
舒雨 等著：《道德盲点》，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１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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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是内心的德性，礼是外在的规范；“礼”是

“仁”的行动规范，“仁”是“礼”的品德表现。

这就是重视道德情操与道德规范的统一，而

“仁”贯穿于一切的伦理道德原则和规范之中。

仁义为先，义中生利。仁义是朱熹伦理精

神中的两个重要范畴。仁是朱熹伦理精神的核

心和根本，它有着广泛的内涵，“仁包四端，恻

隐、是非、羞恶、辞逊”，有仁才能知是非，知廉

耻，知从善去恶。仁和很多人性道德之间都有

密切的联系。如仁与爱之间，仁就是爱。仁和

爱的关系是根与苗、体与用的关系。仁与公之

间，仁是根本，公是仁的外在表现，“唯仁，然后

能公”，“公而无私便是仁”，“私欲净尽，天理流

行，便是仁”。“仁则公，不仁则是私意，故变作

百出而不一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

集注》）总之，仁是人性美德的源泉，有了它才

有爱，才能公正无私，公平正义。“义者，天理

之所宜”，朱熹说：“凡事皆有一个合宜底道理，

须是见得分明，虽毫发不差，然后得是当。”“君

子见得这事合当如此，那事合当如彼，便裁处其

宜而为之，则何不利之有？义者，就是按天下正

理之所在来处理周边事物，也就是公平而妥当、

无偏无颇地处理外界事务。仁义是人性道德的

前提，没有仁义之德的人如同禽兽，不能成为

人，而做人的首要前提是为人处事处处以仁义

为先。

这种“仁”字核心价值观至少从三方面能

够照亮现实社会道德的盲点：

１．换位思考
为“仁”的方法很多，要求也很高，但有其

最为基本的方法。孔子强调“夫仁者，己欲立

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

也已”（《论语·壅也》），“己所不欲，勿施于

人”（《论语·颜渊》）。这就是最基本的为

“仁”之方。

从伦理学的原理分析，“立己立人”、“达己

达人”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属于换位思维

的方法，它反映了伦理道德的最基本的原则。

换位思维就是主体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把思

考问题的立场和出发点从主体自身转换到客体

或主客体之外，以对方或旁观者的角度来认识

和体验主体、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一种思维方

式，有助于理解、洞察他人的内部状态，便于人

际交往和沟通。

２．凭良心做事
儒家思想以“仁”为核心，是因为儒家以

“仁”为人的本性。孟子认为：“仁也者，人也。”

（《孟子·尽心下》）儒家以“天地间人为贵”，

“天地之性人为贵”。而人之所以“贵”，是因为

“凭良心做事”。因此，一个人是否具有人性，

是“人”不是“人”，就看他是否有“爱心”，是否

讲良心，这是做人的起码要求。

因为良心的本性是对责任行为的自我检

查、预测、调节和审判。若行善，良心上就感到

满足、愉悦、放心、宽慰；反之，行恶则良心上就

会感到内疚、自尊心受损，惶惶不可终日，无脸

面见人。孟子说：“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

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人

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

心上》）一个人如果没有仁义道德，没有人的良

心，那他尽管有人的躯体，实际上却失去了人的

本性。

３．义利观的正确辨识
儒家把仁义道德看作是比衣食、富贵、功名

甚至生命都重要的东西，主张个人在义与利之

间的选择上，首先要考虑道德的要求，把“义”

放在首位。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

不忧贫”（《论语·卫灵公》），“士志于道，而耻

恶衣恶食者，未足以议也”（《论语·里仁》）。

合于道义的富贵、安逸是可取的，否则，就算是

“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论语·述而》）。孟子也说：“穷不失义，达不

离道。”（《论语·尽心上》）“志士仁人，无求生

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论语·述而》）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

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

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

也。”（《论语·告子上》）

一方面，要重视道德的引导。孔子说：“道

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

５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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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人们有了道

德良心，明是非，知丑恶，就是做一个“道德人”

的自觉性。另一方面，要大力加强法制。荀子

说：“今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

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

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

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

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

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

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恶》）。

以上三点，是儒家伦理“仁”字核心价值观

给予我们的智慧，这也是冷漠文化的救赎之路

出发的第一步。

三

儒家伦理价值观对当代社会道德的启示，

从中也可看到其“仁”字思想的精华和闪光点

的当代价值。

（一）网络媒体风气的净化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以

及大学生都是处于网络话语体系下，潜移默化

地被动接受其熏陶与影响。与网络语言的过度

接触，原有的语言认知结构受到侵蚀。各类非

规范网络语言出现在日常交流之中。青少年学

生是传承民族文化的生力军，但网络语言对严

肃语言体系学习的干扰冲击了传统语言文字教

学的有效性，从长远来看，也势必影响各民族文

化传承的长期性和准确性。很多学者也在强烈

呼唤建设文明网络语言，传承民族传统文化。

严肃文学、知识分子、大学教育也正在走在

这样一条过度网络化的道路上。清华大学艺术

教育中心的肖鹰认为，近两年国内流行大学校

长演讲套用网络语言、文化人士在网络上使用

暴力语言表达，都是网络语言对传统语言、传统

文化品质伤害的表现，破坏了大学和文人应有

的独立创作属性。严肃文学、纯文学也呈现出

向网络靠拢、投降的趋向。文学语言越来越没

有了张力，呈现口水痞气低俗化倾向，特别是普

通人的粗俗不道德不文明语言的肆意表达，使

得网络语言一片乌烟瘴气。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张颐武认为，保证网

络语言的使用必须符合两个标准：一是词语已

经约定俗成、意思被公众熟知；二是必须符合语

法和修辞规范。对网络语言的规范使用，是对

汉语言的尊重，对社会道德文明的坚守，更是对

民族文化的尊重，这就需要倡导文明的网络语

言，引导网民提高文化素养，恪守道德准则。网

民媒介素养的提高，有助于促进社会风气良性

发展。①

学者张国启所著《秩序理性与自由个性：

现代文明修身的话语体系与实践机制研究》一

书，结合古代中国人的存在方式对儒家修身理

论进行了系统的批判性研究，重点揭示了现代

文明修身这一话语体系和实践机制对人的自由

全面发展的现代启示和重要意义。全书从过程

规定性、目的规定性、要素规定性和关系规定性

维度系统分析了现代文明修身的科学内涵和逻

辑起点，梳理和研究了现代文明修身理论的历

史资源与现代承接、哲学基础与借鉴理论，并对

现代文明修身的科学性、价值性、实践性等问题

作了较为详尽的研究和阐述，力图阐述现代文

明修身对人的“秩序理性”孕育与“自由个性”

培养的独特价值。②

（二）企业诚信文化的构建：儒家文化对诚

信的阐释

诚信的含义：其一，诚信首先是政治信用问

题；其二，朋友之交；言而有信；其三，“信近于

义”，信的承诺；其四，好学；其五，知行合一。

诚信在孔子伦理思想体系中的定位，信是孔子

伦理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之一，与信并存的还

有仁、义、礼、智等伦理范畴。位于加拿大温哥

华的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的东亚研究所门

口的五大块山石上分别铭刻着这五个汉字，集

中体现了东方儒学的精神价值。而儒家所尊奉

６６

①

②

３６０ｄｏｃ个人图书网：ｈｔｔｐ：／／ｗｗｗ．３６０ｄｏｃ．ｃｏｍ／ｃｏｎｔｅｎｔ／１２／０１２１／０７／４３１０９５８＿１８４０７７５３６．ｓｈｔｍｌ．２０１２年２月４日．
张国启：《秩序理性与自由个性：现代文明修身的话语体系与实践机制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３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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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诚信的伦理价值和实践意义也在于“立身、

交友、治国、社会信任”。在孟子思想体系中，

“信”伦理范畴的地位与其在孔子思想中的定

位相比有所下降。孟子大讲“仁、义、礼、智”四

端，信被其排除在基本道德范畴之外，只是处于

辅助性地位。但孟子并没有忽略对信范畴的研

究，在信伦理思想发展史上，孟子还是有其特殊

贡献的。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信为五

伦之一。① 在孟子的伦理体系中，人的道德水

准分为“天爵”和“人爵”两个层次，讲求更多的

是“善、信、美”，并突出信的政治功能，讲求良

心的效果。

就信而言，儒家的诚信观念至少具有如下

几项涵义：（１）诚实，真实；（２）守信，讲信用；
（３）信任，相信；（４）自信，有信心。而且，更重
要的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儒家的诚信

思想中没有神学崇拜的内容，它强调的是人的

道德本性对人的要求，要成为一个有道德的、高

尚的人，就必须诚实守信；要造就一个和谐祥睦

的社会，人与人自检就必须建立互信。虽然儒

家也讲“信则人任焉”，把诚实守信作为获得他

人信用的一个条件，但整体而言，儒家的信观念

是较少功利性的东西，诚实守信主要是一种道

德诉求。此外，儒家的信强调的是主体的自律，

基本上没有强制性的他律。

《礼记》记载了大量的有关先秦的典章、礼

制、文物以及儒家的政治、学术思想。作为科举

考试的一项内容，《礼记》在读书界具有极高的

普及率，是形成中华伦理精神的基本经典之一，

其中含有丰富的“信”的思想。作为一种宗教

性情感的“信”，作为人的一种道德情感，诚信

来源于何处？《礼记》并没有作出回答。但在

对“祭”义的解说中，作者实际上已经给出了问

题的答案。《礼记》所谓祭祀神明和祖先时的

那种“必诚必信”的情感就是道德情感的源头。

在传统的诚信角度上倡导企业诚信文化的

塑造有着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企业文化

建设的核心，体现在经营活动的各个领域之中。

企业的诚信理念，是企业的核心价值理念，

“诚”是企业聚心之魂，“信”是企业立业之本，

唯有诚信，才能打造百年老店。企业诚信文化

更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源泉之所在。它是企业

生存和发展的第一生命线，决定着企业的发展

形态，甚至决定着企业是否能够发展的命运。

美国著名的管理学大师托马斯·彼得斯指出：

“一个伟大的组织之所以能够长久生存、长盛

不衰，其中最主要的法宝就是，我们称之为信念

的那种精神力量，以及这种信念对于组织的全

体成员所具有的感召力和影响力。一种被组织

成员所认同，积极向上，着眼于长远的发展的价

值观，必然能够产生强大的精神凝聚力，进而转

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企业向前迈进。这

种被称之为信念的精神力量就是企业的诚信文

化。②

很多成功的企业家也是儒商，他们信奉的

是儒家的诚信，塑造企业文化，谦逊待人，严于

律己，恪守诚信，从而树立品牌信誉。而与之相

反，背离了诚信的经营者，往往即使小有所成，

但最终财富易失，无法功成名就，甚至破产。而

信奉儒学诚信的商人成功的范例则举不胜举。

（三）高等院校的关怀教育

高等学校教育不仅是“成才”教育，更重要

的是“成人”教育。要“成才”必先要“成人”。

德育为先的教育观，其核心就在于强调德育是

首位，是灵魂，是核心。高校的德育教育更是高

校教育的重中之重。针对大学生的道德素质教

育，可以采用八项关怀教育，寻找教育方式改革

的突破口，确保了伦理教育课程的实效性。

（１）助人关怀的爱的教育；（２）生命关怀的智慧
教育；（３）人文关怀的传承教育；（４）取舍关怀
的权衡教育；（５）对老年人关怀的涵养教育；
（６）自然环境关怀的责任教育；（７）亲情关怀的
敬爱教育；（８）人际关怀的仁爱教育。在这个

７６

①

②

五伦：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人伦关系。《孟子·滕文公》：“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父子有亲，君臣有

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美］托马斯·彼得斯：《寻求优势———美国最成功公司的经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１９８５年，第８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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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应将中国传统儒家伦理道德传统，君子

型人格教育的精髓贯穿到高校素质教育中。①

从传统儒家教育的德育思想渊源来看，

《大学》是《礼记》中全面、系统阐释治国平天下

学说的一篇论文。它以“明明德、新民、止于至

善”三纲领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八条目为说，将政治哲学与

人生哲学熔为一炉，对“为政以德”的政治原则

作了深入挖掘。《中庸》是《礼记》中构思精密

的一篇哲学论文，被视为儒家学说的思想理论

基础，受到历代学者的重视。自宋儒将《大

学》、《中庸》从《礼记》中析出，与《论语》、《孟

子》以“四书”之名传世，其地位遂超乎六经之

上；宋以后更被用作开科取士、选拔政府官吏的

必读书。因此，《大学》、《中庸》中论述的“信”

是儒家信思想的经典性阐释，代表了儒家信思

想的精髓，“初学入德之门”的教科书地位，使

其成为宋以后的一般读书人“信”伦理思想的

基本来源，同时也是政府官吏所受“信”道德教

育的基本内容。

《中庸》的主旨是“慎独”，强调君主独居时

的自我道德约束。在这个意义上的“信”，就不

是前述的“言顾行，行顾言”所能概括了。它所

要求的“信”是内外一致，表里一致，无愧于心。

“存养”的意思是“主一”、“寡欲”，“省察”的意

思是“慎独”，就是“不自欺”。

宋代朱熹的诚信思想，对“信”的解释更多

是从人伦意义出发的。核心内涵是出自内心的

一种忠诚、信用、重承诺、守信用。朱熹曰“信，

约信也”（朱熹《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

《朱子全书》）；“以实之谓信，信是信实，表里如

一”（朱熹《朱子语类》）。

高校素质教育可以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更多

的养分，将仁爱教育为核心的关怀教育方式不

断丰富和创新，将人才教育模式密切结合传统

文化。

（四）社区文化的兴建

对于一个道德滑坡的社会来说，人们急需

的是整个社会风气与和谐人际关系由上至下的

好转，使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关系能够有一种社

区的亲切感，而不是人口频繁流动带来的陌生

感与不负责任感。同样，儒家思想中的仁爱教

育，人际相处的智慧以及注重个人反省的思想

价值等，仍然可以适应于社区文化的兴建。

孟子在描述其理想的社会时说：“老吾老

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与孔子大

同世界的理想———“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

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

废疾者皆有所养”，是一脉相承的。这无疑体

现了中华民族长期一贯的博爱思想，理应发扬

光大，特别是在社区文化的兴建中，可以借鉴传

统文化的博爱精髓。

中国正在步入老龄化社会，对老年人如何

照顾，是很多家庭面对的实际问题。儒家讲求

孝道，中国人的传统道德中孝悌文化的兴盛也

在伦理中占据重要位置。２０１０年 ９月 ２１日，
全国老龄办副主任吴玉韶做客人民网谈及老龄

化问题时提出“以居家养老为基础，以社区服

务为依托，以机构养老为补充”。而社区文化

的兴建如何体现以人为本，对老年人的社区照

顾是社区服务的重中之重。

社区文化的兴建离不开对价值观塑造的重

视。例如“利他观念”、“人伦关系”、“法律责

任”等的融合，还需要传统文化观念的介入。

（五）人文关怀前提下的法律制度的健全

与法律知识的普及

荀子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

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

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

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

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

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

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荀子·性

恶》）

以“仁”字为核心的爱民、惠民和富民思

想，是一切有益于民的儒家民本思想的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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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翟金秀、初春：《人文关怀视角下高等院校心理健康教育新路径探析》，《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２０１３年第７期。



翟金秀：当前冷漠文化的救赎之路

西方的自然法思想是西方法学史上长久不衰的

精神坐标，它构筑了西方人最早的法律观念，形

成了西方独特的法律传统。中国古代的儒家以

仁、礼为核心的自然法思想也对中国古代法律

传统起着支配作用。从人文关怀视角看，二者

有着共通之处：即同是道德律，都强调人性，都

重视权利。①

当前社会法律的健全和普及都必须是在人

文关怀前提下的，特别是在执法过程中，也要体

现文明执法，这也是法律威望树立的关键。树

立执法为民，尊重民权的理念，就是要处处为民

众利益考虑，时刻为他们排忧解难，切实解决民

众的社会问题。尊重民权就是要在执法过程中

有人道色彩，即在公民承担义务和责任时，仍保

持其作为人的地位的尊严，在体现法律严肃性

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障公民的权利。

（六）鼓励倡导伦理道德的专业网站，传递

社会的正能量，表彰宣传道德楷模，重视道德的

引导作用

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

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

为政》）人们有了道德良心，明是非，知丑恶，就

是做一个“道德人”的自觉性。孔子对弟子有

“见贤思齐”的教诲，看到道德高尚的贤人，就

要向他看齐，向他学习。这是孔子极力倡导的

做人处世原则。在现代社会中，特别是在某些

领域出现道德滑坡的现象时，我们更应该推崇

并身体力行“见贤思齐”。

网络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网络生活中，特

别是传递正能量的专业网站对净化社会风气，

弘扬传统道德，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所起的作用

不容小觑。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榜样是旗帜，

代表着方向；榜样也是资源，凝聚着力量。学习

具体的先进典型，网络的宣传由点到面，相互感

染、竞相仿效，从而潜移默化地弘扬了社会道

德。

从伦理学角度上看，冷漠文化本质上是一

种行为主体处于畸变状态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行

为。在现实生活中，主要表现为行为主体对道

德持冷漠、怀疑、漠视的态度，以及对道德义务

的拒斥、逃避和推卸等消极性道德心理和道德

行为。所以，应当从这种症结剖析并力求寻找

矫治冷漠文化的可行性途径，培养道德责任感，

健全道德人格。重思儒家伦理“仁”字核心价

值观，使普遍伦理规范能够获取民众的广泛认

同和支持，最终使之内化为个体的道德人格，培

养道德责任感，用中国优良传统道德塑造道德

人格。道义上的善正是我们维系和谐人际的唯

一亮光，也只有借助这样的道德力量，人们才能

积聚完善制度、规范行为的力量，对冷漠、自私

的道德谴责、鞭笞，形成一种积极向上的社会舆

论，提振国人的精神情操。

深入考察中国社会现实，探究当代中国道

德问题、价值观念以及解决道德问题与道德危

机的措施，从而把握当代中国现实道德问题的

关键并提出可行性建设性的解决方案，对于促

进道德建设并服务于“和谐社会”之宏旨，实现

“中国梦”对良性正义温暖健康社会之构筑蓝

图，具有十分显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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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陆荣：《西方自然法与中国儒家法律思想之共通———以人文关怀为观察维度》，《法制与社会》２０１０年第１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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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清照爱国者形象的历史还原


魏　青
（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　李清照无疑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以宋室南渡为界，前期她对北宋新旧两党之争有相当的警觉，后期她
对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妥协投降政策极为不满。这两个方面在她的各类作品中得以充分展现。然而，她毕竟是一

个生活在９００多年前的闺阁弱女子，她的爱国主义自有其历史、阶级以及女性自我的局限性。我们既不能过分拔
高她的爱国形象，借以提升她的历史地位，也不能低估乃至无视她的爱国思想的存在，而应当紧密结合她所处的时

代、家世、遭遇等来评价其爱国主义的思想。

关键词：　李清照；李格非；爱国者 ；历史还原；婉约词派
中图分类号：　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７１－０９
国际数字对象唯一标识符（ＤＯＩ）：１０．１６４５６／ｊ．ｃｎｋｉ．１００１－５９７３．２０１５．０１．００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０

作者简介：魏青（１９６９—　），女，山东淄博人，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一、引言

李清照作为后世公认的婉约词派的杰出代

表，数百年来，她所描写离愁别恨、闺情寂寞的

一类词作，以独到的艺术表现力，可谓深植人

心。关于李清照的爱国思想和她的爱国作品，

早在南宋末年，著名爱国词人刘辰翁就予以推

崇，然而元明清以来的学者文人回声响应者廖

廖无几。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初，学术界曾
展开一场关于李清照及其作品的大讨论，据湖

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语文学会１９６４年所
印《李清照研究资料汇编》书中的记载，由于文

艺“双百”方针的实施，六、七年间各类书刊上

登载关于李清照的文章多达７０余种，众多名家
如褚斌杰、夏承焘、王季思、唐圭璋等纷纷发表

论文，由此形成建国以后李清照研究的第一个

学术高潮。这次讨论的重点在于李清照的爱国

主义，所讨论的对象包括她的诗文与词。当时，

除了个别极端观点之外，大多数学者对李清照

思想中的爱国主义都不同程度地加以肯定。然

而，在这次大讨论之后的四、五十年间，关于李

清照的爱国主义思想又成为一个人们长期忽视

的话题。“十年文革”结束后，自 １９７９年至
１９９９年改革开放的２０年间，仅以中国学术期
刊网所收大陆论文数量为统计依据，这一时期

关于李清照的研究论文达５３９篇，年平均论文
数为２７篇，涉及李清照爱国思想和作品的论文
有１０篇左右，它们主要发表在有一定权威的学
术刊物上，虽然数量有限，但是水准较高。进入

新世纪以来的１５年间，各类期刊陆续发表关于
李清照的论文高达 ２２７５篇，年平均论文数为
１５２篇，超出改革开放前２０年近６倍，但是论
文选题重复扎堆的现象比较严重，有关李清照

爱国思想和作品的论文也不过２０篇左右，并且
大多发表在非纯学术刊物上，论文质量下滑明

显。

时至今日，关于李清照的爱国主义思想似

乎成为一个久违的话题，人们已觉陈旧，已感生

疏，甚至在当下最具权威的《中国文学史》上南

宋爱国作家之列都未能有李清照应有的一席之

地，而只限于谈论李清照爱与愁的女性情怀，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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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不说是李清照研究的一大缺失。有鉴于

此，结合李清照的创作对她的爱国主义思想重

加评估，还原其作为爱国者的历史真貌，有着十

分必要的现实意义。

二、北宋末：新旧党争与李清照

李清照出生在宋神宗元丰末年齐州章丘县

明水镇（今属山东济南市）的一个仕宦家庭。

她的祖父，其名不详。父亲李格非为熙宁进士，

累官礼部员外郎。章丘李氏本属于一个处于社

会中下层的书香门第。李清照晚年所写《上枢

密韩肖胄诗》有云：“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

高人比数。当时稷下纵谈时，犹记人挥汗成

雨。”①“稷下”，指战国时齐国都城临淄的城门

稷门，当时以在此设馆讲学闻名于世。“挥汗

成雨”，语出《战国策·齐策》，极言齐都临淄人

多密集之状。从李清照的诗句可以看出，她的

父祖虽然社会地位不高，但是学识渊博，拥有众

多门生，在号称学术文化圣地的山东一带享有

盛名。

作为“位下名高”的书香门第，经学是章丘

李氏的家族世业。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

自道：“自来家传《周易》、《左氏传》，故两家者

流，文学最备。”②不仅《周易》、《左传》是李清

照的家传，而且她的父亲李格非还精研《礼

记》。《宋史·李格非传》载：“有司方以诗赋取

士，格非独用意经学，著《礼记说》至数十万言，

遂登进士第。”③可见，李格非进士及第，主要由

于他深通礼经。然而，李格非与当地一般习经

士子不同，《宋史》本传说，他自幼即“俊警异

常”，并无儒生腐气。

北宋中后期，新旧两党互相倾轧，党争剧

烈。熙宁初年，王安石为相，在宋神宗的支持

下，推行变法，旨在挽救北宋“积贫”、“积弱”

的政局，然而遭到反变法派的激烈反对。当时，

变法派与反变法派各以朋党相互指责、攻击对

方，于是，新的党争产生。以王安石为首的变法

派，史称“新党”，而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变法派，

史称“旧党”。李格非属旧党，元时以文章受

知于苏轼。宋哲宗绍圣元年（１０９４），新党执
政，时相章奏请编类元群臣章疏，即是将哲

宗继位、太皇太后高氏主政以来，司马光、苏轼

等旧党所有攻击新党、新法的章疏，加以排比编

类，以此对他们治罪惩处。李格非被任命为检

讨，但他坚辞不就，因此被外放通判广信军（今

河北徐水县一带）。绍圣二年（１０９５），李格非
又被召回朝廷，任校书郎。他的《洛阳名园记》

即作于是年，“是书记洛中园圃，自富弼以下，

凡十九所”④。李格非在园记的结尾自附跋语，

以此阐明写作的政治意图。此跋后世被单独收

入文选，篇名取作《书洛阳名园记后》，成为文

学史上一篇著名的政论散文，其影响之大、流传

之广，甚至超过园记本身。南宋楼窻的《崇古

文诀》评价说：“园囿何关于世道轻重，所以然

者，兴废可以占盛衰，可以占治乱。盛衰不过洛

阳，而治乱关于天下。斯文之作为洛阳，非为园

囿。为天下，非为洛阳也。文字不过二百字，而

其中概括无限盛衰治乱之变，意有含蓄，事存鉴

戒，读之令人感叹。”⑤

李格非在此跋文中责问当朝的公卿大夫：

“放乎以一己之私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

享此乐，得乎？”⑥因为时值当权的新党对元执

政旧党全面实施打击报复，完全意气用事，丧失

原则。李格非置身党派纷争的漩涡中，深感党争

不止，长此以往，国将难保，所以，他在被召还京

时，途经洛阳，有感而发，作此名园记，表达自己

一腔盛衰治乱之慨。李格非的一番预言，终为历

史所证实。“靖康之乱”后，洛阳陷于金，名园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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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之一炬，故南渡之人在读到李格非的《洛阳名

园记》时，大有不胜今昔之感，如邵博“读之至流

涕”①，张琰直叹“其言真不苟且也”②。李格非

这种忧患天下的爱国情操以及卓越超凡的政治

见识在李清照身上得以发扬光大。

在李清照生活的时代，女性本来是被剥夺

了受教育的权利的，更不允许过问国家大事，参

与政治生活。然而，她却以一闺阁女子，不但关

心政治，而且还敢于针对现实，直抒己见。李清

照在她十七、八岁还未出嫁时，曾作《浯溪中兴

颂诗和张文潜》二首。“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

耒（字文潜，号柯山）是李格非的知交好友。他

的《读中兴颂碑》诗，大约作于哲宗元符元年

（１０９８）左右，其时新党专权，他正贬居黄州（今
湖北黄冈）。唐代有著名的《大唐中兴颂碑》，

元结撰，颜真卿书。唐代宗大历六年（７７１），刻
于祁阳（今属湖南）浯溪石崖上，又俗称《摩崖

碑》。元结的《大唐中兴颂》，旨在歌颂唐肃宗

平息安史之乱、中兴唐室的所谓“盛德大业”。

张耒的和诗《读中兴颂碑》，主要歌颂郭子仪平

定安史之乱的功绩。李清照的《浯溪中兴颂诗

和张文潜》二首，一反前贤元结和父执张耒诗

中对帝王将相歌功颂德的陈词老调，深刻剖析

了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在于唐玄宗的荒淫腐

化、宠用奸邪，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

其中有云：“五坊供奉斗鸡儿，酒肉堆中不知

老。”“何为出战辄披靡，传置荔枝多马死。”又

云：“不知负国有奸雄，但说成功尊国老。”“时

移势去真可哀，奸人心丑深如崖。”③在这一点

上，与元结诗中仅是指斥“孽臣奸骄”、“边将骋

兵”，与张耒诗中着重谴责“玉环妖血”相比，的

确在思想见解上高出一筹，显示了李清照过人

的才智和胆识，真可“压倒须眉”④。后人还评

价她“倜傥有丈夫气”⑤，实不虚美。

李清照的这两首和诗深刻总结了唐代发生

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实际上是借古讽今，以开

元、天宝遗事影射北宋末年腐败的朝政。诗中

“当时张说最多机，虽生已被姚崇卖”之句，说

的是唐玄宗开元年间两位宰相张说、姚崇之间

勾心斗角之事，与安史之乱并不相关，却深中北

宋朝廷党争之弊。李清照在此正是借题发挥，

直击现实。笔锋凌厉，感情充溢。两首和诗在

思想和笔力上远胜元结和张耒之作，前人曾高

度评价曰：“以妇人而厕众作，非深有思致者能

之乎？”⑥又曰：“二诗奇气横溢，尝鼎一脔，已知

为驼峰、麟脯矣。”⑦这两首诗显示了李清照出

众的史识、史才，这既与她因亲属卷入派系争斗

的漩涡中所产生的实际体验有关，又与她早年

接受的家庭教育密不可分。由于父亲李格非对

经学、史学皆有深入的研究，李清照自幼便与文

史结下不解之缘。她不仅可以读书识字，而且

能够广泛阅览，经史之外，诸子百家、诗词文赋

乃至笔记小说、逸闻轶事，几乎无不涉猎，加上

她又“性偶强记”⑧，故其“才高学博，近代鲜

伦”⑨，才能够写出“深有思致”、“奇气横溢”之

诗。

李清照婚后的第二年即宋徽宗崇宁元年

（１１０２），父亲李格非名列元党籍，被罢官远
贬，而她的公爹赵挺之作为新党分子，此时却依

附时相蔡京，参与打击、压制元时期受到重用

的旧党成员，官职由此一路升迁，由吏部尚书拜

尚书右丞，进左丞。李清照不避风险，立即上诗

给高居尚书左丞的公爹赵挺之来挽救父亲，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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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何况人间父子情”①之语。后隔两年，赵挺

之升迁为尚书右仆射，相当于右相之职，其地位

仅次于左相蔡京。这时，李清照再次向公爹上

诗，大胆地斥责他“炙手可热心可寒”②。她借

用杜甫《丽人行》诗中“炙手可热势绝伦，慎勿

近前丞相嗔”之语，表达对舞权弄势的公爹赵

挺之的讥讽之意。事实上，赵挺之一直是王安

石新法的赞成者，却与旧党人士苏轼、黄庭坚等

因党派成见过深而长期交恶，元时曾被列为

王安石亲党分子，数遭排挤，居官无常。“崇宁

党禁”期间，赵挺之打压元旧党可谓不遗余

力，故而备受物论非议，可是他死后却被来自同

一阵营的蔡京之流所攻击，以“力庇元奸党”

的罪名，被追回司徒赠官。这反而从另一方面

说明赵挺之倒也并非蔡京一类阿谀逢迎、邀宠

固位的奸恶之徒。不过，李清照为救入党籍的

父亲李格非，直接上诗责斥公爹赵挺之，这种无

视礼教、不畏权贵的凛然之气却也可贵。

赵挺之是在徽宗大观元年（１１０７）被罢尚
书右仆射仅五天后去世。他死后刚过三天，蔡

京即下令逮捕在青州（今属山东）和京师的赵

家亲属，欲以贪赃之罪究治，然而最终查无实

据，随后赵家也举家从汴京（今河南开封）迁居

青州乡里。从徽宗大观至宣和初年，李清照与

丈夫赵明诚在青州相伴隐居长达１０余年。他
们夫妇共筑“归来堂”，一起沉浸在收集、鉴赏

金石文物的书斋生活中。政和七年（１１１７），赵
明诚与李清照积１０数年辛勤之力共同著录、考
订完成《金石录》三十卷，此书成为有宋一代金

石研究的集大成之作。他们夫妇二人的学术兴

趣，不仅限于对古器物文字和史实的考订，而且

能品评赏鉴，发表评论，常借历史的治乱得失讽

喻当代的社会政治现实，如《金石录》卷二十七

《唐万年宫碑阴题名跋尾》载：

　　右唐万年宫碑阴者，高祖自为万年宫
碑，然宰相而下皆题名于其阴。余每览此

碑，见长孙无忌、
#

遂良、许敬宗、李义甫同

时列名，未尝不掩卷太息，以为善恶如水

火，决不可同器，惟人主能辨小人而远之，

然后君子道长而天下治。若俱收并用，则

小人必得志。小人得志，则君子必被其祸，

如无忌、遂良是已。然知人，帝尧所难，非

所以责高宗也。③

“君子”与“小人”之辨，是北宋新旧党争中

长期存在的一个矛盾焦点。随着党争的不断升

级，新旧两党由起初的政见之争，逐渐转化为权

力之争、意气之争以及恩怨之争。所谓“君子”

之党与“小人”之党的名实已乱，只不过成为新

旧两党相互攻击的借口和手段。宋徽宗即位之

始，改元建中靖国，有意化解党争，稳定政局，所

以，元（旧）、绍圣（新）两党一时并用，企图以

此来消除党派、门户之见。这不失为一种持平、

公正的做法。然而，由于新旧两党内部良莠不

齐，要真正消除朋党，“君子”与“小人”不得不

辨，却又绝不能简单加以类分。该跋以史为鉴，

剖析新旧党争之弊，深切要害，确有警策过人之

处。历史已经证明，“建中初政”仅是昙花一

现，次年即改元崇宁，朝廷再度推行“绍述”政

策，恢复神宗熙宁之政。自崇宁元年（１１０２）至
宣和七年（１１１９）的２３年间，宋徽宗与时相蔡
京等人相互勾结，实际上是借“绍述”之名，以

确立和维护其腐败专制的统治政权，完全篡改

和背离了王安石熙宁变法的实质和意义。又如

卷二十九《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跋尾》载：

　　右唐义兴县新修茶舍记，云义兴贡茶
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李栖筠实典是邦，

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

为芬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

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征

献蜪广，遂为任土之贡，与常赋之邦侔矣。

$

岁选匠征夫至二千余人。云尝谓后世士

大夫，区区以口腹玩好之献为爱君，此与宦

官宫妾之见无异，而其贻患百姓，有不可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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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者。如贡茶，至末事也，而调发之扰犹如

此，况其甚者乎。羽盖不足道，呜呼，孰谓

栖筠之贤，而为此乎？书之，可为后来之

戒，且以见唐世义兴贡茶自羽与栖筠始

也。①

宋徽宗在位的２５年间，荒淫无道，醉生梦
死。他先后宠信的蔡京、童贯等“六贼”，窃国

弄权，贪贿成癖。昏君佞臣，沆瀣一气。最高统

治集团为了满足自身穷奢极欲的生活享乐，横

征暴敛，巧取豪夺，极力搜刮民脂民膏。史上所

载“花石纲”之役，在当时可谓劳民伤财，天怒

人怨，就是一明证。该跋借古讽今，直言激切，

足有振聋发聩之义。

三、南宋初：战和之争与李清照

靖康之难，金人入侵，徽宗、钦宗二帝被俘，

半壁国土沦陷。李清照不得不弃乡背井，与广

大“流人”为伍，四处飘泊。在这样灾难深重的

客观现实面前，李清照的爱国热忱得到强有力

的释放。从她这时所写的短诗断句中，我们可

以强烈地感受出来，如“南来尚怯吴江冷，北狩

应悲易水寒”②，直接讽刺了宋高宗的卑鄙懦

弱，早已将被掳北去的父兄遗忘。又如“南渡

衣冠少王导，北来消息欠刘琨”③，尖锐地指责

南宋王朝缺少像东晋名臣王导、刘琨一样的仁

人志士，内能辅佐王室、赞助中兴，外能抵御强

虏、浴血抗战，表达了她对南宋妥协投降派苟且

偷安行径的强烈愤慨。这两联诗句借古讽今，

针砭时事，从最高统治者一直到主和派的文武

大臣都成为斥责的对象，锋芒毕露，感情激愤，

令后人惊叹不止。宋朱熹称赞说：“如此等语，

岂女子所能。”④清俞正燮又称赞说：“忠愤激

发，意悲语明，所非刺者众。”⑤

李清照曾毫不客气地讥讽宋高宗于殿上亲

擢第一的新科进士张九成（字子韶）“桂子飘

香”的对策，所谓“陛下之心，臣得而知之。方

当春阳昼敷，行宫别殿，花气纷纷，窃想陛下念

两宫之在北边，尘沙漠漠，不得共融和也，其何

安乎？盛夏之际，风
%

水院，凉气凄清，窃想陛

下念两宫之在北边，蛮毡拥蔽，不得共此疏畅

也，亦何安乎？澄江泻练，夜桂飘香，陛下享此

乐时，必曰西风凄动，两宫得无忧乎？”云云。⑥

陆游《老学庵笔记》载曰：“张子韶对策有‘桂子

飘香’之语，赵明诚妻李氏嘲之曰：‘露花倒影

柳三变，桂子飘香张九成。’”⑦由此可见，李清

照的确称得上是一位具有非凡的才智胆略与强

烈的爱国精神的女中豪杰。

李清照的《上枢密韩肖胄诗》二首⑧，作于

绍兴三年（１１３３），当时宋高宗正派遣签书枢密
院事韩肖胄和工部尚书胡松年使金，问候被囚

的徽、钦二帝。两首诗直接取材于当时重大的

政治事件，为感时抒怀之作。第一首是五七言

古体，李清照在诗中告诫韩、胡二人，“夷虏从

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金人凶如虎狼，

不讲信义，要做准备。她关心北方沦陷区百姓

的生活和斗争，“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

信息。……遗氓岂尚种桑麻，残虏如闻保城

郭”。而她自己面对这样一个国破家亡的残酷

现实则是“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

土”，表达了深切的思乡之情，充满着浓厚的爱

国精神。第二首是七律，李清照在诗中对南宋

统治者发出质疑和责问，“圣君大信明如日，长

乱何须在屡盟”，她认为真正讲信用，不须屡次

订盟，而屡盟反要滋长祸乱，说明她对当时统治

者这种屈辱求全的外交方式的极为不满，由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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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赵明诚：《金石录》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６８１册。
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３９页。
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３７－１３８页。
［宋］朱熹撰，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百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７００－７０２册。
［清］俞正燮：《癸巳类稿》卷十五《易安居士事辑》，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７年，第６０６页。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五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３２５－３２７册。
［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８６５册。
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９年，第１０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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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她坚定的爱国主义立场。清人陈衍高度评

价此诗说：“雄浑悲壮，虽起杜韩为之，无以过

也。古今妇女，文姬外无第二人。”①

李清照的 《打马赋》，作于绍兴四年

（１１３４），当时金与伪齐合兵渡淮南犯，李清照
自临安（今浙江杭州）避乱金华（今属浙江）。

此赋是她的爱国主义思想表现得最充分、最集

中的作品。打马，是古代的一种棋艺游戏，因棋

子称作马而得名。李清照借着打马的游戏，寄

托自己的爱国之志。当时，由于宋高宗赵构的

卖国投降路线，恢复中原无望，李清照只能将自

己对收复国土的热切企盼倾注于日常打马的游

戏中，借以在精神和情绪上得到某种宣泄，故而

她说：“说梅止渴，稍苏奔竞之心；画饼充饥，少

谢腾骧之志。”她在赋中谈博说奕，巧妙地引用

了大量有关战马和战争的典故，中间贯穿着强

烈的爱国主义的情感。她期盼今日朝中出现像

历史上桓温、谢安一类的贤臣良将，以图宋室中

兴大计：“平生不负，遂成剑阁之师；别墅未输，

已破淮淝之贼。今日岂无元子，明时不乏安

石。”“剑阁之师”，指东晋桓温（字元子）伐蜀取

胜之事。“别墅未输”云云，指东晋谢安（字安

石）以劣势兵力，大破苻坚百万之众，取得淝水

之战的胜利。她赞扬桓温、谢安运筹帷幄的雄

才大略，借指朝中不乏这样的贤才奇士，暗含着

对南宋统治者不识良才、不思抗敌、庸碌无能的

谴责与愤慨。她在最后的乱辞中则更加充分地

表达了自己期待恢复中原失地的殷切愿望：

“佛狸定见卯年死，贵贱纷纷尚流徙。满眼骅

骝杂 ，时危安得真致此？木兰横戈好女子，

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②“佛狸”，

即北魏太武帝拓拔焘的小名。这里借南朝童谣

诅咒佛狸一定死在卯年，表达了对金人的无比

痛恨，同样诅咒他们在明年乙卯将会灭亡。

“贵贱”一句，又对人民的流亡寄予无限同情。

“满眼”以下两句，则是以打马游戏中众多良马

为喻，希望朝廷能够真正重用人才，以挽救危

亡，收复疆土。最后三句赞颂花木兰横戈从军

的英雄气概，慨叹自己迟暮年老壮志难酬，但是

仍期待抗金将士尽快击退来犯之敌，能够渡过

淮水收复失地。

李清照在打马这种游戏小道中寄寓如此强

烈的爱国思想，这在赋史上实属罕见。清人李

汉章在《题李易安打马图》一诗中说：“国破家

亡感慨多，中兴汗马久蹉跎。可怜淮水终南渡，

遗恨还同说过河。”③他把李清照和高呼“过河”

的著名爱国志士宗泽相提并论，不无道理。清

人李调元评价此赋说：“意气豪荡，殊不类巾帼

中人语。”④

李清照的爱国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她的诗

赋中，而且在她的词中也有所反映，不过不如诗

赋中那样强烈、鲜明。这与她的词不同于诗的

观点是分不开的。她说过：“乃知词别是一家，

知之者少。”⑤认为词应当具有与诗不同的独特

风格，她对词的认识还不能超出当时“正宗”的

范围，这或许是她不以词来反映重大问题的原

因，这样也就限制了她的爱国思想在词中的充

分表达。然而，又不是无所表现，不过表现的内

容大多是她在南渡以后的故国旧家之思，诸如：

　　永夜恹恹欢意少，空梦长安，认取长安
道。⑥ （《蝶恋花》）

故乡何处是？忘了除非醉。⑦

（《菩萨蛮》）

秋已尽，日犹长。仲宣怀远更凄凉。⑧

（《鹧鸪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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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①

（《添字采桑子》）

酒醒熏破春睡，梦远不成归。②

（《诉衷情》）

旧时天气旧时衣，只有情怀，不似旧家

时！③ （《南歌子》）

可见，在李清照后期的词作中，这类思乡念

国之情并非少见。在当时北方沦陷、山河破碎

的情况下，她对北方故土的怀念，也正是爱国主

义思想情感的流露和表现。虽然词中多有借酒

消愁之类消极情绪的流露，然而这正是她的爱

国主义思想与当时现实相冲突的产物。李清照

是一个渴望收复失地的爱国者，但是，由于以赵

构为代表的北宋最高统治集团一贯奉行卖国投

降政策，国土终无恢复之日，故乡永远不能返

回，故她在无可奈何中，只有怅望故乡，叹息而

已。《永遇乐》更是这类表现思乡念国之情的

佳作，词云：

　　落日熔金，暮云合璧，人在何处？染柳
烟浓，吹笛梅怨，春意知几许！元宵佳节，

融和天气，次第岂无风雨？来相召，香车宝

马，谢他酒朋诗侣。中州盛日，闺门多暇，

记得偏重三五。铺翠冠儿，捻金雪柳，簇带

争济楚。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

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④

这首词是李清照在晚年飘泊生活中复杂内

心情感的最全面的表现。全篇用对比的手法表

现词人内心的痛楚，从今日元宵的淡淡哀怨，到

回忆中州盛日的欢乐时光，再回到眼前的憔悴

飘零，凄怆之情令人悲绝。词中以小见大，以个

人今昔境遇之异，与伤时忧国之感交织在一起，

强烈地表现了对故国和往日生活的眷念。这首

词曾感动了南宋末年爱国词人刘辰翁，他在仿

效李清照所作《永遇乐》一词的小序中说：“余

自乙亥（１２７５）上元诵李易安《永遇乐》，为之涕
下。今三年矣，每闻此词，辄不自堪，遂依其声，

又托之易安自喻，虽辞不及，而悲苦过之。”⑤刘

辰翁读此词为之泪下，并作和词一首，写到“宣

和旧日，临安南渡”，显然也是痛心亡国，怀念

故都，与李清照如出一辙。

南渡之初，李清照极力主张抗战，反对投

降。随着绍兴十一年（１１４１）宋金和议的达成，
中原恢复无望，李清照的一腔爱国热忱化为对

旧乡故国的深切思念。李清照这种浓烈的爱国

主义思想的产生，不仅由于她所亲身经历的国

破家亡的时代巨变和颠沛流离的痛苦生活，也

是受激于她周围亲属在这场空前浩劫中的所作

所为。关于后一点，此前无人论及，这里不妨稍

作引申。

李清照的母家华阳（今属四川）王氏，时号

“华宗盛族”，声势显赫。外祖父王皀（字禹玉）

以文章致位通显，曾担任宋神宗熙宁、元丰时期

宰相，但是政治口碑不佳，时有“三旨相公”之

讥。⑥ 王皀有五子四女，据李清臣《王文恭公皀

神道碑》载：“子仲修，以学登进士第，今为秘书

省著作郎。仲端，承事郎、籍田令。仲鑊（一作

嶷），承奉郎。仲
&

（一作 ，后避靖康讳，改名

仲山）、仲煜，承事郎。女，长适郓州教授李格

非，早卒。次适前权太常博士吕丘吁，次许嫁前

进士郑居中，并封蓬莱县君。次尚幼。”⑦李清

照的两位舅父王仲嶷、王仲山建炎初同任江西

守臣，皆以弃城降金坐废。据李心传《建炎以

来系年要录》载：“（建炎三年十一月丁卯），时

金分兵犯抚州（今属江西），守臣王仲山以城降

拜。金以其子权知州事，令括管内金银赴洪州

（今江西南昌）送纳。又犯袁州（今江西宜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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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臣显谟阁待制王仲嶷亦降。仲山，皀子。仲

嶷，仲山兄也。”①王仲山的女婿秦桧，更是南宋

投降派的全权代表。据王明清《玉照新志》载：

“秦桧初擢第，王仲 以其子妻之。仲 后避靖

康讳，改名仲山。仲山朴鲁庸人也，禹玉子。”②

李清照生母是王仲山的长姊，故秦桧妻王氏是

李清照的亲表妹。李清照晚年定居临安的２０
年间，主要是秦桧独相专权之时。由于政治立

场的两极对立，李清照沾光秦家几无可言，相反

却亲戚交恶。周密《浩然斋雅谈》载：“李易安

绍兴癸亥（即绍兴十三年，１１４３）在行都，有亲
联为内命妇者，因端午进帖子。……时秦楚材

在翰苑，恶之，止赐金帛而罢。”③秦桧之兄秦梓

（字楚材）时为翰林学士。李清照撰写此类端

午帖子词，不过出于日常的交际应酬，却招来秦

梓的嫌恶，李清照与秦家人的关系耐人寻味。

现代词学大师夏承焘在他的一首吟咏李清照的

诗中写道：“中原父老望旌旗，两戒山河哭子

规。过眼西湖无一句，易安心事岳王知。”④李

清照和抗金名将岳飞的诗词集中都无一首写到

西湖的作品，这正是他们对秦桧一伙卖国投降

派各怀隐忧和不满的一种表现。

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兄弟三人，姊妹四人。

两位妹婿李擢和傅察在宋徽宗大观、政和年间，

曾与屏居青州乡里的赵氏三兄弟过从甚密，据

晁公休《宋故朝散郎尚书吏部员外郎赠徽猷阁

待制傅公行状》载，“清宪公（赵挺之，谥清宪）

三子皆有贤德，以母夫人高年，家居不仕，讲学

博古，琴书自娱。友婿李擢少负英才，时为青州

司录。公缘职事往来淄、青间，相与琢磨，士论

称之。”⑤靖康元年（１１２６）金人兵围汴京，李擢
却以守御无方落职。据《三朝北盟会编》载：

“初护龙河自敌迨近，即决汴水以增其深。其

后雪寒水合，贼于水上布板置草，覆之以土，将

以攻城，而擢不介意。是日稍晴，上登城劳赏，

见城濠垒殆尽，乃有是命。”⑥高宗建炎三年

（１１２９），李擢以权兵部侍郎从卫隆太后在洪
州，由于金兵逼近，太后退保虔州（今江西赣

州），尔后李擢与守臣王子献等皆遁走。《建炎

以来系年要录》载之曰：“（十有一月）壬子，隆

皇太后退保虔州。……集英殿修撰、江西安

抚制置使、知洪州王子献弃城，遁走抚州。众推

土人朝请郎李积中权州事。于是中书舍人李公

彦、徽猷阁待制权兵部侍郎李擢皆遁。司勋员

外郎冯鰗匿庐山佛舍，郎官已下多潜去者。”⑦

自靖康、建炎以来，在如何对待金人的问题上，

李擢一直站在朝廷妥协派的立场上，坚持和议，

故而消极抗战，一味逃跑。直至垂老，他对宋金

和议之法都是奉行不违。而李擢的友婿傅察早

在徽宗宣和七年（１１２５）充接伴金国贺正旦使
时，即以不屈遇害，年仅３７岁，后被追谥忠肃。
清人称赞他说：“且当宣和未造，士大夫名节扫

地之余，一旦猝遭事变，独能奋身碎首，致命成

仁，卓然自遂其志，其忠义之气尤有不可磨灭

者。”⑧

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在高宗建炎三年

（１１２９）江宁（今江苏南京）御营兵变时，因“缒
城宵遁”事发，罢知江宁。李心传《建炎以来系

年要录》卷二十“建炎三年二月甲寅”条载：“御

营统制官王亦，将京军驻江宁，谋为变，以夜纵

火为信。江东转运副使直徽猷阁李谟觇知之，

驰告守臣秘阁修撰赵明诚。时明诚已被命移湖

州，弗听。谟饬兵将，率所部团民兵伏涂巷中，

栅其隘。夜半，天庆观火，诸军噪而出。亦至，

不得入，遂斧南门而去。迟明，访明诚，则与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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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青：李清照爱国者形象的历史还原

判府事朝散郎?邱绛、观察推官汤允恭缒城宵

遁矣。其后绛、允恭皆抵罪。”①此条记载中虽

未言及赵明诚失职获罪之事，然而，李清照的

《金石录后序》中记载赵明诚正是在建炎三年

罢守江宁，故由此推知，赵明诚当因 “缒城宵

遁”之事被罢官。

李清照的名作《乌江》应作于建炎三年赵

明诚罢知江宁后，当时她与丈夫由江宁舟行至

芜湖（今属安徽），路过乌江，故作此诗。诗云：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

过江东。”②乌江，位于今安徽省和县，历史上项

羽亡于此地。此诗向来被视为借古讽今之作，

一般认为诗中通过赞颂项羽宁死不屈的英雄行

为，鞭挞了以赵构为首的南宋统治集团苟且偷

安的妥协投降态度。然而，这首诗同时也理应

看作是李清照个人心绪的一种倾吐和表达。靖

康之变发生前后，她周围的亲属大多站在朝廷

妥协逃跑的投降派立场上，名节全无，就连志在

复国抗战的她自己也长期加入到逃亡的人流

中，无可奈何。与历史上堪称“人杰”、“鬼雄”

的项羽比起来，他们确实各自有愧。李清照写

这首咏史诗，既是励人也是自励。

四、结语

李清照无疑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以南渡为

界，前期她对北宋新旧两党之争有相当的警觉，

后期她对南宋最高统治集团的妥协投降政策极

为不满。这两个方面表现在她的各类作品中。

然而她毕竟是一个生活在９００多年前的闺阁弱
女子，她的爱国主义自有其历史、阶级以及女性

自身的局限性。我们既不能过分拔高她的爱国

形象，由此提升她的历史地位，也不能低估乃至

无视她的爱国思想的存在，而应当结合她的时

代、家世、遭遇等来评价其爱国主义思想。缺乏

历史根据的主观抬高或主观贬抑，同样都是难

以令人信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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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法治的五个追问
———学习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心得

①

夏泽祥
（山东师范大学 法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３５８）

　　摘要：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精神，
有必要弄清以下五个命题：其一，法治即依法治国，与民主、宪政、人权是密切相关的概念，内含着所有人都要守法

的要求，其深层含义是依法治“官”；其二，法治与人治是两种不同的治国方式，“法治优于人治”历经理论论证和实

践检验，已属不刊之论；其三，实行法治，需以保障人权为依归，人权发达则国家兴旺发达，社会长治久安；其四，只

有将“以德治国”的精义定位为以德治“官”，“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其五，法治的达成

不仅需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诸环节的良性互动，而且离不开民主政治、市场经济、权利文化、精英人物诸因素的

共同作用。

关键词：　法治；依法治国；以德治国；民主；人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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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夏泽祥（１９６７—　），男，山东临朐人，山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

①基金项目：本文为作者主持研究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宪法人权条款的效力机制研究”（１２ＢＦＸ０３１）、教育部人文社科

项目“美国宪法保留权利条款的实施方式对我国的启示”（１２ＹＪＡ８２００８４）的阶段性成果。

②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至党的十五大之前，作为治国方式的“法治”一直写作“法制”。党的十五大报告第一次使用

“法治”指代我党的治国方略和我国的发展道路。从此，在官方文件和学术著作中，治国方式意义上的“法制”被“法治”所取代，

“法制”专指“法律制度”。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

下简称《决定》），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三个角

度，将国家机关及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

部）违反法治原则的情形作了如下描述：

　　有的法律法规未能全面反映客观规
律和人民意愿，针对性、可操作性不强，立

法工作中部门化倾向、争权诿责现象较为

突出；

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现象比

较严重，执法体制权责脱节、多头执法、选

择性执法现象仍然存在，执法司法不规范、

不严格、不透明、不文明现象较为突出，群

众对执法司法不公和腐败问题反映强烈；

部分社会成员尊法信法守法用法、依

法维权意识不强，一些国家工作人员特别

是领导干部依法办事观念不强、能力不足，

知法犯法、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现象仍然存在。

自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

告中强调“法治”②的重要性开始，法治成为邓

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不断得到强调，迄

今已经 ３０多年了；从党的十五大报告把“法
治”上升为治国方略算起，也已近 ２０年了。
但是，我国法治建设仍然陷于如此困局，其深

层原因何在？

近二三十年来，虽然法治一直都是党和政

府文件、法律文本、学术著作中的热门词汇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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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泽祥：关于法治的五个追问

一，推进法治建设的举措在立法、执法、司法领

域中也屡见不鲜，但是，由于法治的含义不彰，

还由于传统思维方式不是让渡而是挤占了“法

治思维”的运行空间，时至今日，不但法治的实

现条件遭遇了不应有的忽视，而且实行法治的

必要性似乎都成了一个悬疑。① 因此，笔者认

为，要深入学习贯彻《决定》精神，至少需要对

以下五个问题展开追问，对其可能的答案进行

重申或探讨。

一、法治意味着什么？

诚如《决定》所指出的那样，“增强全民法

治观念”，“推动全社会树立法治意识”，是树立

法律权威、推进依法治国的必要条件之一。而

要增强法治观念，树立法治意识，必须首先弄清

法治的含义。

（一）法治的字面含义

法治，在法理学上是一个语义复杂的概念。

在一般意义上，法治是“法的统治”（Ｒｕｌｅｏｆ
Ｌａｗ），与“依法治国”同义，指一国之中的所有
人（包括国王）都要守法，都要依法办事。

目前，我国所要建设的是社会主义法治。

根据《决定》的表述，我们党“坚持依法治国首

先要坚持依宪治国，坚持依法执政首先要坚持

依宪执政”。那么，“依宪执政”、“依法执政”的

基本含义是什么呢？宪法“序言”第十三个自

然段宣示：“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

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

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

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宪法第

五条第三、四款规定：“一切法律、行政法律和

地方性法规，都不得同宪法相抵触”，“一切国

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

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

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根据这

两段文字，我们可以肯定，“依宪执政”、“依宪

治国”意味着，执政党同所有公民、国家机关、

社会组织一样，都应当遵守宪法和法律。因此，

这两个规定体现了法治的字面含义，社会主义

法治与法治具有相同的含义。

（二）法治的深层含义

法治与人治，是两种常见的治国方式。

“人治的科学界定，是指‘一人（君主）之治’，或

‘少数人（寡头）之治’，即专制”②，而法治内在

地、本质地意味着人的自治③。在人治社会中，

法律不仅不可或缺，甚至作用巨大；在法治社会

中，人的作用并非无足轻重，因为“徒法不足以

自行”。法治与人治都离不开法律和人的作

用，二者极易混淆。仅仅把凭主观意志办事、

有法不依、以言代法视为人治，而把一般意义

上的依法办事视为法治，还不能把二者区分

开来。

就在《决定》出台前夕，有人刻意强调阶级

斗争和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性，④似乎是想给

法治的必要性打折扣。《决定》出台之后，还有

人慨言法治的不足与人治的优点，⑤貌似一分

为二、客观公允，实则是给人治贴金。这些为人

治贴金、给法治打折的论调，是以混淆法治与人

治的界限为立论前提的。在这种背景下，笔者

探讨法治的深层含义，意在重申法治与人治的

区分标准，进而凸显《决定》的时代意义。

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围绕法治与人治的争

论是十一届三中全会闭幕之后发生的。当时，

“文革”刚刚结束，公开为人治叫好的人没有

１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就在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前夕，《红旗文稿》２０１４年第１９期（２０１４年１０月１１日）发表《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民主专
政》等文章，重弹阶级斗争的老调，强调人民民主专政的重要性。这些文章虽然没有直接否定法治，但弱化法治的意味是十分明显

的。

郭道晖：《法的时代呼唤》，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第４６页。
莫纪宏：《作为文明“法治”的逻辑基础》，刘海年等：《依法治国与精神文明建设》，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１９９７年。
王伟光：《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并不输理》，《红旗文稿》２０１４年第１８期；刘润为：《依法治国与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红旗文

稿》２０１４年第１９期。
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６日，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在“《环球时报》年会”上发表观点：“不能把人治妖魔化，把法治神圣

化”。房宁：《不能把人治妖魔化》，环球网，阅读日期：２０１４年１２月１８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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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但法学界有少数人采取一分为二的立场看

待人治与法治，认为人治与法治各有利弊，提出

了“法治人治结合论”①和“法治人治取消论”②

两种观点。这两种为人治贴金、给法治打折的

观点之所以产生，是因为其认同者认为：由人来

实施法律，即是人治；重视法律的作用，即是法

治；人治与法治并没有绝对的界线。对于这种

模糊认识，当时就有学者尖锐地指出：

　　划分法治与人治的最根本标志，应该
是法律与个人意志（或者少数执政者的意

志）发生冲突的时候，是法律的权威高于

个人意志？还是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

上？凡是法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

国方式都是法治，凡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

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人治。由是可以得

出如下结论：法治与人治是互相对立的，它

们在任何时候都不存在互相结合的问题。

实行法治就要摈弃人治，实行人治就会废

弃法治。③

这一观点在当时就得到了法学界众多学者

的支持和赞同④，“法治与人治根本对立，无法

结合”、“要法治，不要人治”成为主流观点，并

一直沿袭至今。从那时起直到今天，“凡是法

律权威高于任何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都是法

治，凡是法律权威屈从于个人意志的治国方式

都是人治”已经成为公认的区别人治与法治的

标准了。近些年，还有个别学者主张“认真对

待人治与法治”，认为人治与法治各有利弊，提

出将“法治与人治相结合”⑤，可以说是在有意

无意地制造学术泡沫。尽管“文革”十年的人

治之祸依稀就在昨天，“要法治，不要人治”已

经从学术公理上升为我党的政治宣言和治国方

略，但当下仍有人念念不忘人治的优点，是因为

健忘，刻意追求荒诞，还是别有他图？

回顾３０多年前那场围绕法治与人治的争
论，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有的学者为人治

贴金，主要依据是秦国重用法家的代表人物，任

法而强，灭六国而成一统的史实；而个别学者给

法治打折，所持的论据之一则是大秦帝国二世

而亡的一幕。由此可见，对法家的“以法治国”

理论与实践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深化对法治

与人治的认识。

法家的代表人物较多，不同时期的代表人

物在具体主张方面有某些差别，但是，他们都认

为，任人而治则“千世乱而一治”，任法而治则

“千世治而一乱”⑥，因而主张“以法治国”。对

法律本身和执法活动，他们也大致存在着共识，

如“刑无等级”、“法不阿贵”、“一断于法”等

等，即强调立法的平等性和执法的公正性。如

果不加深究，就会把“以法治国”等同于法治。

殊不知，法家的代表人物明白道出了任“人”而

治的弊端，但除商鞅对君王提出了守法的要求

外⑦，其他人大都讳言任“君”而治的危险，李斯

甚至极端地怂恿君王“独行恣睢之心”⑧。明明

２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我国法学界出现了一场关于法治与人治的讨论。由于个别学者对于“人治”、“法治”的概念存在模糊

认识，主张“人治与法治相结合”（参见张晋藩、曾宪义《人治与法治的历史剖析》，王桂五《略论法治与人治的统一》，韩延龙《试论

人治和法治的统一》，均载《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目前，仍有学者将这种观点称为“法
治人治结合论”（参见刘永艳：《法治与人治》，载张恒山主编《共和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２００９年，第８９页）。其实，按照当代公认的区分法治与人治的标准，这种观点是人治论。
在这场关于法治与人治的讨论中，有的学者主张抛弃“法治”、“人治”两种提法。如范明辛：《抛弃“人治”、“法治”的提法》；

张国华、刘升平：《应当跳出法治、人治的窠臼》。参见《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
何华辉、马克昌、张泉林：《实行法治就要摈弃人治》，《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７

－４８页。
李步云、王礼明：《法治与人治能相互结合吗？》；刘新：《人治与社会主义法治不能相结合》；吴大英、刘瀚：《正确认识人治与

法治的问题》；谷春德、吕世伦、刘新：《论人治和法治》。以上论文，参见《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
苏力：《认真对待人治》，《华东政法学院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１期。
《韩非子·难势》。

商鞅：“故明主慎言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商君书·君臣》。

《史记·李斯列传》。



夏泽祥：关于法治的五个追问

知道“法之不行，自上坏之”，最终还是无可奈

何地将法作为治人之具交到君王手中，任其作

弄，法家“以法为本”的梦想最终未脱“生法者

君也，守法者臣也，法于法者民也”①的人治路

数。这样，在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

中，君王具有绝对的权威，法律仅仅是君王治

“人”的便利工具，可以随意取舍。以现代人的

眼光来看，法家所鼓吹的“以法治国”实质上属

于“贤人政治”，是人治。

秦国任法而强，灭六国而成一统，使当代人

徒生对人治的艳羡，而忽略了大秦帝国二世而

亡的一幕，堪称不折不扣的错爱。而大秦帝国

二世而亡的一幕，使当代人对“法治”心怀贬

意，则属于张冠李戴式的错恨。秦兴了，又灭

了，商鞅、韩非身死而名显，李斯身死而名败，都

是人治惹的祸。“法家亡秦论”揭示了法家“以

法治国”的理论与实践不能确保秦国长治久安

的必然命运，蕴含着对法家理论和实践的深刻

批判。换一个角度看，自汉独尊儒术以后，我国

古代社会中勇于变法者不乏其人，又有谁改变

过那历史的周期率？在“家天下”的人治社会

中，哪一家学说能确保一姓之天下万世一系，永

永尊戴？所以，“法家亡秦论”对法家的归责其

实又是一种刻薄的挑剔。法家的错误，乃是一

种时代错误，他们留给我们的教训是：在一个社

会中，不管法律的位置被摆得多高，只要它不是

最高的权威，那么，这个社会实行的就是人治；

人治不仅不能帮助君王摆脱历史的周期率，而

恰恰是人治铸就了历史的周期率。

以法家的教训为参照，我们可以把法治的

深层含义作如下归纳：法治———“法的统治”

（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并不意味着由法来统治人，法并
不具备主体资格；而是意味着，即使是掌握国家

最高权力、具有最高权威的国王也不能具有绝

对的权威，他是最高的统治者，可以统治别人，

同时也受某种公认的规则的统治，是被统治者。

如果说人治是一种特权者的治理方式，那么，法

治就是一种反对特权的治理方式。换言之，法

治是一个侧重表达国王与法律之间关系的范

畴，即法律具有最高的权威，而国王在法律之

下。法谚“王在法下”、“法律至上”、“法律是法

官唯一的国王”、“在专制社会中，国王就是法

律；在法治社会中，法律就是国王”等等，所表

达的正是这种意义。通俗地说，法治的深层含

义是依法治官。

我国宪法第五条第四、五款规定：“一切国

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

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一切违反

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

这一规定体现的是法治的深层含义。

当下，比照党中央“依法治国”的号召，各

地、各部门正在下发以“依法治省”、“依法治

市”、“依法治县（区）”、“依法治乡（镇）”、“依

法治村”以及“依法治水”、“依法治路”、“依法

治电”、“依法治税”、“依法治（物）价”、“依法

治（学）校”等为题的文件，“依法治 Ｘ”口号再
次流行起来。但须切记，依法治国意味着，在国

家工作人员与老百姓之间，国家工作人员首先

要守法；在上、下级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上级首

先要守法；在同级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一把手首

先要守法。总之，要想使“依法治 Ｘ”体现法治
精神，“Ｘ”的一把手首先要守法。否则，党中央
提出的“依法治国”目标就会衍化为古代法家

的“以法治国”。

（三）法治的连带含义

探讨法治论题，不可避免地要使用民主、宪

政、人权三个概念。如果从学理上对法治和这

三个概念进行辨析，它们在内涵方面肯定有很

多区别。但是，恐怕谁也无法否认，这四个概念

之间存在着某些密切的联系：（１）如果以国家
权力为参照，则它们都承载或内含着对国家权

力的禁止性要求，如：国家权力不得违法、不得

超越法定的边界、不得被滥用、不得侵犯人权，

等等。（２）以法治国家的达成与运转过程为参
照，则它们在功能与作用上是互补的，它们分别

３８
①《管子·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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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从不同侧面对法治国家的描绘：法治指的是

“法律”在法治国家中的角色和作用；民主强调

的是，“人民”在法治国家中的角色和作用；宪

政强调的是，为防止民主失灵而出现“多数主

义暴政”，“宪法”作为根本法在防范国家权力

滥用方面的功能和作用；人权强调的是，在法治

国家中，“人”（个体的人，与多数人相对的少数

人）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得到尊重和保障的必要

性。可以从一般意义上说，法治国家是法治、民

主、宪政、人权的四位一体，法治与民主、宪政、

人权三个概念之间在内涵上存在着相似性或极

强的关联性。

笔者用“法治的连带含义”指称法治与民

主、宪政、人权三个概念之间在涵义上的相关联

或相近似。探讨法治的连带含义，不仅可以获得

对法治的更为全面的认识，而且为在下文中使用

民主、宪政、人权三个概念作必要的铺垫。

１．法治与民主———法治是民主的保障
在一般意义上，民主是指按照平等和少数

服从多数原则来共同管理国家事务的国家制

度。① 从制度的角度看，法治与民主之间存在

着相互依存的联系。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亲历

过人治的灾祸，因而他们对于法治与民主的认

识格外深刻。邓小平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

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

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

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

变。”②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进一步强调：

“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

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

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做到有法可依，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我国学术界和政治界的权威观点是：社会主

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法治）相互依存，不可

偏废。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法制的基础，社会

主义法制又是人民民主的保障。③ 从那时起，

“民主是法制（法治）的前提，法制（法治）是民主

的保障”一直是高等院校法科学生的口头禅。在

学理上，“法治，基本可以被认定为民主政治体制

在法律上的表述”④。因此，在下文中，笔者有

时会把法治、民主两个概念并列使用。

２．法治与宪政———二者在功能上有近似性
对于宪政，我国宪法学界多年来流行着一

种“要素式”理解，认为宪政包括某些要素，如

民主、法治、人权、宪法、自由等。⑤ 其中，法治、

民主、人权是公认的必备要素。按照这种理解，

宪政与法治之间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

那么，法治与宪政两个概念是可以并列使用的。

笔者认为，在“依宪执政，依法治国”这一语境

中，只要不是进行专门的概念辨析，那么，宪政

与法治两个概念不仅可以并列使用，而且是可

以互换的。理由是：从宏观角度看，依据宪法治

理国家即为宪政，或者说，宪法的实施就是宪

政。⑥ 这个意义上的宪政与字面意义上的法治

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因为宪法实施的基本要求

就是依法办事。从微观角度看，宪政是一种通

过限制权力来保障人权的机制，最终体现为违

宪审查。这个意义上的宪政与深层含义上的法

治具有一致性。

３．法治与人权———法治的真谛是人权
人权原本是一个充满争议的概念，但在当

代，人权已经成为“世界性语言”和“得到普遍

４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百度百科，“民主”词条。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６页。
此处所引证的是时任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的观点（参见《正确看待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访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

《望周刊》１９８７年第５期，第１０页）。这种观点，既可见诸官方文件，也可见诸学术作品，十分流行，恕不一一注明出处。
李贵连、李启成：《近代中国法治思潮批判》，高鸿钧主编：《清华法治论衡》第８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页。
在学者的作品中，有“三要素说”、“四要素说”、“五要素说”。详细的归纳，参见林来梵、褚宸舸：《中国式“宪政”的概念发展

史》，《政法论坛》２００９年第３期。
许崇德：《宪政词辨》，《法学杂志》２００８年第２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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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政治与道德观念”。① 人权不仅是宪政

的直接目的，而且是评价民主制度的道德标准

和法治建设的重要目标之一。因为法治与宪政

之间的高度近似性，以及宪政与人权之间的“手

段—目的”关系，法治与人权之间的密切联系也

是显而易见的，即“法治的真谛是人权”。② 因

此，在下文中，法治与人权有时会被相提并论。

二、为什么说“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

的基本方式。”在关于《决定》的说明中，习近平

总书记又重申了这一提法。在笔者看来，这一

提法的言外之意是：由于法治优于人治，我国只

能实行法治，不能重复人治的老路。

关于法治与人治孰优孰劣的争论，最早见

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师徒之间。亚里士多德

是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最早提倡法治的人物。他

说：“凡是不凭感情因素治事的统治者总比感

情用事的人们较为优良。法律恰正是全没有感

情的；人类的本性（灵魂）便是谁都难免有感

情。……那么，这就的确应该让最好的（才德

最高的）人为立法施令的统治者了，但在这样

的一人为治的城邦中，一切政务还得以整部法

律为依归。”③他还说：“让一个人来统治，这就

在政治中混入了兽性的因素。常人既不完全消

除兽欲，虽最好的人们（贤良）也未免有热忱，

这就往往在执政的时候引起偏向。法律恰恰正

是免除一切情欲影响的神祗和理智的体现。”④

亚里士多德认为法治优于人治，与柏拉图起了

冲突。后者在其早期著作《理想国》中主张由

“哲学王”治理国家，是人治理论的鼻祖。在稍

后的《政治家》对话录中，柏拉图仍认为“最佳

的方法不是给予法律以最高权威，而是给予明

晓统治艺术、具有大智大慧的人以最高权

威”⑤，明确地表达了他的人治立场。在其生命

的最后１０年，他开始对那种依靠个人才智和品
德不受约束地治理国家的图式与统治者的自由

裁量权受到法律限制的国家形式进行比较，最

终承认法治比人治好。在晚期作品《法律篇》

中，他明白地表示：“如果一个国家的法律处于

从属地位，没有权威，我敢说，这个国家一定要

覆灭；然而，我们认为一个国家的法律如果在官

吏之上，而这些官吏服从法律，这个国家就会获

得诸神的保佑和赐福。”⑥这一断言明白地展示

了柏拉图向法治的转向。这种转向，据说是由

于柏拉图在西西里岛的锡拉古城建立“理想

国”的失败经历所造成。⑦ 但可以想见，苏格拉

底之死肯定也是一个极大的诱因。对苏格拉底

的审判和处决清楚地显示，雅典公民对民主政

治的热忱所激起的偏见是杀死苏格拉底的凶

手。即便是５０１人组成的公民会议也难免受到
“情欲”的摆布，这必定也是柏拉图倾向于法治

的重要因素。总之，实践是促使柏拉图由人治

论转向法治论的重要因素。

“法治优于人治”成为柏拉图与亚里士多

德的共识之后，尽管西方政治思想学说流派众

多，政体形式亦多种多样，但对法律权威的推崇

成了西方政治文化的基调之一。在西方政治思

想史上，偶有为人治张目者，但都未成气候。比

如，中世纪晚期的马基雅维里和启蒙时代初期

的霍布斯，前者以《君主论》怂恿君主为攫取权

力和巩固权力而不择手段，后者在《利维坦》中

鼓吹建立强大的、极端君主专制的国家。二人

都是实质意义上的人治论者，但他们的学说都

５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美国著名人权学者亨金认为，人权是时代最强的政治音符，最引人注目的世界性语言，是唯一得到普遍接受的政治与道德

观念。［美］Ｌ．亨金著，信春鹰等译：《权利的时代》，北京：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７年，前言。
徐显明：《法治的真谛是人权———一种人权史的解释》，《学习与探索》２００１年第４期。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第１６３页。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著，吴寿彭译：《政治学》，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５年，第１６９页。
［古希腊］柏拉图：《政治家》。转引自［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

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页。
［古希腊］柏拉图：《法律篇》。转引自《西方法律思想史资料选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２５页。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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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另有目的，并非挑战法治。由于他们都被同

时代人视为异类，其学说因对现实政治影响甚

小，无由发展成为人治理论。可以说，自古希腊

至近现代，法治优越论是以默示的方式被接受

并流传下来的。

法治实践肇始于英国。１２１５年《大宪章》
是世俗社会中第一个限制王权的文件，开启了

以法律限制王权的传统。此后，英国人又通过

《无承诺不课税法》（１２９５）、《权利请愿书》
（１６２８）、《人身保护法》（１６７９）、《权利法案》
（１６８９）、《王位继承法》（１７０１）等一系列法律，
把国王管理国家事务的权力剥夺殆尽。从此，

英王成了“统而不治”的虚位元首，法律则成了

权力最大的国王。“日不落帝国”的荣耀使追

求法治成为西方国家的一种政治潮流，英国的

“宪政之母”之誉也可换言为“法治之母”。

法治何以能够在西方较为顺利地确立下

来？要给出这个问题的完美解答是不可能的。

笔者以为，以下三个方面的原因是显而易见的：

一是西方人对法律的依赖。法律似乎一直都和

西方人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古

罗马发达的商业贸易与罗马法（主要是民法和

国际私法）的发达，中世纪的领主式土地分封

制与契约精神的流行，近代商品经济的发展与

罗马法的复兴，工业革命的完成与国际法的产

生，都佐证了孟德斯鸠的判断———法律与人们

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密切相关。二是柏拉图

和亚里士多德在西方文明史上的影响。柏拉图

的哲学是西方文明史上第一个复杂而庞大的思

想体系，对后世的影响广泛而深远。现代英国

哲学家怀特海不无夸张地说，全部西方哲学史

不过是为柏拉图的思想做注脚。① 黑格尔相对

客观的评价是：“柏拉图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

的人物之一，他的哲学是具有世界历史地位的

创作之一。它从产生起直到以后各个年代，对

于文化和精神的发展，曾有过极其重要的影

响。”②亚里士多德是古希腊哲学乃至整个希腊

文化的集大成者，代表了希腊哲学的最高水平。

黑格尔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称“人类的导

师”，并称赞亚里士多德是“从来最多才最渊博

（最深刻）的科学天才之一”，“一个在历史上无

与伦比的人”。③ 马克思誉其为“古代最伟大的

思想家”④，恩格斯称其为古希腊思想家中“最

博学的人物”⑤。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西方

文明史上的权威地位，当然会使法治优于人治

的理念带上一些权威的色彩。三是基督教的独

特作用。从公元５世纪中后期到１７世纪中叶，
欧洲是基督教的一统天下，“黑暗的中世纪”这

一称谓突出的是基督教统治的阴暗面。但是，

基督教神学并没有窒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

法治理论，相反，它为古希腊的法治理论注入了

新的内容，并为其普及提供了契机。由于柏拉

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都披着神学的胎衣，基

督教神学十分方便地继承了二人的哲学衣钵，

用“法律”、“正义”、“善”、“理性”、“秩序”等词

汇来宣扬上帝的意旨，从而使古希腊的法治理

论不致被人遗忘。更为重要的是，无论是中世

纪早期的教父哲学，还是中期的经院哲学，都继

承了古希腊晚期斯多葛学派的自然法思想，并赋

予其神学含义。在斯多葛学派那里，自然法即物

质世界的规律；教父哲学的集大成者圣·奥古斯

丁认为，自然法来源于上帝，是上帝的意志；经院

哲学的巨擘托马斯·阿奎那则认为，自然法并

非上帝意志的全部，而仅仅是上帝意志中为人

所理解的那一部分，并且认为自然法高于人定

法。作为对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反动，中世纪晚

期的“文艺复兴”运动则用人性取代神性，将正

当的人性需求视为自然法。这样，基督教在中

世纪的统治就在两个维度上使古希腊的法治理

论得到了升华：其一，基督教神学所宣扬的“国

６８

①

②

③

④

⑤

张志伟：《西方哲学史》，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０７页。
［德］黑格尔著，贺麟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第１５２页。
［德］黑格尔著，贺麟等译：《哲学史讲演录》第２卷，北京：商务印书馆，１９６０年，第２６９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３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第４４７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２０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第２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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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在上帝和法律之下”，经过１２００多年，成为一
条不容置疑的铁律。进入近代社会，上帝的权

威被从形式上抛弃以后，“国王在法律之下”作

为习惯被沿袭下来，成为近现代法治的精髓。

其二，“自然法高于人定法”这一公式为人们批

判和改良实在法提供了理论支持，使法治作为

“善”法之治成为可能。昂格尔曾经将法治视

为仅仅在西方自由主义国家中出现的“一个非

常罕见的历史现象”①，意在说明自然法对于法

治的独特作用，而自然法的近现代含义又是在

基督教的正反两方面作用下锻炼而成的。因

此，可以说近现代法治理论是柏拉图与亚里士

多德哲学的遗产，而法治实践则是中世纪基督

教统治的遗产。

“刑为盛世所不能废，而亦盛世所不尚”②，

比较准确地概括了法律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从

属地位。我国漫长的古代社会实行的是人治。

清末仿行宪政，是我国由专制向民主、由人治向

法治转型的尝试。在这次尝试中，“法理派”与

“礼教派”围绕法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发生过一

场激烈的争论。“法理派”以沈家本、杨度等人

为代表，主张用西方近代法治原则指导立法；

“礼教派”以张之洞、劳乃宣等为代表，主张在

改革中坚持纲常礼教原则，保留“亲”、“尊”者

的特权。这场争论以“礼教派”的胜利和“法理

派”的妥协而告终，后者主张有限度地采纳法

治原则的主张落空。与此同时，选举制度的试

验也陷于困境。随着清政府被推翻，我国由人

治向法治转型的第一次尝试归于失败。尽管制

度转型没有成功，但是，中国必须走民主法治道

路的观念在那个时期就已经牢固地确立下来。

民国期间是一个动荡的时代，“枪炮响，法律

亡”，法治无法提上议事日程。

新中国的法治建设是一个曲折的过程。

１９５４年宪法的制定和实施，是新中国重视法治
的标志性事件。毛泽东不仅亲自主持制定了这

部宪法，还强调共产党员要带头守法。１９５６年

９月，《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
治报告的决议》提出：“我们必须进一步加强人

民民主的法制……。国家必须根据需要，逐步

地系统地制定完备的法律。一切国家机关和国

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使人民

的民主权利充分地受到国家的保护。”不料，在

１９５７年夏季开始的反右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提
出的“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成了一切工作的

指导思想，法律被当作阶级斗争甚至敌我斗争

的工具，“五四宪法”确立的法治原则被作为资

产阶级法治原则遭到批判。如：“公民在法律

上一律平等”被理解为“同反革命讲平等”；“以

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被等同于“搞法律

孤立主义”、“不要党的政策”；“人民法院独立

审判，只服从法律”、“检察机关独立行使检察

权”被说成是“以法抗党”、“反对党的领导”；律

师制度被指责为“敌我不分，替坏人说话”，等

等。１９５８年８月２１日，毛泽东直言不讳地说：
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民法刑法那么多条谁记

得了？我们主要靠决议、开会，不靠民法、刑法

来维持秩序。别的领导人也说：到底是人治还

是法治？看来实际上靠人，法律只能作办事的

参考。③ 到１９５９年初，“要人治，不要法治”的
口号已广为流传，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开会

日期和程序越来越不正常，国家的许多重大事

项也不再提请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讨论决定，

立法工作陷于停顿。４—６月，国家司法部、监
察部和国务院法制局被撤销；法院、检察院实行

党委直接领导下的公检法合署办公制度，“有

事办政法，无事办生产”，司法体制也解体了。

此后，法律虚无主义逐渐盛行，党的决议、领导

人讲话逐渐取代了法律的位置。此后，“无法

无天”的“文革”十年成为中华民族历史上一场

空前的浩劫，其后果可以用“文化断裂，人性扭

曲”来概括。时至今日，我国一切社会弊端的

总根源似乎都可以用这八个字来概括。

７８

①

②

③

［美］昂格尔著，吴玉章、周汉华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５９页。
《四库全书·政法类·法令之属按语》。

丛进：《曲折发展的岁月》，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６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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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造成的深重灾难对那些稍有理性

的人而言，至少有两点警示意义：其一，人治是

一条死胡同。人治意味着，国家受最高领导人

一个人的意志的支配。如果国家领导人是“圣

人”，他的治理，既有可能是十分优良的治理，

带来国泰民安，也有可能是十分糟糕的治理，造

成社会的灾难。这两种情形，在毛泽东时代的

中国都先后出现过。由于“圣人”很罕见，更为

现实的情形是，一国受制于“庸人”的反复无常

的意志，那就糟透了。其二，中国必须实行法

治。法治意味着，那些雄才大略的政治家的激

情和创造力受到遏制，社会稳定地发展，不会有

大起大落，人人都能依照法律预测自己行为的

可能后果，具有安全感，从而具有幸福感。１９７８
年１２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我
国重新回到了法治的轨道。与其说是邓小平等

身罹人治之患的第二代领导人选择了法治道

路，不如说是他们被逼上了法治道路。全会之

后，法学界关于法治与人治问题的讨论，与其说

是关于法治与人治孰优孰劣的论争，毋宁说是

对“法治优越论”的确认和重申。① 继“依法治

国”被载入党的十五大报告、《党章》和第十三

条宪法修正案之后，党的十六大、十七大、十八

大一以贯之地强调法治的重要性。凡此种种，

足以印证这样的判断：“法治作为治国的基本

方略，是人类法律文化的结晶。实行法治、依法

治国是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标志。”②十八届

四中全会专题部署依法治国问题，是党中央顺

应历史潮流的明智之举，而美化人治的言论显

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

三、为什么说法治“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

“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

　　《决定》指出，法治“事关我们党执政兴国”，
“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一判断指明了民

主法治与国家富强之间的因果关系。这种因果

关系，可以从历史、现实、法理等角度予以证明。

（一）民主法治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经

过６０多年艰苦探索找到的富强之路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思考的首要问题是如

何才能实现富国强兵。林则徐、魏源等先进的官

僚知识分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救国方

略，并且认为，夷之长技在战舰、火器、养兵练兵

之法。这一观点顺利地得到了知识界和官方的

认同，于是洋务运动兴起，中国的军事工业成为

一时之盛。其实，早在１８７５年，办理洋务的官员
郭嵩焘就提出：“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

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

又末中之一节也。”③这一提法在当时尚不引人

注目。此后，一系列关乎国家命运的重大事变

接连发生，迫使中国人在“试错”中不断更新观

念，夷之长技在“朝廷政教”的观点才逐渐得到

认同，并在实践中一步步得到深化。

１８９５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不得不
接受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经过这次刺激，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诉求，从“图强”变

为“救亡”，并且形成共识：洋务运动并非救国的

良方，只有学习西方的“朝廷政教”，才能挽救民

族危亡。知识界觉醒的标志性事件是１８９８年戊
戌变法运动。康有为提出的变法口号是“开国

会，定宪法，实行君民共主”，也就是学习西方，实

行民主法治（君主立宪）。但是，由于官僚阶层

还没有形成共识，戊戌变法遭到镇压。

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印证了康有
为的预言：“能变则全，小变则亡，全变则强，小

变仍亡。”④１９０１年１月２９日，慈禧太后在西逃
途中发布“革新”、“变法”上谕；１９０２年，清廷
正式下诏，改革法制，决定成立“修订法律馆”

８８

①

②

③

④

这次讨论的主旨其实是证明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法治）”命题（参见《法治与人

治问题讨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有学者称其为学术论争（参见刘永艳：《法治与人治》，张恒山主编：《共和
国六十年法学论争实录（法理学卷）》，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８９页），笔者颇感牵强。

孙国华：《社会主义法治论》，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页。
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洋务运动》第１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１年，第１４２页。
康有为：《上清帝第六书》，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上海：上海神州国光社，１９５３年，第１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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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０４年正式开馆）。因为同情、支持戊戌变法
而被免职的官员被重新起用，宣传变法的书籍

获准公开出版。这个时期，围绕变法形成了一

场思想解放运动，知识界、中下级官僚大都支持

变法，但是，高级官僚阶层中还有反对意见。

１９０４—１９０５年日俄战争，日本战胜了世界
第三强国俄国，使载泽、载沣、端方等皇族要员

也接受了一种流行的观点———日本战胜了俄

国，就是立宪战胜了专制。但是，极少数满洲贵

族还是反对变法。于是，清政府于１９０５年成立
“考察政治馆”，对变法问题开展专门研究。年

底，慈禧太后派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政治。载

泽总结考察结论后奏称，实行宪政有“皇位永

固”、“外患渐轻”、“内乱可弭”三大利。于是，

慈禧太后下决心进行变法。

１９０７年，“考察政治馆”改称“宪政编查
馆”，清政府高薪聘请日本法律专家起草宪法

和一些重要的法律。以１９０８年颁布《钦定宪法
大纲》为开端，清政府开始“仿行宪政”，实行民

主法治改革。

中国人经过６０多年的反复探索、碰壁，最
终认识到，只有实行民主法治，才能实现富国强

兵，挽救民族危亡。虽然这一尝试没有成功，但

中国传统的人治文化开始向法治文化转型，即

由皇权“天”定向皇权“法”定转变。

（二）民主法治是“文革”之后党中央反复

强调的时代主题

邓小平那一代领导人认识到，要避免“文

革”悲剧重演，根本的一点是“发扬社会主义民

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强调民主和法治的

重要性，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

从１９７８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到１９８２年，邓
小平曾经３８次讲到“法制”的重要性，而且绝
大多数情况下是将“法制”和“民主”并列在一

起的。比如，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中，

邓小平强调民主的重要性，并指出：“为了保障

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

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

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

改变。”①１９７９年６月，他又指出：“民主和法制，
这两个方面都应该加强，过去我们都不足。要

加强民主就要加强法制。没有广泛的民主是不

行的，没有健全的法制也是不行的。”②还指出：

“要继续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

制。这是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坚定不移的基本方

针，今后也决不允许有任何动摇。……社会主

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法制是不可分的。”③

此后，十五大报告确立了“依法治国，建设

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治国方略。十六大报告

指出，我们党领导国家建设的经验，包括“推进

政治体制改革，发展民主，健全法制，依法治国，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保证人民行使当家作

主的权利”，“实行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

合”等等；“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完善，社会主义

法制更加完备，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

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依法治

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十七

大报告指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总目标的

新要求之一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深入落实，

全社会法制观念进一步增强，法治政府建设取

得新成效”；强调“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

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

重要性；重申了“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

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针。十

八大报告指出，在十六大、十七大确立的全面建

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基础上努力实现新的要求，

其中之一是“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全面落实，法

治政府基本建成，司法公信力不断提高，人权得

到切实尊重和保障”；报告重申了十六大、十七

大确定的“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

治国有机统一”的政治道路，并把“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

据笔者统计，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中，法

９８

①

②

③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６页。
邓小平：《民主和法制两手都不能削弱》，《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８９页。
邓小平：《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３５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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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和民主出现的频率如下：

通过该数据可以发现，法治与民主在报告

中出现的频率逐渐提高，而且二者之间呈现正

比例关系，这表明，民主法治是十一届三中全会

以来我党确定不移的发展主题之一。

十六大报告 十七大报告 十八大报告

法治（包括依法治国、法

治国家、依法治军、法治

政府、法治思维等术语中

的“法治”）

１１次 １６次 １８次

民主（不包括民主党派、

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

制、新民主主义等术语中

的“民主”）

４８次 ６２次 ６３次

　　（三）法治是我国当前社会治理走出“塔西
佗陷阱”的唯一选择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胡锦涛同志指出：

“我们面临的……风险挑战前所未有”；《决定》

再次指出：“我们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

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

在笔者看来，我国社会治理之所以出现如此严

峻的局面，主要原因之一是司法作为社会矛盾

的最后处理机制缺少公信力。层出不穷的缠访

个案和频发的群体性事件表明，我国的社会治

理堕入了“塔西佗陷阱”。① 习近平总书记在关

于《决定》说明中指出：司法不公的深层次原因

在于司法体制不完善、司法职权配置和权力运

行机制不科学、人权司法保障制度不健全。从

静态的体制角度而言，这是中肯的分析。如果

从司法体制的运行角度来看，司法缺乏公信力

是司法工作的高度行政化和高度政治化造成

的。

所谓司法工作的行政化，意谓司法机关上

下级之间、党委政府与司法机关之间形成了命

令与服从的关系。所谓司法工作的政治化，意

谓司法机关屈从于政治目的，不得不按照政治

方式处理法律案件。这两种倾向结合在一起，

使司法人员经常无法依法办案，司法工作有时会

背离“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导

致个案判决的公正性令人置疑，甚至导致冤假错

案的发生（如已经平反的佘祥林案、张辉张高平

案、马廷新案、赵作海案、呼格吉勒图案）。这种

情势，严重损害了司法工作的公信力。

《决定》在“加强法治工作队伍建设”部分，

强调要“突出政治标准，把善于运用法治思维

和法治方式推动工作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上

来”；在“加强和改进党对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

领导”部分，强调“提高党员干部法治思维和依

法办事能力”。只有根据这一规定精神，切实

纠正司法工作的高度行政化、政治化倾向，司法

工作才有公信力，我国的社会治理才能最终走

出“塔西陀陷阱”。

（四）法治保障国家富强和长治久安的机理

把民主法治作为富国强兵的手段并尝试付

诸政治实践的，首推康有为。② 康有为把清政

府积贫积弱的原因归结为“上体太尊而下情不

达”③，其于《请定立宪开国会折》中向光绪皇帝

指出：“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

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

也。”在这里，康有为没有指明“宪法”、“国会”、

“三权鼎立之制”是如何导致国家之“治强”的。

其后，以１９０８年《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为肇
始，我国进入了宪法的多产期。各个时期的政

府都把宪法当作政权的合法证书，以颁布宪法

为乐事，却不愿深究宪法、民主、法治与国家富

强之间的关系。《决定》认为法治“事关我们党

执政兴国”，“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这是对

法治功能的高度概括。要真正领会这一判断的

精义，就必须从理论上回答：法治（宪法、宪政、

民主）与国家富强（长治久安、人民幸福安康）

０９

①

②

③

塔西佗（Ｔａｃｉｔｕｓ），古罗马历史学家，曾任古罗马执政官、保民官、营造官、财务官、行政长官和外省总督。“塔西佗陷阱”
（ＴａｃｉｔｕｓＴｒａｐ）意谓，当政府部门失去公信力时，无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好事还是做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参见
百度百科，“塔西佗陷阱”词条。

囿于当时的政治环境，康有为并未明确提出“民主”口号，而是主张“君民共主”，但其中的民主倾向是显而易见的。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第２册），上海：神州国光社，１９５３年，第１２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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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究竟有何关系？

清末思想家何启、胡礼垣在戊戌变法前后

合撰变法论文多篇，辑为《新政真诠》一书

（１８９９）。其中有“人人有权，其国必兴；人人无
权，其国必废；此理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古今

不易，遐迩无殊”①的观点，又说“一乡之内，人

人有自主之权，则其俗清；一国之内，人人有自

主之权，则其国富。寰宇宙之内，人人有自主之

权，则天下和平”，“是故中国之不能富强者，由

不明民权之故。然则立强中御外之策，而欲以

忠义号召天下之心，以朝廷威灵合九洲之力，以

成天经地义之道，而行古今中外不易之理者，其

为设议院，立议员，而复民权矣”②。梁启超在

１８９７年也曾指出：“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
权。”③梁氏于１８９９年在其《爱国论》中再次指
出：“国者何？积民而成也；国政者何？民自治

其事也；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

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在何启、胡礼垣、梁

启超看来：民权为强国之本，西方因重视民权而

强，中国因忽视民权而弱；定宪法，开国会，在伸

张民权。这是清代最有价值的理论创新，但由于

三纲五常的禁忌根深蒂固而未占舆论的主流。

将发展民权作为国家富强的必由之路，身

体力行而卓有成效者，首推孙中山。他在１８９７
年就认识到，“人群自治为政治之极则”。④ 以

此为起点，他经过艰苦的理论探索和不屈不挠

的尝试，发展出“民权主义”学说，描绘出“五权

宪法”图案，规划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建

设时期，最终将中华民族的富强大计凝练为

《建国大纲》。孙中山之所以被尊为资产阶级

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就是因为他不仅找到了中

国富强的必由之路，并且创造性地规划了国家

富强的路线图；不仅使民权学说体系化，而且使

民权理论成为一套完备而具有可操作性的治国

安邦之术。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解

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用“民

主”、“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等与人权具有密

切联系的词汇所表达的政治思想，与何启、胡礼

垣、梁启超的民权言论，有异曲同工之妙。在报

告第一部分中，邓小平用很长的篇幅大谈特谈

“解放思想，开动脑筋”的重要性：

　　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
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

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

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

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

就无法赶上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

我们希望各级党委和每个党支部，都来鼓

励、支持党员群众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

于创新，都来做促进群众解放思想、开动脑

筋的工作。⑤

紧接着，在报告的第二部分中，邓小平专门

谈一个问题：民主是解放思想的重要条件。在

该部分中，邓小平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

必须加强法制……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

法必严，违法必究。”⑥

综合分析何启、胡礼垣、梁启超、孙中山、邓

小平的论述，就可以发现，法治与国家富强之间

存在着如下的逻辑关系：民权（人权）、民主、法

治→国家富强。但问题是，“民权（人权）、民
主、法治”是如何转化为“国家富强”的？赵红

军的《美国到底强大在哪里？》一文，对于回答

这一问题，非常具有启发作用：

　　美国简直就是一个诺大的农村。但令
人奇怪的是，全世界的人都争着往美国跑。

到商店里，买的东西除了食品之外，服

１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劝学篇〉书后》，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１２页。
何启、胡礼垣：《新政真诠·〈劝学篇〉书后》，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４１８页。
梁启超：《上陈宝箴书论湖南应办之事》。转引自闾小波：《近代中国民主观念之生成与流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２

年，第１４５页。
孙中山：《与宫崎寅藏平山周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１卷，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１７２页。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３－１４４页。
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邓小平文选》第２卷，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第１４６－１４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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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日用品、球拍、网球、学习用品、小型家

电、冰箱、洗衣机、电视、打印机等大部分都

是中国造的，而食用的水果、蔬菜等则大多

来自南美洲。跟这些东西的数量比起来，

真正美国产的东西其实并不多。但比比就

可发现，这些东西多半是技术含量高的，有

专利的，在世界市场上占据着较大优势的

工业和科技产品，比如电报电话业务，飞机

制造、航天、汽车制造，太阳能、药品、高级

材料、电子工程产品、信息系统、网络科技、

海洋生物产品等等。从利润率来看，中国、

南美洲来的那些产品，可能只有２％ －５％
的利润，而美国那些拥有专利的高科技产

品的利润率则高达 １０％ －３０％以上。从
市场看，中国、南美来的产品所占的市场份

额较高，但价格却比较低廉，也常常遭到所

谓的反倾销起诉，而美国产品在国际市场

上的占有率则比较隐性，因为很多的科技

产品看上去是中国、南美造的，但是其核心

部件、关键部件却是美国造的。其实美国

的这些产品在市场上已经构成了一种技术

垄断，但是你很难用反垄断法律对他们进

行制裁、起诉。道理很简单，你对他们的制

裁，就是对你自己的最大制裁。原因在于

你的心脏是我造的，我就隐藏在你身体里

面，如果你对我进行制裁的话，你就会受到

更大的制裁。

美国人的策略就是，凡是你能造的，成

本比我低的，我干脆就不造，而我要造的就

通常是你不能造的，或者你能造但质量比

较差的、科技含量也比较低的产品。

用一个中国籍博士后自己的话来说，

“我虽然就是个高级技术员，或者实验室

的技术员、操作员，但是第一，我的年收入

在减去各种生活开支之后，每年有２．５万
到３万元的美金收入，而在国内肯定达不
到。第二，在这里工作就是工作，没有其他

的事情烦人，比如跑关系、找领导、拉关系，

还有最烦的就是天天开会、周周开会。在

这里，我唯一的任务就是从事我所从事的

科研工作，只要完成了我所从事的工作，我

就可以走人。如果你有本事，老板就会赏

识你，就会用你。你不用担心，因为如果你

发现你的工作没有保证的时候，那就证明

你的能力相对于别人已经显得不足了。所

以在工作中，你唯一需要关心的就是如何

提高你的技能和实力，不让自己落伍”。

通过与这些人的接触，我才渐渐地明白，美

国自１７８３年（英国承认的时候）立国以
后，特别是二战以来之所以如此强大，乃是

它有一个非常有效率的劳动力市场体系。

在这个市场体系下，只要你有能力，你就会

获得相应的报酬与职位。

正是美国拥有一个相对于其他国家更

加有效的劳动力市场体系，所以，自从

１７８３年以后，世界各国的人才都往美国
跑，自１９５０年代以来，美国成为世界上发
明创造最活跃的国家和世界上经济最为强

大的国家。①

在这段文字中，赵红军站在经济学角度上

阐述的美国强大的原因，可以表示为：有效的劳

动力市场体系→创新型人才聚集→个人创新获
得专利→国家在国际市场获得技术垄断优势→
国家获得垄断利润。

站在法学的角度，上述公式可以表示为：宪

法、民主、法治（具体体现为人事制度）→创新性
人才聚集、创造力得到充分释放→人权（民权，具
体体现为知识产权）得到保障→创新活跃→国家
的科技水平提高→国家富强（长治久安）。

总之，通过实行民主法治，保障人权，我国才

能走上富强之路。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法治事关

我们党执政兴国，事关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四、“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

如何相结合？

　　马克思说过：“对于法律来说，除了我的行

２９
①赵红军：《美国到底强大在哪里？》，《经济学家茶座》２００８年第３５辑，亦可参见搜狐博客：“赵红军———均衡之美”。



夏泽祥：关于法治的五个追问

为以外，我是根本不存在的，我根本不是法律的

对象。”①这句话道破了法的特征之一是，它只

能调整人的行为，不能规范人的思想。以法律

制裁人的思想，是赤裸裸的暴政。按照法治原

则，对思想的规范，不能诉诸法律，只能诉诸道

德。人的思想与行为之间的密切联系，决定了

法律与道德的不可分离。因此，《决定》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必须坚持“依法治国

和以德治国”相结合，实现“法治和德治相得益

彰”，这是十分必要的。

对法律和道德的结合作出最经典论述的，

是美国法学家富勒（ＬｏｎＬ．Ｆｕｌｌｅｒ）。他指出，法
律应当在两重意义上体现道德的要求：一是法

律在内容上必须体现道德观念，如：正确、好、公

平、正义等，这是法律的“外在道德”。二是法

律必须在形式上或程序上满足以下八个要求或

特点，包括：法律规则的普遍性；法律规则必须

公布；法律不能溯及既往；法律规则必须明确，

能够被人理解；法律规则不能相互矛盾；法律规

则要求的行为必须是人们的力量所能及的；法

律规则必须具有相对稳定性；法律规则的规定

与实施必须一致。这八个要求或特点即法律的

“内在道德”。② 在这里，法律的“内在道德”本

身不一定与具体的道德规范相关，它主要是对立

法工作的要求；通过落实《决定》“科学立法、民

主立法”的要求，即可使法律具备“内在道德”。

法律的“外在道德”涉及具体的道德规范，是对

法律的实体性要求，富勒并未指出具体的实施路

径，倒是博登海默作出了清楚的理论说明。

博登海默将道德规范分为两类：第一类包

括社会有序化的基本要求，它们对于有效地履

行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必须承担的义务来讲，是

必不可少的，如忠实地履行协议、协调家庭关

系、对群体的某种程度的效忠。第二类包括那

些极有助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增进人与人之间的

紧密联系的原则，这些原则对人们提出的要求

远远超过了那些被认为是维持社会生活的必要

条件所必需的要求，如慷慨、博爱、无私、富有爱

心。在所有的社会中，第一类要求都被法律化

而赋予了强制性力量。③

我们置身其中的是一个道德滑坡的时代，

“任何人不能从他的恶行中受益”这一道德常

识早已被公然颠覆④，民法上的“公序良俗原

则”在司法实践中竟然也会失灵。⑤ 虽然博登

海默的说明在理论上已经足够清楚，但我们在

试图将道德和法律结合在一起时，仍然会感到

缺乏可操作性。笔者认为，我国当下的道德滑

坡现象，主要原因是一些问题官员的不良风气

带坏了民风。在法律与道德的结合方面，国家

工作人员的带头作用至关重要。因此，不仅道

德规范本身要作高、低层次的区分，其遵守者也

应当有“国家工作人员”与“普通公民”的区分。

在我国当下，可以将道德分为社会公德与

干部道德两个层次。⑥ 社会公德是普通公民无

需特别的付出即可轻易达到的伦理要求，因其

具有普泛性而构成法律之正当性的基础，故社

会公德必须被法律化。如尊老爱幼，诚实守信，

不乱扔垃圾，遵守公共秩序，等等。社会公德是

对普通公民的要求。对于普通公民违反社会公

德的行为，通过严格执法就能使其受到制裁，从

而实现法律与道德的结合。在这个意义上，只

３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第１６－１７页。
［美］富勒：《法律的道德性》。转引自张宏生、谷春德主编：《西方法律思想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４６２页。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第３７３－３７４页。
路边摔倒的老人讹诈伸手帮扶的好心人，已经成为一种多发的现象，兹不一一列举。

在彭宇案一审判决中，法官对事实的认定及判决结论均无问题，但其根据“日常生活经验”和“社会情理”所作的推理分析认

为：彭宇“如果是见义勇为做好事，更符合实际的做法应是抓住撞倒原告的人，而不仅仅是好心相扶”；彭宇“如果是做好事，在原告

的家人到达后，其完全可以在言明事实经过并让原告的家人将原告送往医院，然后自行离开”，但彭宇“未做此等选择，显然与情理

相悖”。对事发当日彭宇主动为原告付出２００元医药费，一直未要求返还的事实，法官认为这个钱给付不合情理，应为彭宇撞人的
“赔偿款”。法官的上述推理，明显偏离了主流价值观，是对公序良俗原则的扭曲。

“干部道德”一词系从百度百科借用而来。该词意指“各级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职业活动和社会日常生活中所应遵循的行

为准则和行为规范的总和”，“是一种特殊的群体道德”。参见百度百科，“干部道德”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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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强调依法治国即可，“以德治国”成为赘言。

干部道德是指普通公民不付出特别的努力就不

能达到的伦理要求，同时也是普通公民之外的

特殊主体必须达到的伦理要求，因其不具有普

适性而无法被法律化，如拾金不昧，见义勇为，

大义灭亲，勇于牺牲，等等。干部道德是对特殊

主体的要求，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以德治国”

才有被申明的必要。

为了使国家工作人员尤其是领导干部保持

健康的生活作风，有必要对其８小时之外参与
娱乐活动进行限制；为了防止腐败分子伺机外

逃现象的发生，有必要对将家属子女全部移居

国外的官员任职进行限制；为了避免借口被诽

谤、被侵权而规避群众监督甚至对监督者进行

打击报复，有必要对领导干部个人隐私保护、家

庭财产保密等方面作出限制性规定；为防止腐

败分子转移来源不明的财产以及其他非法收

入，有必要对官员置办房产、投资赢利行为进行

限制，等等。因此，正如依法治国的深层含义是

“依法治官”一样，只有将“以德治国”的精义理

解为“以德治官”，则“以德治国”与“依法治

国”才能有机地结合在一起。

将“以德治国”的精义理解为“以德治官”，

不仅具有明显的现实意义，而且具有很强的可

操作性。“以德治官”的文化基础是传统的“清

官”精神，包括“守道”、“爱民”和“无私”等要

求①，规范依据则是党规党纪，如《党章》中对党

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要求，《党政领导

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第７条关于党政领导

干部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的规定②，关于《党

员领导干部廉洁从政若干准则》八个“禁止”５２
个“不准”的规定，等等，都是高于社会公德的

干部道德。可以说，严格执行党规党纪，将严重

违反者移交司法机关处理，就体现了“依法治

国”与“依德治国”的有机结合。

五、如何理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

是一个系统工程”？

　　法治是一个系统工程，可以从两个角度进
行理解。从微观角度来看，法治是一个由立法、

执法、司法、守法等环节构成的有机系统即法治

体系，可以谓之构成系统。从宏观角度来看，法

律与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等因素密切联系，形

成另一个有机系统。法治体系的有效性取决于

政治、经济、文化、人文等条件的影响与制约，故

后者可以谓之条件系统。《决定》已经对微观角

度的法治体系作出了较为详细的阐述，而对宏观

角度的条件系统语焉不详。为使读者对我国法

治建设的条件有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现择取几

个影响我国法治建设的重要条件作一简述。③

（一）民主是实行法治的基本前提

我国的社会转型，是从人治向法治的转型。

清末“仿行宪政”虽然没有成功，但社会上已经

普遍形成了共识———只有实行民主法治，才能

富国强兵。此后，我国社会动荡不安，这一共识

也日益显示出其真理价值。第一次世界大战之

后，我国爆发新文化运动，提出了“科学”与“民

４９

①

②

③

徐祥民：《文化基础与道路选择———法治国家建设的深层思考》，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５５页。
党政领导干部应当具备下列基本条件包括：（１）自觉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坚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思想上、政治上、

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２）具有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定信念，坚决执行党的
基本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立志改革开放，献身现代化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

民、历史检验的实绩。（３）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认真调查研究，能够把党的方针政策同本地区本部门实
际相结合，卓有成效开展工作，讲实话，办实事，求实效，反对形式主义。（４）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有实践经验，有胜
任领导工作的组织能力、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５）正确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坚持原则，敢抓敢管，依法办事，清正廉洁，勤政为
民，以身作则，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自觉接受党和群众批评和监督，加强道德修养，讲党性、重

品行、作表率，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反对官僚主义，反对任何滥用职权、谋求私利的不正之

风。（６）坚持和维护党的民主集中制，有民主作风，有全局观念，善于团结同志，包括团结同自己有不同意见的同志一道工作。
姚建宗教授将达成法治的外部条件称为“法治的生存土壤”，并将其归纳为五个方面———自治的社会生活、自由的经济生

活、民主的政治生活、多元的文化生活、宪政的制度安排。参见姚建宗：《法治的生态环境》，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３
－９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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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两大口号。民主作为国家富强的必由之

路，又被提出来了。１９４５年，中国抗战和世界
反法西斯战争行将结束之际，著名民主人士黄

炎培在延安与毛泽东有一次著名的谈话。黄炎

培说：中国历史上推动王朝更替的新生力量，其

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那些创造历史的英雄

人物，求荣取辱的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

的也有，总而言之，没有跳出这历史的周期率。

中共诸君有无办法跳出这历史的周期率？毛泽

东胸有成竹地说：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新路，就

是民主。① ２０个世纪下半叶，我国“文革”结束，
和平与发展成为国际政治的主题，邓小平在规划

我国的发展道路时提出“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建

设社会主义法制”的主张。可见，每当世界政治

格局和中国政治形势发生巨大变革之际，民主总

是作为我国发展的必由之路被提出来。

人类的经验已经证明，民主不是完美的制

度，却是缺点最少的制度。人类的经验还证明，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条件。昂格尔在论述法治

（他称为“法律秩序”———引者注）的条件时说：

　　这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状态，在其
中，没有一个集团能够博得所有其他集团

的效忠和服从。因此，设计一种具有如下

特点的法律制度就成为十分重要的事情

了，这种法律制度的内容应当调和彼此利

益的对立，其程序则应当使几乎每个人认

为服从这一程序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不管

他偶然寻求的目的是什么。人们会特别期

待这样一种法律制度能够防止任何一个阶

级的人们把专政强加在其他阶级身上。②

在这里，昂格尔所指称的法律制度其实就

是民主制度。当他把这种制度与“专政”相对

照时，这种制度的特点就格外清楚了。对我国

而言，古代法家“以法治国”的理论和实践可以

证明，没有民主就不会有法治。法家代表人物

商鞅曾经对君王提出了守法的要求：“故明主

慎言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

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③但在专制社会中，没

有外在的制约力量迫使君王守法，法家的“以

法治国”只能导致人治，而不会走向法治。“文

革”的惨痛教训再次证明：如果没有社会主义

民主，社会主义法治就不可能健全；④离开了民

主，宪法和法律所宣示的普遍守法原则就会成

为空文，就不会有法治。所以，有学者指出：人

治与法治的分野就在于，前者不要民主，而后者

紧密联系着民主。要推进法治，首要的是发扬

社会主义民主。⑤

但是，直到目前仍有人反对实行民主。有

的说，我国是农民大国，农民文化水平低、民主

意识淡薄，无法实行民主；还有的说，民主是个

坏东西。还有人担心，实行民主，社会就会乱，

等等。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但法治的力

量源泉不可能完全来自政府和执政党本身。社

会公众追求权利的群态心理和护法行为是约束

各种权力随意行使，并最终促成法治的力量。我

国当前的法治建设需要顶层设计，但没有社会公

众的推动，就不可能有顶层设计；没有社会公众

的参与，就不可能有科学的顶层设计。强调民主

是法治的前提，具有突出的现实意义。在当代中

国，说实行民主不好，就好像告诫饿得瘦骨嶙峋

的人不要吃肉，以免得肥胖症一样悖谬。

（二）市场经济和权利文化是实行法治的

必要条件

１．市场经济
市场经济是法治的经济条件，它对于法治

的重要作用，可以扼要地归纳为以下几点：一是

培育人人平等观念。市场经济的运行基础是契

约和法律，而契约和法律蕴涵着平等、自由等观

念，这是废除特权、要求国王守法的观念前提。

二是培育理性观念。市场经济的发展，导致贫

５９

①

②

③

④

⑤

百度百科，“黄炎培”词条。

［美］昂格尔著，吴玉章、周汉华译：《现代社会中的法律》，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第６２页。
《商君书·君臣》。

王仲方：《正确看待民主与法制的关系———访中国法学会会长王仲方》，《望周刊》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陶希晋：《谈社会主义法治》，《法治与人治问题讨论集》，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４－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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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差距的缩小，促使人们用“共赢”模式进行思

维，用和平的方式（自我协商、法律渠道）处理

纠纷和争端，这是法律权威得以树立的重要条

件。三是其他作用。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具有

推动教育发展、促进信息沟通、促使公民自立自

为（自治）的作用，这是公民维护法治，形成权

力制约氛围的重要条件。

２．权利文化
从一般意义上说，制度的有效来源于文化

的支撑。钱穆有言：“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产

生。一切问题，由文化问题解决。”①我国要实

行法治，需要完成从义务文化（人治文化）向权

利文化（法治文化）的转型。我国的极端君主

专制制度确立于秦朝，但其文化准备开始于战

国末期，其标志是荀子学说。从荀子开始，儒家

学说逐渐转向为人治服务的道路。谭嗣同说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二千年来之学，

荀学也……”②，可谓一针见血。根据黄仁宇的

研究，我国独特的地理和气候条件造成的黄河

泛滥及北方游牧民族的南侵，使古代社会的汉

族人群具有“团结”的欲求，汉族文化从而逐步

形成了强调义务和服从的倾向，走上了为人治

服务的道路。他的结论是：中国古代的人治制

度，系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③ 如果说在农耕

文明时代，由于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严重地依赖

于自然条件，我国传统文化向人治文化（义务

文化）的转型具有必然性，那么，我们同样可以

说，进入工商文明时代以后，由于人类对于自然

条件的依赖已经大大减轻，重新阐释中国传统

文化，使之为我国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不仅是

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通过重新阐释，我国传

统文化的转向可以表述为：在自身品格上，由义

务本位转向权利本位；在对应的政治类型上，由

专制政治转向民主政治；在对应的治理模式上，

由人治转向法治；在对应的行为模式上，由依赖

清官转向遇事找法。

（三）精英人物是实行民主法治的引领力量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人民大众是历史发展

的动力源泉，精英人物和人民大众共同推动历

史发展。但是，在历史转折的关口，精英人物对

于社会发展的引领作用十分重要。张朋园在总

结民国政治发展史时说：“选举是人民踏上民

主政治的第一步，……精英素质尤其关系民主

政治的成败。”④这一判断对于世界范围内的法

治建设也是一个恰当的总结。

世界主要法治国家依其发展路径，可以分

为以英、美为代表的经验理性主义模式和以德、

日为代表的建构理性主义模式。在两种模式

下，精英人物的作用都十分突出，但其发挥作用

的方式有所不同。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

精英人物发挥作用的不同方式造就了两种模式

的区分。

英美模式发源于英国。精英阶层为了维护

自己的权利而限制国王的权力，在自觉不自觉

之中发展出与国王进行交涉的场所———议会，

权力制约与权利保障的契约———宪法，以及专

门解决纠纷的权威机关———法院。这种模式的

特点是：政治精英向国王争取权利的斗争主要

以集体的方式在议会中进行且起决定作用，街

头的集体抗争以及个体的抗争不具有决定意

义；国王被迫放弃某些权力，臣民的权利以法律

的形式得到确认；国王被迫服从法院的判决；法

治的达成过程具有和平性、无目的性、长期性。

１２１５年的《大宪章》是世界上第一个宪法文件，
也是奠定英国法治基础的第一个制度性文

件。⑤ 其后，一系列限制王权、确认臣民权利的

法律陆续诞生，前后绵延近５００年，集中展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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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钱穆：《文化学大义》，台北：台湾中正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页。
蔡尚思、方行：《谭嗣同全集》，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第３３７页。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７年，第２５页。
张朋园：《中国民主政治的困境（１９０９－１９４９）：晚清以来历届议会选举述论》，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０８年，

第２页。
郑永流：《英国法治思想和制度的起源与变迁》，高鸿钧：《清华法治论衡》（第３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２９７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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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模式的上述特点。所以，这种模式也被称

为自然演进模式。

以德、日为代表的建构理性主义模式，也可

以称为政府推进模式。在街头的集体抗争以及

个体抗争的压力甚至国际舆论的压力下，国王

审时度势，顺应潮流，进行民主改革，国家的治

理由人治转向法治。这种模式的特点是：面对

街头抗争，国王选择的应对方式不是对抗而是

妥协，从而使社会矛盾的解决方式由暴力压制

转向和平协商；国王选择服从议会制定的法律

和法院做出的裁决；法治的达成过程具有明显的

目的性、相对的短期性以及冲突与和平相交织的

动荡性。在这种模式中，国王是由人治向法治转

型的关节点。在德国，颇为经典的事件是威廉一

世尊重法院判决的“波茨坦磨坊故事”：

　　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１３日，刚刚在对奥地利
“七周战争”中取得胜利的普鲁士大公国

的威廉一世临幸他在波茨坦的桑苏西宫。

然而，行宫前的一座破旧磨坊却让他大为

扫兴。他想拆除，但磨坊并不属于王室；他

想赎买，磨坊主却死活不卖。于是，他一怒

之下派出宫廷卫队把房子强行拆了。第二

天，磨坊主一纸诉状将威廉一世告上普鲁

士最高法院。法庭最终裁定：威廉一世擅

用王权，侵犯了原告由宪法规定的财产权

利，责令其在原址重建一座同样大小的磨

坊，并赔偿原告 １５０马克。当时《德国民
法典》还未诞生，但法庭却根据 １８４９年
《法兰克福宪法》第７９条第６款对财产保
护的规定，保护了磨坊主的财产权。威廉

一世履行了这份判决书，一座崭新的磨坊

便又矗立在桑苏西宫墙外，１５０马克也送
到了磨坊主的手中。

几十年后，威廉一世去世，威廉二世继

承王位；老磨坊主也去世了，他的儿子继承

了那座磨坊。小磨坊主因为经济拮据，有

意将磨坊出售给威廉二世。在他看来，对

国王而言，这肯定是一件两全其美的事情，

既可以给行宫一个更开阔的视野，又可以

销毁威廉一世败诉的物证。但威廉二世认

为，这件事表现了威廉一世尊重法律的理性

精神，磨坊是德意志民族的一座丰碑。因

此，他亲笔写信，嘱咐小磨坊主说，这座磨坊

是德意志国家司法独立、裁判公正的纪念，

也是他们家族的光荣所在，要求他把这座磨

坊世世代代传下去，并随信赠给小磨坊主

６０００马克，帮助他渡过生活难关。①

这个故事发生的时间，距普鲁士统一德国

（１８７１）不远，威廉一世当时已经势压群雄，完
全可以凭武力说话，不理会法院的判决。退一

步讲，他完全能够以法院适用法律错误为由，拒

绝履行一个让自己败诉的判决。威廉一世以武

力讨伐为能事，却甘愿履行法院依照“外国”法

律作出的判决，这种示弱之举，十分耐人寻味。

日本的明治维新同样有一些耐人寻味的细

节。１８６８年，德川幕府的统治被推翻。鉴于此
前２６０多年里天皇成为傀儡的历史，明治天皇
寻求大权独揽才符合常规。但是，这年４月６
日，明治天皇以向天地神祗宣誓的形式，发表了

《五条誓文》，提出了初步的政治改革方案。６
月１１日，明治天皇正式公布了包括《五条誓
文》在内的《政体书》共１５条，主要内容有：国
家大事的决策不是由天皇说了算，而是要“广

兴会议，决万事于公论”；在中央政府设立行使

国家权力的国务机构———“太政官”，中央一切

权力归“太政官”，“太政官”下设议政、行政、司

法三官，共同行使国家权力；在太政官领导之

下，将国家权力分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以

免政权偏重之患”；通过公选的方式选拔政府

官员。政府官员每 ４年按公选的方法轮换一
次。此后 ，明治天皇重用主张限制天皇权力的

伊藤博文赴欧美考察宪政，起草宪法，推行民主

法治。从１８６８年明治天皇发布“五条誓文”算
起，到１８９５年的甲午战争，再到１９０５年日俄战
争结束，前后不过３０多年的时间，一向被中国
人鄙夷为“三岛之区”的日本能够一战而胜号

７９
①余定宇：《寻找法律的足迹———从古埃及到美利坚》，北京：法律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第１４３－１４９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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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世界第四”的北洋海军，再战而胜沙俄帝

国，成为公认的世界强国。

当代亚洲其他国家，在完成从人治向法治转

型的过程中，也是掌握最高权力的政治领导人起

了引领作用。如李光耀（新加坡）、金大中和金

泳三（韩国），等等。

我国的法治建设不可能走自然演进的道

路，政府推进已经是事实上的选择。因此，落实

好《决定》的规定和精神，使依法治国取得实

效，关键是领导机关的领导干部发挥带头作用。

（本文承蒙刘吉涛博士、张秋实博士提出

了有益的修改意见，特此致谢，但文责自负）

ＦｉｖｅＩｎｑｕｉｒｉｅｓａｂｏｕｔ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
ＷｈａｔＩｓｔｏＢｅＬｅａｒｎｅｄＦｒｏｍ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Ｐｌｅｎｕｍｏｆ

１８ｔｈＣＰＣ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

ＸｉａＺｅｘｉ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ａｗ，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２５００３８）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ｄｅｅｐｌｙ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ｆｏｕｒｔｈｐｌｅｎａｒｙｓｅｓｓ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１８ｔｈＣＰＣ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ｏｍｍｉｔｔｅｅ，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ｐｒｏｂｅｉｎｔｏｏｒｒｅｓｔａｔｅｆｉｖｅ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ａｓｆｏｌｌｏｗｓ：Ｆｉｒｓｔｌｙ，ａｓａｃｏｎｃｅｐｔｃｌｏｓｅ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ｔｏ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ｎａｍｅｌｙｔｈｅｒｕｎｎｉｎｇａｓｔａｔｅｗｉｔｈ
ｌａｗ，ｍｅａｎｓｌｉｔｅｒａｌｌｙａｌｌ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ｍｕｓｔａｂｉｄｅｂｙｔｈｅｌａｗ，ｗｉｔｈｉｔｓｅｓｓｅｎｃｅ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ｇｔｈａ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ｍｕｓｔｐｌａｙｔｈｅｒｏｌｅａｓａｍｏｄｅｌｄｏｅｓ．Ｓｅｃｏｎｄｌｙ，ａｓ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ｄｉｆｆｅｒｓ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ｆｒｏｍｒｕｌｅｏｆｍａｎ，ｉｔｉｓａｎｕｎａｌｔｅｒａｂｌｅｔｒｕｔｈｔｈａｔｔｈｅｆｏｒｍｅｒｉｓｓｕｐｅｒｉｏｒｔｏｔｈｅｌａｔｔｅｒ，ｗｈｉｃｈｈａｓｂｅｅｎｄｅｍｏｎ
ｓｔｒａｔｅｄｂｏｔｈｉｎ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ｔｅｓｔｅｄｉｎ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Ｔｈｉｒｄｌｙ，ｔｈ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ｏｆ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ｍｕｓｔａｉｍａｔ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ｏｎｗｈｉｃｈａｆｌｏｕｒｉｓｈｉｎｇａｎｄｐｏｗｅｒｆｕｌｓｔａｔｅａｎｄａｓｔａｂｌｅａｎｄ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ｓｏｃｉｅｔｙｄｅｐｅｎｄ．
Ｆｏｕｒｔｈｌｙ，ｏｎｌｙｂｙｏｒｉ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ｔｏｗａｒｄｓｔｈｅｒｕｌｅｏｆｔｈｅ“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ｂｙｖｉｒｔｕｅ，ｃａｎ“ｒｕｎｎｉｎｇａ
ｓｔａｔｅｗｉｔｈｌａｗ”ａｎｄ“ｒｕｎｎｉｎｇａｓｔａｔｅｂｙｖｉｒｔｕｅ”ｂｅｏｒｇａｎｉｃａｌｌｙ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Ｌａｓｔｌｙ，ｔｈｅｉｍｐｌｅｍｅｎ
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ｒｕｌｅｏｆｌａｗｎｅｅｄ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ｂｅｎｉｇｎ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ｓａｍｏｎｇｌｅｇｉｓｌ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ｅｎｆｏｒｃｅｍｅｎｔ，ｊｕｄｉｃａｔｕｒｅａｎｄ
ｌａｗ－ａｂｉｄｉｎｇｎｅｓｓ，ｂｕｔａｌｓｏｔｈｅｊｏｉｎｔａ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ｏｓｅｆａｃｔｏｒｓａｓｄｅｍｏｃｒａｔｉｃ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ｍａｒｋｅｔｅｃｏｎｏｍｙ，ｒｉｇｈｔ－
ｂａｓｅｄ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ｎｄｔｈｅｅｌｉｔ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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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学理论探析


刘　琛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与社会发展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　二战后，出于对战争灾难的反思，和平学正式兴起并不断发展，国外学者不仅将其发展成为和平学理
论，纳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研究，也将其作为独立的学科加以构建和发展。国内相关研究虽起步较晚，

却也日渐得到关注和重视。国内外对其研究主要围绕和平理论、和平实践及和平教育等方面展开。作为一门二战

后的新兴学科，其研究有待拓宽和深化。

关键词：　和平学；和平实践；和平教育；国际关系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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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刘成：《理解历史冲突 关注安全威胁 探寻和平之路———国际和平学概览》，《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１１年第３期。

　　实现和平与发展历来是各大国际关系理论
流派的共同理想，无论是自由主义还是现实主

义抑或马克思主义，无论是建构主义还是规范

理论，无不渗透、体现着对于国际平衡与稳定的

追求，而国际关系协调平衡得以实现的最重要

的基础是确保国际社会和平稳定。随着近年来

人们对和平的渴望和需求日益强烈，和平学逐

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理论学科，国外学者已

将其纳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成为和平学理论

或和平研究理论；在国内研究领域，和平学虽然

尚未取得如同自由主义、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

理论那般正统的理论地位，但也与后现代主义、

女性主义等理论一起，作为边缘理论，日渐得到

学者们的重视和关注。对其研究，主要围绕和

平理论、和平实践及和平教育等方面展开。

一、和平学发展概况

虽然和平理念与和平思想具有深厚的历史

渊源，但和平学正式兴起是在二战之后。出于

对两次世界大战带给人们灾难性后果的打击以

及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反思，和平学研究日渐成

熟，首先出现在欧洲，并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

早期的和平学研究主要关注武器竞赛、削减核

武器和战争问题，以武器控制与管理及战争防

御作为主要研究领域，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防

止战争①。１９４８年，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曼彻斯
特学院最早设立和平学课程，教授传统的和平

与正义的价值等课程。

冷战的爆发大大刺激并推动了和平学发

展，冷战中两极力量的激烈争霸不仅为世界带

来了足以摧毁整个人类的大规模的毁灭性武

器，而且不时爆发的地区冲突、战事给人们留下

了严重的心理阴影，人们对和平学研究更加重

视，有的学者将和平学理论纳入国际关系理论

体系，用以指导国际关系发展；有的学者将和平

学逐渐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行深入研

究，以期解决大国冲突、防止核战争爆发。和平

研究理论学家认为，“对国际事务的研究应该

超越传统的权力评价和衡量、权力平衡及国家

安全”，同时关注贫困、社会公正、环境破坏等

问题，因为“没有全球范围内的社会、经济、政

９９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治公正，就不会有传统意义上的国家安全”①，

并强调积极改变、社会正义以及强弱力量间协

调平衡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１９５９
年，被誉为“和平学之父”的约翰·加尔通（Ｊｏ
ｈａｎＧａｌｔｕｎｇ）在挪威首都奥斯陆创办“国际和平
研究所”（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并创办了世界第一本和平学期刊《和平研
究杂志》（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ｅ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１９６６年，
在瑞典前首相塔格·米尔达的倡议下，国际上

最富盛名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

（Ｓｔｏｃｋｈｏｌｍ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
ｔｅ）创立。随后，英国伦敦的国际和平研究协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荷兰
莱顿大学的社会冲突研究中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ｆｌｉｃｔ）、奥地利政府主办的欧
洲大学和平研究中心（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ｅｎ
ｔｅｒｆｏｒＰｅａ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拉丁美洲和平研究委员
会（Ｌａｔｉｎ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Ｐｅ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Ｃｏｕｎｃｉｌ）、澳
大利亚昆士兰大学澳洲和平与冲突问题研究中

心（ＣｅｎｔｅｒｆｏｒＰｅａｃｅａｎｄ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Ｓｔｕｄｉｅｓ）、
美国和平研究所 （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Ｐｅａｃｅ）等各种和平研究机构在全球各地建立起
来，致力于研究维护和平、解决冲突的方法。

冷战结束后，全球化进程不断加深，世界各

国联系日益紧密，全球利益冲突不再聚焦于两

极，而是扩展到了整个世界，和平学的研究范围

超越两极政治格局的主要导向，日益关注地方

冲突、民间战争、种族冲突及国家内部的权力斗

争，甚至涉及社会、家庭等更微小的领域，以期

实现全世界各个层次真正意义上的和平。这一

时期，和平学的研究课题不仅深入扩展，而且向

新的领域拓展，如国际法研究领域（国际法、国

际组织、第三方干涉）、政治制度研究领域（内

部体制、制度理论、世界体系）、新研究领域（超

国家主义、行为态度、冲突转化）②。此外，有关

和平学的研究机构层出不穷，和平学作为通识

或专业课程广泛出现在学校教育中，许多高校

甚至设置和平学或与其密切相关的本科及研究

生专业，普及和平知识，促进和平研究的全球性

发展。国内的和平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晚，于２０
世纪末、２１世纪初开始发展，２００１年南京大学
历史系世界史学科与英国考文垂大学和平与和

解研究中心建立起合作研究关系，２００３年９月
３日挂靠在南京市社会科学院名下的中国南京
国际和平研究所成立，成为中国首家正式的和

平研究机构③。与此同时，系统的和平学学科

及和平学教育开始在南京大学建立并发展起

来，并在南京大学世界史学科下成立了“和平

研究中心”及“拉贝国际和平与冲突化解研究

交流中心”。

二、和平学内涵

（一）和平学的界定

和平学以和平及其对立面暴力与冲突为研

究对象，通过研究和平，达到“在国际社会促进

和平”④的目的。虽然对于和平学的基本目的

和最终目标较易达成一致，但是对于和平学以

及和平的定义却颇为多样化，甚至分歧尚存。

早在１９５０年，国际关系学专家哈罗德·格茨科
夫就指出：“通向世界和平的最确切、最快捷的

途径，是一条间接的途径：多年耐心地构筑国际

关系的基本理论。”⑤他虽未对和平学给出明确

的定义，但从实现和平的方法角度认为和平学

需要改变某些研究方法：强调理论的分析性而

非描述性的趋向；强调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尽力

巩固企图解释国际行为的有活力的机构；终止

像对待个体人类那样对待国家；通过预测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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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取代后现实主义的解释。库尔特·克里斯认

为，和平学研究是“一种广义上的行为，说明没

有战争的世界本性，有关问题在这样一个世界

里发生转变，在问题的转变过程中避免冲突手

段”①。

加尔通将和平学研究分为“和平”和“研

究”分别定义。和平既是“以非暴力的方式应

对冲突”，又包含着“平等”和“正义”的内涵，如

果没有“性别之间、代际之间、种族之间、阶级

之间、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平等”，那一定会

有暴力出现。而“研究”是“经验的、批判的和

建设性的”，通过借鉴过去的历史经验，采取批

判的立场，促使和平的发展。鉴于“暴力并非

人类的本能，而是后天的”，“由特定的环境所

形成的”，加尔通将“暴力”定义的内涵扩大为

“悬而未决的冲突和灭绝人性”两种情况，继而

最早提出“结构暴力”和“文化暴力”的概念②。

结构暴力是潜在的，平时表现出一种稳定状态，

但当人的重要权利被否认时，如贫穷、疾病、压

制性体制和社会歧视带给人们痛苦时，就会发

生质变，引发冲突或战争。文化暴力存在于宗

教、法律、意识形态、语言、艺术、经验科学、宇宙

论中，通过学校、媒体等进行传送，产生了社会

中的憎恨、恐惧和猜疑③。在此基础上，加尔通

将和平定义为“和平 ＝直接和平 ＋结构和平 ＋
文化和平”。但是，这种定义较为静态化。

１９９６年，加尔通又做了新的发展，提出“积极和
平”的定义：“和平是用非暴力方式创造性地实

现了冲突的转换。”④继而进一步阐述了积极和

平涵盖的四个方面：一是自然和平，物种间的合

作而非斗争；二是直接的积极和平，由言辞和物

质上的仁爱组成，强调身体、思想和心灵的交

融；三是结构性积极和平，通过对话、整合、团

结、参与的方式以自由取代压制，以平等取代剥

削；四是文化的积极和平，以和平的合法性代替

暴力的合法性，建立积极的和平文化⑤。随后，

加尔通更加明确地指出了有关和平的两个相似

的定义：一是和平是所有形式暴力的缺失或减

少；二是和平是非暴力和创造性的冲突转化⑥。

第一个定义以暴力为导向，第二个定义以冲突

为导向，从而扩大了和平的内涵和外延，立足未

来，关注广泛的社会条件，以期实现全面、持久、

真正意义上的和平。

此外，也有其他学者跳出“积极”、“消极”

的框架，对和平进行定义，如赫伯特·克尔曼认

为和平是“系统的、大规模的、集体的暴力不在

场，伴随着这种暴力不可能出现的安全感”⑦。

国内学者也做了相关努力，尝试对和平学进行

定义，刘成将和平学定义为“以和平的价值观

探讨战争的原因、动机、结构和结束的条件，为

永久和平秩序的建立而制定方针、政策的学

科”⑧，朱成山等将和平学定义为“用科学的方

式来研究如何获得持久和平的新学问”⑨。

当前国际上围绕和平学界定的最主要的分

歧在于对“和平”的定义，争论主要聚焦于是单

纯将和平定义为“战争的不在场”还是同时涵

盖“社会及经济公正”等内容。针对加尔通提

出的“积极和平”的概念，学者们提出“消极和

平”的概念，即指：战争或直接暴力的不在场，

但诸如社会不公正、经济剥削等易引发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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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成：《西方国家和平研究综述》，《国外社会科学》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ＪｏｈａｎＧａｌｔｕｎｇ，ＰｅａｃｅｂｙＰｅａｃｅｆｕｌＭｅａｎｓ．Ｏｓｌｏ：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Ｐｅａｃ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１９９６，ｐｐ３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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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在问题尚未解决。根据对于和平的不同定

义，和平学理论也相应地分成不同学派。“消

极和平”学派主张狭义的和平定义，认为扩展

和平定义会降低其清晰度，和平仅仅指“暴力

的不在场”，他们容忍结构性暴力的存在，认为

应该通过谈判和调节，依靠国际性协议和组织

来解决争端、保证安全。① “积极和平”学派主

张广义的和平定义，认为由于各种体制压制或

欠发达等原因导致的对人类生存构成威胁的暴

力，其危害接近甚至超越战争。就像１９９１年８
月 ６日的《广岛和平声明》（ＴｈｅＨｉｒｏｓｈｉｍａ
ＰｅａｃｅＤｅｃｌａｒａｔｉｏｎ）中所阐述的，“和平当然不仅
仅是消除战争。实现和平同样也意味着消除饥

馑、贫困、暴力、对人权的威胁、难民问题、全球

环境污染，以及许多其他对和平的威胁，并且它

还意味着创造了一种人们能够过上富足有意义

生活的环境”。“积极和平”在北欧及大多数第

三世界国家更为广泛地被接受，而在美国，许多

学者仍将和平研究限制在“消极和平”的范

畴②，因为担心广义的和平对所有涉及人类条

件和改良问题都感兴趣，内容过于宽泛，会为和

平学核心内容的确定带来困难。③

（二）和平学的研究方法

和平学的灵感源于医学中的健康科学，对

暴力状态进行诊断，加以治疗，以期在世界范围

内减少暴力和改善人类生活。其研究方法既借

鉴社会科学，又参考自然科学。美国的肯尼思

·博尔丁（ＫｅｎｎｅｔｈＢｏｕｌｄｉｎｇ）强调运用科学方
法建立世界和平，从四个层次进行和平学研究：

一是冲突研究，采用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经

济学、博弈论及类比法等方法考察广义上的人

类冲突；二是国际关系研究，采用定量分析和计

量分析的方法从国际体系角度进行研究；三是

战略研究；四是和平研究。其中，冲突研究和国

际关系研究属于基础研究，为后两个层次提供

公正的知识；战略研究与和平研究属于应用研

究，旨在增加国家力量，促进世界和平。博尔丁

继而按照其分层计划设计了一个坐标，其垂直

轴线为“压力”，暗含消极和平，水平直线为“温

度”，暗含积极和平。战争与和平的可能性在

坐标系内根据变量发生变化，只有两者不断改

善，才能推动世界和平。④

英国的理查森采用数学模式对军备竞赛进

行研究。他用方程式清晰地表示出两国间的军

备竞赛，只要决定了模式中的参数，就能预测出

军备竞赛的结果。这一模式还表明，某国军费

支出的多少取决于这个国家对敌对国的满意度

及军事力量强弱与反应程度，不发生军备竞赛

的条件是两个同盟国间的贸易额大于两国军费

支出总和。⑤

美国的门德洛维茨、福克等人采用模型设

计的方法，设计了“世界秩序模式计划”，其基

本理念是使公正的世界秩序以理想国的目标逐

渐向可能实现的目标过渡，最终达到最高目

标。⑥ 加尔通也设计了世界和平计划模式，采

用暴力的层次与时间频数多边形来表明两者间

的关系。

鉴于其跨学科的特点，和平学既可采用博

弈论⑦、比较分析、调查统计、定性及定量分析

等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又可借鉴模型设计、模

式分析等自然科学的方法，这种复杂性和多样

性为和平学研究增添了丰富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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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和平学的特点

第一，和平学具有跨学科的特点。和平学

的研究领域涉及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历史学、

哲学、战略研究、社会学、心理学、宗教学等各种

学科，借鉴和吸收各学科的基础知识及研究方

法，试图突破学科限制，对暴力、人性、冲突等问

题进行研究，达到以非暴力的途径实现全世界

范围内和平的目的。

第二，和平学具有多层面的特点。和平学

研究面向个人、国家、国际与全球四个层面。个

人层面着眼人类本性、个人动机与主观愿望、政

治领袖的影响、个人价值观等个人特质；国家层

面关注作为国际社会主要行为体的民族国家及

其国家利益、国家文化、国家实力、意识形态等

方面；国际层面立足国际环境、国际秩序、国际

关系、国际组织等方面；直至关乎地球生态与生

存的全球层面。通过分析各个层面中存在的有

悖平等、公正的因素，协调解决各个层面中的现

存的或潜在的暴力，以期实现从个人到整个地

球的和平与发展。

第三，和平学具有跨文化的特点。和平学

涉及民族国家，因不同国家文化各异，亨廷顿的

文明冲突论更是将未来主要国际冲突预设为文

化冲突。文化作为社会行为体共有的价值标准

和认知取向，是界定国家与民族身份的重要标

尺。不同文化模式导致国家、民族、个人间的不

同价值观和世界观，也埋下了引起冲突的危机。

虽然文化差异并不一定会导致冲突，但是要想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球和平，文化交流和沟通

必然是不可或缺的。因而正视文化的多元化和

多样性，关注不同国家地区的文化差异，促进不

同文化间的沟通理解，必然成为和平学研究必

不可少的重要内容。

第四，和平学兼具理论性和应用性。英国

和平研究者约翰·伯顿认为和平学研究具有

“动态取向”（ｄｙｎａｍｉｃ－ｏｒｉｅｎｔｅｄ）和“变化取向”
（ｃｈａｎｇ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双重特点①，既对情况进行
静态性描述，又具有较强的目标取向，有着很强

的应用性。和平学的目的在于维护和平，这就

必然赋予其明显的实践性，既用理论指导实践，

在各个层面解决冲突，实现和平，又在实践中不

断丰富发展理论。因此我们不难发现，许多和平

学研究的知名学者也参加各种和平组织或是担

任国际社会著名的冲突调解员，真正将和平学理

论应用于实践，为世界和平做出实质性贡献。

和平学的这些特点日益被新时代的国际关

系学家所接受或认可，“国际关系领域正在逐

步接受和平学的研究课题”②。西方除了将其

作为一门独立学科进行研究教学，更是将其作

为一种理论纳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通过揭示

国际政治行为体间的政治关系、互动模式及表

现形态，为人们提供一种分析国际社会复杂现

象和破解政治困境的认知框架，以期利用科学

方法，寻求解决国家冲突、实现世界和平、建立

世界和平秩序的条件与方法。③

三、和平实践

所谓和平实践，也即解决冲突、实现和平的

方法。国内外学者目前广泛探讨的主要方法有：

（一）冲突化解

和平学学者们普遍认为后天的社会环境和

社会习得是冲突和暴力产生的主要原因，而冲

突应该通过冲突化解的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

的发展结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处理冲突的方

法。鉴于和平是一个进程，是动态和持续的，同

时和平也是一种结构，它不仅是直接暴力的消

失，而且意味着深层结构暴力的治理与社会和

解④，因而在致和之路上，冲突转化也即冲突化

解（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比冲突解决（ｃｏｎｆｌｉｃｔ
ｒ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要好。所谓冲突解决意为明确地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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束冲突，虽然冲突在表面上暂时受到限制，但其

潜在的不平等尚未得到纠正，因而仍存在冲突

再次爆发的危机。所谓冲突转化即指从破坏性

关系到合作性关系的转变，产生冲突的制度或

结构发生改变，消除直接暴力和结构暴力。①冲

突化解的目的不是避免冲突，而是采取某种方

式去处理冲突，即在和平价值的框架内，将冲突

的消极影响降低到最小，而将其积极潜在因素

激发到最大程度②，通过调和冲突双方的价值

取向，达成一定的价值认同，化干戈为玉帛。目

前，国内外对冲突化解在实现和平中的重要作

用已达成普遍共识，作为人们最为关注的实现

和平的方法，冲突化解也即冲突转化已发展成

为和平学的一个新的领域，甚至成为其“姊妹

学科”，吸引学者们不断研究。

冲突化解的基本原则可归纳为五点：一是

人与问题分开；二是关注利益而不是位置；三是

尽量提出可能性的选择观点；四是坚持公平的

客观标准；五是坚持非暴力手段。冲突化解首

先要避免人身攻击，坚持对事不对人的立场，同

时要重视双方各自的观点主张及目标取向，充

分考虑双方的利益而非权力。许多和平学者都

对利益型冲突化解给予肯定，认为它是一种

“高效而花费低廉的处理人际关系的方式”③，

“比关注权力得到更多的实惠”④。冲突处理不

能通过动用权力来进行，而是本着调和及增进

双方关系的原则尊重双方的利益需求。如

１９７８年埃以双方就西奈半岛谈判达成协议，就
是通过审视双方利益而非立场实现冲突化解的

典型成功案例。表面上看，埃以冲突主要围绕

对于西奈半岛的主权问题，双方均坚持强硬立

场，而实际上埃及的利益在于西奈半岛主权，而

以色列的利益是想借助西奈半岛形成地理缓冲

带，确保国家安全利益，因而最终双方达成协

议：西奈半岛归还埃及，但对大部分地区实行非

军事化管理，消除以色列的安全忧虑。由此可

见，从冲突双方的利益出发，有利于更好地处理

冲突，化解矛盾。同时，冲突化解过程中也要坚

持公平、公正、客观的标准，采用非暴力的手段，

促使冲突各方在公正的原则下达成和解。而对

和平的需求也日渐催生新的职业———冲突化解

员———一个与冲突双方均无利益冲突的个人或

团体，通过考察冲突双方的真实想法，在设法实

现双方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提出冲突化解的方

案。如果充当冲突化解员的国家或团体带有一

己私利，只会加重双方矛盾或促使矛盾复杂化。

关注国家内部或之间直接暴力的国际冲突化解

员早已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作用，而民间也

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组织或个人，针对结构暴力

或文化暴力转化或调解冲突。

加尔通总结了冲突化解的主要模式：一是

超越（ｔｒａｎｓｃｅｎｄｅｎｃｅ），创造性地实现冲突转化；
二是妥协（ｃｏｍｐｒｏｍｉｓｅ），冲突各方适度降低各
自的目标，解决冲突；三是退却（ｗｉｔｈｄｒａｗａｌ），冲
突各方暂且或永远放弃目标，从而化解冲突。

通常，具有创造性的人使用超越，能适应的人使

用妥协，而害羞、胆小或谦卑、孤独的人使用退

却，但只有超越、妥协和退却的综合才是对生活

艺术和生活方式开出的处方⑤。当然，其他学

者也提出了诸多冲突化解的模式，如罗纳德·

费希尔关注作为维和与调停重要桥梁的和平建

设，以达到自养、自治和稳定发展的未来的目

标⑥；罗伯特·布莱克和简·穆顿设计了有关

关系与个人目标的五种解决冲突方式的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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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最好的方式是高目标与高关系取向。① 虽

然各种冲突化解模式颇具差异，但却有明显共

性：通过合作性架构、分析性观点、整合性方案，

实现冲突的转化而非冲突的解决。

（二）宽恕

如果说冲突化解是解决更显性暴力或冲突

的方法，那么宽恕则是在直接暴力或冲突发生

后人们需要面临的心理过程，也是消除其后可

能发生的结构暴力的有效手段。无论个人或集

体，冲突或暴力发生之后，我们必须学会放下过

去，坦然面对曾经经历的痛苦，才能继续前行。

如果始终沉溺于过去，就会将自我的受害者身

份在内心固化，难以走出痛苦的阴影。而宽恕

的本质就是释放痛苦的能力，正如汉娜·阿伦

特所说：“过去的罪恶是一把悬挂在新一代人

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宽恕有助于痛苦往事

的消解。”②宽恕的结果“可能给那些长期遭受

痛苦的人带来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而这“比继

续追忆他们的损失及其惩罚责任者更有实际效

果”③。宽恕并非遗忘、消解过往，而是对过去

的重新解释，重新界定受害者与作恶者过去的

关系，以期重新自我塑造，从受害者的身份中得

以解脱。对宽恕的研究直到最近才成为逐渐得

到承认的研究领域，引发和平学研究者们对其

分析探讨。

宽恕的主要类型分为利他主义宽恕（ａｌｔｒｕ
ｉｓｔｉｃ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和自我中心宽恕（ｓｅｌｆ－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ｆｏｒｇｉｖｅｎｅｓｓ）。利他主义宽恕主张宽恕不仅为了
自己，也为了帮助他人赎罪，减轻他们的负罪

感、痛苦和折磨。这种宽恕常见于有一定宗教

信仰的人们，尤其是基督教信徒们。约翰·克

里斯托弗·阿诺德对这种宽恕做了深入研究，

认为“当我们进行宽恕时，我们并不仅仅是原

谅一个缺点或一次故意的恶行，我们也同样包

容责任者，寻求改造和重塑他们”④。而自我中

心的宽恕并非为有罪者提供赎罪和改造的手

段，而是一种内心对于过去经历的重新界定，

以使自己从过去的伤害和创伤中摆脱出来，

从“受害者”的身份中解脱出来，重新面对未

来。因而，这种宽恕是实用主义的、面向自我

的宽恕。

但是宽恕有没有前提条件？当受害人企图

放下仇恨，消解自身痛苦，以期重塑历史及对施

害者认识时，施害者又该以怎样的姿态面对受

害者呢？宽恕的实现取决于施害者施害之后的

态度和行为。一是不能存在对受害者的继续骚

扰，这会导致受害者内心的恐惧继而憎恨；二是

不能否认曾经发生的施虐事实，这会导致受害

者的愤怒继而引发复仇情绪。两种情况都不能

实现受害者的宽恕，甚至是内心的平和。如果

施害者对其曾经的暴行毫无反省之意，缺乏基

本正视的勇气和诚实的态度甚至通过后续行为

继续干扰受害者，那么受害者纵然有足够宽容

的胸怀，面对施害者咄咄逼人的身影和态势，恐

怕也永远无法达到消除其潜在冲突因素的真正

意义上的宽恕。这一点最生动地体现在二战后

日德对其战时法西斯暴行的态度上。德国敢于

正视历史、勇于反省自我，因而较短时间内取得

了欧洲人民的谅解和宽恕，不仅有助于本国的

战后统一，也促进了欧洲大陆的联系合作。而

日本篡改历史教科书的行为却深深伤害了亚洲

人民的感情，纵然二战中受到日本法西斯铁蹄

践踏的广大亚洲国家人民力图宽恕或已达成表

面上的宽恕，但日本肆无忌惮、嚣张跋扈的态度

却无疑成为亚洲和平的隐患，他国人民的宽恕

容忍反而令其得寸进尺，成为其政治扩张的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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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近年来，日本不断增加军费，军备上从防御

转向进攻姿态，其自卫队拥有的坦克数量是英

国的三倍，战舰是英国的两倍①，并积极为其发

动侵略战争的罪行翻案，成为亚洲地区甚至世

界和平的潜在暴力威胁。或许只有当人们认为

过去的罪恶不会重来，相信事情正在朝着正确

的方向发展，人们才会真正从过去痛苦的记忆

中解放出来，彻底平息怒火，宽恕对方，寄希望

于未来。② 只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实现

真正的宽恕，实现面向未来的积极和平。宽恕

是一种超越，也是一种美德，但宽恕需要尊重宽

恕方和被宽恕方的人性。有关宽恕的实施方法

和条件，还应受到关注，值得和平学研究者们深

入探讨。

（三）和解

和解的本质是处在破坏性冲突的各方共同

准备，超越过去的分歧，迈向新的共同未来，是

关系中的一个变化。许多和平学者将和解融入

冲突转化中研究，但也有部分学者将其作为独

立的践行和平的方法进行研究。

约翰·保罗·莱德里奇认为，和解是真相、

宽恕、正义、和平四要素相结合的过程和汇合

点。真相渴望罪恶能被揭露，让人痛苦的损失

和磨难得到证实。但真相又与宽恕相伴，宽恕

需要摆脱过去、重新开始。正义是对个人和团

体利益、社会重建和补偿的探求，但又与和平相

连，和平强调相互依存、健康快乐和平安幸

福③。要实现真正的和解，我们需要对真相的

知情权，在了解真相的基础上，实现内心的自我

或利他宽恕，满足自我内心追求正义的需求，从

而实现和平。

但是追求正义与和解之间似乎总是存在着

一种紧张关系。英国和平研究者安德鲁·瑞格

比将正义分为四种类型：报复性正义、修复性正

义、分配性正义和程序性正义。报复性正义通

过报复（ｒｅ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清算旧账、奖善惩恶，但却
埋下了使仇恨永久化的危险，可能制造出新一

类的受害者，从而埋下潜在的未来冲突的危机。

修复性正义建立在修复冲突各方关系的基础

上，通过修复愈合受到冲突或不公正影响的每

个人所受的创伤，弥合受害者、作恶者及更广泛

的社会之间的三角关系。分配性正义通常与社

会及经济的正义有关，期望达到社会上每个人

都应公平地得到应属于他们的那份商品、服

务和其他有价值东西的目的。程序性正义强

调在执行和落实正义时公平适当的处置与正

当的程序④。

在追寻正义的过程中，政治领域常常遵循

两种伦理体制：一是终极目标或信念型伦理，毫

不动摇地遵循一套价值理想和特定目标，从不

妥协退让，可以通过任何手段追求所谓的“真

正的正义”；二是责任性伦理，本着政治行动需

要一种实际可行的意识指引的信念，会在现实

世界中接受妥协让步和实用主义，抑或两者择

其一。这两种伦理因其强烈的政治色彩，必然

服务于一定的政治目的，对其理念的把握稍有

偏差便会落入绝对化甚至极端化的漩涡，从而

模糊了正义的真实面目。针对这一问题，还产

生了和平主义者这一派别，和平主义者拒绝将

任何战争作为解决冲突的手段，排斥通过非和

平手段寻求和平的想法，因而与和平学研究者

不同，和平主义者常常因为无法找出可行的替

代暴力的方法维护正义与和平，而被当作空想

家而遭到摒弃。但是，在和平实现的过程中，人

们切不可打着“追求正义”的幌子，行暴力之

实，否则真心辜负了正义的本质，难以达到和解

的目的。而有关正义之度的问题也有待进一步

研究探讨。

同时，加尔通也在总结减少暴力的三种方

法之时提到和解：减少暴力，一是解决那些已经

６０１

①

②

③

④

阎学通、金德湘：《东亚和平与安全》，北京：时事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２７２－２７４页。
刘成：《和平研究视角下的中日和解———兼评时殷弘教授“中日接近与外交革命”》，《江海学刊》２００６年第３期。
ＪｏｈｎＰａｕｌＬｅｄｅｒａｃｈ，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Ｐｅａｃｅ：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ｉａｔｉｏｎｉｎＤｉｖｉｄｅｄ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ＷａｓｈｉｎｇｔｏｎＤ．Ｃ．：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

Ｐｅａｃｅ，１９９７，ｐｐ２９－３０．
［英］安德鲁·瑞格比著，熊莹译：《和平、暴力与正义：和平研究的核心概念》，《学海》２００４年第３期。



刘琛：和平学理论探析

发生过的冲突；二是去两极化（ｄｅｐｏｌａｒｉｚｅ）和人
性化（ｈｕｍａｎｉｚｅ），使社会成为一个整体；三是和
解，包括治愈创伤及结束暴力循环，可以通过调

停来化解冲突，再通过调和实现融为一体①。

在和解的过程中，既要使用头脑，动用智慧，更

要付出真心，表达诚意。

此外，许多学者还对宗教在实现和平道路

上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探讨，如美国的阿瑟·斯

坦②、米尔本·莱恩③、国内的孙亦平④等。通过

信仰影响人们的行为不失为实现和平的一种手

段，但因其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在此不作为一种

和平实践方法单独论述。

四、和平教育

和平学的研究目标是掌握与和平相关的知

识体系，维护世界和平，既然涉及到对知识的追

求与掌握，和平学必然也与教育息息相关。加

尔通在总结和平维持、和平营造、和平建构的致

和途径时，把教育界定为实现积极和平的重要

手段，明确了教育与建构和平、化解冲突的关

系⑤。美国的和平研究者伊安·哈里斯也将实

现和平的渠道归纳为：确保势力均衡、推行和平

主义、推动社会公正、建立国际体制、促进可持

续发展、开展和平教育。所谓和平教育即通过

在教育过程中贯彻非暴力、宽容和尊重生命等

价值诉求，向学生传授和平知识、培养学生的和

平建构技能、帮助学生内化和平理念的教育活

动。和平教育因其特有的传递知识、培养技能

所体现的有效应用价值，历来得到和平学研究

者们的重视。

（一）和平教育的内涵与类型

对于和平教育的界定与解读，不同学者各

有见地。阿林和斯特姆菲·斯蒂兹将和平教育

界定为“教授非暴力、冲突解决、经济平衡、政

治参与和环保意识的教育，是为了和平和社会

正义的教育”。⑥ 厄尔斯·鲍尔丁则使用“和平

学习”代替“和平教育”，从而强调学生的学习

主体地位。⑦ 贝蒂·瑞尔顿认为，和平教育是

“关于获得和维持和平的需要和可能性的知识

的传授，解释知识的训练技能，应用知识解决问

题、获得可能性的反思和参与能力的发展”。

这也成为目前被广泛认可的概念。⑧ 瑞尔顿继

而提出“全面和平教育”这一概念，认为和平教

育应涵盖所有年级和发展阶段，并渗透到所有

学科中去，各种教学方法都是和平教育整体框

架的重要部分。无论何种概念，和平教育既涵

盖了和平知识的传授，也囊括了实现和平技能

的培养，既注重理论教育，也注重应用训练。

对于和平教育的类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在１９８０年的首届世界裁军教育大会上，提出了
“为了和平的教育”和“关于和平的教育”两种

类型。“为了和平的教育”强调教育要创造实

现和平的条件，养成全球问题复杂性和人类多

样性的意识，国际关系研究、文化人类学、环境

科学等学科内容均可归其名下。“关于和平的

教育”更多关注和平教育的历史演进、实践模

式和目的，强调和平营造的知识和技能，涵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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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性冲突解决训练、人权教育、学校内的和平研

究等内容。

（二）和平教育的目标定位

有关和平教育促进世界和平、化解人类冲

突的总目标，人们早已达成认同，但当涉及和平

教育的具体目标，尤其是学校在推行和平教育

的角色定位时，和平学研究者们各持己见。瑞

尔顿认为，和平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个体星球

意识的发展，因为这将会让我们意识到自己是

一个全球公民，进而树立通过改善现有社会结

构和思维模式以改变人类的生存状况的理

想”。① 哈里斯全面列举了和平教育的十个具

体目标：理解和平这一概念的丰富意义；缓解自

我恐惧；提供关于安全的信息；理解暴力行为；

形成跨文化理解；提供未来定位；教导和平是一

个过程的理念；宣传和平是通过社会正义达成

的理念；树立对他人的尊重；非暴力解决冲

突。② 斯特姆菲·斯蒂兹则认为和平教育的首

要目标是改变战争文化占主导的局面，教导青

少年形成非暴力意识，具备良好的冲突解决技

能，推动经济健康发展，养成对人类生存环境关

注的意识。德里克·海特认为和平教育工作者

应该让学生了解各国政府怎样为他们的公民建

立安全体系，理解导致地区间战争的国际利益

体系，这种类型的和平教育可以称之为世界秩

序研究。③ 无论具体目标如何，和平教育均关

注了从个人到国家再到国际直至全球的不同层

次的和平建构，指导学生掌握从微观到宏观的

维持和平的技能。

（三）和平教育的实施

国内外和平学研究者们长久关注的焦点是

如何在学校情境下开展和平教育。莱德里奇提

出了和平教育的三要素：知识、态度和技能。学

习者应该了解战争与和平、经济与正义等方面

的知识，本着尊重与同情的态度，学习沟通技能

和谈判思维。莱德里奇不主张将和平教育作为

一门独立的学科来教授，而是由教师采用多种

方法引进课堂，将与和平相关的议题融入现有

的学科范围。④ 和平教育有三种基本方法：改

良、重建、转化，而许多学者认为转化的方法更

为全面有效，可以通过改变学生的价值观和思

维模式，鼓励合作，加强信任，建构宽容，实现拒

绝各种暴力的全球和平的目标。

而和平维持、和平营造、和平建构均可以在

校园得以体现，学校中对于暴力的处罚、对于秩

序的维护就体现了和平维持策略；冲突性解决、

协商、管理、文化多元意识又处处体现和平营

造；而对学生归属感、对他人尊重的态度、群族

间积极对话和交流的培养则属和平建构层次。

此外，和平教育还应根据各国、各地区不同情况

有针对性地开展，对于那些存在难以调和的矛

盾的地区，或种族间关系紧张的地区，和平教育

的首要目标是改变对他族的集体记忆，而对于

那些享受平静生活的地区，和平教育则应集中

在冲突化解、可持续发展、社会正义等主题。⑤

（四）和平教育的未来

尽管和平理念早已深入人心，但和平教育

的展开依然任重道远。未来和平教育仍然面临

四大挑战：一是如何以和平文化取代战争文化；

二是如何说服决策者和教育工作者将教育资源

投入和平教育；三是如何以研究来证实和平教

育对青少年的实际成效；四是如何发展适用于

校园的和平策略。⑥ 在积极构建和平文化的道

路上，和平教育仍面临实际困境，学者们既要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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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争取政治、经济等外部支持，加强和平教育的

资源建设，更要强调在全社会培育和平文化的

重要性，推动和平文化深入人心，实现大到全

球、小到个人的全方面多层次的积极和平。

五、关于和平学的几点思考

（一）和平学与国际关系研究

有关和平学与国际关系研究之间的关系，

历来是和平学研究者们关注并争论的内容。有

的学者将和平学理论作为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

的组成部分，有的学者将和平学与国际关系研

究割裂开来，而有的学者则避开两者间关系问

题的探讨，仅将和平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进

行研究。约翰·伯顿曾比较了和平学与国际关

系研究的异同：一是两者都是跨学科性科学，国

际关系研究包括政治、法律、经济等范畴，和平

学在此基础上还涵盖社会学、人类学、行为学、

心理学等内容；二是和平学的兴起是以二战后

国际社会掀起的和平运动为背景，其某些活动

如帕格沃什运动对裁军等问题曾产生过积极影

响，而国际关系研究对此影响不大；三是国际关

系研究更易得到政府财政资助；四是国际关系

研究更多聚焦于静态性描述，而和平学更具

动态特征，更关注研究机构和研究态度的变

化。①

更有甚者，有的学者认为和平学不是国际

关系研究，而是向传统国际政治学提出了挑战。

罗伊·普莱斯沃克指出，国际关系研究以国家

为中心，关注的焦点是国家利益和政治精英，如

力量均衡、权威、外交、战略和政策制定等，没有

考虑诸如个人、团体、非政府组织等国际社会中

的其他角色，而且国际关系研究本身就包含对

国家使用暴力和强制性武力的某种肯定。② 和

平学的研究范围比国际关系研究更广泛，包括

人际关系、组织关系和社会关系，超越了民族国

家的界限，试图将全球作为研究的对象，关注民

族国家内部不同层面间的相互作用。③ 奈杰尔

·扬则认为：和平研究是将人们从专制性和极

端性观点中解脱出来，而这些观点本身受到了

具有破坏性和潜在致命性体制的支持。人们

必须对这种体制内的语言、价值预设和策略

进行批评，不能再在一种传统的国际关系框

架中活动。

为了更好地理解和平学研究与国际关系研

究的相互关系，让我们先来从基础入手，审视一

下何为国际关系。所谓国际关系，主要是指世

界政治中国家、非国家等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即

无政府状态与秩序、冲突与合作、制约与发展之

间的互动关系。而国际关系理论是指描述、解

释、预测不同行为体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与理

论体系，意在探讨个体、国家、国际体系之间的

战争、和平以及发展等问题。从国际关系和国

际关系理论的基本概念来看，和平学所关注的

冲突化解、维持和平以及个人、国家、国际、全球

四个层次无不包含在国际关系和国际关系理论

中。而“理论不仅解释或预测，它们也能描述

出人类行为的可能性；理论不仅界定了我们解

释社会世界的可能性，而且界定了我们的道德

与实践视角”④。国际关系理论的历史任务既

是分析性的，也是规定性的。从国际关系理论

的性质来看，国际关系理论涵盖了描述和指导

两个层面，与和平学的动态性以及实践性正相

吻合。

从国际关系理论的分类来看，国际关系理

论通常可依据不同的分类方法，分为大理论与

中层理论、解释性理论与构成性理论、基础主义

９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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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与反基础主义理论。① 大理论是对主张发

现社会领域真理的解释，是建立在主张基本原

理的认识论基础之上的理论，主要采用概括的

方法解释具有普遍意义的国际现象；中层理论

不着眼于系统范围的普遍规律，而试图用尽可

能少的变量解释有限的国际关系现象和特定的

行为模式；解释性理论强调对理论假设的验证，

对国际关系现象的因果关系进行说明与解释，

意在为国际关系提供解释性的描述；构成性理

论认为现实是理论话语所构建的结果，理论能

够塑造或变革现实的发展方向，在解释与分析

事实的同时，也在改造着这些事实；基础主义理

论通过寻求元理论的立场，对理论主张进行正

误判断；反基础主义理论认为理论主张本身只

是反映对特定认识论观点的信守。对照不同类

别国际关系理论的特征，我们不难看出和平学

研究理论着眼于国际现象中的和平问题，既关

注致暴现象的分析总结又关注实现和平的方法

实施，隶属中层理论、构成性理论、反基础主义

理论类别。

从目前现实情况来看，和平学所关注的焦

点虽然涉及四个层面，但是只要民族国家仍在

相当长的时间内作为国际关系的主体对象存

在，那么民族国家之间的和平就是首先要维持

和考虑的问题。纵然和平学研究突显其全球

性，但如果国家间战乱不断，各国民众深受战争

的煎熬与折磨，士兵忙于血战，百姓疲于保命，

恐怕在战争中同属一方的国家的个人之间只会

相互帮助、彼此慰藉，敌对方国家的个人之间忙

于厮杀，何谈人际间的和平相处抑或全球的生

态发展？和平的实现无法脱离现阶段民族国家

的框架。无论和平学研究者强调个人、团体还

是国际组织在维护和平中的重要作用，其基本

目标都是在全球范围内避免战争、减少国家和

地区冲突，对照国际关系关注世界政治中国家、

非国家行为体等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即无政府

状态与秩序、冲突与合作、制约与发展之间的互

动关系，和平学是立足国际关系中的一个方

面———和平问题，充分利用发挥好和平学理论，

更能有效指导国际关系中的外交、战略和政策

制定，从而在国际关系中避免暴力，为维护整个

世界和平服务。因此，和平学逐渐被越来越多

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所接受，并被作为一种理

论纳入国际关系理论体系中。即便持不同见解

的学者将其作为一门单独的学科，虽然和平学

除国家层面外还关注个人、社会内部及全球等

更广泛的研究范围，但也不会影响其充当一种

国际关系理论、调节国家间关系、指导国际关系

研究走向的地位，正如现实主义、马克思主义、

建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国际关系理论也作为重

要理论出现在文学研究等学科中一样。

（二）理论研究有待深化

和平学是二战后刚刚兴起的，发展时间尚

短，许多基本理论及性质尚无定论，急需界定。

同时，因其面向未来、追求全球和平的最终目

标，难免遭到某些质疑，甚至会被贴上乌托邦的

理想主义标签。再者，冷战结束后，两极瓦解、

世界日益朝着多极化、全球化的趋势发展，越来

越多的国家和人民已对战争深恶痛绝，和平理

念日益深入人心，世界大战的硝烟已渐渐散去，

军事对峙与核威慑已不再那般一触即发。当战

争的血腥与凶残成为回忆时，人们往往将和平

当作一种常态，而对战争或暴力掉以轻心。但

是，环顾四周，我们不难发现地区冲突、民族冲

突、宗教冲突却在世界的各个角落此消彼长，层

出不穷，二战后全球无战事的日子屈指可数，世

界远没有实现人类理想中的和平。和平问题历

来都是各国际关系理论学派所关注的现实和圣

洁的理想，纵然是主张君主动用暴力治国的极

具现实主义特色的马基雅弗利也表现出对于暴

力使用条件及使用后果的担忧，更别说康德的

永久和平论和马克思、恩格斯的国际主义理想

了。因此，在冷战余波影响犹在，冷战思维尚有

残余的当今国际社会，深化和发展和平学理论，

尤为迫切，只有通过成熟的理论，才能更有效地

指导实践，维护和平。

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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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和平研究者瑞格比曾观察发现

一个现象：人们有时既受到体制和制度的迫害，

同时又在维护和复制这种制度；人们既是压制

下的牺牲品，也是压制的支柱。① 换而言之，每

种产生暴力的政治制度都有一种难以摆脱的怪

圈，即社会中的绝大多数成员，尽管并非有意，

但却在行动上默认了这种不合理的暴力制度，

这就更加增大了根除暴力体制的难度和阻力，

似乎人们对于暴力的麻木反而增加了暴力存在

的历史合理性。② 因而，要想实现真正的和平，

和平学还必须关注国际及国内制度的建立健

全，从理论层面对国际立法和国内制度建设给

予指导，通过健全的法制保障国家的根本利益

和人民的基本权益，通过经济发展和深化改革

逐渐缩小贫富分化，通过细化立法促使公民良

好的修养素质逐渐固化，从而从根基上控制冲

突爆发的条件，减少冲突。

此外，未来和平学研究还应关注人类全面

发展问题、全球环境问题、全球集体安全问题、

恐怖主义问题、文化交流问题以及性别问题等

各种关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棘手问题，运用不

断充实的理论指导和平实践，并通过和平实践

推动理论的深入发展。而我国学者更应深入探

索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平思想渊源，将儒家、道

家、佛家的和平思想发扬光大，在国际上予以传

播，为丰富和平学理论做出我们的贡献。

（三）和平教育走近生活

目前，许多国家都在校园里开展和平教育，

但是由于教育资源有限，和平教育尚未普及，甚

至成为有的学校裁减的对象，还有许多国家和

地区根本没有开设和平教育课程。其实，鉴于

和平教育的跨学科特质，即便学校不单独开设

和平教育课程，仍能完成和平教育的任务。一

是可以进行教师培训。通过培养跟和平相关的

各社会学科教师的和平教育意识，培训教师的

和平教育技能，使教师将和平教育与各自学科

知识相结合，在本学科的教学中向学生渗透和

平知识，训练化解矛盾与冲突的技能，从而让学

生在其他学科的学习过程中学会抵制暴力，妥

善处理冲突。二是可以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

家庭是孩子最主要的活动场所，父母则是孩子

最有效的和平教育者，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孩子

的价值观影响深远。父亲可以教育孩子以非暴

力的方式处理外在冲突，母亲则可以通过心灵

沟通教育孩子学会移情及正确表达自己的情

感。当女性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学家呼吁国际社

会关注女性心声之时，或许我们可以思考一下

如何在日常生活中更好地发挥女性特长，对国

际关系有所建树，或许我们可以从自己的言传

身教开始，培养孩子的非暴力意识和社会责任

感，让孩子学会情绪释放、学会沟通交流、学会

宽容理解、学会尊重合作，在潜移默化中让和平

理念在孩子心中生根发芽，或许这才是最有力

量的和平教育。三是关注社会上的和平教育。

在不断健全社会体制和法制的基础上，加强积

极价值观的建构引导，增强每一位公民的自我

责任感、道德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引导公民以

非暴力的方式解决冲突，逐渐摒弃或减少以自

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多多通过移情设身处地

换位思考，通过沟通交流、缓和克制、减少暴力

冲突，避免以暴激暴。此外，进行和平博物馆建

设，通过回顾历史，提醒人们永远铭记战争的残

暴无情，珍惜和平的美好幸福。

综上所述，二战之后，历经一系列国际风云

变迁，和平学已受到国内外学者越来越多的重

视和关注，虽因其形成、发展时间短暂，或许尚

显稚嫩，但是只要人类追求和平的需求尚存，追

求和平的理想犹在，那么人们必将为之付诸努

力，生生不息，也必将推动和平学研究深入发

展，成熟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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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安德鲁·瑞格比著，刘成译：《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南京：译林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１１页。
陈晓律：《从发展的角度理解和平学———兼评安德鲁·瑞格比的＜暴力之后的正义与和解＞》，《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

文科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５年第２期。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ＡＳｕｒｖｅｙｏｎＰｅａ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

ＬｉｕＣｈｅ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２５００１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ｉｎｃｅ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ＩＩ，ＰｅａｃｅＳｔｕｄｙｓｐｒｕｎｇｕｐｏｕｔｏｆｔｈｅ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ｔｒａｇｅｄｙｏｆｉｔｈａｓｃｏｎｔｉｎ
ｕｅｄｔｏｂｌｏｓｓｏｍ．Ｆｏｒｅｉｇ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ｎｏｔｏｎｌｙｈａｖｅ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ｉｔｉｎｔｏＰｅａ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ｂｓｏｒｂｅｄｉｔｉｎ
ｔｏｔｈｅｓｙｓｔｅｍｏｆ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ｓｙｓｔｅｍ，ｂｕｔａｌｓｏｈａｖｅｍａｄｅｉｔｉｎｔｏａｎ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ｈｅ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ｒｅｌｅｖａｎｔ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ｓｔａｒｔｅｄａｌｉｔｔｌｅｂｉｔｌａｔｅｒ，ｍｏｒｅａｎｄｍｏｒｅ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ｈａｓｂｅｅｎａｔｔａｃｈｅｄｔｏｉｔｇｒａｄｕａｌｌｙｉｎｒｅｃｅｎｔｙｅａｒｓ．Ｔｈｅｍａｉｎｆｏｃｕｓｏｆｔｈｅ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ａｔｈｏｍｅａｎｄａｂｒｏａｄｃｏｎ
ｃｅｎｔｒａｔｅ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ａ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ｓａ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ｎｅｗｔｈｅｏｒｙ
ａｒｉｓｉｎｇａｆｔｅｒＷｏｒｌｄＷａｒＩＩ，ｈｏｗｅｖｅｒ，ｉｔｎｅｅｄｓｔｏｂｅ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ｅｒｆｅｃｔｅｄ．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ｐｅａｃ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ｐｅａｃ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ｐｅａｃ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ｏｒｙ

责任编辑：时晓红

２１１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年第６０卷 第１期 （总第２５８期）
２０１５　Ｖｏｌ．６０　Ｎｏ．１（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２５８）

课程隐喻：方法论视野下的课程复杂性研究
①

钱小龙，汪　霞
（南京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苏 南京，２１００９３）

　　摘要：　课程隐喻，作为后现代课程理论指导下一种本源性的存在，有着独特而丰富的人文精神意蕴。通过对
复杂性隐喻概念缘起与发展解析，以及复杂性隐喻概念与课程研究的相关性透析，课程隐喻这种理论隐喻与课程

研究领域相互吸引、碰撞和融合所涌现的崭新隐喻体系清晰地呈现出来。根据经典课程理论的课程要素组成，从

课程目标、课程教学方法、课程内容、课程评价等方面运用代表性隐喻方法加以对照和分析，探寻方法论视野下的

课程隐喻，希冀寻找到关于众多课程问题的解决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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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杂性隐喻概念缘起与发展解析

复杂性理论是一个不断演化的知识体系，

随着社会科学领域复杂性研究的相关著作不断

出现，这一领域复杂性研究的讨论、应用和参与

得到持续的加强，并发展了大量的支持者，他们

把复杂性理论应用于一大批富有改革意义和深

远影响的社会科学工作中去，复杂性研究面临

着社会科学领域的转向。一般来说，复杂性研

究有两个流向，一个是与模型建构相关的定量

研究流向，另一个则是与定性研究相关的非定

量研究流向。不过，一些需要共同来解决的问

题，如自生自发秩序、鲁棒性、不规则碎片等概

念的出现使得复杂性研究的流向趋向一种模糊

的态度，从而也导致理论上混乱和怀疑。那么，

如何评价复杂性理论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

呢？是否复杂性研究的社会科学转向只是一种

不足以令人信服的一次性案例？是否存在学科

之间的不兼容性？这些在理论转向和重构阶段

所出现的问题是非常正常的，这与复杂性理论

的多学科出身也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这些问

题的解决面临巨大的挑战，但隐喻概念倒是提

供了一种可行的方案。隐喻概念是观念、思想

和理念从一个领域向另一个领域转向的重要媒

介物，尽管其有效性还有所争议。之所以使用

一个“模糊性”媒介物来说明一个“模糊性”的

研究领域，是因为隐喻概念的模糊可以或多或

少“照亮”复杂性理论的神秘性和不确定性，而

且隐喻概念也已经拥有非常成熟和有力的关于

理论如何转向和重构的观点②。

从词源学上来说，隐喻概念意味着一种跨

越，一种转移，是两者之间的对照和比较，但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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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了一种隐含和修饰的方法，每一个隐喻都是

文本上可能的，想象上暗示的①。隐喻概念大

体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文学隐喻，另一种是

理论隐喻，后者还称为科学隐喻或理论建构隐

喻，它们在不同学科领域扮演着富有意义的角

色②。文学隐喻是语言研究理论经常讨论的话

题，关于隐喻的基本术语学系统研究也源自于

该领域，也就是说作为一种媒介，隐喻将该领域

视为源领域和目标领域。隐喻通过一种存在于

一致性与非一致性之间的张力来加以运用，被

视为一种外延上错误和内涵上正确的概念，即

源领域中隐喻所显示的特征和含义并不是目标

领域所要表示的，但来自于源领域隐喻所承载

的相关内涵会与目标领域产生共鸣，从而给隐

喻带来富（ｒｉｃｈｎｅｓｓ）意义③。隐喻概念是日常
语言运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有利于更加

恰当和准确地表达所要表达的意思，尤其在替

代理论（文句或词语的比喻替代）、比较理论

（相关领域属性或信念的对照比较）和交互理

论（源领域与目标领域之间道具的选择和并行

物的创建，并行变化的导引）方面④。理论隐喻

经历着与文学隐喻完全不同的发展历史，当文

学隐喻逐渐失去它的动力学品质，走向陈旧或

死亡，直至融入普通语法语句中时，理论隐喻则

通过不断的变化和演进给予研究者更多的启

发，也获得更多研究者的青睐，尽管也失去了部

分动力学品质，但并未走向陈腐和消亡，而是在

相关领域，尤其是一些新领域建立起与特定学

科的理论和知识有关的隐喻体系，课程隐喻正

是这种理论隐喻与课程研究领域相互吸引、碰

撞和融合所涌现的崭新隐喻体系。

二、复杂性隐喻概念与课程研究的相关性

根据高登（Ｇｏｒｄｏｎ，１９６６）的隐喻层次理论，
第一层次隐喻是描述两个物体或观点之间非常

明显的相似性，如视觉隐喻；第二层次隐喻描述

从识别相似性而产生的升华，如空间隐喻；第三

层次隐喻涉及对于生命体作出移情作用的识

别，如内部隐喻；第四层次隐喻则涉及对于非生

命体作出移情作用的识别，如系统论和控制论

隐喻⑤。只需对有关课程理论的著作稍作浏

览，我们就会发现课程研究是多么依赖于隐喻

语言的使用。有的学者倾向于从直观的角度研

究课程，运用视觉隐喻可以得出“隐含课程”、

“潜在课程”、“隐性课程”、“内隐课程”、“无形

课程”和“虚无课程”。有的学者倾向于从三维

空间角度研究课程，运用空间隐喻可以得出

“层级需要课程”、“螺旋课程”、“主题中心课

程”、“学生中心课程”和“经验中心课程”等课

程条目。也有学者从内容角度来研究课程，运

用内部隐喻（ｉｎｎｅｒｍｅｔａｐｈｏｒ）可以得出 “独立科
目课程”（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ｓｕｂｊｅｃｔ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关联
课程”（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融合课程”
（ｆｕｓｅｄ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活动课程”（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ｂａｓｅｄ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经验课程”（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生存竞技课程”（ａｒｅｎａｏｆｌｉｖｉｎｇ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和 “社会问题课程”（ｓｏｃｉａｌ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等课程条目。还有学者把课程视为
一个“过程模型”，涉及各种要素的输入、处理、

输出和反馈，这里使用的是控制论隐喻，或者称

课程为“课程系统”，认为课程包含认知、情感

和精神运动等各种不同的领域，或者认为课程

包含教学、管理、评价和理论研究等各种不同的

领域，这里使用的是系统论隐喻，涉及的课程隐

喻条目有“课程建设”（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课程源泉”（ｓｏｕｒｃｅｏｆ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课程架
构”（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课程事业”（ｃｕｒｒｉｃ
ｕｌｕｍ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工具性内容”（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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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ｔｅｎｔ）和“结构性课程系列”（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ｄｃｕｒ
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ｅｒｉｅｓ）等。

实际上，在课程研究中很少发生多个隐喻

概念的交互使用，绝大部分情况只是一种非正

式的“插曲”型的运用，而非审慎的“全章”型的

运用，很可能产生各种片段性和细节性的矛盾

纠葛，无法获得相对比较严谨和清晰的思想理

念表达，因此隐喻概念在课程研究中运用还受

到很多约束和存在许多障碍。相对来说，基于

第三、第四层次的隐喻概念由于吸收较多有关

系统理论、控制理论的思想在运用时会具备更

大的优势，特别是复杂性隐喻概念。一个成功

的隐喻既要能够正确表达与普遍化相关的规律

性，还要能够感知和明晰纷繁复杂的现象背后

所隐藏的内部性质与外部条件之间的关系，更

要能够提供足够的正当性支持以重塑分析和控

制思维。复杂性隐喻概念是确定和表达教育哲

学观念的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它通过象征间接

地传达更加易于接受的理念。复杂性隐喻概念

能够运用象征在课程的教与学之间建立联系，

通过类推、演绎、联想和归纳等一些非常常见的

方法，使用包括故事、诗歌、口头描述等一些媒

介把抽象的理念比喻为具体的实在，实现课程

理念的升华。尽管复杂性隐喻概念种类繁多，

但无论是哪种类型的隐喻，都包含着通过一种

含蓄的比喻以唤起对两种事物之间相似点的注

意①。换句话说，为了描述未知的，我们必须求

助于已知的，这就是隐喻的本质，一种非同寻常

的熟悉之物与陌生之物的并置②，而课程隐喻

的使命正是如此，在课程理论化框架的支持下，

运用各种参数设置和价值决策来定位课程问

题，通过无穷的必要性“理念位移”和“片段耦

合”完成课程问题的形象化或具体化，但同时

也要避免庸俗化，并为问题的完满解决提供方

法论意义上的启示和导引。

三、方法论视野下的课程隐喻探寻

根据里塞克（Ｌｉｓｓａｃｋ，１９９９）的观点，复杂
性隐喻概念包括适合度景观（ＦｉｔｎｅｓｓＬａｎｄ
ｓｃａｐｅ）、吸引子（Ａｔｔｒａｃｔｏｒ）、补缀（Ｐａｔｃｈｅｓ）、代
尔塔（Ｔａｕ）、路径依赖（Ｐａｔｈ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模拟退
火（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生成性关联（Ｇｅｎｅｒａ
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报酬渐增（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ｔｕｒｎｓ）
和初值敏感性（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ｏｎｉｎｉｔｉ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等种类③。在面对一些新奇性和非
预期性事物时这些复杂性隐喻概念可以提供新

的理念和类推，课程作为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

一个极其微小的研究领域，尽管似乎无法引起

相关专业科学人士的兴趣，但作为具备巨大社

会意义的研究领域是值得教育研究学者加以剖

析和研究的。从课程隐喻角度研究课程关乎方

法论意义上的课程价值实现，根据经典课程理

论，我们可以从课程目标、课程教学方法、课程

内容和课程评价四个方面运用合适的复杂性隐

喻概念来加以分析。

（一）适合度景观与课程目标

适合度景观又称为适切景观，还称为生殖

成就空间，它是一种通过使问题形象化以达到

最优化或适切性的复杂性隐喻方法。圣塔菲研

究所的考夫曼（ＳｔｕａｒｔＫａｕｆｆｍａｎ，１９９３）在他的
《秩序的起源》运用适合度景观来描述进化的

过程④。在自然界中，有高峰，也有低谷，最高

的山峰代表着最优的解决方法。那么如何到达

最高的山峰呢？由于在任何时候具备较多适应

性条件的要比具备较少适应性条件的拥有更多

的优越性，那么适应性运动可以视作为始终处

于向高处移动的过程中。依赖于景观的特征，

一个特定的适合度运动可以导致地区性最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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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Ｒ．Ｌｉｓｓａｃｋ．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Ｔｈｅ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ｔｓｖｏｃａｂｕｌａｒｙ，ａｎｄｉｔｓ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ｔｏ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Ｉｓｓｕｅｓｉ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ｓａｎｄ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１９９９（１）：ＰＰ１１０－１２６．
ＳｔｕａｒｔＡ．Ｋａｕｆｆｍａｎ．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Ｏｒｄｅｒ：Ｓｅｌｆ－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ｉｎ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３：

Ｐ１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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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ｃａｌｏｐｔｉｍｕｍ），即没有任何其它道路通向更
高处。因此，实际上人群的运动未必就是始终

走向更高处，他们可能聚集于地区性的最优化，

移动于稍低于适切性高峰（ｔｈｅｆｉｔｎｅｓｓｐｅａｋｓ）的
山脊之间，或者徘徊于高峰与适合度景观之间。

考夫曼还运用ＮＫ模式来研究适合度景观的外
部特征，其中 Ｎ是指变量的数目，Ｋ是指每个
变量的输入数目，当 Ｋ为零时，景观如同富士
山一样拥有理想的平滑山峰，达到球形的最优

化，随着 Ｋ逐渐增长，景观也随之越来越崎岖，
出现大量地区性最优化，相互之间关联性越来

越强，直至达到最高点———混沌，最终导致复杂

性灾难（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ｅ），但最后的结果
还是趋向于适切性中值（ｔｈｅｍｅａｎｆｉｔｎｅｓｓ）。因
此，考夫曼认为适合度景观既是崎岖的，又是平

坦的，即是相互关联的，又是毫无关联的。现实

中适合度景观往往会遇到诸多困境，必须在一

个绝对平滑的景观（单一的、独立的、最高的山

峰，可以快速到达顶峰，也易于跌下山崖）和一

个绝对崎岖的景观（大量的、相互关联的、较低

的山峰，很难到达顶峰，也不易于跌下山崖）之

间寻找平衡点，而最终的抉择很可能是一个次

最优化位置，拥有数个地区性最优化（ｌｏｃａｌｏｐ
ｔｉｍａ）或伪最高峰（ｆａｌｓｅｐｅａｋｓ）的一个崎岖的适
合度景观（ａｒｕｇｇｅｄｆｉｔｎｅｓｓ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①。一个
崎岖的适合度景观呼唤一个完全不同的教育议

程，它将极大地减少有关教育适切性共同原则

的设置，而且对一些核心要素给予特别的强调

和关注②，课程目标就是其中的核心要素之一。

课程目标的设定与实现也同样经历着这样一个

适切性的过程，它不是静态的，更不是路径高度

平滑的，我们需要关注课程目标的生态环境，以

及始终存在的相互关系和适切性运动。

课程目标（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是一种可
以衡量的和具体明确的目的，课程计划者都希

望某个教学阶段结束时，每个学生能够完成它

以达成特定学校系统所设定的教育项目的若干

片段要求③。课程目标有利于教育者有效组织

和成型他们的想法，也有利于控制和评价教学

进程，更有利于学生明确学习的导向、引导学习

材料的选择和组织，以及成功达成学习期望。

与课程目标相关的因素非常多，包括当前研究

领域专家的主导思想和倾向性观点、课程知识

的基本属性和科学规律、课程教学的主要规则

和基本原理、个体的自然本质和发展规律、家庭

的需求导向和动力支持，国家的政策导向和法

规制订，以及来自社会的多元化要求和接受程

度等④。适合度景观隐喻在课程目标中主要通

过两种方式反映出来，一是在课程目标的制订

和实现过程中追求目标的适切性中值，即次最

优化的适切性，达到局部的最佳适应性；二是课

程目标与来自内部和外界各种因素相互作用，

共同发展和演进，形成崎岖的地区性最优化适

合度景观。无论从宏观（国家层面）、中观（学

校层面），还是微观（课堂层面）角度来分析这

两种适合度景观隐喻，都可以发现其存在的广

泛性。以宏观层面的课程目标为例，许多国家

都制订了统一的课程目标和与之相配套的课程

标准，但每个国家由于受到来自国家性质、发展

阶段、社会需求、公民素质等多种因子的影响，

无论是课程目标的制订，还是课程目标的实现

不应遵循着相同的路线和一成不变的景观，并

且景观的形状本身应该有着明显的差异。实际

上，每个国家的课程目标都是一个地区性最优

化的顶峰，而且每个国家之间所追求的顶峰很

可能存在巨大的差异，那么每个国家的课程目

标都会找到自己适切点，避免了课程目标的同

质性和盲目性。再以微观层面的课程目标为

例，制订适合每个学生的课程目标犹如在一片

崎岖的地貌探寻最佳适合度景观一样，尽管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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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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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纷繁复杂，既有高峰，也有沟壑，但在各种参

与因子（教师、父母、同伴、管理者、自我）的共

同作用下不断演进，形成了一种基本的地貌景

观。各种因子不断地相互作用，或者走向最高

峰，或者走向低谷，但都不是平衡点，当这种相

互作用处于一种动态平衡状态时，也就是达到

所谓的中等适切性的次最优化位置时，所有可

能性的景观空间将一览无余，课程目标拥有了

最大程度的广泛性和科学性。当然，当课程目

标面临拥有数个地区性最优化景观时，如何抉

择将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难题，如果选择任

意一个地区性适合度景观以追求次最优化时，

很可能为之所缚，导致错误的决策，如果选择远

离这些地区性适合度景观以追求整体最优化

时，有可能实现很大程度的自由，但也很有可能

堕入山谷，导致彻底的失败。追求整体最优化

并没有错，但始终还是相对的，并不存在绝对的

最优化，矫枉过正的结局必然是失败，不断变化

的适切性过程并非就能达到整体的最优化，它

会始终处于运动的状态，处于各种内外因素的

相互作用过程中，直至达到一种暂时性的动态

平衡，而课程目标只要在这个时候才有其价值

性和科学性。

（二）路径依赖与课程教学方法

路径依赖涉及事物随机配置过程的动态属

性，它既可以定义为动力学过程与汇聚为一点

的结果之间的关系，也可以定义为考虑范围之

内的随机事件的概率极限分布。引发路径依赖

的机制并不是非常明确，很多学者把路径依赖

与初始条件的敏感性联系起来，戈登斯通（Ｇｏｌ
ｄｓｔｏｎｅ，１９９８）则坚持认为路径依赖根本不是由
任何特定初始条件决定的①。实际上，初始条

件对路径所产生的影响作用要远远小于伴随其

后的一系列偶然事件，也即非预知性的、非目的

性和一定程度上的随机事件。路径依赖固有的

不可确定性来自于事物发展过程中随着时间推

移所发生的现实的展开，分配机制的变化，以及

结果各种的可能性，因此，其性质与非遍历性的

马尔科夫链（ｎｏｎ－ｅｒｇｏｄｉｃＭａｒｋｏｖｃｈａｉｎｓ）有很
大的相似性。不过，这种偶然性的路径选择一

旦完成，不同的机制将导向自我强化，如积极的

网络外在性效应（ｎｅｔｗｏｒｋｅｘｔｅｒｎａｌｉｔｉｅｓ）和报酬
渐增②。以 ＱＷＥＲＴＹ键盘的生产为例，随着生
产规模的扩大，固定的成本被分配到巨大数目

的单位，利润率也就越来越高。从用户的角度

来看，习惯使用ＱＷＥＲＴＹ键盘有利于根据简便
和快速地打字，也就是使用键盘的用户越多，所

得到的效用也就越多，生产的规模和用户的学

习环路都强化了 ＱＷＥＲＴＹ键盘的运用倾向
性③。不过，有效的自我强化也可能导致负面

的外在效应，即降低了替代路径的吸引力。路

径依赖理论是由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道格拉斯

·诺斯（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Ｃ．Ｎｏｒｔｈ）首次提出的，他认
为，在社会文化、语言、规则、标准、工具和行为

模式中都存在多样化的演进，这种演进在受到

基本的选择限制之外还隐藏路径依赖的规律，

即以前任何环境下所作出的决策都会对当前和

未来的决策产生一定的影响，即使环境之间没

有任何相关性。路径依赖理论的影响作用发挥

与制度和技术变革中信念系统的感受性相关，

换句话说，路径依赖影响着制度和技术变革④，

而教育变革同样是路径依赖的作用对象之一。

假如在教育领域发生了某个历史事件（ｈｉｓｔｏｒｙ
ｍａｔｔｅｒｓ），那就有可能形成一种惯性，这种惯性
将导致教育变革感受性的懒惰和消极，进而引

起教育信念系统的内在匮乏，如果这个过程中

再发生一些偶然性的教育事件和不断产生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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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ＢｒｉａｎＡｒｔｈｕｒ．Ｃｏｍｐｅｔ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ＩｎｃｒｅａｓｉｎｇＲｅｔｕｒｎｓ，ａｎｄＬｏｃｋ－Ｉｎｂｙ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Ｅｖｅｎｔｓ．Ｔｈｅ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８９
（１）：ＰＰ１１６－１３１．

ＤｏｕｇｌａｓｓＣ．Ｎ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ｉｍｅ．Ｔｈｅ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１９９４（３）：ＰＰ３５９－３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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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自我强化，将导致对路径的高度依赖，造成教

育变革的停滞不前。

课程教学方法（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ｍｅｔｈ
ｏｄ）是由教师用来促进学生学习的有组织和系
统化的程序，它包括了按照逻辑关系安排好一

系列步骤，缺少教学方法的运用将导致教学事

件的难以处理和精力、时间、甚至金钱的浪

费①。课程教学方法所具有的基本要素主要包

括三个方面：一个有组织、有顺序、系统化和精

心计划的程序；一定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的规律

和理论；各种类型的教学工具。首先，从教学程

序或步骤角度来分析课程教学方法的演进。教

学程序涉及一系列连贯的和相互依托环节，一

旦确定了某种环节逻辑顺序的选择，由于习惯

性和思维惰性的作用就会对这种选择产生依赖

性，而这种依赖性则很可能发展为一种惯性。

在课程教学方法变革的过程，初始教学环节序

列选择和之后长期的自我强化（日常教学实

践）与外在强化（相关的教学考评机制）逐渐放

大教学程序的固有特征，一旦进入锁定状态，想

要变革就会变得十分困难。其次，从教学指导

思想的角度来分析课程教学方法的演进。每一

种课程教学方法都贯彻了某一种教学指导思

想，它对于课程教学方法的影响作用有时是外

显的，有时却是暗含的。这种教学指导思想源

自于教学者对于课程教学理念的初始理解，尽

管在之后的学习中会受到差异性教学思想的影

响，但一旦进入实践环节，经由反馈和强化教学

指导思想就会与教学实践建立固定的连接。这

种连接如果是积极的，会对教学方法的运用产

生正反馈的作用，通过惯性和冲力，产生马太效

应，教学实践可能因此步入良性的循环；但如果

是消极的，那么会对教学方法的运用起到负反

馈的作用，教学实践可能会被束缚在某种停滞

和惰性的状态下而造成恶性循环，最终导致教

学失败。最后，从教学工具角度来分析课程教

学方法的演进。教学工具是教学方法的显性反

映，也是最能体现路径依赖的实际效果的。传

统的教材、黑板和粉笔等教学工具历经千年到

如今仍然还在很大的范围中使用，即使随着信

息技术的发展，出现许多崭新的教学工具，但很

多时候现代化躯壳下面隐藏的依旧是传统的面

孔。由教学工具遗产和工具运用方法的定型行

为所引发的“历史事件”对技术变革过程发挥

着重大的影响作用，这种历史累积的进化过程

与路径依赖有很大的关系，尽管传统教学工具

与现代教学工具在制作材料、运行机制和效果

呈现方面都有所不同，但由于历经太长历史阶

段的强化和偶发事件的刺激，路径依赖的幽灵

依然徘徊在教学工具的变革和运用过程中，教

科书、黑板和粉笔在一种华丽的技术外衣包裹

下重新“归来”。

（三）模拟退火与课程内容

模拟退火是在一种有关热力学系统研究的

蒙特卡罗统计方法基础上修改而成的计算方

法，柯克帕特里克，盖拉特和韦基三人（Ｓｃｏｔｔ
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Ｃ．ＤａｎｉｅｌＧｅｌａｔｔａｎｄＭａｒｉｏＰ．Ｖｅｃ
ｃｈｉ，１９８３）首先对模拟退火加以论述②，之后更
多的学者参与了对模拟退火的研究。模拟退火

是一种概率性元启发式方法（ｐｒｏｂａｂｉｌｉｓｔｉｃｍｅｔａ
ｈｅｕｒｉｓｔｉｃ），用来解决一个宏大搜索空间中关于
特定函数项的最佳近似值的有效性全局最优运

算问题。与穷尽列举法相比，模拟退火在解决

一些特定问题时其目标是追求一种可以接受的

在固定时间内的最接近方法，而非最佳的可能

性方法，因此拥有更高的有效性③。模拟退火

算法是在仿效固体退火机制的基础上得出的，

固体由足够高温逐渐冷却的过程中，经历多个

温度的平衡态，粒子运动由杂乱无章渐趋有序，

内部结构趋向一致和稳定，最终达到最小化的

能量配置。模拟退火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初值

无关性。初值无关性是指最终的结果或解决方

８１１

①

②

③

ＭａｎｕｅｌＢｕｅｎｃｏｎｓｅｊｏＧａｒｃｉａ．Ｆｏｃｕｓ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Ｍｅｔｈｏｄｓ，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Ｍａｎｉｌａ：ＲｅｘＢｏｏｋｓｔｏｒｅ，１９８９：ＰＰ２１－２２．
Ｓ．Ｋｉｒｋｐａｔｒｉｃｋ，Ｃ．Ｄ．ＧｅｌａｔｔａｎｄＭ．Ｐ．Ｖｅｃｃｈｉ．Ｏｐｔｉｍｉｚａｔｉｏｎｂｙ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Ｓｃｉｅｎｃｅ．ＮｅｗＳｅｒｉｅｓ１９８３，２２０（７）：

ＰＰ６７１－６８０．
ＤｉｍｉｔｒｉｓＢｅｒｔｓｉｍａｓ，ＪｏｈｎＴｓｉｔｓｉｋｌｉｓ．ＳｉｍｕｌａｔｅｄＡｎｎｅａｌｉｎｇ．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９３（１）：ＰＰ１０－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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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与初始条件无关，这个初始条件我们称为初

始温度 Ｔ（ＳｔａｒｔｉｎｇＴｅｍｐｅｒａｔｕｒｅ）。虽然最终的
结果与初始温度无关，但为了产生更多和更优

的解决方案，初始温度既要足够高以便于移动

到任何状态，又不能太高避免随机方法的滥用，

并且每次降温差距必须足够小避免局部性最优

值。模拟退火的第二个显著特征是全局最优

化。全局最优化是指在最优值或最优解决方法

的搜索过程中引入了随机因素，以扰动的机制

对部分或整个解空间随机取样一个解，以机率

函数来判断此扰动解为此次迭代的新解，并按

照一定的概率来接受一个比当前解要差的解，

从而有可能会跳出这个局部的最优解，达到全

局的最优解。模拟退火的第三个显著特征是并

行性。并行性是指将一组初始状态发送给不同

的处理机，由多个处理机同时独立地执行算法

进行整个模拟退火搜索过程，各处理机可采用

不同的状态产生函数、接受函数和控制参数，最

后经汇总比较得到最终结果。并行策略的优越

性体现在增强了整个系统的灵活性，充分发挥

了各独立处理机的作用。根据这样一个物理过

程隐喻类推教育决策过程，物理系统每一个状

态对应于教育事件不同发展阶段，系统的内部

能量状态对应于教育事件决策的作用范围，当

前的随机最接近方法对应于每一个可能的决策

步骤，而这种可能性的选择依据的相关影响因

子之间的差异性和整体参数 Ｔ，参数 Ｔ（对应于
教育决策的选择空间）在这个过程呈现逐级下

降的趋势，追求的目标则是把任意初始状态的

系统带入最小能量值的状态（即平衡稳定的选

择空间）。当参数 Ｔ足够大时，当前解决方法
的变化几乎是随机的，但随着 Ｔ值的下降，这
种随机性也趋向于零，也即存在了更多的规律

性。在参数 Ｔ逐级下降至零的过程中存在着
足够的冗余空间，在这个空间中拥有多个平衡

态，具备了提供多个最接近方法（最接近的教

育决策选择）的潜能，避免了由穷尽算法所导

致的后果———陷于局部最优的境地。

课程内容（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ｃｏｎｔｅｎｔ）从狭义上来
看，很多时候会把它与课程大纲、教材或其他教

学材料联系或等同起来，从广义上来看，则是指

在学校环境下按照预期学习结果对学习经验所

进行的有规律组织，从中可以体现教师的教学

计划和教学理念①。一般来说，课程内容可以

理解为各种学科课程中所涉及的事实、观点、原

理、规律和问题的相关知识点的总和，对应于学

生在知识、技能、情感、观点、思想、信念、行为、

习惯等方面的培养和提高。根据埃特·霍林斯

的观点，课程内容可以三个维度来分析：显性、

隐性、虚无②。显性课程内容（Ｔｈｅｅｘｐｌｉｃｉｔｃｕｒ
ｒｉｃｕｌｕｍｃｏｎｔｅｎｔ）是课程内容最重要的表现形
式，通常是以大纲形式呈现或以教材作为主要

依托的，在内容性质、类型和规范方面都有比较

严格和明确的要求，在面向对象的广泛性方面

也需要达到较高的水平，需要在一定程度上淡

化学生在种族、性别、家庭、年龄和身体状况等

各方面的差异，寻求共同点，制订出至少在理论

上具有广泛认同度的内容标准。显性课程内容

充分反映了模拟退火的并行性特征，为了实现

共同的学习和培养目标，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

中运行多个内部处理机（个人决策）或外部处

理机（团队决策）来决定不同学生的学习内容

安排，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实际状态运用一定

的算法对学生的预备技能、学习风格和学习期

望等数据变量进行多项并行处理，同时对一些

相关变量和干涉变量进行一定程度的有效控

制，通过综合分析数据处理结果的相似性、重要

性和现实相关性，搜索并制订既能符合大多数

学生要求，又能符合科学规律的内容标准，完成

大纲或教材的目标和要求。如果说显性课程内

容是学校教育中有计划、有组织地实施的正式

课程内容或官方课程内容的话，那么隐性课程

内容（Ｔｈｅｉｍｐｌｉｃｉｔ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ｃｏｎｔｅｎｔ）则是学生

９１１

①

②

Ｓ．Ｔａｗｉｌ，Ａ．Ｈａｒｌｅ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ａｎｄ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ｈｅｓｉ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Ｇｅｎｅｖａ：ＩＢＥ－ＵＮＥＳＯ，２００４：
Ｐ１７．

ＥｔｔａＲ．Ｈｏｌｌｉｎｓ，ＣｕｌｔｕｒｅｉｎＳｃｈｏｏｌＬｅａｒｎｉｎｇ：Ｒｅｖｅａｌ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ｅｐＭｅａｎｉｎｇ．Ｍａｈｗａｈ：ＬａｗｒｅｎｃｅＥｒｌｂａｕｍ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ｅｓ，１９９６：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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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习环境中所学习到的非预期的或非计划的

知识、技能、价值观念，规范和态度等。隐性课

程内容通过潜在性、多样性、不易觉察性的间接

内隐方式呈现来实现教育教学目标，不可避免

地在搜索教育教学的最优解决方案时引入了不

少随机因素，依靠扰动机制对相关函数变量进

行随机取样，按照教师的教育理念和课堂教学

的实际情况来选择一个适当的，或许并非是绝

对最佳的解决方案，从而摆脱对于绝对最优化

追求的桎梏，实现全局的最优化，或多或少以看

似随意和随机的方式实现隐性课程内容的本质

追求和影响作用。虚无性课程内容（Ｔｈｅｎｕｌｌ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ｃｏｎｔｅｎｔ）与上述两种课程内容有着非
常大的区别，它基于非常广泛的社会情境脉络，

是一种矛盾的集合体，它是被排除、忽视或不予

考虑的课程内容，但同时又是应该存在的课程

内容，这种忽视或存在隐含着太多的不确定性，

需要作为教育决策人的教师根据自己的认知水

平和价值观来主动介入以进行合适的选择。虚

无性课程内容充分体现初值无关性的指导原

则，倡导文化差异性的尊重和全球理念的培养，

打破了原初课程内容架构和思想导引这些初始

条件的限制，突破了僵化机制和固有理念的束

缚，为了产生更多和更优课程内容的解决方案，

对于初始条件进行足够程度的颠覆，并在较低

的基准水平上体现原初影响，以便于既能自由

采用各种课程内容有效决策方案，又能避免课

程内容决策的过分随机性。同时，从更加广泛

和全面的角度审视课程内容，并按照循序渐进

的原则推动决策过程，避免局限于较小范围或

较短时间内容的局部性最佳课程内容决策。

（四）生成性关联与课程评价

生成性关联是由复杂科学研究者莱恩和马

克思菲尔德（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ｅ＆ＲｏｂｅｒｔＭａｘｆｉｅｌｄ，
１９９６）提出的一个概念，认为如果人类的关联
能够产生事先不能预测的新的价值来源，那么

这种关联就是生成性的；经历过动荡和变迁的

组织系统，无论是内部还在外在都需要培育多

元化的生成性关联，从而发现新的策略和方向，

因而培育生成性关联可以视为取得成功的先决

条件和领导者的核心职责①。生成性关联包含

两个基本假设，一是组成关联的各种要素不可

能独立完成生成的任务，生成性关联的实现依

靠的是组成要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二是价值来

源（无论是理念、产品、服务，还是传播形式）都

是不可能事先预测的，带有先天的不确定性。

在复杂性情景下，工业社会，或者更确切地说是

信息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未来存在着

固有的未知性，生成性关联是如此的重要，它帮

助人们相互交流和合作以创造崭新的产品、服

务、分配过程和解决方案。有关美国硅谷

ＲＯＬＭ高技术公司和它的程控交换机的故事提
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传统的工业形式可以如

此快速地实现转型，经过重新构思的产品可以

视作为语音接口管理工具，而非电话，一夜之

间，计算机厂商成为像美国电话电报公司这样

的传统电话巨人的主要竞争者。在此过程中，

生成性关联无论在结构水平（公司角色），还是

在概念水平（产品与服务）的变革上都发挥关

键性的作用，ＲＯＬＭ公司通过生成性关联的培
育走出发展的瓶颈，实现了产业的升级和发展。

那么，如何判断一种关联的生成性与否？如何

强化现有关联的生成性潜能？齐默曼和海黛运

用ＳＴＡＲ模式论证了生成性关联的维度分析②。
ＳＴＡＲ模式包括差异性（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ｎｅｓｓ）、对话
（Ｔａｌｋｉｎｇ）、行动（Ａｃｔｉｏｎ）和合作的原由（Ｒｅａｓｏｎ
ｔｏｗｏｒｋｔｏｇｅｔｈｅｒ）四个方面。差异性是指组成关
联的各种要素团队在背景、技能、视野和培训方

面都有所差异，使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

待问题，避免因为性质类同而导致无谓的争吵

和信念的缺失；对话是指要素团队之间应该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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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ＤａｖｉｄＬａｎｅ，ＲｏｂｅｒｔＭａｘｆｉｅｌｄ．Ｓｔｒａｔｅｇｙｕｎｄｅｒ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Ｆｏｓｔｅｒｉｎｇ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ｖｅ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ＬｏｎｇＲａｎｇｅＰｌａｎｎｉｎｇ，１９９６（２）：
ＰＰ２１５－２３１．

ＢｒｅｎｄａＪ．Ｚｉｍｍｅｒｍａｎ，ＢｒｙａｎＣ．Ｈａｙｄａｙ．ＡＢｏａｒｄ’ｓＪｏｕｒｎｅｙｉｎｔｏ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Ｓｃｉｅｎｃｅ．Ｇｒｏｕｐ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ａｎｄＮｅｇｏｔｉ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９（８）：ＰＰ２８１－３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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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互相进行讨论和聆听的机会，从而对陈旧的

现状，根深蒂固的思想或人物和隐含的假设构

成挑战，产生复杂情景下的深远变革和对成长

与学习的深刻反思；行动是指要素团队之间只

是停留在交流阶段还远远不够，要创建新的价

值来源必须要付诸行动，通过积极的合作共同

来创建新事物和新思想；合作的原由是指要素

团队在作为整体开展行动的时候需要拥有共同

的资源、信念、想法和利益，否则如果互相之间

视为竞争对手或相互利用者则完全不可能创造

具有实际价值的事物和思想。运用 ＳＴＡＲ模
式，团体与团体之间，组织与组织之间能够有效

孕育、培养和实现生成性关联。

课程评价（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通常是指
对课程的所有组成要素进行系统性和总结性的

检查，以及对课程的概念、设计、实施和效用进

行测试以得出结论，结论一般被用来作为发展、

保持和修改现有课程项目的参照，或者作为课

程项目批准和认证的依据①。课程评价是一个

复杂性过程，评价结果受到评价的目的、视角、

对象和方法等众多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作用，

为了获得更加科学和有效的评价结果有必要融

入生成性关联的理念，在复杂性情景下通过对

相关评价介入因素的关联性分析发挥其生成性

的潜能。依据 ＳＴＡＲ模式，课程评价的生成性
关联阐释与实践可以从四个方面来展开。首

先，差异性与不确定性息息相关，而只有具备更

多的不确定性，评价关联也才有生成性的可能，

所有循规蹈矩和千人一面的课程评价永远不可

能带来生成和创新，不可预测的思想和策略奇

迹也是不可希冀的。其次，对话是要素之间相

互交流和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是充分感受心

灵的自由，潜移默化地渗透学科知识的能动过

程，而灵光一闪的顿悟将在这过程中不期而至，

课程评价关联也正因为有此弹性预设过程增加

了机遇、歧态、突现和创造，实现无序与有序的

统一。再次，理论上的关联始终不可能具备真

正的生成性，只有付诸切实的实践，通过一个个

非预知的教学事件使课程评价关联从这种非连

续性和偶然性的教育契机与智慧火花中找到必

然性，从而充分发挥课程评价作为接受教学反

馈和提出思想导引的真正的教育教学价值。合

作的原由作为生成性关联的前提和基础，差异

性对于要素团队是必要的，共同性也同样至关

重要，缺乏一致的努力方向和信仰指引，所谓的

“顿悟”、“灵感”和“火花”都将毫无用处，因为

这个关联是一种伪生成性，这种性质的课程评

价关联将误入歧途。差异性和对话主要是在概

念水平运作的，两者对于强化课程评价的生成

顿悟和非预知价值来源的能力是必需的，它们

通过对事实的重新定义和隐含假设的挑战来创

建新的评价理念与趋向。行动和合作的原由主

要是在结构水平运作的，两者通过有效的实践

使新的课程评价角色和“产品”真实地呈现出

来。

四、课程隐喻的研究展望

如果缺乏必要的工具，教育理论家是不可

能对各种教育要素，包括课程进行抽象化和一

般化的处理过程的。课程的理论化需要各种概

念框架和精挑细选出来的策略，因为它们将决

定教育实践的参量和教育结果的价值。处于多

尔所说的范式转变时代，课程隐喻成为后现代

课程理论中体现课程的复杂本质、开放框架、自

组织系统的重要概念和工具之一。然而，任何

一种课程研究方法或架构都涉及到一些变量的

选择和另一些变量的舍弃，这种舍弃从简化而

非复制现实的角度来说未尝没有可取之处，但

是如果忽视所舍弃的变量则可能导致危险。一

旦我们遗忘隐喻的本质，危险就会降临，导致课

程隐喻轻易成为课程物质的成功替代品，隐喻

源于现实的真理不再被人提及，课程研究最终

陷入经验主义的想象和神秘主义的崇拜之中，

因此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对于课程隐喻的应用

与发展至关重要。实际上，课程隐喻始终备受

争议，究其缘由涉及到方法问题。隐喻只是一

１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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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类比，或者说是相似，运用隐喻的目的是想通

过一种熟悉的事物说明另一陌生的事物。然

而，相似不等于相同，两个事物之间必然存在不

少差异。况且，隐喻的使用过程中主体的价值

观、思想和理念不可避免地渗透进来，因而已经

很难从比较客观的角度分析事物，过分注重相

似性而忽视差异性必然导致庸俗化。通过运用

隐喻社会科学领域的课程是不可能完全与来自

自然世界和工业领域的物质或概念等同起来，

我们所要做的是在运用相似性的同时重视差异

性，控制隐喻的运用范围和水平。缺乏对于现

实要素的定界划线，课程研究将陷入盲目性和

无穷性，我们必须认真思考课程隐喻的层次和

类别，而不是专注于分割一个个多样化的教育

现实。为了避免过度依赖课程隐喻方法，我们

必须跳出课程理论过度概念化的桎梏，逃离高

度限制性和非生产性隐喻的窠臼，解除和释放

自我，实现从浅层次的课程隐喻向深层次的课

程结果问询过渡。课程研究的未来将不再局限

于若干惯常的要素，而是应该从更加全面和多

元的角度介入，包括课程起源、课程成长、课程

生存的方式、课程呈现的风格、课程与其他教育

要素的相互关系等，最重要的还必须考虑课程

所生存的这个社会的政治、经济和人际交流。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Ｍｅｔａｐｈｏｒ：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Ｃｏｍｐｌｅｘｉｔｙ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ｒｏｍ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ＱｉａｎＸｉａｏｌｏｎｇ，ＷａｎｇＸｉ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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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课程建设的内涵、取向与路径分析
①

周海银
（山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　学校课程建设是学校对现有国家、地方与学校“三级课程”整合重组，构建适应学生发展的、高效的、
具有学校特色的课程体系的过程。由于中小学课程实践者对概念的误读、课程建设专业性的缺失等使得学校课程

建设一直处于诸多“问题”之中，成为阻滞课程改革深层发展的重要因素。学校如何在把握其自身存在的基础上建

构学校课程体系、形成学校课程建设的路径、寻求学校课程建设的方略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学校课程建设；课程整合；取向；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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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学校课程管理专业性的理论建构与实践探索”的阶段性成果。

　　 学校课程建设过程是对学校课程蓝图的
勾勒与践行过程，是学校整体发展与形成特色

的核心，也是学校的一种常态生活和思考方式，

全方位地反映着学校的办学思想。当前我国中

小学课程承载太多的压力与期待：浩如烟海的

知识资源、繁多的课程类型、错综复杂的课程层

次、开齐开足课程与课时不够的矛盾等等造成

了学校课程的混乱、盲从和低效，成为阻滞课程

改革深层发展的重要因素。因此，学校课程建

设研究是一项亟需解决的问题。

一、学校课程建设的内涵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十多年来，学校

课程经历了“课程政策的赋权与共享、课程类

型的调整与均衡、学校课程方案的重整与建

构”三个阶段，但学校课程建设至今仍是一个

内涵不确切的概念，学界理解的分歧导致了实

践界的混乱与盲从。思想的不统一必然导致上

层建筑的不稳固，最终只会是错误的理论产生

错误的行动。因此，对学校课程建设概念的理

解、思考与澄清的过程便是对建立在概念之上

的课程实践活动方式的澄清过程。笔者通过对

山东省１５０所中小学的调查可见，概念的误读
与专业性的缺乏成为阻滞学校课程科学运作的

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学校课程建设是指学校在

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下，依据学

校培养目标、学生需要、校内外教育资源对现行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进行整合重组，

进而构建适应学生发展的、高效的、具有学校特

色的课程体系的过程。这一概念的澄清至少可

以回避当前学校课程建设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

题：课程内容设计的泛化、三级课程内容之间交

叉重复、层次不清、结构混乱、课程开发随意性

强、课程之间缺乏逻辑等问题。其内涵具体表

现为：

首先，学校课程建设应以一定的价值为导

向。很多学校将课程建设理解为整合课程，因

而简单的合并学科内容、合并相关主题。我们

认为学校课程建设首先应思考的关键问题是其

目的究竟何在，即其价值论是什么。学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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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意味着思维方式的改进与生活方式的重塑

以及核心价值观的建设，不可避免的具有特定

的或期望的价值基础，这是学校课程建设活动

的出发点与归宿，并非分科课程与整合课程孰

优孰劣之问题。事实上，整合课程与分科课程

是学校课程存在的两种方式，但并不意味着整

合课程一定比分科课程好。二者是相互补充，

相互依存的。一方面，知识本来就是以整合的

形态出现的，分科课程存在于整合课程之中。

另一方面，整合课程也是以分科知识为基础的，

二者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其次，学校课程建设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

结果。课程建设不是一个物化课程资源的结

果，而是一个过程。很多教师认为学校课程建

设就是用某种专业理论或技术方法建设一套具

体的课程，而且这一课程必然是具有一定逻辑

体系的知识载体。事实上，不论杜威的课程、赫

尔巴特的课程，还是学校运作过程中的课程，都

是一个过程。国家的课程计划、课程标准及教

材只是课程建设过程的一个环节，真正学校层

面上实然课程的建设会涉及到科目间的调整、

学科内的统整、教师对课程的理解与重构等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实

施者，教师自然而然的就会拥有课程判断力以

及规划整合课程的专业能力，并逐步打破对既

有学科身份的认定，以及对其他学科的接纳与

认同。所以，学校课程建设不是供炫耀的创新

成果，而是一种内涵式的行为风范。学校通过

审慎的反思、批判、探索和合作，从而达成课程

的实践智慧。

再次，学校课程建设与国家、地方课程之间

是彼此共生的关系。学校课程建设不是对现有

课程的否定，而是对现有课程的优化、组合和有

特色的实施过程。应该指出的是，不一定每所

学校一定要对国家课程、地方课程进行课程改

造，从而形成一套新的课程物化载体，也不是对

原有课程改动越大越好，更不是“校本课程超

市”内容越多越好。而是通过对课程的优化调

整使教师对课程拥有正确的理解过程，让教师

感受到学校课程建设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之

间的彼此共生的关系。

由此，学校课程建设是学校教师建构自我

认识与形成学校特色的过程，是学校知识、生命

历程以及个人意义之间关联的建构过程。学校

课程建设没有一个固定的模式，是一个具有多

样化的课程设计方式。这就要求根据学生的特

点、学校的环境特征、社区的价值取向以及课程

内容本身的特性来选择和创造适合自己的设计

策略。

二、学校课程建设的基本取向

（一）学校课程建设是基于国家主导意识

形态的活动

我们是在意识形态的领域中而不是从永恒

真理的角度来决定课程内容的，学校课程建设

要与国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相一致，体现

国家意志，贯彻国家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精

神，把握社会发展阶段和趋势，展现时代特征和

精神。同时，任何课程设计模式都是建立在其

对知识性质的特定假设和一套自己特有的价值

观之上的，所有的课程建设都具有一定程度的

意识形态性。学校课程建设理应处理好课程建

设与思想政治教育、时代教育哲学的关系。

（二）学校课程建设是始于课程目标的活动

学校课程建设的关键不仅仅关注课程应该

传递怎样的课程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知识

是如何与课程规划的其他方面相联系的，即必

须超出仅仅考虑课程内容的局限性。从逻辑上

而言，课程决策无论是在目的上还是在依据上

都是先于课程内容的，即课程内容的决策必须

依附于先前选择的目的。例如泰勒课程建设的

关注点始于课程决策，将教育性目的放在首位，

课程内容的选择不是为了它本身的原因，而是

假定具有帮助我们达到教育性目的的效力，课

程组织的设计、评价的任务等均为达成上述目

的。不幸的是当前学校普遍缺乏一套综合的、

合理一致的目标，学校课程的建设与开发也主

要始于课程内容。

（三）学校课程建设是基于人的学习的活动

课程首先是人的课程，人又是意义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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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构想课程，人的学习是最重要的。

“课程建设的根本是人对意义的需要。”①因

此，学校课程的改造首先要考虑的问题是：这些

知识是作为人的课程而存在于我们的教育之中

的吗？这种课程是与人的理性发展、人的信仰、

态度与价值观的生成联系起来的吗？这种课程

方式是否满足了人对意义的需要？否则此类课

程不可能走向人的课程。这种课程不只是呈现

出的真理，更应该是闪耀着思想的、情感的、人

化的以及拥有无限遐想的融化剂，即人在课程

之中，而不是在其外。

（四）学校课程建设是基于知识构思的活动

对知识构思方式问题的思考从古希腊柏拉

图对“知识”与“意见”的区分之时，就开始成为

人们关注的焦点。随着近代逻辑实证主义的兴

起，客观中立性则被视为知识的本质特征。当

前在现代与后现代的争论中，知识的思考方式

问题更是受到普遍关注。这一问题直接影响着

哪些内容可以进入学校课程，以及它们在课程

结构中的地位。杜威早在《经验与教育》中曾

就知识作为课程建设的一个基础做过重要的论

断，并解释了知识是如何被视作从学习者的经

验中发现而来的，而不是游离于经验之外的。

但一直以来讨论课程的最重要也是最危险的一

点就是人们未能认识到知识的不确定性，因而

得出了错误的假设，即认为可以不通过讨论就

能确定课程的内容。因此，决定课程内容便成

为了课程规划的第一步，甚至是仅有的一步。

当前学校课程建设应考虑的是：将两门或几门学

科的知识整合在一起的依据是什么？为什么整

合知识？对哪些人有好处？今天的课程如何避

免“信息超载”的问题？课程如何设置才能既方

便学生学习，又能从整体上理解世界的意义？

三、学校课程建设的路径分析

有正确的观念未必产生合理的课程。很多

好的理念由于缺少技术框架而无法转化为具体

的课程开发操作，致使开发出来的课程漏洞百

出，无法真正体现课程理念。学校课程建设应

有基本的逻辑框架，各个环节之间才会建立起

一定的逻辑联系，才可能产生清晰的思路与课

程产品。

（一）领会与把握国家课程政策

对课程政策的分析是学校课程建设的重要

依据。学校对课程政策的分析应着重关注宏观

与微观两个层面。在宏观层面上，应分析与把

握课程改革政策的价值追求是什么？既有的环

境和制度框架对新课程实施有多大的包容性？

在微观层面上，分析与探讨课程政策如何转化

为实践。在对山东省７２０名学校课程实践者的
访谈中，无论校长还是普通教师均漠视这一环

节，７２０人中有８３．５％的受访者从来没有阅读
过国家课程的任何文件。他们认为课程政策是

国家召集专家学者共同制定的，应该是清晰的

和完整的，学校依照执行即可。学校对课程政

策的理解主要是听从于大学教师、教育科研部

门的专家、当地教研员的理解与解读，即使颁发

的政策文本学校也很少去主动理解，所以他们

对课程政策的把握是支离破碎的。课程政策是

学校行动的指南，但问题是我们无法预测或假

设政策是如何在具体的环境或特定的事件中指

导教师的行为。因为政策是不具体的，需要实

践者在现实中将笼统、抽象而又简单化的政策

转化为适合特定情景的实践活动，否则会使课

程政策与课程实践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

沟。

（二）分析与澄清学校课程建设的基本条件

课程的建设不是一项单一的任务，而是一

个系统的工程，不仅涉及到学校课程结构的变

化，涉及到教学模式的变革，而且对学校管理、

组织机构以及评价标准等等都必须做出相应的

调整：

第一，学校课程理念的认同与共识。与学

校课程相关的全体教师在意识形态上必须达到

５２１

①ＰｈｅｎｉｘＰＨ．Ｒｅａｌｍｓｏｆｍｅａｎｉｎｇ：Ａ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ｔｈ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ｆｏｒｇｅｎｅｒａ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ｌＢｏｏｋ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６４．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的认同和共识。学校课程建设与以往分科课程

相比，包容了大量边界模糊的知识体系，相应

的，也会带来评价标准上的弹性与模糊，以及教

师工作的松散。因此学校教师必须具有意识形

态上的共识，以形成一个有效的反馈系统。学

校课程建设者应能够清晰、条理地说明学校课

程的观念，学校课程建设涉及到相关学科课程

知识的调整与新知识的介入，相关学科课程知

识与被整合知识之间的联系等对分科课程成长

起来的教师都是一个都很大的挑战，这就要求

教师必须具有较强的分析、综合、判断与推理的

能力，能够理解与驾驭知识与社会联系的模糊

性。会思考哪些新知识或新信息应该选入课

程？以怎样的渠道纳入学生的知识结构？如何

评价等都应具有源自学校课程自身的造型。

第二，拥有清晰的课程思维逻辑路径。泰

勒课程理论中有着非常清晰的课程思维路径，

课程建设分为目标、内容、组织和评价四个问

题，其逻辑起点是课程目标，按照逻辑的演绎理

论，这一清晰的课程逻辑很容易被接受。但在

实践中课程的改革往往是从对课程内容合理性

与科学性的怀疑开始的，按照这一逻辑学校课

程建设主要应考虑的问题是：课程内容及组织

方式是否合理？需不需要进行学校课程重建？

学校是进行局部调整还是重新统整规划？如果

重新统整课程就要思考学校课程目标的定位问

题，然后围绕学校课程目标思考课程设置与聚

焦课程内容，考虑课程内容的选择与组织、选择

知识的原则以及可能遇到的困难是什么等等问

题。此外，课程内容的合理性思考的前提除了

知识之外，更应考虑学生学习的时间与能力的

限度，这是课程建设的逻辑前提。

第三，学校管理模式与组织机构的变革。

有效的变革是系统的，只改变一所学校的某一

方面不会产生什么效果，必须进一步了解各种

因素之间的相互影响。以往的课程几乎全部是

以分科课程形态呈现，知识的编排是通过科目

等级呈现的，因此，教师之间的交往仅仅是在学

科内的联系，很少有跨学科的学习与研讨，新老

教师之间自然而然的形成了同事之间纵向的

“青蓝”等级结构。而在整合课程中，由于学科

界限被打破，知识之间的边界具有模糊性特点，

所以同事之间的交往呈水平性平等结构。因

此，课程结构的变革必然需要学校管理模式与

组织结构以及评价标准的变化。

（三）建构与形塑学校课程愿景

学校课程建设首先面临与回答的问题应该

是：最能体现学校理念的学科领域是什么？对

学生最有价值的知识是什么？最终学校期望的

学生行为是什么？这样就需要清晰界定学校的

课程愿景。学校课程愿景的形成过程就是学校

的成长和创造性的自我演化历程，是学校教育

目标和课程目标澄清的过程，学校课程愿景的

塑造是在对校内外生态环境基础上归纳出来

的，首先要对学校生态进行分析，这是学校课程

发展的基础。

学校课程愿景形成的分析工具可以采用

“ＳＷＯＴ”分析，通过对学校优劣机危的调查分
析，形成一系列目标，然后运用系统分析的思想

将其按照依照一定的次序排列起来，把各种因

素匹配分析，形成学校课程愿景。具体做法是

让学校的所有教职工对自己从事的工作和面临

的环境进行公开讨论，在这个过程中学校课程

领导者要注意发现大家心目中有关学校课程发

展的共同要求，根据这些要求一起构建学校课

程愿景。也可以由个人愿景出发，通过对个人

愿景的协商、融合构建课程管理愿景，具体步骤

如下：第一，学校课程领导者要先有自己的个人

愿景，利用自己的个人愿景来引导大家进行讨

论；第二，通过充分协商形成共同的课程愿景；

第三，将共同的课程愿景转化为课程文本陈述；

第四，让所有的教师明了学校课程发展愿景。

（四）改进与形成学校课程方案

学校课程建设的核心是形成学校课程方

案。一所新课程落实较好的学校，必须有着清

晰的学校课程方案，并以文本的形式呈现出来，

课程的实施才能有纲可依，从而达成最优的效

果。因此，有必要澄清学校课程方案制定的理

论、技术和程序。

１．分析三类课程内容，找出相交叉重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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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

由于国家课程与地方课程设计者的差异，

以及地方课程教材开发的方式一般以年级为单

位开发设计地方课程，使得不同年级国家课程

与地方课程的交叉重复。例如：山东省地方课

程《安全教育》、《环境教育》与国家课程《品德

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科学》重复内容占

２３％，交叉内容占３８．１％，合计６１．１％①。这样

就有必要将三类课程中交叉的内容整合，重复

的内容删除，将交叉内容整合到相关学科中，如

有些学校已经有较好的做法将地方课程中的

“传统文化”进行主题分解，整合到语文课程

中；将地方课程中的“安全教育”、“环境教育”

等体系性不强的内容纳入“品德与社会”或“主

题班会”，或者也可以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相

整合等。为了减少学校课程建设的负担，建

议地方课程的开发者理应将学科之间、年级

之间的课程内容打通，进行必要的课程整合。

避免交叉重复现象，减少学校课程建设的工

作负担。

２．理清学校课程方案的主要内容
学校课程方案就是在国家课程方案以及地

方课程方案的规定下，根据学校的现实条件和

学生的需求，对课程进行整体规划的结果。学

校课程方案既是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

程的具体落实，又是学校课程实施的纲领性文

件，它直接决定着国家课程实施的质量与水准。

它是有关学校课程目标、理念、内容、结构等的

综合规定。核心问题是“学校到底需要哪些课

程？怎样提供这些课程？提供这些课程需要怎

样的条件？”主要内容应该包括：

３．确定学校课程方案的研制步骤与基本
原则

一个学校要想有真正的发展，就不能被动

地仅仅接受“外来的”方案，而应在此基础上研

究适合本校的课程方案。学校课程方案的制定

首先要考虑的是能够反映学校发展特色；其次

注意新的学校课程方案对学校具有一定挑战

表一：学校课程方案主要内容（笔者自制）

项目 内容

学校生态分析
研究学校的基本资料，总结学校课程发

展的条件；

课程发展委员

会的组织

学校课程发展组织、学校课程规划发展

的流程

学校课程的愿

景
学校教育愿景、课程愿景的落实方式

课时分配及课

程特色安排

课时分配原则及决定过程、弹性课程的

课时分配与运用、学校特色课程的安排

学校课程总表
学校课程设计的原则、学校课程设计的

特色、学校课程设计的过程与结果

各类课程计划

学习科目、领域及弹性学习课程的分析；

学年或学期学习目标；教学材料、教科书

以及教学活动选编原则及来源；校本课

程实施计划

推动策略

教师分工与排课原则、学校行政支援、配

合措施及方法、课程实施相关行政措施

及专业计划

课程评价
课程评价组织及运作方式、课程评价的

计划与实施及评价结果的应用

性。因此一项完整的学校课程方案至少应考虑

以下几个步骤：（１）拥有民主的学校课程协商
平台，即学校课程利益攸关者根据他们自己在

审视、批判和修改课程标准的过程中积极发表

自己的意见；（２）构建课程架构；（３）规划课堂
中的课程；（４）制定评价策略。

一个学校的课程方案最本质的要素不外乎

有两个：一是学校给学生提供什么课程和提供多

少课程，二是学校处理这些课程的方式。因此，

学校课程方案的制定一定是建立在这一原则基

础之上的。具体说来主要应遵循以下原则：

（１）真实性原则。学校课程方案代表当前
最佳的专业思考，而且反映的是真实的结果。

课程方案的研制是建立在对学校的内外部环

境、条件分析基础之上形成的。体现的是学校

的办学特色与办学理念，避免课程方案过于强

调时髦而放弃根本，因为教育改革中有太多由

于这方面失误而导致的教育改革失败的实例。

（２）合理性原则。学校课程方案的制定要
与国家课程方案和地方课程方案相吻合，无论

从价值观上，还是从教育规律上都应该符合国

家和地方课程方案的伦理道德规范的要求，保

护对社会有益的制度与价值观念，这样才能使

①丰际萍等：《学校课程体系建设的研究与实践》，《当代教育科学》２０１１年第１４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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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课程方案与外部环境和谐共存，也才能具

有长时性。

（３）可操作性原则。学校课程方案的制定
应是清晰的，切忌模棱两可。因为学校课程方

案的一个最大的功能就是其对学校课程实践的

指导性。清晰明了的方案才不会令人产生歧

义，有利于相关人员对课程方案的准确理解与

把握。制定课程方案的目的是为了实施，如果

制定的课程方案没有实施的可能性，那么课程

方案也就失去了它的实际价值，成了一堆毫无

用处的文本。调适学校课程方案所提出的课程

目标应当保证在学校的“最近发展区”之内。

即是学校通过努力能够实现的，提出的各种资

源配置应当是学校能够提供的，提出的课程开

发能力应当是教师能够达到的，这样的课程方

案才具有现实可行性。

（五）选择与确定学校课程建设的基本方法

１．以学科为依托的学校课程建设
对于学科出身的教师而言，最熟悉自己所

教的学科，所以从教师本人所教的学科开始进

行课程整合较为容易，这样既避免了教师的抵

触，教师又有能力实现学科内课程的整合。学

科内的整合主要考虑三点：一是课程目标上的

真正整合。新课改提出的“三维目标”本身就

是统一在学生身上的整体目标，应是一体的，而

非孤立的，教师在教学知识技能的过程中是伴

随着情感、态度、价值观的成长的，不要人为地

分解。二是学科内容上的整合。首先学科教师

应关注本门学科与学生生活、当前社会发展的

整合，与本门学科的新发现、新观点、新问题的

整合等等。其次学科内整合通常的做法是年级

内整合和跨年级整合，年级内整合即单元的调

整，打破章节界限，将相似的概念、公式、规律的

探究整合在一节课的学习中，如有的学校将初

中物理学科分为概念的整合、公式的整合、仪器

使用的整合以及探究实验的整合；跨年级整合

即打破年级界限的学科整合，如初中数学三个

年级均有“统计与概率”，有的学校进行了整

合，效果不错。同时探讨学科课程的范围、逻辑

顺序、学科的价值、基本概念、探究的方法等等。

三是各教学环节或知识点之间的衔接，增加教

学的深度和广度。尽力找寻各知识点之间的

“接点”，与教学环节的衔接，以及学生学习的

难点，如某小学一年级数学课程中出现的８０个
汉字，在语文课中没有学到的，造成学生理解的

困难。因此，学校课程整合的目的不仅仅教给

学生知识，而且要把思想、规则、步骤作为一个

整体，系统地教给学生，这些知识能够促使学生

对人类经验进行创造性的思考。

以学科为依托的学校课程建设尤其应遵循

课程的广度与深度原理，即课程范围的确定。

课程开发与建设中的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学

校不可能教授给学生所有的知识，因此学校课

程建设者应该做出判断：哪些内容应该体现在

课程中，哪些内容不可以，即课程的范围。学校

课程的开发与建设如果沉湎于知识的覆盖面是

很危险的，因为它使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认为学

生应该掌握一切该掌握的知识，其实学生的时

间很有限，不可能掌握一切值得了解的知识，信

息化社会给人们带来许多耀眼的学习素材，课

程建设者的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从浩如烟海的

知识中选取相对重要的知识。相对于广度，深

度可以作为一种课程开发的一条重要的原则，

它更有可能促进知识的迁移，养成深刻思考的

习惯，能理性处理问题，比知识的广度更有价

值，因此为了使学生获得深度的知识，应减少孤

立信息的课程内容。

２．以跨学科为依托的学校课程建设
学校课程的整合一般采用三种设计模式：

一是平行设计（ｐａｒａｌｌｅｌ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ｅｓ），就是将两
门相关学科的某些类似的主题安排在同一时间

教学，照顾学科之间的关联性；二是多学科设计

（ｍｕｌｔｉ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ｄｅｓｉｇｎ），围绕一个共同的主
题将多个相关学科的内容整合在一起，即融合

课程设计模式，当前学校的课程整合基本属于

此类课程整合，即以一个主题联络不同学科或

概念，包括跨学科的主题整合和超学科的主题

整合。多数学校的课程整合与校本课程开发是

融为一体，同一主题或相近主题的教学内容、实

践活动成为一个单元、成为一个系列化、主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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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活动链条，打破年级界限、学科界限进行

的课程整合；三是跨学科设计（ｉｎｔｅｒｄｉｓｃｉｐｌｉｎａｒｙ
ｄｅｓｉｇｎ），将学校课程中的所有学科有意识地统
合在一起而形成常规的大单元或学程。学校课

程整合的初期可以从课程整合程度较低学科取

向的课程整合开始，即从平行学科设计或相关

课程做起，逐步提高课程的整合程度最终达到

高层次的跨学科或多学科的课程整合。如地方

课程与国家课程中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整合

等。但当前学校跨学科课程建设中存在的主要

问题还在于：一是学科课程出身的教师难以精

通各门学科内容；二是传统的学校课程表编制

技术难以安排此类课程；三是各种硬件条件不

足；四是难以客观评价教师与学生的成绩。

此外，以跨学科为依托的学校课程建设尤

其应遵循课程的衔接性原理。衔接性原理本质

上就是为了让课程开发者跨越学科的壁垒去开

发课程，这些课程能使学生感受到各种不同内

容之间的重要关系。课程衔接不仅仅是课程组

织的一种方法，更是课程设计的一种理论，有其

认识论、教育观、课程论的理论基础。其背后的

思想是学生是整体认识世界的，学校课程应尽

力避免课程内容的人为分割状态，帮助学生意

识到他们已经获得的经验具有冲破课程局限的

价值。学校课程衔接的要素主要包括主题、概

念、内容能力与活动等。例如，设计关于语文与

历史两门课程的课程方案，当你设计课程时至

少要回答如下问题：现有的两门课程中是否有

具体的主题可以适用于衔接性课程？语文教师

要教衔接性课程时需要作出怎样的变革？历史

教师需要作出那些变革？你认为准备这种课程

将面临什么困难？如何解决？衔接性原理专注

于不同领域的课程内容要素，应持动态的课程

观来审视课程衔接，立足于学生的和谐发展和

终身发展，为我们从课程的角度去审视与建设

课程提供思维视角和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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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资格国考背景下高师美术学

专业人才培养的困境与探索


刘　宁
（山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山东 济南，２５００１４）

　　摘要：　２００５年以来，我国高师院校的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在教育部的推动之下开始进行课程改革。２０１３
年８月，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改革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的暂行办法，由于师范与非师范界限的取消，高师美术教育
人才培养中所面临的问题突显出来，高师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不得不重新思考自己的专业定位和人才培养模

式。作为４８所高师课程改革试点单位之一，山东师范大学在美术学（教师教育）人才培养方面有着一些自己的思
考，并逐步形成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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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３年 ８月，国家教育部办公厅下发了
《教育部关于印发〈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暂行

办法〉、〈中小学教师资格定期注册暂行办法〉

的通知》（教师［２０１３］９号），《中小学教师资格
考试暂行办法》中明确提出，“教师资格考试实

行全国统一考试”，“试点省份试点工作启动前

已入学的全日制普通高校师范类专业学生，可

以持毕业证书申请直接认定相应的教师资格。

试点工作启动后入学的师范类专业学生，申请

中小学教师资格应参加教师资格考试”。这也

就意味着，师范与非师范的界限消失了，师范类

专业的学生也将失去长期以来享有的教师资格

考试豁免权。

从２０１３、２０１４年全国基础教育教师资格考
试《美术学科知识与教学能力》的试题分布来

看，１５０分的试题中，专业知识仅为３１分，占总
分值的２１％，其余７９％均为对教学理论知识与
实践能力的考查。从学科教学的知识内容来

看，教师资格考试更注重考生的教学实践能力

以及对新课程标准的掌握情况。可见其考试重

点和测试精神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高度

吻合。在这种情况下，高等师范院校美术学

（教师教育）专业以“专业技能”为目标的培养

模式与以“人文性”为核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理念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突出，高等师范院

校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今后将如何定位？

是否需要转型？如何转型？今后的发展思路和

人才培养模式将有怎样的改变？这些问题已经

迫在眉睫，亟待解决。

一、高师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

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

　　（一）培养模式的问题
自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开始，随着社会经济

的不断发展，社会对美术人才的需求方向也在

发生改变。全国各大美术院校开始纷纷设置应

用性较强的专业加以应对，高师美术院校也相

继增设“平面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等专业。

９０年代，华东师范大学设有综合绘画、美术教
育和环境艺术设计三个专业；北京师范大学下

０３１



刘　宁：教师资格国考背景下高师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困境与探索

设美术学、艺术设计两个专业，目的是培养从事

美术、书法、艺术设计教学、创作、研究等方面的

高级人才；东北师范大学设有美术教育系、油画

系、水彩画系、中国画系、雕塑系、环境艺术与服

装艺术设计系、装璜艺术与电脑美术设计等７
个系；陕西师范大学设油画、国画、环境艺术设

计、视觉传达设计等四个系，下设美术教育、绘

画、装潢设计三个专业；西南大学设有美术学、

艺术设计、绘画及雕塑四个本科专业；华中师范

大学设有美术学、艺术设计两个本科专业。从

教育部属六大师范大学的专业设置来看，专业

综合化趋向非常明显，高师院校中美术教育所

占比重开始消减。

长期以来，高师美术教育的课程体系多参

照专业美术院校绘画专业进行设置。以某省属

师范大学为例，其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开设

学校通识课、教师教育专业通识课、学院通识

课、专业课、实践环节五种课程类型，共计２６１８
学时，教师教育专业通识课仅占１９８个学时，其
中必修课占１５４学时，选修课占４４学时。专业
课１３７６学时中，与学科教学相关的课程仅为
《中小学美术教学论》，３６学时，占专业课总学
时的０．０２６％。在７７２学时的专业必修课中，
理论课为１３６学时。从课程的学时分布来看，
尽管高师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的教学目标

设定为培养美术教育的师资和研究型人才，但

其课程设置仍然沿用了美术专业院校的惯例，

重技法而轻人文。

（二）院校之间的竞争

近几年来，综合性大学举办教师教育已经

成为一种国际趋势。１９９１年的欧洲教师联合
会上，欧共体１２个成员国６０位专家共同提出
了“教师教育大学化”的口号，认为“大学应该

在教师培养和培训中扮演重要角色”。１９９９
年，我国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鼓

励综合性高等学校和非师范类高等学校参与中

小学教师的培养工作，在有条件的综合高等学

校中试办教育学院。２００３年 １１月，全国一百
多所非师范类院校召开会议，共同发布《非师

范院校积极参与教师教育的行动宣言》，明确

指出：中国教师教育已经进入了一个从数量满

足向质量提高转变的历史新时期。实现这种转

变，鼓励师范院校综合化和综合大学参与教师

教育，是世界教师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也是我

国经济社会和教育发展的客观要求。在之后的

几年中，不少艺术学院和综合性院校都纷纷开

设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综合性院校无论

在办学经费、硬件设置、综合实力、社会影响等

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优势，这对师范院校的美术

教育形成了强劲的挑战。而且，由于这些院校

在课程设置、人才梯队、办学观念等方面没有过

多历史遗留问题，因此，可以避免老牌高师院校

所面临的各种问题，转型快，适应力强，社会效

果明显。

（三）基础教育的倒逼

早在２００１年，国家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纲要（试行）》，在基础教育阶段逐步推行

课程改革之时，高师的人才培养，尤其是美术学

（教师教育）专业的人才培养模式就已经开始

面临着巨大的挑战。针对传统基础教育阶段美

术学习强调学科中心，过于关注美术专业知识

与技能，忽略学生的学习兴趣等问题，新的美术

课程标准开始关注课程的人文性。２０１１年经
过修订之后，新的美术课程标准在坚持人文性

的同时还突出了美术课的视觉性、实践性和愉

悦性。因此，从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来看，基础教

育阶段的美术课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其

所强调的不单是绘画技能的提高，更重要的是

培养学生的实践力、想象力、创造力，感受学习

过程中的快乐，这是增强学生自信心和健康人

格非常重要的途径。

从中小学美术课程的教学内容来看，义务

教育阶段的美术课程改变单纯以学科知识体系

构建课程的思路和方法，从促进学生素质发展

的角度，根据美术学习活动方式划分为“造型

·表现”、“设计·应用”、“欣赏·评述”和“综

合·探索”四个学习领域。“造型·表现”是美

术学习的基础，其活动方式侧重强调大胆创造，

自由表现，将自己的情感和认识通过一定的绘

画语言表达出来；“设计·应用”学习领域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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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计和工艺学习内容，既强调设计的实用性、功

能性目的，同时又要突出活动的创意性；“欣赏

·评述”学习领域要求通过感受、欣赏和表达

等活动方式，内化知识，形成一定的审美心理结

构；“综合·探索”学习领域强调各学习领域之

间、美术与其他学科、美术与社会等方面的综合

联系，目的是发展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和探究

发现能力。高中美术课是义务制教育阶段美术

教学的延伸和发展。普通高中美术课程同样强

调其人文学科的特征，体现出基础性、多样性和

选择性等特点。“主要任务是提高学生的美术

素养，涵养美感，丰富生活情趣和终身爱好美术

的情感，培养人文精神，完善人格”（《普通高中

美术课程标准（实验）》）。高中美术课程实施

模块式教学，共分为美术鉴赏、绘画·雕塑、设

计·工艺、书法·篆刻、现代媒体艺术５个系列
９个模块。义务教育阶段的四个学习领域和高
中美术课程的５个系列９个模块涉及领域广泛，
这不仅要求美术教师必须具备全面的专业技能，

而且必须具有引导学生、组织课堂的教学方法和

教学理念。因此，美术专业院校专业划分严格，

过于注重单一绘画技能的培养模式无法适应中

小学美术教学的要求，这也为高师美术教育人才

培养提出了比较明确的目标和要求。

二、高师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

已有的改革模式

　　 教育界对高等师范院校美术学专业人才
培养问题的思考由来已久，早在１９９８年１０月，
由国家教育部体育卫生与艺术教育司召开的

“面向 ２１世纪的学校艺术教育国际研讨会”
上，众多高校代表已经就高师“不顾高师美术

教育的特点与美术学院一体化的办学方向”展

开了反思与批评。之后，相继有学者以此为切

入点，提出了高师美术课程结构的改革设想。

２００５年教育部办公厅颁布《全国普通高等
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指导方

案（试行）》，以此为标志，高等美术教育专业教

学改革拉开了序幕。《指导方案（试行）》明确

指出：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培养的是“具备

初步美术教育教学研究能力的合格的基础教育

美术教师和社会美术教育工作者”。因此该专

业的课程设置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克服

重技能、轻人文的弊端，丰富课程的人文内

涵”，“突出课程的师范性”，“强调课程设置的

综合性”，“注重课程设置的开放性”。

２００９年，教育部颁布了《全国普通高等学
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

指导纲要》，并于２０１０年在全国众多高校中选
择了４８所作为试点学校，全面推进美术学（教
师教育）专业课程改革。从上到下、从外到内

的压力和推动力都促使高师对既有的人才培养

模式和课程结构做出调整。根据目前各大高师

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来看，主要途径有三：一是

根据社会人才需求调整院系结构，实施“大美

术”的教学理念，增设一些应用性较强的专业。

二是实施大类招生，学生入学时不分专业，经过

第一年的基础教学之后，学生再根据喜好和就

业意向选择专业或专业方向。三是试行弹性学

制和灵活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同学校会根据培

养目标实施灵活的人才培养模式，如针对中学

师资人才培养的“２＋２”模式或“３＋１”模式，４
年中前一阶段进行基础公共课、主修课程和综

合课程的学习，后一阶段学习教育理论，并进行

教学实践；“４＋Ｘ”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将大学本
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相衔接的一种培养模式，

包括“４＋２”、“４＋３”等，其中４年进行大学本
科阶段的学习，之后进行２到３年的硕士研究
生阶段的学习。另外，许多高校鼓励有能力、有

兴趣的学生选修教育类课程，修读双专业，获取

双学位，之后通过教师资格考试获得教师资格，

这是一种辅修及双专业、双学位模式。这些人

才培养模式和培养途径旨在打破人才培养模式

的单一化，为学生提供更多自主选择的可能性。

三、高师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人才

培养模式的实践与思考

　　山东师范大学是省部共建的高师院校，
２００９年成为教育部普通高校美术学（教师教
育）课程改革的４８所试点单位之一，开始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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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本科专

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实施课程改革。

２０１１年，山东师范大学参与省教育厅着手实施
的高等教育名校建设工程，以此为契机，我院美

术学（教师教育）专业设置了独立的美术教育

实验班，开始着手实施美术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的教学改革。

（一）人才培养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是对培养人才质量和规格的

总规定。人才培养目标的确定一要立足于社会

对人才的需求，二要立足于人才素质的结构要

求。高师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要与专业院

校人才培养相区别，必须突出其师范性特征。

我们对美术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

定位是：“本专业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中等教育师资、教学研

究人员、其他教育工作者及适应社会发展的专

门人才。”其中“中等教育师资、教学研究人员、

其他教育工作者及适应社会发展的专门人才”

是根据社会需求及专业特点对人才培养的基本

定位；而“德、智、体全面发展”与“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则突出了对该专业人才素质的综合

要求和具体目标。

（二）人才培养措施

人才培养措施是为了达到人才培养目标而

采取的办法，主要包括人才培养内容、人才培养

手段、人才培养制度、人才培养评价四个方面。

下面仅就人才培养内容、人才培养手段这两个

有所创新的方面展开论述。

１．人才培养内容
学校人才培养内容是以课程的形式体现出

来的。课程不仅包括课程表中所规定的课程，

还包括配合课内教学所组织的全部课外活动，

以及其他校园文化因素等。其中课程表中所规

定的课程是人才培养内容的主体。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针对现行美术学

（教师教育）本科课程体系的基本要求以及中

小学美术课程标准的基本要求，从人才培养课

程模式角度，重构基于基础教育新课改条件下

基础教育美术师资专业素质与任职能力培养的

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建设。初步将课程体系分

为四个维度：美术技法课、教师教育专业课、人

文类专业课、实践课。四个维度相互交织、补

充，形成四维一体的课程结构。

具体到课程类型的设置遵循五个原则：

第一，专业课与综合课并行。美术与其他

专业相比，其基础点仍然在于美术专业技能的

学习，因此，不能因为加强人文类课程而忽略专

业技法课的学习。目前社会选拔美术教师的方

法和标准仍然偏重于对绘画技能的考核，不仅

如此，美术教师专业能力的高低也会影响到其

在学校、学生心目中的形象。可以这样说：仅仅

有专业技能的教师未必是好教师，但是，完全没

有专业技能的教师绝对不是一个好的美术教

师。

高师传统的专业和课程设置是否可以满足

基础教育阶段美术教学的需要呢？从目前基础

教育阶段美术课程标准及美术教材的编制情况

来看，基础教育侧重的是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

养，因此，在新的课程改革之后，美术教师不再

只是教画画的教师，而且，只具备某一类型的专

业技能的美术教师也很难完成基础教育阶段的

美术课教学。美术教师不仅需要会画素描、国

画、油画，还要会画简笔画、卡通画，会做手工、

剪纸，会制作版画、泥塑，会进行产品设计、平面

设计等等。义务教育阶段美术课程中的综合探

索活动领域更是对美术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

求。由此可见，高师按专业院校的培养标准进

行课程设置的传统路子已经不能满足基础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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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美术教育的需求。

专业课与综合课并置不仅是解决高等教育

与基础教育之间衔接问题的一个思路，同时也可

以解决因课程增加而带来的学时和学分分配问

题。在专业基础课、专业课的基础上，通过综合

材料、综合实践等课程的设置，不仅可以打破专

业壁垒，扩大表现形式，同时也可激发学生的想

象力与创造力，有利于学生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第二，技法课与理论课共进。在传统的高

师美术学专业课程体系中，理论课所占比重较

小，课程结构比较简单，学生也普遍不重视理论

课学习。但是，基础教育阶段的美术课对美术

教师的人文素养却提出了比较高的要求，要上

好一堂美术课，单纯具有高超的绘画技能已经

远远不够，美术教师不仅要具备专业素养，还必

须具备一定的教学方法、课堂组织和管理能力、

课程开发能力等。在中小学美术课中，鉴赏课

最难掌控，要将鉴赏课上得深入浅出，不仅需要

综合全面的文史知识、艺术史知识，还要有比较

高的艺术鉴赏和批评能力，掌握基本的批评方

法，具有一定的艺术理论知识和美学知识。因

此，高师美术学（教师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中

在保证技法课的基础上需要增加理论课的比

重，同时丰富理论课的结构体系，以确保对学生

综合人文素养的培养。因此，我们在专业课之

外根据《全国普通高等学校美术学（教师教育）

本科专业必修课程教学指导纲要》设置了三个

维度，三个层次的理论课程。三个维度是：美术

理论、教学理论、人文社会学理论；三个层次是：

史（中外艺术史、教育史）—论（艺术概论、美术

教学论、艺术批评与鉴赏等）—哲（中外艺术比

较、美学史等）。通过三个维度、三个层次的知

识穿插，建构完整的理论课教学体系。

第三，学习课与实践课穿插。学习课只保

障了学生基本知识与技能的习得，实践课则在

巩固习得知识的同时，提高其实践能力以及实

践过程中的综合素质。以往课程体系中，实践

课所占比例比较小，为了弥补这一不足，在此次

课程改革中，我们不仅加强了实践课的比重，同

时改变以往艺术考察和教育实践这种单一的实

习模式，增加了教学调研、教育见习、社会实践

等多种形式，并选择基础教育成果突出的中小

学作为教育实践基地，同时依靠地区教育管理

部门，实施三方联合共建式的教学实践体系。

同时通过与周边农村中小学结对子、支教等形

式，将实践课化整为零，分置于每个学期的不同

时段，真正实现了学与教的统一，使教育实践日

常化。这不仅解决了高校实践教学比重较少的

问题，同时也解决了部分地区和学校美术教育

人才缺失所带来的问题。

第四，必修课与选修课互补。为了解决人

才知识结构需求与有限课时之间的矛盾，可以

采用必修课与选修课互补的形式。在条件允许

的情况下可以适当增加选修课的类型与比重，

在突出专业特色的同时，使学生有更多的自主

性。结合基础教育阶段美术课程的相关内容，

我们在专业必修课之外增设了版画、陶艺、篆

刻、书法、摄影、设计等不同形式的选修课，丰富

学生的专业技能，提高他们的职业应对能力。

第五，课内教学与课外活动结合。除了课

程表中所规定的课程外，课外活动以及在整个

学校生活中教师与学生集体的价值观、态度、行

为方式等校园文化因素对学生的影响也是人才

培养内容的组成部分。因此我们在注重课内教

学的同时也重视课外活动在校园文化构建及人

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通过学术讲座、社团活

动、粉笔字大赛、基本功大赛、说课比赛、演讲等

形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２．人才培养手段
教学的方式方法是多种多样的，而如何有

效地达成教学目标是方法评价的基本标准。有

效的教学方式方法并不是单一的，不同的方法

具有不同的特点和适用范围，只有根据具体的

教学内容、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和教师个人的

特点进行具体分析，才能选择出最有效的教学

方法。

我们在教学方法上的尝试主要有几个方面：

———任务驱动式教学。任务驱动教学是一

种因果倒置式的教学模式，它吸收了系统论、课

程论和建构主义等教学理念，以任务为中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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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老师指导下通过对任务的分析、讨论、探

究，从而达成教学目标。这种方法的优点在于

能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和教师的主导作用，使

之产生强烈的任务或问题意识。同时，学生通

过自主探究、合作学习等多种学习形式，积极地

参与到任务或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来，可以充分

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其发现问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中西艺术比较》等

多门美术专业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我们大多

运用了任务驱动式教学的方法，通过情境设置、

问题抛设、问题探究、任务反馈、任务延伸、任务

总结、评价展示等一系列环节，在积极热烈的气

氛中完成知识的建构和拓展。

———项目管理式教学。项目式教学是融合

了建构主义理论和多元智力理论等所形成的一

种教学模式，主要是指在教学过程中，将学科知

识转化为若干个“教学项目”，学生在老师指导

下通过自主学习、合作式学习等方式直接参与

教学全过程，主动进行体验、理解与探究。这种

教学模式改变了传统“填鸭式”的教学方法，以

学生为中心，充分发挥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

能动性，也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探究意

识和创新思维。

山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民间美术》、

《中小学美术教学论》等专业理论课的教学过

程中采用了部分式项目管理教学，学生在教师

指导下根据教学内容、基础教育美术课程内容

的需求、地方民间文化资源以及个人爱好确定项

目选题，组成项目团队，制定项目实施计划以及

分工。学生通过田野调查、文献查阅等方式完成

项目目标，最终以成果汇报展示的方式进行总结

评价。整个教学过程打破了单纯讲授式的传统

模式，学生的主动性和各方面的能力得到充分展

现，教学效果非常好。

（３）三导师制教学模式。很多高师院校的
教师教育专业实行双导师制，即校内导师与校

外导师相结合的教学模式。但是，美术学（教

师教育）专业与其他专业有所不同，社会对美

术教育人才知识结构的需求大致分为四个方

面：专业技能、教育教学理论、综合的人文知识、

社会实践能力。针对这一需求，山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拟采用三导师制教

学模式，即校内专业导师、理论导师和校外导师

组成导师组进行联合培养。由于我校采用的是

“１＋３”式的人才培养模式，经过一年的基础课
教学之后再进行专业选择与培养，因此在二年

级专业确定之后，校内专业导师负责学生的专

业方向与发展，理论导师负责其艺术理论与教

学理论的指导，校外导师则负责其教学实践能

力的培养。

（４）渐近式、常规化的教学实践模式。为
了提高美术教育师范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山东

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在实践教学部分进行了一系

列调整。一是增加课时量，将教育实践时间由

６周增加至８周，同时增加了８周的教育见习。
二是合理安排教育实践的课时，形成层级式教

育实践培养方案。

为了避免教育实践过晚、过集中、与课堂教

学相脱节等问题，我们将１６周的教育实践进行
了合理分配，将教育见习的８周平均分置于二、
三学年的四个学期，第四学年完成为期８周的
教育实习活动。每个阶段有不同的教学目标和

学习方法，使教学实践形成一个循序渐进的过

程化培养模式。

由于学生在第二学年还未开始接受学科教

学方面课程的学习，因此对教学理论、教学方

法、教学规律还不是十分熟悉，因此这一学年的

基本任务是在见习过程中以调查和观察等方式

参与课堂教学和管理，通过教育实践基地了解

基础教育阶段不同学段学生的心理和行为特

点，熟悉课堂活动和教学环节，把握教学规律，

了解教材内容与特点，学习课堂管理和教学活

动组织的方法等，同时发现教学过程中的问题

和值得探讨的现象。见习结束后以调查报告、

集中研讨、汇报展的形式进行总结。

第三学年的学生已经通过相应的理论课和

学术讲座、学术研讨，基本掌握了课堂活动和教

学的各个环节，以及基本的教学规律和教学方

法，因此，这一阶段的教育习见主要是通过与地

方中小学，尤其是较偏远的农村中小学结队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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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来培养学生课堂教学实践能力。因为这种

常规化的教学实践模式需要与地方中小学课堂

教学同步，因此具体的上课时间及教学内容都

需要相关教育部门及相关学校的协调。目前我

们已经与本市某城区教育部门结成相对固定的

教学联盟，由他们出面负责联系见习学校、上课

时间以及实习学生的交通。经过一学期的实

践，不仅提高了我校学生的教学实践能力和教

学热情，同时也解决了地方中小学美术教育人

才匮乏的问题，社会效果非常好。

在第四学年的教育实习中，学生必须完成

８周的教学任务，同时按照实习所在学校的要
求参与该学校的社团活动、校园艺术节活动，同

时辅助实习指导老师完成相应的其他教学任

务。以往在教育实习过程中，往往过分依靠实

习所在学校的指导教师，实习生单纯完成实习

单位的教学要求就可以通过教学效果评估。目

前经过改革，我们提高了教育实习的要求，规定

以每个实习点为一个团队，在完成实习学校教

学任务之外完成一个特色课或校本课程的设

计，并进行课堂教学实践。教育实习结束后组

织教学成果展示，以此进行各实习点的总结和

交流，并作为教育实习评价的方式之一。

四、结语

教师资格国考范围的逐步扩大、规范化，不

只是高师美术教育人才培养的危机，更是其大

力发展的一个契机。它不仅使高师美术教育人

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更加尖锐、突出，同时也为

其发展找到了出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高师

院校需要做的是把握时机、明确目标、调整计

划，培养出更适合社会需求的、人格完整健全的

美术教育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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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莱坞电影产业对古希腊神话的开发


吴冰沁
（齐鲁师范学院 文学院，山东 济南，２０００１３）

　　摘要：　好莱坞一直将古希腊神话当作素材资源库，生产不同片种的神话电影。尤其是近５０年来，“大片”以
弘大的史诗规模与复杂精湛的电影技法创造了新浪漫神话。它们承载了美国保守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念，塑造出典

型的美式超级英雄，呈现了前所未有的奇幻景观，并在全球赢得巨额利润。

关键词：　古希腊神话；好莱坞大片；超级英雄；保守主义；全球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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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冰沁（１９６３—　），女，江苏无锡人，齐鲁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

①维基资料可见欧洲早期电影已在开发这一资源，如《奥德修斯大战巨人》（Ｌ′Ｉ
＾
ｌｅｄｅＣａｌｙｐｓｏ：ＵｌｙｓｓｅｅｔｌｅｇéａｎｔＰｏｌｙｐｈèｍｅ，

１９０５）、《奥德赛》（Ｏｄｉｓｓｅａ，１９１１）；同时还有对希腊古典悲剧的开发，如１９０８－１９１１年间有三种改编自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

王》的影片（Ｏｅｄｉｐｅｒｏｉ１９０８、ＯｅｄｉｐｕｓＲｅｘ１９０９、ＯｅｄｉｐｕｓＲｅｘ１９１１）。

②其《俄狄浦斯王》（１９６７）、《美狄亚》（１９６９）均取材于古希腊神话，据索福克勒斯的悲剧原著改编。

③迈克尔·柯杨尼斯（ＭｉｃｈａｅｌＣａｃｏｙａｎｎｉｓ１９２２－２０１１，出生在现塞浦路斯共和国的希腊籍导演）影片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根据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改编的《伊莱克特拉》（Ｅｌｅｋｔｒａ，１９６２，又译《希腊血仇》、《埃勒克特拉》），本片曾获第１５届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

提名，终获最佳电影改编奖和技术大奖；而同样取材于特洛伊战争中希腊军队统帅阿伽门农家族血仇的影片《伊菲吉妮娅》（Ｉｐｈｉ

ｇｅｎｉａ，１９７７）再次获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提名。两片都曾获得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提名。另外，他还有直接改编自欧里庇得斯原

著的《特洛伊的妇女》（ＴｈｅＴｒｏｊａｎｗｏｍｅｎ，１９７１）一片，与前两部影片构成完整的希腊悲剧三部曲。

④其《伊莱克特拉我的爱》（Ｅｌｅｋｔｒａ，１９７４）同样取材于阿伽门农家族血仇的故事，在电影语言方面显示出惊人的自信心、卓越

的想象力和天才的创造性。影片曾入围当年的戛纳电影节，获主竞赛单元－金棕榈奖提名。

⑤特里尔仰慕其丹麦电影前辈卡尔·德莱叶，１９８７年将其未完成之《美狄亚》最终完成。

⑥让·谷克多（１８８９－１９６３）有《奥菲斯的遗嘱》（Ｏｒｐｈｅｕｓ，１９５０），并与雷内·克莱芒合作执导过《美女与野兽》（Ｂｅｌｌｅｅｔｌａ

ｂêｔｅ，Ｌａ１９４６）。

　　早在欧里庇得斯时代，悲剧诗人们就深谙
神话中的无穷意蕴。他们借助舞台，将诸神与

王族英雄们直观地呈现在雅典人面前，一些形

象至今仍活跃在现代艺术中。与古典悲剧相

比，电影虽是新生事物，却同样野心勃勃。早

期，在它甚至不能开口说话、不能自如行走———

每秒最多１６画格、人物动作有蹦跳感时，就开
始搬演希腊神话①。难得的是，在西方现代主

义或后现代主义艺术思潮的话语中，神话叙事

都不罕见。战后欧洲电影人如保罗·帕索里

尼②、出生在塞浦路斯的希腊人迈克尔·柯杨

尼斯③、匈牙利人米克洛斯·杨④、丹麦人拉尔

斯·冯·特里尔⑤等即有多种尝试，法国人让

·谷科多⑥等人甚至将神癨奥菲斯的典故搬到

了现代巴黎背景中。这些欧洲导演致力于电影

－人性之间的探索，都是多产、多创建、多影响
的名家，其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曾回到神话，

从文明的源头上重组自我言说的话语体系，他

们的影片也因此改写了世界电影史的章节。

经典好莱坞时代曾是类型片的天下。类型

片，如大卫·波德维尔所言，并非存在着超越一

切、升华为固定类型的某种影片，是对一种制作

７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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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的归纳，即众多影片共享一些类型化的特

色，例如众多影片分享了令人愉快的歌舞桥段，

另一些影片则分享了美国西部英雄的传奇①。

在这两大类影片的外围电影，同样体现着大片场

时代的电影观念、制片意志和价值模式。作为西

方文化继承人的美国在面对希腊神话资源时，从

一开始就更多地立足于产业的立场，在衡量古代

文化遗产的开发价值时，有着与其欧洲“表亲”

不一样的选择维度、改编策略和表现途径。

在希腊神话的汪洋大海中，特洛伊战争以

其大事件、大冲突、大级别叙事起点最符合好莱

坞向“大处”着眼的趣味、观念和标准。从默片

时代直到当代，好莱坞为这场战争多次制片，几

十年间陆续出品的《木马屠城记》②、《新木马屠

城》、《特洛伊的妇女们》等同名、异名、相关题

材的电影、电视电影片不下数十部③，如果再将

以诸神为名的影片计入，则有数百部之多④。

如果说荷马的《伊利亚特》把一场延宕了１０年
的战争浓缩在最后５１天，那么，好莱坞则是将
一场战争放到几十年间反复重演，可称之为发

生在银幕上的“特洛伊战争”。这场银幕上的

战争与荷马的战争有何不同？与两千多年前的

欧里庇得斯的悲剧有何不同？

一、亡国叙事与浪漫叙事

默片时代的尾声，好莱坞就有标准长度的

影片《海伦在特洛伊的私人生活》。这是神话

作为浪漫故事长片的题材在好莱坞的首度亮

相，它也为好莱坞探察了一个无限丰富的资源

库。１９５６年，华纳兄弟公司与意大利两家公司
联合制作《木马屠城记》，以当时的“大片”规模

搬演了这一经典。影片在给出片名 Ｈｅｌｅｎｏｆ

Ｔｒｏｙ之后是东方风格的音乐、不列颠口音的旁
白和特洛伊城自外而内的全景长镜头。好莱坞

自经典时代就发现了视听语言中一个重要的技

巧———美国口音活泼、清晰，同时又似乎显得不

够典雅，缺少古风意趣。因此，每逢制作重大历

史题材、史诗或文学经典选题时，不成文的惯例

是，演员务必操不列颠口音，以示其“言说”来

自欧陆，具有某种“正宗”的叙事意味，在听觉

上令人产生“历史大叙事”的印象。⑤

《木马屠城记》必须解决的核心问题包括：

第一，按照神话的叙事逻辑，冲突的一切根源在

于奥林匹斯山诸神的对立及其迁怒于凡人，电

影叙事是否还要遵循这一前提？第二，大片场

时代的好莱坞并不喜欢真正的悲剧，对这场战

争的叙事立场既然立足于特洛伊一方，又该如

何处理战争的悲剧性？第三，以美国清教伦理

为道德基础，怎样面对帕里斯与海伦的关系？

旁白中的特洛伊———这个“人民勤劳”、爱

好“美与和平”同时又城墙高筑的世俗国度，一

艘即将起航的船正等待它的主人———特洛伊王

子。场景进入皇宫，国王正主持一场议事：重要

角色依次发言，但第一个正面镜头却是金发王

子帕里斯⑥，他俯视正与之争论的黑发表亲，然

后镜头才依次落脚于其父王、兄长、王后、王妃

（拉辛《安德洛玛克》的主人公）。庙堂之上女

人们虽有所言，但与男人们正在讨论的国家大

事无关，故可以忽略不计。男人们争论的焦点

则在于与斯巴达人的关系：兵戎相见，还是贸易

往来？帕里斯———男主人公———坚持后者。这

段众声喧哗的开场调度解决了一个基本问

题———谁是故事的主人公？以谁的视点切入特

洛伊的兵燹？

８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为了精细解读丹麦导演卡尔·德莱叶，波德维尔在其著作之首言简意赅地陈述了对经典好莱坞类型片的见解。参见［美］

大卫·波德维尔著，柳青译：《德莱叶的电影》，长春：吉林出版责任集团责任有限公司，２０１２年，第９页。
ＨｅｌｅｎｏｆＴｒｏｙ，导演：罗伯特·怀斯。关于这个版本，本着翻译界的习惯，采纳中文通译名，下同。
Ｔｈｅ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ｉｆｅｏｆＨｅｌｅｎｏｆＴｒｏｙ，导演：亚历山大·柯达，影片制片于１９２７年或１９２８年。
在ＩＭＤＢ页面输入ＨＥＲＡ（赫拉）或ＺＥＵＳ（宙斯）等，每项都有近百部长短不一的影片，其他诸神被改编影视亦不少见。
至于英国口音在好莱坞电影中具有“符号化”的价值，此处参照［法］让 －卢普·布盖著，严敏译：《好莱坞 欧洲电影人之

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好莱坞视听语言经常借助外观造型隐含对人物的判断。头发的颜色具有给人物分等级的功能。依惯例，“金发少年”通常

被预置了某种不言而喻的好感，而黑头发则次之。



吴冰沁：好莱坞电影产业对古希腊神话的开发

在《荷马史诗》中，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为

了一时之争而分为两派，各选定人类的一座城

池下赌注。除爱神、战神和掌管预言的阿波罗

神站在特洛伊一方，其他众神对人类毫无感情

立场，它们随机地站到了万神之神宙斯、天后赫

拉以及智慧神雅典娜一方帮助希腊人，注定要

毁灭人类世界中的特洛伊王国。神癨之争，不

仅赋予事件以想象的趣味，而且从根本上取消

了人类的自主性。当爱情的绚烂与战争的残酷

都是神意时，荷马发出了对盲目战争和无辜人

类的喟叹。但是，影片却对这种沉重感失去了

耐心，它避重就轻，简化了特洛伊沦陷的悲剧前

提———“众神的意志”。影片从恋人的角度讲

述特洛伊的故事———年轻的王子帕里斯为了稳

固王国的贸易安全而出使斯巴达，世俗的缘由

导入了历史学家和通俗故事在解释特洛伊战争

时所遵循的思路：利害分明、正邪两立的二元叙

事。考虑到影片名为 ＨｅｌｅｎｏｆＴｒｏｙ———它应被
译作《特洛伊的海伦》，影片定场戏的镜头调度

就显得深思熟虑了。按照好莱坞制片的场面调

度法则，角色出场方式将确定一部影片的核心

人物和叙事框架。辩论的话题和镜头的运动围

绕帕里斯展开，传统叙事中的大英雄赫克托尔

退居角色群的外围，这表明故事并未依据荷马

史诗“伊利亚特”的原框架作完整讲述。影片

还另有侧重———基于尚未出场的重头人物海伦

展开，按照角色／演员的关系配置规律，她要尽
量迟些出现。所以在影片情节的第二段，帕里

斯的破船漂到希腊海滩，在昏迷时刻他见到了

从海水中走出的海伦。由此，影片完成了三个

功能：其一，在众多标出姓名的核心人物中，海

伦最后一个出场，从濒死的帕里斯视角远眺由

远而近，这意味着影片的第一明星是海伦；在片

尾，破城后的最后一个镜头也是海伦，而且是特

写。影片首尾呼应，完全成为关于海伦的叙事；

其二，海伦出场于海水，结束于海水，她仿照爱

神的出现方式规定了影片的主题①：浪漫爱情。

其三，海伦无爱的婚姻中的丈夫斯巴达王则偏

执地促成希腊联军对特洛伊的大举讨伐，这个

直接的人为动机被解释为战争起因。神话史诗

中的帕里斯在希腊人的婚礼上拐走了海伦，战

争由此开始；本片中二人相遇于身份明确之前，

自然发生的爱情似乎优于无爱的婚姻，这就回

避了帕里斯的道德尴尬。影片名正言顺地将伦

理立场移到了帕里斯一方，并使特洛伊战争的

残酷成了海伦浪漫叙事的砝码———古希腊悲剧

成了好莱坞的伤感剧。这是好莱坞最受欢迎的

片种之一，堪称票房摇钱树。

如果仅有一部《木马屠城记》，我们也许不

能断言好莱坞总是将古希腊经典商业化，但是

将这部影片中被征引最频繁的镜头画面放到好

莱坞类型片中，它在视觉语言体系中的“陈述”

特性及美学归属就显现出来：以性感著称的女

明星群支撑着好莱坞叙事电影的半壁江山。她

们在各类影片中的造型与镜头表现构成了伤感

罗曼司类型电影的视觉中心，以至于我们在当

时好莱坞影片中无数次看到这些在人物造型与

场景方面几乎雷同的镜头。无论它们出自畅销

小说、古希腊经典还是莎士比亚剧作，无论它们

处于什么时代、什么背景，除了姓名，银幕上的

人物都是如此的难分彼此。她们成就、强化的

并非文学的经典，而是好莱坞伤感爱情的经典。

对比另一种银幕叙事———现代希腊人迈克

尔·柯克杨尼斯以欧里庇得斯的舞台剧为基础

执导的影片《特洛伊的妇女们》②，将加深对好

莱坞商业操作的理解。对于古典悲剧的意义与

价值，柯杨尼斯有着深刻的洞察。早在１９６０年
代，他就以古希腊悲剧导演的身份活跃在欧美

电影和戏剧舞台上。其《伊菲吉妮娅》、《伊莱

克特拉》分别表现人类的命运悲剧在俄狄浦斯

的儿女与英雄奥德赛的儿女们身上的延续，与

其《特洛伊的女人们》共同奠定了柯杨尼斯在

欧洲艺术电影中牢固的地位。在接受《电影》

月刊杂志的采访时，他谈到欧里庇得斯的悲剧

９３１

①

②

据古希腊的神话，女神阿芙洛狄特自海水中出生，掌管爱情。影片引用这一手法表现海伦，显然有所喻意。

Ｔｒｏｙｗｏｍｅｎ，１９７１，凯瑟琳·赫本主演，英国、希腊、美国联合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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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人类战争的愚蠢、屠杀人民的野蛮之间的关

系及其本人对这一切的强烈感受。这一切生成

了导演诚实而自觉的艺术表达动机和富于独创

性的电影语言。１９７１年的凯瑟琳·赫本出演
柯杨尼斯影片中的特洛伊王后赫库巴，一个因

亡国、亡子、亡孙而悲痛欲绝的老妇，在她的身

边是大名鼎鼎的公主卡桑德拉、王妃安德洛玛

克与海伦———她们黑衣褴褛，沦落为奴。影片

没有丝毫“造星”的企图，不为女明星们安排任

何机会去施展王后的威仪、王妃的浪漫、公主的

甜美。它没有一处赏心悦目、讨好卖乖的桥段，

不仅使人看到从古到今战争的残酷，更让人回

到经典的源头去重新思考古人对其自身愚蠢的

反省。这种反省出现在冷战局势日渐严峻的

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更令影片具有与众不同的思
想力量。另一位希腊战后著名导演乔治·加维

拉斯在１９６１年导演的《安提戈涅》①则依据索
福克勒斯同名原作的内容，呈现了荷马史诗主

要人物俄狄浦斯王的女儿安提戈涅在个人情感

与国王意志之间的冲突所导致的“悲剧”，人称

“悲剧之后的悲剧”。在讨论悲剧中的女性形

象时，诺斯罗普·弗莱曾指出：“在希腊悲剧

中，女性通常是悲剧情境的牺牲者而不是发动

者，因此，女性增强了悲剧情绪而不是悲剧情

节。”②他提醒我们回过头来检验同为希腊神话

史诗改编的不同版本的电影《木马屠城记》中

的海伦与赫库巴、伊莱克特拉以及安提戈涅等

女性形象在各自文本中的表意功能———尊崇悲

剧经典的希腊导演们将他们的女主人公置于电

影客观的视听语言系统中，在叙事、陈情、达意

等不同维度上始终保持着适当的平衡。但好莱

坞的海伦则被视听语言推向感官体验的最前

端，在进入她的命运陈述之前和陈述的过程中

始终强化观众对她的凝视一种视觉的消费，因

此海伦不是一个关于人类命运的悲剧，而是一

则男欢女爱的伤感小品。将这一影片置于经典

时期好莱坞同类型电影群中，海伦的真实身份

会因为其“同伴”而更显眼———在由费雯丽、伊

莉莎白·泰勒、玛丽莲·梦露挑大梁的好莱坞，

银幕上的女性少有能逃脱被观看命运的，明星

及其扮演的角色之间的“互文”仅用一个形容

词———性感，就足够涵盖她们的价值。

在１９５６年被讲述之后，海伦又出现在好莱
坞后续电视电影等形式的衍生品中。它们不仅

延续了１９５６年好莱坞电影版的同名，同时也继
续制作“尤物”。原片又制作为 ＤＶＤ向家庭放
映市场发行至今。比较而言，柯杨尼斯的《特

洛伊的女人》在上映票房上根本无法冲出《木

马屠城记》的合围。不仅如此，早于《特洛伊的

女人》的《伊菲吉妮娅》、《伊莱克特拉》、《安提

戈涅》以及法国、德国１９７１合作制片的同名电
视电影《安提戈涅》———这些致力于战争、人性

问题的严肃思考每每出自导演们长久而独立的

思想探索，虽然在文化价值、美学意义上更胜一

筹，却因票房上不敌一部娱乐世界的世俗伤感

剧《木马屠城记》而纷纷堙没。海伦———这个

著名的女性，终于被添加到好莱坞娱乐业的尤

物行列，在多种视觉艺术的形态中成为一个被

凝视的中心并渐趋稳定。

二、大英雄的降格

作为艺术，古希腊人创造的神谱与英雄传

奇形象起初只有一处不同———身份。神是不朽

的，而英雄迟早要走向死亡。对人类而言，真正

迷人的正是那些终究面临死亡的传奇英雄。希

腊人对人的生命（即便他是英雄）有着“一揽子

式的”深刻体验和理解：传奇一生注定与惨烈

之死捆绑在一起。似乎愈是英雄，其死亡愈是

寓意深长；或者相反，一切惊天动地的英雄壮

举，都在生命终结时刻被扯平。那么，作为终结

的死亡在叙事艺术中究竟有多么重要？古希腊

人以赫拉克勒斯、伊阿宋、阿喀琉斯、珀修斯、奥

德赛的多种英雄谱给出了参照：他们的传奇叙

事遵循着与生命过程基本一致的朴素形态，有

０４１

①

②

ＹｏｒｇｏｓＪａｖｅｌｌａｓ，亦名ＧｅｏｒｇｅＴｚａｖｅｌｌａｓ，１９１６－１９７６。本片１９６１年提名金熊奖，同年获得旧金山电影节金门奖。
［加拿大］诺斯罗普·弗莱著，孟祥春译：《世俗的经典：传奇故事结构研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第７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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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有终。在开端和结局———天平的两端，一端

是高贵的血统、力量、智慧、勇气、野心；另一端

则是对他人的忽略、自身的贪婪、对权力的欲望

和注定而不自知的终极缺陷。后人尽可对神话

的完整范式采取任何形式去截取，但这并不表

明神话本身怎样，只表明截取者自己的意图和

倾向。

就《木马屠城记》断言好莱坞不需要重量

级神话并不准确。相反，好莱坞一定要建造属

于自己的神话殿堂，借此打造自己的英雄丰

碑———以古典英雄的名义。只不过，它一定要

供奉美国人心目中的神癨和英雄，要以好莱坞

的方式截取英雄神话，建立神谱影像，并持续其

祭拜。由此，不同的类型片成为好莱坞式英雄

的影像神龛。

在古希腊神话和悲剧中，关于赫拉克勒斯

的原始叙事包含着非常矛盾的内容：作为神灵

宙斯与凡人的混血后裔，他天生力大无比，但因

受到内在的、不可控力量的疯狂袭击，他会有超

人的、甚至残暴到可怕的行为，也可能倏忽变得

无比虚弱。因而具有盖世神功的大英雄终生在

深刻自责。这是只有人类血统才会遭遇的致命

的毁灭———在各种传奇后面，神话还紧跟着

“后英雄叙事”：如此大英雄竟死于不足与外人

道的私人情感纠葛，这就是在他的生命中还注

定要经历伊阿宋式的、基于命运的无奈；另外，

英雄的后裔则在权力欲望的驱使下彻底放弃了

手足之谊，兄弟阋墙，这是神话保留的富有启示

意味的完整结尾。

新兴的电影艺术在早期就曾向这位大力神

致意。目前可看到的影像中，首先值得瞩目的

是１９５７至１９６４年间，意大利出品的富有意大
利传统古装片史诗风格的《赫拉克勒斯》①以及

后续系列《挣开锁链的大力神》（ＨｅｒｃｕｌｅｓＵｎ
ｃｈａｉｎｅｄ，１９５９）和后来为电视台提供的系列片
《大力神挑战九头怪》（Ｈｅｒｃｕｌｅｓｖｓ．ｔｈｅＨｙｄｒａ，
１９６０）、《大力神在鬼蜮》（ＨｅｒｃｕｌｅｓｉｎｔｈｅＨａｕｎｔ

ｅｄＷｏｒｌｄ，１９６１）以及《大力神与女俘》（Ｈｅｒｃｕｌｅｓ
ａｎｄｔｈｅＣａｐｔｉｖｅＷｏｍｅｎ，１９６１）等影片。它们杂
糅了希腊神话中各种英雄叙事，当然也不会缺少

爱情戏份，其中《大力神与女俘》就表现了导致

英雄意外死亡的故事。在战后意大利，古希腊－
罗马神话与历史素材是电影制作的常规选题。

这些影片往往有一贯的美学特征：豪华的装饰，

壮观的场景，大尺幅时空开阖的故事叙事。似

乎不如此便配不上或对不起古代文化遗产。然

而遗憾的是，面对这些古典素材的意大利人既

不是擅长史诗电影、富有贵族气派的导演维斯

康蒂，也不是冷峻内敛的导演安东尼奥尼，更不

是锐利而激进的诗人导演帕索里尼。相反，接

管这批资源的是电影产业界的意大利投资商

人。以其思想和艺术的水准而言，他们无法和

本国那些独特而执着的作者、导演相提并论。

以其产业运作的魄力和能力更是遇到了强大的

对手———正处在１９５６至１９６６年古装片制作波
段上的好莱坞。但他们使美国人意识到，在古

希腊神话与悲剧经典遗产中，大力神早期的英

雄传奇充满不可多得的积极力量。比之另一个

传奇英雄伊阿宋，他更单纯、更富于青春力量。

既然是一个如此丰富的传奇金矿，美国人

就不会袖手旁观，任由这么受追捧的英雄拘于

意大利语电影市场上。精明的美国制片人为华

纳兄弟公司争取到了意大利影片《赫拉克勒

斯》在美国纽约地区的发行权，以英语配音在

纽约地区１７５家影院独家上映。尽管《纽约时
报》的影评人理查德·纳森后来不无苛刻地

说：赫拉克勒斯的英语配音有着“银行职员

腔”，但意大利人的赫拉克勒斯还是在美国市

场起到了试金石的作用。当时的纽约媒体认

为，观众对此片还是很感兴趣的②。而且，纳森

同时承认，这位来自意大利的大力神有着像美

国流行文化中的传奇形象人猿泰山一般的“大

块头肌肉”，能战胜一切怪物，这正是 １９５０－
１９６０年代热衷于健美运动的美国人的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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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它同时还是意大利专为宽银幕放映而制作的影片。

影片上映时，《纽约时报》有专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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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我们很快就能看到这一点：在任何可以

引来财富的资源面前，美国人都不会犹豫。影

评人纳森之所以认定意大利影片仅够“希腊学

生看”①，原因就在于它还缺少能逗乐美国观

众的东西。其实，这位影评人差不多提到了

“英雄大力士”在美国银幕上所应具有的一切

要素：一个年轻而乐呵的大乖，他要有一连串的

英雄行为，能理解足够的幽默并遇到些许的浪

漫。于是美国人开始行动，经过重新处理，很快

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大力神系列”：《赫拉克勒

斯的爱情冒险》、《赫拉克勒斯抗击月亮人》、

《赫拉克勒斯漫游圣经》、《赫拉克勒斯与特洛

伊公主》———连篇累牍的影视制品冲击大小银

幕。无论人们怎样和这位天神胡闹、搞笑，美国

观众就像对待西部片的英雄牛仔一样一概热烈

欢迎。除了故事之外，美国人还征用了意大利

电影的一切：历史传奇、经典、电影感觉、素材、

制片厂的电影棚以及电影的资源库。曾执导过

《荒野大镖客》、《黄金双镖客》、《黄金三镖

客》、《西部往事》以及《美国往事》等片的意大

利著名导演莱昂内（ＳｅｒｇｉｏＬｅｏｎｅ）洞悉了古代
神话英雄和好莱坞西部片主人公内在的一致

性。他说：“阿伽门农、埃阿斯、赫克托尔是过

去的西部牛仔的原型：他们以自我为中心，独立

而英勇，为人不够正直；而西部片中的人物被导

演搬进了神话世界……加里·库珀（Ｇａｒｙ
Ｃｏｏｐｅｒ）就是赫克托尔。”②

我们先以《大力神在纽约》③一片为例。那

个后来广为人知的明星阿诺德·施瓦辛格在

１９６９年以健美的“欧洲先生”之名移民美国，凭
“发达的肌肉，健美的体型”成为美国人心目中

的赫拉克勒斯———大力神的最佳人选。仅从外

形上人们就可以看出美国大力神与意大利大力

神的差距，这可是崇尚运动的美国人衡量男性

不可或缺的标准之一。大力神将美国人对力量

的崇拜从人猿泰山身上成功地转向了人④，他

挂满全身的肌肉是美国人自信而乐观、强健而

坦率的身体式的言说。至于施瓦辛格瓮声瓮气

的口音则暗合了赫拉克勒斯在神话中总摆脱不

掉的“外乡人”标记———憨厚到略嫌笨拙但不

让人厌烦的性格。

赫拉克勒斯首先要“为王位而战”。与希

腊神话中很多别的英雄为“夺取”什么而奋战

略有不同，大力神是仅凭自己神性的优越出身

便要在人世“夺取”一个王位。宙斯的血统加

上赫拉的哺乳，这个被神癨遗弃的鲁莽大个子

在尘世显得雄心勃勃，超人一等。虽然那些英

勇的举动因为“为民除害”而被屡屡冠以“美

德”之名，但究其根源，赫拉克勒斯不甘心久做

他人的臣民，他是个偶尔被欲望蛊惑得狂暴的

野心家，正要夺取王位。在神话叙事中，国王对

他虽有无奈的允诺，但也有效地拖延了这一过

程，赫拉克勒斯不停歇的英勇行动也证实他对

真正的王位反而非常耐心，并没有强取豪夺。

因此，他的叙事是一个关于凭借出身自动升格

的故事，是朝着奥林匹斯山众神的回归。

可是，现代美国人不会像古代希腊人那样

虔敬向神。在电影上，神不仅要按照美国人的

意愿和趣味举手投足，如有必要，它们还要被重

新规划关系。比如婴儿赫拉克勒斯在神话中先

是被自己的母亲丢弃，随后又被赫拉丢弃，而在

电影中他却有宽容慈爱的天父宙斯和亲切温和

的天后母亲———一个现代美国的理想家庭，一

个伦理关系的乌托邦。高贵与世俗的天然对峙

历来都是同时在身份域与道德域合并展开的：

来自神界的必定高贵，原本凡界的必定鄙俗。

大力神在空中飞越一架航行中的泛美航空公司

的喷气式飞机，一位老太太惊呼舷窗外惊鸿一

瞥中的那个“人”是那么“英俊”、“漂亮”。我

们看到了大力神来自神灵的超能力，同时看到

２４１

①

②

③

④

ＮｅｗＹｏｒｋＴｉｍｅｓ，Ｊｕｌｙ２３，１９５９。
［法］洛朗斯·斯基法诺著，王竹雅译：《１９４５年以来的意大利电影》，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第１０５－１０６页。
ＨｅｒｃｕｌｅｓｉｎＮｅｗＹｏｒｋ，１９６９。
根据希腊神话和该影片片头的剧情，赫拉克勒斯是宙斯与人类女性阿尔克墨涅的后代。这解释了他的神性和对人类的亲

和力的由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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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生俱来的诚实、坦率、友善、快乐。这是好莱

坞对大力神的品质定位。来到纽约的大力神一

再对人说：“我从希腊来”，“我是宙斯的儿子”，

“我是大力神”———他非常诚实；纽约人则认为

这位大个子“移民”“健壮”而“幽默”。神的高

贵使他对人的鄙俗无从觉察，为“坏人使坏”提

供了人性化的机会和推进情节发展的动力；同

时，在天神的希腊语和纽约凡人的英语对话时，

影片又运用了两种语言“错层”交流的小技巧，

由此产生了各种有趣的误解与误会，笑点自然

引出。无形中赫拉克勒斯变成了一位为凡

人———为观众带来快乐的“文丑”。神话中的

大力神四处砍杀，一步步走向奥林匹斯山，而电

影中的纽约“历险”实质上已然“降格”。

在一直延续到２０世纪的希腊神话传奇与
经典悲剧中，一些艺术形象已然为当代文化所

接管，例如特洛伊战争传奇中的人物群。她们

在原典中的凡人身份、悲剧命运和巨大的、爆发

式的情感力量引发的是“净化”与“崇高”，这是

形象本身的升格，在世世代代的艺术传承中逐

渐获得了稳定的属性。凡人安德洛玛克、安提

戈涅、伊莱克特拉以及愤怒的美狄亚，她们都有

无法更动的情感并因其他人物的行动力在不断

累积而被逐步推向毁灭，生命在爆发的瞬间定

格，毁灭获得了某种神圣的意味。相反，好莱坞

影片中赫拉克勒斯的神性身份规定了他与纽约

人的对峙无论如何不会改变对方的属性，天神

始终高贵，凡俗也将始终凡俗。无论在纽约胡

闹多久，大力神永远像当初到来时那样与纽约

凡人相处，接受纽约人心理标尺的度量。天神

内心浩浩荡荡的纯洁是凡人无法想象的，但他

的孔武有力的外表和思无邪的行动却是可见

的，甚至看起来像个令他自己都觉得尴尬的憨

大个。这是形象本身的降格；同时，只要制片人

乐意，大力神可以随意去往任何一个社区，出现

在任何一个街角，起始一段新的、但与上次行动

却是等价平行的滑稽叙事。每个章回等价平

行，使大力神的叙事不同于人们所熟悉的希腊

神话的形象。美国人所选择的大力神必须无忧

无虑，只有“给定的性格特征”，他无法实现任

何内在的变化，因此可以没完没了地游历下去。

票房高，可以接着拍；观众稍有变脸，制片就到

此为止。它可以在任何一集上结束整个系列，

而每个续集的内容又都可以作为独立单元再次

使用。这个最合乎经济法则的制片策略，使好

莱坞此后的系列产品圈钱圈到最后一毫厘，如

同“超人”、“蜘蛛侠”、“蝙蝠侠”、“忍者”以及

“哈利波特”。好莱坞的市场让赫拉克勒斯从

貌似英雄的地位降格到喜剧处境中，他彻底沦

落成了一个为着世俗的乐趣而存在的大活宝。

大活宝是这样赢得票房的———在最富有操

作性的层面上，好莱坞电影技巧发挥了效力。

它在个性定位、角色配置、情节设置等方面确保

了大力神降格叙事的可爱与呆萌。比较而言，

大力神尽管贵为天神之后裔，品行纯洁，但他本

身实在缺少讨人喜爱的性格，在喜剧叙事中，其

作用仅在于以超人的力量所引发的事端。是这

些奇迹事端令人称奇，而不是丰满的人性引人

入胜。因此，在他周围必定要有懦弱而善良的

“椒盐”、聪颖而美丽的“海伦”、犹豫而迂腐的

“教授”与凶残无度的“黑帮”、死皮赖脸的“无

赖”、嬉皮笑脸的“骗子”。正是这群个性突出

的随行者分立在高贵而憨厚的大力神的正邪两

侧，使影片鲜活有趣。如果说在喜剧叙事中大

力神是基调和力度，那么喜剧配角们则是精心

演绎的音色和旋律。这些尽职尽责的“帮闲”

与“帮凶”活灵活现，确保来自“奥林匹斯山众

神”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顺理成章地成为最讨

美国人喜爱的“英雄”。影片实际是一出欢乐

喜剧，一出由神降格为人的杂耍。好莱坞从古

希腊经典中攫取的恰恰不是悲剧，而是喜剧。

喜剧还发生在明星个人身上。１９６９年逛遍了
纽约的大力神———奥地利移民来的健美运动员

阿诺德·施瓦辛格在欧美两地一举成名，成为

好莱坞最成功的电影明星之一，也让好莱坞电

影产业看到了一种身体崇拜的“强汉”类型电

影，而其他形态的影视制作则从大力神身上看

到继续衍生的叙事资源，它们都将继续提取神

话经典千年不尽的产能。

对大力神资源作日常化提取的是电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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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１９５０—１９７０年代的电影放映业低谷期间，美
国电视网需要大量节目填充其各种频道的时间

段，人们以赫拉克勒斯为素材拍了多部专供电

视播出的电视电影，平均制作周期不足一年，即

拍一部放一部，选题之频繁可见人们有多喜欢

这位尊神。当然，这些影片并非全部来自赫拉

克勒斯的神话，个别影片属于借名，借题发

挥。① 在这个制作周期里，貌似被“英雄崇拜”

推动着的大力神浑然不觉地进入了他的黄金时

代。

在讨论歌舞片时沙茨曾指出，所有的类型

电影———并且是所有的好莱坞电影，在不同程

度上———都含有乌托邦的允诺，并投射出一个

可能的、秩序井然的社区乌托邦愿景。② 古希

腊的赫拉克勒斯传奇是好莱坞一个令人激奋的

重要愿景，构成美国文化核心之一的通用观念

就是他的人格。被作为产业资源开发的希腊神

话要最大程度地契合美国文化观念，让尽可能

多的观众易于理解、乐于接受这些视听化的英

雄传奇，并将其中的一切价值默认为“自我愿

景”。只有这样，这些资源才有可能转化为当

代文化的产能，实现产业利益的最大化。至于

这种开发是否还能保持原典的文化属性，好莱

坞投资方似乎不太予以考虑。如有必要，他们

还可以做更大的变动。１９９４年，哥伦比亚公司
出品了电视剧《大力神与亚马逊女人》后，１９９５
至１９９９年包括联合公司在内的五家美国公司
和两家新西兰公司，共七家公司联合制作了８０
集电视连续剧《大力士的传奇旅程》（Ｈｅｒｃｕｌｅｓ：
ＴｈｅＬｅｎｄｅｎｄａｒｙＪｏｕｒｎｅｙｓ）并由德国公司发行。
作为好莱坞电影产业的强大同盟，电视电影的

制作周期短，编—导—播过程中完全以观众的

收视率为核心。在长达数年的播出过程中，它

更加灵活多变，完全摆脱了古典神话的内容、情

节，风格随时调整，先后融合了魔幻、探险、言

情、神怪等类型片的趣味，以令人眼花缭乱的杂

耍故事集成的方式，成功地占据收视率上位，随

后又凭借英语的传播优势，发行到欧洲，在多国

电视台播出。这一制作／播出周期过后，２００５
年，美国 Ｈａｌｌｍａｒｋ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公司与澳大利
亚ＰｈｏｔｏｎＶＦＸ公司、新西兰 ＰｈｏｔｏｎＮＺＦＸ公司
（ｖｉｓｕａｌｅｆｆｅｃｔｓ）和 ＤｉｇｉｔａｌＰｏｓｔＬｔｄ公司（ｐｏｓｔ－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再次联手推出电视电影《大力神》
（Ｈｅｒｃｕｌｅｓ）并由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三国共
同合作发行，其市场直接覆盖整个英语地区。

利润带给投资人的鼓舞是巨大的。１９９７
年迪斯尼推出的动画版《大力神》③接力续写施

瓦辛格启动的大力神“英雄”叙事，并使经典英

雄更加美国化了———迪斯尼卡通，它辅以歌舞

片的形式处理这一资源，赫拉克勒斯又变成了

少年英雄的人格愿景。

卡通所聚焦的，被片中丑角“菲罗斯”一言

以蔽之概括为大力神“打怪兽，救美女，回老

家”。两部影片同样都遮蔽了主人公在神话原

典中冷酷的出身渊源和最终不无悲剧意味的结

局。卡通片比真人片来得更温情化：大力神不

是神话中那个被亲生母亲遗弃又被妒忌的赫拉

陷害的婴儿，而是慈父宙斯与天后赫拉无比宠

爱的乖宝宝。只是为了成长的需要，他来到人

间，所做的一切无外乎确立自我，取得父母（现

行社会秩序与正统观念）的认可，与家人和解。

他与宙斯神族所代表的整个世界的和解并非在

死后，而是在一系列神勇行动之后立刻得到承

认———这本是美国电影最保守、最安全的道德

观念和流行文化主题，也是好莱坞商业片欢乐

电影的基调。与施瓦辛格真人版赫拉克勒斯比

较，卡通版《大力神》绘制出的金发大力神有着

更大的蓝眼睛、因为总是乐呵呵的所以咧得更

大的嘴巴，那副坦荡少年的做派比演员施瓦辛

格更为夸张，除了其符合青少年特征的头高比

等要素之外，片中宙斯特别赞叹了他“强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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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例如《三丑遇到大力神》（ＴｈｅＴｈｒｅｅＳｔｏｏｇｅｓＭｅｅｔＨｅｒｃｕｌｅｓ，１９６２）。
［美］托马斯·沙茨著，冯欣译：《好莱坞类型电影》，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第１９４页。
即Ｈｅｒｃｕｌｅｓ。香港等地译“海格力斯”，回归之后，一些国外影片的译名有了多种译法，故本片又译《赫拉克勒斯》、《大力士赫

拉克勒斯》或《大力神赫拉克勒斯》等，网络上的译名更多，但似更随意。本文依翻译界传统仍用赫拉克勒斯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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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颚”。这一造型几乎将美国人心目中一个健

壮青年的体态夸张到了极致，正如对女性凹凸

体态的想象被夸张到极致一样，它们（似乎只

能用“它们”这一代词，才能传达出视觉符号的

“物性”）从人物造型上使叙事转向了成长喜

剧。同时，四位配音演员分别精心处理了赫拉

克勒斯不同年龄段的声音，其中主演多部普通

真人电影的演员泰特·多诺万有意识控制声

线，为角色注入了被影评人安德里亚·德亚称

为不染“街痞腔”的、“孩子气的”、“纯洁无辜”

“大个子”的品质。这些特征恰是好莱坞电影

对“好男孩”的基本把握，而不是塑造一个成年

人形象的出发点。

在角色配置和造型上，卡通版还特意加强

了周边角色———朋友：“神马”与“导师”①。这

两个油嘴滑舌、插科打诨的角色一老一少，强化

了施瓦辛格版的配角“椒盐”的丑角功能，而且

卡通片的视觉节奏使其表情与举手投足更为夸

张，喜剧特性更为鲜明。值得一提的还有，在影

片的首尾，百老汇歌舞形式出现的所谓“缪斯

女神”既取代了经典悲剧的歌队，还取代了故

事的传统讲述人（在史诗中讲述人被认为是荷

马，在神话中则是全能的第三叙事人，如无特别

指出，这个叙事人通常为男性）。九位缪斯的

歌声、歌词、舞蹈毫无例外地都在“甜妞”的范

式中，如同ＮＢＡ赛场上的啦啦队一样，她们在
每个叙事段落的间歇时间出镜载歌载舞，引吭

高歌，为故事穿针引线，为“英雄”喝彩，为影片

掌控节奏。于是，大力神的成长叙事在打斗和

欢乐歌舞中交替进行，彻底变成了喜剧大神搞

笑串烧，强迫观众接受了这个干净得出奇的乖

大个儿。没有谁指望这样的影片内容与这个世

界的实际经验吻合，但人们还是乐于为这简单

而纯粹的欢愉付出钞票———据 ＭＴＩＭＥ网的不
完全统计，１９９７年迪斯尼版本的《大力神》成本
８５００万美元，北美票房 ９９００万美元，全球票
房２．５２亿美元———更多的钱是从美国之外挣

来的。

大力神在好莱坞的降格到１９９７的卡通片
还没有终止，那些在影院放映时格外有效的视

听创造及其产值效应还远未穷尽。１９９８年，迪
斯尼旗下电视公司在此版本的基础上又制作推

出了每周六早上播放的电视版卡通赫拉克勒斯

系列，这套节目每集时长３０分钟，人物与情节
继续降格，几近中学生年龄段，并在原卡通电影

的基础上延续运作５２周以上。不仅如此，美国
的泛影视产业———所有使用银幕、屏幕、显示器

的媒体，例如单机或联机的电子游戏、电视连续

卡通、互联网ｆｌａｓｈ等传播平台都还在继续开发
着这一资源，这些产品无不致力于向美国的海

外市场拓展。也许，迪斯尼最典型地体现了好

莱坞精髓———分明是在借希腊诸神讲述“美国

的神系传说”，而且将希腊诸神变成了好莱坞

电影“产业神话”的“硬通货”之一。回过头来

再看引发了这一切的意大利大力神系列，则显

见其产业后续开发能力的不足，其悄无声息，鲜

为人知，令人遗憾。当人们无法抵抗好莱坞的

强大势力时，只好听任它的快乐，接受它制造的

微醺。

三、伊阿宋传奇与被屏蔽的美狄亚

伊阿宋传奇是好莱坞热衷开发的另一个资

源，在一系列的开发中被肆无忌惮地注入了美

式文化观念。

从神话所铺陈的伊阿宋英雄谱中，人们不

难体会到英雄的豪迈和讲述者的敬慕。可这只

是伊阿宋传奇的开端，接下去就是美狄亚的加

盟和他们一起的砍砍杀杀：杀父，杀兄，杀子，直

至那最可怕的事实：夫妻俩先后自杀。从有关

伊阿宋的完整故事中，希腊神话和古典悲剧都

看到了人类共有的野蛮、粗暴、兽性，它们只是

讲述但并不过多评析。这种看似无意义的冷静

不仅仅留存在文字中，还与远古的英雄行为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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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好莱坞卡通片最洗练的喜剧手法之一，是配角／丑角的精心塑造和配置。在少年成长主题中，他们／它们一般在自然属性、
天然条件方面劣于主人公，但无条件地忠诚，且与主人公同性别或中性，起到玩伴和见证人的功能。即便是异性配角，也至多是建

立友谊而不承担性别的叙事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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绑在一起，令人毛骨悚然。人们有理由回避这

些被动继承下来的残忍，也有理由对叙事的经

典范式作现代化的修改，以适应现实心理诉求。

但问题仍然要提出：第一，这些反复重生的资源

发挥了怎样的效应？第二，在神话谱系中，老辈

的伊阿宋在英雄壮举上原本丝毫不亚于赫拉克

勒斯，甚至，在阿尔戈船上，大力神要接受伊阿

宋的指挥，可这一切都被美狄亚的发飙毁掉了。

假如没有美狄亚的决绝，伊阿宋不会成为悲剧

的主人公；在神话那数不清的英雄中伊阿宋也

就没什么意义了。可以断言，由于关联了女性

的命运，英雄们的游历在开端时刻越神奇，在结

束时刻就越沉痛。似乎英雄之所以历经艰难万

险，就是为了那致命的最后一刻———没有这一

刻，此前的神勇都失去了美学价值。

伊阿宋与美狄亚的故事数千年来一直是考

量艺术家、文学家乃至思想家功底的范本：故事

８０％的篇幅在讲述伊阿宋神勇的传奇，可以作
为喜剧陶醉于此，但它只是在为后面２０％做铺
垫，由漫长的喜剧导入戛然而止的悲剧。因此，

伊阿宋的故事的核心实质上是美狄亚。不将故

事最后的美狄亚处理好，就无法正常讲述伊阿

宋。现代欧洲电影人中最富有激进个性的意大

利导演帕索里尼、丹麦导演卡尔·德莱叶①与

拉尔斯·冯·特里尔都曾向这一沉重的老故事

发起对话，或像古希腊的天才悲剧家欧里庇得

斯的《美狄亚》一样，直接切入英雄故事的真正

核心，将美狄亚的生命传奇作为个人生命的自

我言说的契机。他们的影像都落脚于主人公传

奇的终点———人的内心坍塌———被世界彻底压

垮的时刻。在导演的操作层面上，德莱叶和帕

索里尼甚至同时想到这世界只有一个人能担当

美狄亚，即当时世界歌剧界的第一女高音，墨西

哥歌剧演员玛利亚·塔拉斯。塔拉斯“声誉显

赫又喜怒无常”，在德莱叶看来非常吻合他对

美狄亚“未开化民族的狂野”性格的想象，但是

美狄亚绝不仅仅能满足德莱叶对古希腊神话的

好奇，她还内在地承担着德莱叶对宗教意义的

探索，也由于这份有关灵魂的主题过于深重，直

至去世，德莱叶也没轻易动手促成拍摄。②

１９８７年，作为晚生的特里尔接过了德莱叶的剧
本将美狄亚带上了银幕———完成了德莱叶未竟

的“从美学层面至工业体系———带来的狂风暴

雨般的冲击”③。无论英雄伊阿宋还是公主美

狄亚，都处于命运悲剧的强势逼迫下，无怪乎帕

索里尼的美狄亚同样沉闷粗砺得与利比亚荒漠

融为一体，凝重得令人难以呼吸，无法忍受。美

狄亚的这些影像，将看似约定俗成的伊阿宋英

雄传奇带回到真正的荒蛮时空，挑战我们对神

话、英雄、悲剧、电影的想象力和理解力。

在这个背景下，我们选定了几种版本，从技

术形态、电影类型的角度分别加以考察，比较英

雄伊阿宋从１９６３年到２０１０年在好莱坞的 ３０
年传奇。

较早的电影记忆可以从１９６３年哥伦比亚
公司出品的Ｊａｓ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ｇｏｎａｕｔｓ开始④。这
是哥伦比亚制片方给经典高调的各路英雄的定

位：一部Ｂ级片。没有人指望好莱坞的 Ｂ级电
影解决任何重要的精神诉求，Ｂ级电影不可替
代之处就是为人的垃圾状态提供视听填充。毕

竟，“整个精神像垃圾一样”的情景，占多数人

的多数时间，于是我们看到了这部没有美狄亚

发飙的阿尔戈英雄记。与赫拉克勒斯完全一

样，推进这一进程的动力是伊阿宋的个人欲望：

夺回王位。在奔向王位的途中他要路过各种怪

６４１

①

②

③

④

“德莱叶是电影艺术的伟大天才之一，如果缺乏对这个人及其影片的理解，任何电影史都是不完整的。”参见［美］吉恩·德

拉姆和戴尔·德拉姆著，吉晓倩译：《受难中的激情·前言》，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２０１１年。
塔拉斯只为帕索里尼一人出演了美狄亚，那是无神论的诗人帕索里尼“神话三部曲”之一。

［美］大卫·波德维尔著，柳青译：《德莱叶的电影》，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２０１２年，第４页。
１９６３年以真人与定格动画混合制作的Ｊａｓ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ｇｏｎａｕｔｓ在中国本应通译为《伊阿宋与阿尔戈英雄传》，但在互联网上

却更多见《杰逊王子战群妖》之名。“杰逊”之译出自港台，近粤语和闽南语发音，考虑到当时港台地区与大陆体制的差异，可推断

本片应由港台率先引进，后以此片名流入大陆。１９６０－１９７０年代的香港正值功夫片黄金时期，Ｊａｓ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ｇｏｎａｕｔｓ非常符合当
时港人对影片“动作”的趣味。也许在译者眼里片中群雄业绩如孙悟空一般，其历险被译作孩童般的“战群妖”就不奇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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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的领地———奇形怪状的男女老少组成的群妖

陆续出现。对主人公而言，这些怪物之间彼此

达成的是聚合关系，无论增删哪一个都不会破

坏整个历程的逻辑关联，因而每一个怪物都不

是叙事的有机组织，伊阿宋和阿尔戈船上的英

雄们只是逐一地打败它们。在好莱坞类型电影

中，“打斗片”或“动作片”一直没有明确的概念

外延。它可以存在于各种题材、主题的影片中，

却在电影实践中一直发挥着多元作用。当“动

作”本身就是独立的愉快体验、就是观影的目

标时，芝加哥的黑帮、丛林里的大猩猩、荒蛮之

地的国王，无论其身份怎样、扮相怎样，无论其

遭受的是围攻还是逐个单挑，本质上都是在娱

乐观众。

如果说１９６３年的Ｂ级片《阿尔戈英雄传》
还因为定格动画的妖怪们显得有些天真烂漫，

那么，２０００年的ＪａｓｏｎａｎｄｔｈｅＡｒｇｏｎａｕｔｓ就重复
了立意的庸常、结构上的残缺以及制作的粗疏。

这部由美国 Ｈａｌｌｍａｒｋ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公司投资３
千万美元拍摄的《阿尔戈英雄传》分两集，主要

面向西班牙语、葡萄牙语的电视网发行播出并

供应 ＤＶＤ零售市场①。与１９６３年魔斗动作片
完全相同的是，它也将伊阿宋一路的砍杀作为

视觉主叙事，情节同样截止于伊阿宋获取王位，

美狄亚仍然在伊阿宋的命运之外；与老版本路

数不同的是，影片在一些细节处理上试图自圆

其说，以弥补情感线索上的不足。比如，在关键

人物———美狄亚的造型上我们看到导演的用

心，它比１９６３年的版本更有意强调了美狄亚的
“异邦”和“蛮族”特征。在美国清教传统下，出

现在大众银幕上的主人公要尽量恪守道德规

范。这也是制约美国电影艺术范式的力量之

一。一般而言，男性英雄同时被处理为道德上

的楷模，如有变故，也要以温情或体面的方式将

前一则感情变故推成背景，迅速转换成一个新

浪漫故事的开端。但是，希腊神话中的伊阿宋

在亡子、丧妻之恸中自杀已成铁案，不可能继续

演绎英雄美人的完美传奇。所以，在叙事的周

延以及节奏的流畅感方面，２０００年电视电影版
显得犹豫不决，这与它在影片内容的整体走向

上的骑墙态度有关。从演员的表情可以明确看

到，除了１９６３年版中浓密的黑发外表之外，新
版的美狄亚还被夸张了眉梢和黑眼圈———这是

一个隐藏着主观视点的镜头，它突出了伊阿宋

直觉上对深肤色的“高加索公主”美狄亚的排

斥感。运用冷色调去表现一个恋爱中的女性在

好莱坞非常罕见———除非她是一个反派。冷调

的偏光包含着创作者对角色的态度，令观众从

感官上与伊阿宋对美狄亚的直觉保持一致，为

他后来的背叛开脱。这位英雄原本以感情的谎

言换取婚姻，以婚姻换取王位，其分裂的人格和

悲剧的命运却因为美狄亚的缺席而被屏蔽，一

切欲望与幻灭被影片最后一个凝视的镜头阻挡

在电影叙事之外。

希腊神话中著名的赫拉克勒斯和伊阿宋都

被好莱坞理念重新编码了，重新编码也许是好

莱坞的一种不言而喻的智慧：古老的英雄在旧

世界被讲述得太久了，他们完全属于历史，属于

文化传统，属于古人和一切不属于美国的时空。

美国电影需要的是属于美国精神的英雄。

四、《特洛伊》为何而战

人类文明的历史有多久，战争的历史就有

多久。不仅如此，战争还与人类自身、与人类的

文化一道进化、升级———规模越来越大，杀伤越

来越多，似乎智慧水平也越来越高，战争的快意

越来越足。同时，战争孕育英雄，大手笔的战场

具有无可比拟的审美价值，它张扬着人的意志

的宏大豪迈之美。任何人，只要能管束住自己

的理智，关闭战争影像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勾连，

都可以从中体会到澎湃之气。所以从古老的神

话史诗到现代的影像艺术，战争始终是最激动

人心的主题之一。

荷马史诗的特洛伊之战是有关战争叙事的

经典。值得关注的是，总览百年电影史，几乎没

有真正聚焦于这场战争本身的影像叙事———欧

７４１
①本片也外销到了中国，曾在中国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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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两地、电影电视，一直都是围绕着特洛伊战争

的前因后果而制片①。至 １９６５年《木马屠城
记》之后的２０余年时间里，整个美国影视界虽
然没有放松过对特洛伊外围的各种尝试，尤其

在电视剧和 Ｂ级电影段，帕里斯与海伦、阿波
罗与卡桑德拉，甚至故事中的希腊军队中各位

凯旋英雄———阿伽门农、尤利西斯等等的罗曼

司故事、命运故事都曾进入观众的视线，但它们

均因为定位不高、制片水平低而与那些 Ｂ级电
影中的伊阿宋影片一样，仅用于填补电视播映

的垃圾时间。这期间，一度引起关注的充其量

是一部《新木马屠城记》②而已，但它仍旧重复

了早年的拍摄路数，甚至沿用了老版本的片名，

延续“特洛伊的海伦”的浪漫叙事，可见其不思

进取。特洛伊战争作为资源库还远远没有物尽

其用地开发。或许正是出于对战争的敬畏、对

战争宏大叙事的审慎和对电影战争片的充分驾

驭不够自信，人们才一直等待着，把它留给了好

莱坞，留给数字技术时代，直到２００４年美国时
代华纳公司由明星与数字技术支撑的巨制《特

洛伊》出现。

依据荷马史诗的叙事，关于人的一切故

事———个人命运或城邦兴衰均与神灵有关，从

神灵开始，由神灵决定。特洛伊城的故事也是

如此，在《伊利亚特》中，天神之争及随后的天

神大战是史诗不可或缺的重要篇章。从叙事逻

辑看来，人类之战只是天神大战的余波。倾听

诗人吟唱的世人通过语言亲历永恒的神话故

事，看震怒的神灵无动于衷地毁掉哪怕是最优

秀的人类，看被毁灭的结局。战争双方所有人

类的德操与品行都将化作虚无，盖世英雄在神

的笼罩下失去神圣性，活得越壮阔，死得越卑

微。这就是悲剧令人战栗的至高境界。然而，

美国主流文化一直排斥宿命论、神衍论。毕竟

在现代社会，神的绝对性太容易引起人们的虚

无主义和悲观主义。对此，《特洛伊》的编导像

好莱坞面对所有古希腊神话、史诗、悲剧经典时

一贯的做法一样，同样采取“避神策略”：最大

限度地弱化史诗中神癨的力量，只字不提众神

为了争夺人类的祭拜供奉而毁灭特洛伊的动

机，也绝不像荷马一样泼墨表现它们在战场上

的暗中行径和幕后以牺牲人类、毁灭人类城邦

为代价的妥协。隐去众神，电影的叙事得以专

注特洛伊人和希腊人，他们或远或近，都算神的

后裔。在分析《特洛伊》时，美国《芝加哥太阳

报》著名影评人罗杰·依波特曾幽默地指出，

影片声称改自《伊利亚特》，荷马应该去“投

诉”，因为影片尽可能地从神话中脱身，神话叙

事降格到电影《特洛伊》的人类叙事。按照弗

莱的理论，这是关于凡人的、“次等”的叙事；按

照巴赫金的理论，这是叙事的降格，它指向人的

虚妄。

影片情节起始于希腊半岛各联邦的明争暗

斗，重要角色之一阿伽门农有着强烈的野心和

政治谋略，与希腊最伟大的战士阿喀琉斯的英

雄性格发生冲突。这与前辈的影片———经典好

莱坞叙事以帕里斯与海伦的故事作为起点完全

不同。《特洛伊》以希腊人内部战争为起点，以

摧毁特洛伊并彻底征服它为终点，看起来应该

是不折不扣的战争影片。

市场运作似乎也证实并强化了这一点。从

制片方与发行方投放到世界各地的放映海报可

以佐证其影片的类型。发行在巴西、德国、日

本、韩国、西班牙、意大利、中国大陆以及香港等

８４１

①

②

除前文所及《木马屠城记》、《特洛伊的妇女》、《伊菲吉妮娅》之外，以特洛伊战争为素材的影视制作还有１９０５年法国《尤利

西斯战巨人波吕斐摩斯》（Ｌ′Ｉ＾ｌｅｄｅＣａｌｙｐｓｏ：ＵｌｙｓｓｅｅｔｌｅｇéａｎｔＰｏｌｙｐｈèｍｅ）、１９１１年意大利《奥德赛》（Ｏｄｉｓｓｅａ）、１９２４年《海伦》（Ｈｅｌｅ
ｎａ）、１９５５年美国 派拉蒙公司出品《奥德修斯》（Ｕｌｙｓｓｅｓ，柯克·道格拉斯主演）、１９６１意大利年《特洛伊之战》（ＬａＧｕｅｒｒａｄｉＴｒｏｉａ）、
１９６１年意大利《埃涅阿斯传奇》（ＬａＬｅｇｇｅｎｄａｄｉＥｎｅａ，特洛伊战败后幸存的王子埃涅阿斯流亡并复兴的故事）、１９６８年意大利电视
连续剧《奥德赛》（Ｌ＇Ｏｄｉｓｓｅａ）、１９７１年意大利与南斯拉夫合拍电视连续剧《埃涅阿斯传奇》（Ｅｎｅｉｄｅ）、１９７３年英国电视电影《尤利西
斯回故国》（ＴｈｅＲｅｔｕｒｎｏｆＵｌｙｓｓｅｓｔｏＨｉｓＨｏｍｅｌａｎｄ）、１９９７年美国出品的电视电影《奥德赛》（ＴｈｅＯｄｙｓｓｅｙ，Ｆ·Ｆ·科波拉参与制片，安
德烈·冈察洛夫斯基导演，获得艾米奖和金球奖的提名）等片，２０００年美国甚至有为电视播出制作的卡通版《奥德赛》（ＴｈｅＡｎｉｍａ
ｔｅｄＯｄｙｓｓｅｙ），另有各国电视台为教育频道、儿童频道或卡通频道制作的小规模系列片。

ＨｅｌｅｎｏｆＴｒｏｙ，ＪｏｈｎＫｅｎｔＨａｒｒｉｓｏｎ导演，２００３，电视电影版，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公司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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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的海报取样与旧版《木马屠城记》的海报所

显示的影片类型有鲜明的区别：２００４年张贴在
世界各地的《特洛伊》海报都突出了男明星：布

拉德·皮特和他在影片中的决战对手埃里克·

巴纳，即便在边角仍保留那一对著名的情侣。

有的海报只列出了演员奥兰多·布鲁姆，但他

所扮演的帕里斯与海伦的爱情显然不再是影片

在发行市场上的核心“卖点”。至于在特洛伊

战争中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物之一———奥德修

斯，尽管其扮演者西恩·潘同为大牌，也未被列

入海报———影片要突出的是冷兵器时代战争中

的砍杀明星，而不是谋略大师。

为了讲述一部伤感的罗曼司“特洛伊的海

伦”的故事，１９５６年的《木马屠城记》要以国家
的毁灭作强大而厚重的祭坛，突出渲染一对情

侣爱得如何惊天动地，以使他们的私奔成为永

恒，所以１９５６年的影片注定选择特洛伊的情感
立场；而２００４年的“特洛伊”属于古装战争片。
当代好莱坞原本没有义务坚守一方，可以超脱

于战争起因的是非判断，也无需对双方的善恶

作复杂的阐释，可以说在“特洛伊叙事”上，好

莱坞享有 “言说”的自由。莎士比亚就喜欢同

时向战争双方投注等份的赞赏和敬仰：在《特

洛伊诺斯》等剧目中，他同样地赞美两边的英

雄阿喀琉斯与赫克托尔、英雄各自的妻子安德

洛玛克和珀涅罗珀、英雄各自的母亲赫库巴与

忒提思。从理论上说，讲述者“均分”情感，犹

如观看一场无关乎主客场的体育比赛，不必在

意一方的输赢、胜败，意味着某种游戏性和纯粹

性。如果说没有立场的战争片就是游戏的话，

那么没有英雄的战争除了胜败结局的历史意义

和阶段性的道德投诉之外，就没有了人格的魅

力，它的审美力量将不值一提。但是，好莱坞会

制作一部与其经典战争片不同的《特洛伊》以

别于《一个国家的诞生》、《西线无战事》、《兵曹

乔治》、《漫长的一天》、《Ｍ．Ａ．Ｓ．Ｈ》、《现代启
示录》、《黑鹰坠落》，甚至发生在伊拉克的《拆

弹专家》吗？

卡尔维诺曾经说，“主控故事的，不是声

音，而是耳朵”———这是针对有关马可波罗的

叙事而言，但他启发我们解读电影叙事时应有

的意识：主控电影的除了眼睛，还有耳朵。无论

眼睛或耳朵，都是被设计的。影片《特洛伊》则

起始于一张颇有“历史感”的古代希腊地图和

一个声音。

古装片的片首出现地图是好莱坞历史片常

用手法，它可以给影片带来一种文献性。而那

番不乏疑虑的旁白者－叙事者之声则出自影片
角色之一奥德修斯之口，他是希腊联军高层的

观察者、著名的木马计设计人、特洛伊破城时的

亲历者、各种英勇业绩的见证人。呈现特洛伊

战争要涉及到众多人物，在希腊联军屡战屡败

的核心群体中，奥德修斯的英雄气质并不出众，

他甚至可以延迟到影片最后２０分钟露面献出
计谋。但是，他不仅出现在片首，而且还主持了

阿喀琉斯葬礼，是他的声音贯穿了影片首尾。

比较影片中几个主要人物的语音可见，西恩·

潘所扮演的奥德修斯在音高上的低音点明显多

于皮特所扮演的阿喀琉斯、考克斯扮演的阿伽

门农、巴纳扮演的赫克托尔，更不必说由奥兰多

扮演的帕里斯。其发音的音节在时长上少于其

他人，音域相对偏窄，甚至与彼得·奥图尔所扮

演的老国王普里安相比，潘的语调波动幅度上

也明显偏小，更趋于自然语流。这个声音塑造

了奥德修斯深谋远虑、不动声色的个性特征，也

让旁白远离了剧场式发音的语感，具有纪录电

影冷静镇定的语音特征，它与影片开端精准的

古希腊地图共同形成了某种“历史感”。在电

影中，“历史感”，归根到底是真实感，是一种能

让人物“活在其中”的时空。可以说，影片的基

调就是脱离神话形而上的飘渺，也远离中立者

的坐席，以擅长察言观色的奥德修斯的角度逼

近其同伴，包括英雄阿喀琉斯。

如果说伊阿宋与赫拉克勒斯的英雄业绩

“斗怪兽”、“战群妖”、“杀巨人”属于个人历险

的英雄神话的话，那么挣脱了神话胞衣的电影

《特洛伊》则要讲述一个无比尴尬的“史实”：出

现在特洛伊战场上的英雄面对的是不折不扣的

人类同伴———阿喀琉斯的对手们并非“异类”，

而是自己的邻邦；迎接自己刀劈、箭射的人们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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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海岸对面，一些人或者还不乏往来，彼此仰

慕已久甚至联姻结亲。在讲述的结构上，大力

士和阿尔戈英雄的个人历险叙事只要不断变换

场景和鬼怪们的外形，以线性的时间历程承载

一次次传奇就足够了。而希腊－特洛伊的人们
则需要复调式的戏剧冲突结构，在人伦组织中

建立持续发展的对位关系，以完成其人物形象

的塑造。《伊利亚特》中的阿喀琉斯的心理变

化和个性特征处于同一平面，除了砍人还是砍

人，除了勇敢，还是勇敢，战士的品质自始至终

未曾变化。而电影《特洛伊》则将其定位在性

格发展上，被逐一战胜的每个对手都与他形成

了动态的复调关系，直到他战胜那个最强大的

对手———他自己。

《特洛伊》中的阿喀琉斯究竟是怎样的英

雄？必须把他放到几组形象中考察。

第一组是帕特洛克罗斯与布里塞伊斯。从

柏拉图开始，人们早已认定前者是阿喀琉斯的

“伴侣”，荷马史诗中当然描述过两人深挚的感

情，但好莱坞主流电影历来对此类人物关系非

常审慎。在阿喀琉斯出场的第一个场景中，影

片《特洛伊》有意强调了他身边存在的异性，但

没有相关发展线索。而帕特洛克罗斯首次出现

时被降格为阿喀琉斯练习打架、打斗、砍杀的玩

伴，两人造型非常接近，仿佛阿喀琉斯“身体游

戏”的凡人化镜像。这些细节意在模糊、淡化

阿喀琉斯与帕特洛克罗斯的同性关系，模糊、淡

化并不是删除，只是使之不那么显著，让谙熟文

化传统密码却持保守态度的多数观众心领神会

地接受。在随后的场景中，两人的关系仍然顽

强地延续着，镜像注定要破碎，变为真相：阿伽

门农抢了本该归阿喀琉斯的女俘，即“美颊的

布里塞伊斯”，阿喀琉斯拒绝参战，眼看无数希

腊战士惨死沙场而无动于衷———“我不是战争

的奴隶”，他说，并掉头离去，仿佛阿喀琉斯的

“取向”“不成问题”。但是，影片设置了一个

“巧合的”场景：布里塞伊斯来到阿喀琉斯帐中

的同时，帕特洛克洛斯战死。在《伊利亚特》

中，布里塞伊斯是太阳神庙祭司的女儿，是阿喀

琉斯与阿伽门农之争的焦点，但并未指出她同

时是特洛伊王室公主。影片将布里塞伊斯处理

为王室成员、帕里斯的堂妹，这位性感的、“美

颊的”女俘作为近身角色被添置到与阿喀琉斯

有关的情节中。但女祭司的神圣和公主高贵本

来就不该成为欲望的目标，所以作为“帐中

人”，她的嵌入完全出自影片对阿喀琉斯的塑

造所需：在戏剧结构上平衡冲突双方的力量，使

阿喀琉斯的叙事与帕里斯对等———他们都爱上

了“彼岸的”女性（事实却是一位来自王国疆域

的彼岸，一位来自精神的彼岸，但后者在镜头中

热辣性感的身躯非常容易让人忽略这一点，而

它恰恰是影片想要的效果），于是阿喀琉斯帐

中发生的不是对一位女性的酒神之爱而是女祭

司对他的精神救赎———云端对话激发了后者沉

思自省———后者坚定了自己真实的人格，确认

自己何以“为战争而生”。激发了阿喀琉斯战

场上的血腥复仇———从这一刻开始，用他对手

下人的话说，特洛伊是“属于我的战斗”。因

此，真正打破两位男性之间镜像关系的不是杀

死帕特洛克洛斯的赫克托尔而是布里塞伊斯。

阿喀琉斯返回战场———为帕特洛克罗斯复仇，

之后，一个无比阴鸷的暗夜①，阿喀琉斯放生老

国王、女俘并为死去的赫克托尔休战１２天。其
非凡的英雄气质所产生的吸引力有效地转移了

人们对其“性别动机”的追究，至于奥德修斯在

片首喟叹英雄们所谓的 ｌｏｖｅ究竟指什么影片
却含糊其辞，观众就这样被悄悄地蒙过去了。

与阿喀琉斯有关的另一组对比人物是阿伽

门农与普里安国王。荷马史诗中非常明确的

是，战前阿喀琉斯本人与特洛伊人之间并无冲

突，上战场只是他作为希腊人的“雇佣兵”履行

职责。冷兵器时代的英雄，如果不是像阿伽门

农这样处在统帅位置，通常就是单兵英雄，依仗

非凡的体力和勇气赢得战场英名。但在希腊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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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这个场景与其他表现希腊联军场景的光效影调均不同，且是全片影调最低的段落：夜，内景，无明显人工光源。它应是阿喀

琉斯个人“帐内”情形的视觉化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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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内部，阿喀琉斯与人发生强烈冲突，对手是统

帅阿伽门农。对手的身份与级别衡量英雄成就

的高低。两人的个性、脾气同样激烈、狂暴，战

争期间为女俘势不两立，阿喀琉斯拒绝参战，希

腊联军因二人对立而深陷危机。值得注意的

是，早在１９世纪，德国学者谢尔曼的考古工作
已经得出了让世人认可的结论———特洛伊战争

结束后阿伽门农死去时大约在３５岁，与阿喀琉
斯同为青壮年。为了筹拍《特洛伊》，华纳兄弟

制片方组成了庞大的学术团队，为了追求细节

的真实感甚至固定在英国大不列颠博物馆做深

入的专业调研，他们必定掌握这一有关阿伽门

农身份的学术结论。影片中阿伽门农也提到过

与阿喀琉斯共同作战无数，这是一种非常模糊

的表述，并不说明他们的年龄差异有多大。可

是，从导演设置的角色造型上来看，他们却被鲜

明地塑造为两代人。阿伽门农充当了“粗暴的

老朽”，与特洛伊老国王普里安一起参与了阿

喀琉斯叙事———作为老人世界的象征，他们是

“双面父亲”组合，修正青年阿喀琉斯性格的发

展。前者，阿伽门农，一个恶老，为着自己的野

心，堂而皇之地借国家使命敦促阿喀琉斯出战，

将一个年轻人送上战场。同时，影片不仅格外

突出阿伽门农无休止的野心和狂野、残暴的性

格，而且着意表现其因为年老而愈显丑陋的外

观。与阿喀琉斯对待布里塞伊斯的态度完全相

反，其对待女性贪婪变态而充满恶意，令人不禁

从感官层面完全排斥，进而在道德上否决他；

“父辈组合”中的后者，特洛伊国王普里安则被

塑造成一个为国家自卫而献出儿子的开明国

王、一个捍卫儿子的爱情的慈父、一个赞赏“美

少年游戏”的审美者。普里安是影片为阿喀琉

斯对抗阿伽门农所增添的重要参照，他与阿喀

琉斯的关系潜在地开辟了发生在特洛伊的另一

场战争，一个发生在阿喀琉斯内心的弑父战争，

阿伽门农就是那个即将成长为英雄的年轻人必

须战胜的精神敌人。对阿喀琉斯而言，精神上

战胜阿伽门农比武力上战胜赫克托尔更重要。

这样，影片《特洛伊》得以被好莱坞改写成青

年成长主题的影片，阿喀琉斯的战场因此成

为他自己成长考试最后交答卷的地方。

第三是阿喀琉斯与赫克托尔的组合。两个

人脾气迥异，是坏脾气的顽童与温和的模范儿

童、小弟与兄长、坏男人与好男人的对比关系。

影片将伊利亚特的故事浓缩到三段日夜交替的

场景中。首战，阿喀琉斯非常不情愿地替他所

不屑的阿伽门农出战，在赢得特洛伊神庙战役

时，与赫克托尔第一次相遇且有一番对话。他

挥手请赫克托尔离去，并对手下人说“现在杀

死王子还太早”———固然这是古代战争的规

则，但布拉德·皮特微妙的讥讽表情和嘲笑帕

里斯的语调同时阐释了阿喀琉斯游戏化的心理

秘密。随后，阿喀琉斯为帕特洛格罗斯之死向

赫克托尔发起挑战，这是为自己而战。作为战

士，他们惺惺相惜；作为英雄，他们都要通过对

方确认自己非凡的英雄气概，甚至以生命相互

辨认。所以用刀剑对话的“对手”赫克托尔是

阿喀琉斯的另一种镜像。为彻底超越自我而战

的阿喀琉斯有着天神般的盛怒，被动自卫的赫

克托尔最终战死。但获胜后回到帐中的阿喀琉

斯并无快意，直到老王普里安的到来“以父亲

的身份讨回儿子的遗体”。走下战场的阿喀琉

斯终于暴露出真正致命的精神缺陷———面对死

去的赫克托尔的遗体，这个游荡在生死之间、无

父无家的孤儿的心理防线彻底崩塌。他跪下掩

面痛哭，预约了此后见面：“兄弟，我们将很快

见面。”这是他们第三次谋面，精神上的胜败显

然急转直下。经历了反抗老朽、重置爱情、战胜

对手之后，影片以赫克托尔的家破人亡为代价，

阿喀琉斯向着他的精神父兄致敬，完成了自己

的成人礼。

现在我们要连接起影片首尾的旁白者———

奥德修斯的意义出现了：作为阿喀琉斯故事的

见证人，奥德修斯的视线贯穿全片，始终追随着

这位青年英雄，并讲述了他关于勇气与爱的真

正故事。至此我们发现，这部发生在古代战场

上的故事片的核心并非社会学意义上的战争，

而是一个青年人心理的变迁，他所亲历的伤

害———无论对人对己，无论是遗失还是获取，都

是“成长叙事”的符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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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胜利者姿态回顾二战的美国人巨资制作

过战争片《漫长的一天》、《虎虎虎》等影片。开

阖的叙事线索、宏大的战场、英雄主义的精神迅

速形成了有关二战电影的史诗美学特质：酒神

式的深度狂野、武神的大尺幅张扬、战神呼啸天

地的速度，正是其他艺术形式和素材所欠缺的

审美特性，也是人们所期待的。在好莱坞，战争

景观的现代经典首现于越战题材的电影制作

中，例如直升机编队在天空中播放着瓦格纳的

歌剧执行大轰炸任务、轰炸机投放长达数公里

的燃烧弹焚烧整个沿海滩涂①。这类场面和镜

头段落曾经令当时的观众兴奋不已，有效地培

育了人们尾随而来的视觉欲望，给后人的战争

镜像以丰富的启示，由此催生了好莱坞电影的

新理念：没有大场面运作的镜头就不再是战争

大片，至少不再是值得关注的、令人兴奋的战争

片，或者说人们不再执念于对战争作道德与情

感的诉求，但战争片必须满足某种异乎寻常的

视觉诉求。同时，战争片的兴起与后现代文化

进程比肩并行，在全球信息化背景下，战争不仅

仅作为人类社会重大事件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地伴随在当代历史进程中，更多的是作为新闻

事件的影像出现在传播网络———电影、电视、互

联网视频中。对大多数与战争事件无直接关系

的人而言，那些跨越千万里空间被媒体推送到

眼前的碎片化战争信息往往只是填充在播出时

间内被观看的特殊景观，它们不需要受众作出

道德判断，不向受众吁请情感的投入。如果说

它们有什么效应，那就是让人们熟悉、习惯战争

事实并将其游戏化、愉悦化，降格为大众的视觉

快意资源。

在电影技术水平高度发达的今天，一切并

非为着审美而发生的战争却统统可以被包装制

作成奇特罕见的景观，最大化地实现战争的特

殊效用———似乎只有发生在人类成员之间的大

规模暴力、高端技术的暴力才能释放人所渴望

的快意。产生于这种文化中的战争影像，其审

美价值完全取决于战争场景的大小、叙事空间

的宽窄、暴力级别的高低。于是，战争片的叙事

往往追求从宏观到微观的全面性，这些属性同

样适用于冷兵器时代的古装战争题材，古装的

希腊－特洛伊人就是唤醒视觉奇观的战争片实
践者之一。以希腊人第一次出征特洛伊场景为

例，影片以长达近一分钟的段落模拟一个运动

的、拉开的、上升的全景镜头，表现希腊人的海

上舰队的规模。镜头从单船底部开始到高空俯

瞰整个舰队的上千条战船，近３０秒的长镜头，
用数字技术模拟完成。这是传统电影技术无论

如何不能实现的视觉效果。在这长达近３０秒
的时间内，观众的视点被牵引着自下而上地升

腾，直达百米以上的高空，蔚蓝色大海铺满整个

画面，此番壮阔的空间绝对不是其他任何艺术

形式所能拥有的，而电影也只有借助数字技术，

才能让观众分享这个天神般的主观镜头，发出

海天如此辽阔的惊叹，为随后到来的英雄传奇

预先垫付浪漫的情绪。

战争的核心在于征服，与征服相呼应的是

杀戮的快意。在营造历史氛围、虚拟现场、“真

实再现”方面，好莱坞能胜任任何具有“现实

感”的视觉效果，罕有哪个国家的电影能与之

媲美。它以这样的制作态度和能力来营造战场

形象，包括影片中的武器技术及其他器具，战场

便获得强大而丰富的质感：当它要通过杀戮的

快意直接唤起观众肾上腺时，对阵双方冷兵器

的铿锵之声、血肉之躯搏杀的呐喊，通过立体音

效能达到最强；单兵执冷兵器格杀之后的肝脑

涂地、残肢跃动、血脉贲张、脏器蠕动，这些靠超

级制作才能提供的视觉奇景将观影体验直接引

向了感官快意，特别是那些被着意渲染、放大的

细部、延长时值的镜头，脱离了人物的命运，也

无助于人物的性格特征，但它们强烈刺激着观

众神经，与其说出于人物形象塑造的需求，不如

说为了遵循动作片的类型，惯例性地满足技术

时代的观众对战争片的预置诉求，就像伊阿宋

与赫拉克勒斯的成长必须一次又一次地砍杀巨

人、怪兽和妖魔一样，变成了其所属类型的必备

２５１
①此情景出自Ｆ·Ｆ·科波拉导演的《现代启示录》的开始部分，该片１９７９年获金棕榈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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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模块之一。好莱坞的电影语言所具有的强

大视觉优势可以吞噬一切。至此，战争本身的

意义已经所剩无几。

为了使战争审美进一步获得人性化的支

撑，《特洛伊》制作方排出了豪华的实力派与偶

像派明星联盟，演员名单中有多位欧美实力派

演员加盟。首先，收起美国腔、临时换上英国口

音的布拉德·皮特扮演阿喀琉斯①，刚刚完成

《黑鹰坠落》的澳大利亚硬派明星埃里克·巴

纳饰赫克托尔。两位偶像派明星分别在女性青

年观众和男性青年观众中有着极高的票房号召

力；同时，主演《卡拉瓦乔》、《亨利八世》、《王牌

对决》的英国明星西恩·潘饰奥德修斯，这是

一位每个瞬间都有戏的实力派演员；而两边国

王的扮演者则分别来自英国莎士比亚公司和皇

家莎士比亚剧院②；扮演阿喀琉斯母亲的英格

兰演员朱丽叶·克里斯蒂早在上世纪７０年代
就饰演过《日瓦戈医生》中的女主角“拉拉”，又

在１９９６年版的《哈姆雷特》中出演王后；因出
演《指环王》的精灵王子而名声鹊起、资历最浅

的偶像演员奥兰多·布鲁姆在片中扮演的帕里

斯王子也表现出足够的层次感———明星们的功

底确保了他们对人物性格准确、细致的刻画，特

洛伊这个战神与爱神齐飞、人类与神癨共愤的

故事与当下的观众有了贴近感，使英雄个个鲜

活而观众与之遥相呼应。明星联盟———好莱坞

制胜法宝———保证了在希腊联盟出征特洛伊之

前，电影《特洛伊》已经征服了观众。至于一场

旷日持久的战争如何分段讲述、各段落之间的

视觉效果如何转换、衔接的问题，在观众看来都

显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建立了一种处于科幻

战争（例如“星战系列”）和现实战争（例如“二

战”素材的影片）之间的战争视觉范式：在时空

上重返古代，在规模上标明史诗的印记，在细节

上声称有真实化追求，而这些史诗化的视觉空

间与偶像级的血肉之躯合力推出的则是美国文

化中的“青年核心”精神。

影片投资约一亿七千万美元，票房接近５
亿美元。其中美国本土收入仅占２６．８％，大额
收入分布在全球的院线及衍生市场。这表明不

必向“荷马”或任何希腊人购买版权的电影《特

洛伊》所开发的全球市场有多大，也表明它的

视听效果多么深入人心。我们已经不能想象有

关特洛伊战争的电影由同样居住在那个地方的

现代希腊人和土耳其人来讲述了。现在如果

问，世界上谁是拍摄《特洛伊》的最佳选择？答

案似乎是惟一的：只有好莱坞。在这场由特洛

伊战争引发的世界电影市场大战中，票房收入

归好莱坞，美国趣味归全世界。

五、众神的３Ｄ时代

奥林匹斯众神为电影提供了不同规模、幅

度、格调的叙事资源，如何将神话有效地转换为

电影产业的制片资源往往与投资成本、制片方

所在国家的文化艺术传统有关。有时较低成本

即可完成一部轻喜剧风格的影片，而完成史诗

规模的影片则要求较高成本。以１９３５年德国
的Ｕｆａ－Ａｔｅｌｉｅｒ制作的片长１０５分钟的故事片
《安菲特律翁》③为例，这部取材神话的影片基

于莫里哀经典喜剧而拍摄，影片以珀修斯之子

安菲特律翁－宙斯－赫拉克勒斯的神话核心为
背景，剔除了包含在神话中叛乱－弑父－复仇、
人与神背叛 －通奸的原型，以喜剧品格将故事
落脚于当事人安菲特律翁夫妇与宙斯之间，表

现年迈的宙斯风流时刻的尴尬、难堪之处境，成

为影射资产阶级家庭的客厅里常见情景的世俗

剧。此后仍有对此神话感兴趣的人———但在法

国，它则是另一种继承———１９９３年，戈达尔再
次光顾这一神话，《安菲特律翁》选题几经辗

转，最终在现代时空的伪装下，以《悲哀于我》

３５１

①

②

③

参照其主演的《搏击俱乐部》、《无耻混蛋》等片可以明显听出其有意识地改变语音，以适应不同角色的特征。

英国的“莎士比亚剧专业演员”是表演艺术界对一个演员的功力不另需验证的评价。饰演阿伽门农与普里安国王的分别是

来自英国的布莱恩·考克斯和来自爱尔兰的老牌明星彼得·奥图尔。前者在戏剧舞台上名声堪比安东尼·霍普金斯，后者则因

主演《阿拉伯的劳伦斯》（１９６２），并在《末代皇帝》（１９９０）一片中扮演溥仪的外国教师而闻名。
Ａｍｐｈｉｔｒｙｏｎ，１９３５，又译《东道主》，德国乌发公司制片，导演ＲｅｉｎｈｏｌｄＳｃｈüｎｚｅ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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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名进入电影①。与德语版电影不同，按照个

人的电影美学理念，戈达尔的用意不在于讲述

漂亮的神话故事，而是将此神话故事整体性地

用于隐喻：现代社会和宙斯的世界同样错综复

杂，不可理喻。两部影片一部轻松愉快，一部

严肃认真，无论德语或法语的《安菲特律翁》，

它们都属于低成本制片，所追求的并不在票

房多少。

但是，１９８０年代卷土重来的好莱坞产业显
然需要“更大的手笔”。派拉蒙预算 １５０万的
《诸神之战》②将故事的中心放在这组“人物关

系”的上一级———安菲特律翁的父亲珀修斯与

宙斯的身上，并将他们称为Ｔｉｔａｎｓ（巨人），意指
他们是巨神（Ｔｉｔａｎｓ一词本来是指较宙斯等更
古老的神族）。以今天被“大片”培养起的“重

口味”观影习惯来看，这个版本确实显得安静

斯文，通篇不尽其瘾，但当时的它却赢得了

４１００万以上的美国票房和１４００万以上的海外
票房③。剧作家比彻姆说：“整个希腊神话比较

吸引我的，是他们把为人熟知的人类斗争史放

在一个虚构的故事环境里，从而说明一些平常

无法解释的事情。比如说英雄救美，那能有多

困难？你必须打败恐怖的怪兽才能救出美人。

想寻找自我价值？你必须走到世界的尽头再回

到家乡才会明白。想反抗你的父母？但你的父

亲是天神，看看你有多大能耐跟他叫板。”法国

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由此得出了对希腊神话

的深刻见解：“希腊神话不会像其他国家的那

些幻想故事那样拘泥于一些规则，‘Ｃｈａｏｓ’（混
乱）是关键词，那是一个充满想象力的国度，很

多不可能的故事情节，在希腊神话里都是可能

的。宙斯之子所遇到的那些强大的敌人，还有

他们彼此之间的恩怨，都是非常吸引人的元素，

而这也给我们的电影版本带来不少的灵感。”

他承认：“１９８１年版的《诸神之战》是我最喜欢
的电影之一，也是我观看的第一部魔幻电影，我

绝对被它震住了。所以，有机会拍摄我自己的

版本简直令我欣喜若狂！”他甚至自称对老版

本的每一个镜头、每一个场景、每一句对白都烂

熟于心。电影制片人巴兹尔·伊万尼克记得自

己１１岁时，为买票看１９８１年版本的《诸神之
战》排队２个多小时：“对我来说，那是最棒的
电影周末之一。里面的猛兽，决斗，公主和佩剑

的勇士让我大开眼界，以前我可从来没见过这

种场面。”④当代好莱坞一线的技术“大咖”们无

不受到雷·哈利豪森的想象力的启蒙，至今行

内人还对泰斗级人物雷·哈里豪森设计的众神

模型和随处可见的特效记忆犹新。也许恰恰就

是这些技术手段，使上述制片人、编剧、导演对

这个神话的更多可能性念念不忘。正是他

们———１９８１年版《诸神之战》培养起的一代电
影人，组成了２０１０版的主创团队，将这种爆棚
的想象力放进了新版《诸神之战》⑤以及希腊神

话系列大片里。我们可以因此将“巨人”之

“巨”理解为影片投资的“鸿篇巨制”和相应的

“弘大叙事”、影片中诸神与凡人的造型比例、

景观的纵深与开阔程度、行动的张阖尺幅、放大

的时空以及这一切所带来的震撼力。某种意义

上说，影片实现了这一切，新版本的《诸神之

战》引爆了奥林匹斯神族的大片时代，接踵而

来的有《波西·杰克逊与神火之盗》⑥、《惊天战

４５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法］让－吕克·戈达尔《悲哀于我》（Ｈéｌａｓｐｏｕｒｍｏｉ１９９３），主演：杰拉尔·德帕迪约。
１９８１年的ＣｌａｓｈｏｆｔｈｅＴｉｔａｎｓ，另有《泰坦之战》、《世纪对神榜》等译名，由劳伦斯·奥利弗出演片中的宙斯，派拉蒙出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ｉｍｄｂ．ｃｏｍ／ｔｉｔｌｅ／ｔｔ００８２１８６／此处可见其票房成绩，为下一轮投资所埋下了伏笔。
以上从剧本作者到制片人的访谈参见ｈｔｔｐ：／／ｍｏｖｉｅ．ｍｔｉｍｅ．ｃｏｍ／８９６３７／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ｓｃｅｎｅ．ｈｔｍｌ＃ｔｅｘｔ＿５。
ＣｌａｓｈｏｆｔｈｅＴｉｔａｎｓ，２０１０年，时代华纳公司出品。预算一亿两千五百万美元，截止到当年１１月的票房为四亿九千万美元以

上。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Ｃｌａｓｈ＿ｏｆ＿ｔｈｅ＿Ｔｉｔａｎｓ＿（２０１０＿ｆｉｌｍ）与 ｈｔｔｐ：／／ｗｗｗ．ｂｏｘｏｆｆｉｃｅｍｏｊｏ．ｃｏｍ／ｍｏｖｉｅｓ／？ｉｄ＝ｃｌａｓｈｏｆｔｈｅｔｉ
ｔａｎｓ１０．ｈｔｍ。

ＰｅｒｃｙＪａｃｋｓｏｎ＆ｔｈｅＯｌｙｍｐｉａｎｓ：ＴｈｅＬｉｇｈｔｎｉｎｇＴｈｉｅｆ，２０１０年出品。神话中伊阿宋的故事混搭进了美国青少年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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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①、《诸神之怒》②、《赫拉克勒斯传奇》和《赫

拉克勒斯》③等一系列直接来自神话或穿越神

话的影片。

自《阿凡达》之后，３Ｄ技术已经被媒体炒
作为观影要素之一、电影放映“标配”之一而风

靡全球，成为所有神话影片制片时不可或缺的

技术支撑。这必定抬升了每部影片的制片成

本，在投资上亿美元的《诸神之战》中，数字技

术果然完成了雷·尼古拉斯在上世纪所不能想

象的奇观：万丈峭壁上轰然坍塌的宙斯巨像、大

洋上狂飙突起的海怪、恐怖狰狞而委颓于珀修

斯剑下的女妖美杜莎以及万众聚集的奥林匹斯

神殿和国王富丽巍峨的皇宫。在加入３Ｄ效果
和强大而细微的声效后，每一个场景都产生了

不可思议的景深空间，在细微与波澜壮阔之间

创造了过去的技术所不能实现的视觉感受空

间。其豪迈的想象、逼真的质感和自由的时空

流转成为影片的重中之重，呈现了想象中的远

古神话的世界，成就了前所未有的奇观神话和

票房神话。但是，多变的奇观美学并不能改变

文化上的保守主义。同样，好莱坞慷慨的预算

投资和激进的技术探索并不意味着影片在内涵

上也具有相应的开拓性，同时它们也并非只是

以神话完成的特技秀或者是“好看、刺激的动

作片”。

希腊神话中的众神在各个故事中的性格特

征和所承担的叙事功能并不一致，但唯独宙斯

的好色与赫拉的妒忌是一贯的。他们的性格对

立共同决定了其他人与神癨（包括珀修斯、赫

拉克勒斯，也包括奥德修斯的漂泊在内，都与两

位天神的性格大战有或长或短的因果链）的身

世、命运、神力以及最终向着神界的归宿，因此

即便不作为故事的第一主角，他们的关系模式

也足够关键。１９８１年版的《诸神之战》对待诸
神尚且客观，尤其在道德判断上相对中立，各角

色之间的戏份比例相对均衡，与神话精神较为

一致。其中大名鼎鼎的巨星劳伦斯·奥利弗扮

演了戴面具的宙斯，而赫拉则由１９３０年代出生
在英国的著名演员克莱尔·布鲁姆扮演。在与

诸位女神讨论如何处置宙斯的私生子时，她细

微地表现出天后赫拉恼怒而无奈的心理和隐忍

而强悍的性格内涵。这一对作为神癨之首的夫

妻，其恶劣的关系和反复无常的性格规定了珀

修斯、赫拉克勒斯的命运曲线。但较之１９８１年
的版本，新版《诸神之战》诸神传奇仍然因循着

保守观念，顽固地坚持父系权威在一切英雄叙

事中的神圣性、唯一性、不可撼动性。导演莱特

里尔④甚至彻底省略了旧版中赫拉与宙斯在神

庙里的亘古之争，将宙斯改写成一个“深爱着

人类”的“众神之父”的形象。这一处理，当然

使叙事更为集中，也似乎解决了旧版“散”的问

题，但遗憾的则是缺少了一版再版的同题神话

本来有机会获得的可能的深度。值得重视的

是，这似乎已成为英雄叙事的一种结构模式，当

夫妻关系（宙斯－赫拉）与男性行为（宙斯那边
却不断出现私生子）的冲突背景在２０１４年的
《大力神》一片中再次被触及时，该影片直接将

赫拉的心理力量做了恶魔化处理———两条绿色

巨蟒从她的眼睛中爬出，加害婴儿赫拉克勒斯，

这一针对女性角色的恐怖片手法极度夸张了赫

拉的恶意，同时有效转移了观众对宙斯的“恶

５５１

①

②

③

④

Ｉｍｍｏｒｔａｌｓ，２０１１年由美国ＲｅｌａｔｉｖｉｔｙＭｅｄｉａ等三家公司联合出品。导演ＴａｒｓｅｍＳｉｎｇｈ致力于将影片打造成一部有着卡拉瓦乔
风格的、《搏击俱乐部》式的动作片，应该说有自己个性化的追求。该片预算＄７５ｍｉｌｌｉｏｎ，票房＄２２６，９０４，０１７。

Ｗｒａ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ｉｔａｎｓ，２０１２年作为《诸神之战》的续集，由 ＬｅｇｅｎｄａｒｙＰｉｃｔｕｒｅｓ等公司出品。预算 ＄１５０ｍｉｌｌｉｏｎ，总票房 ＄３０５，
２７０，０８３。参见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Ｗｒａｔｈ＿ｏｆ＿ｔｈｅ＿Ｔｉｔａｎｓ。

ＴｈｅＬｅｇｅｎｄｏｆＨｅｒｃｕｌｅｓ与Ｈｅｒｃｕｌｅｓ，两片均在２０１４年出品。前者由ＭｉｌｌｅｎｎｉｕｍＦｉｌｍｓ公司制片，放映后受到广泛的批评且票房
惨败。后者由ＦｌｙｎｎＰｉｃｔｕｒｅＣｏｍｐａｎｙ制片，米高梅与派拉蒙两家发行，主攻包括中国在内追捧３Ｄ片的海外市场。预算 ＄１００ｍｉｌ
ｌｉｏｎ，总票房＄２４３．４ｍｉｌｌｉｏｎ，与前者相比算是收支平衡。参见 ｈｔｔｐ：／／ｗｗｗ．ｒｅｕｔｅｒｓ．ｃｏｍ／ａｒｔｉｃｌｅ／２０１４／０７／２７／ｕｓ－ｂｏｘｏｆｆｉｃｅ－ｉｄｕｓｋ
ｂｎ０ｆｗ０ｋｒ２０１４０７２７。

该片主创团队来自好莱坞神话电影的核心，导演路易斯·莱特里尔虽来自法国，却是卡通系列片《圣斗士》与《黄金圣斗士》

的忠诚粉丝，因此难怪他们能将神灵的一切复杂性简化到少儿所能理解的程度。ｈｔｔｐ：／／ｍｏｖｉｅ．ｍｔｉｍｅ．ｃｏｍ／８９６３７／ｂｅｈｉｎｄ＿ｔｈｅ＿
ｓｃｅｎｅ．ｈｔｍｌ＃ｔｅｘｔ＿５。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德”背景的追究，使“神圣之父”的原型功能再

次安全地进入英雄叙事，因而２０１４年的大力神
赫拉克勒斯只有沿着１９７０年代施瓦辛格奠定
的基调继续重演美式“超级英雄”成长记。如

此，无论１０年前的阿喀琉斯、珀修斯或几十年
来的大力神赫拉克勒斯，他们的“杀怪”、历险、

成长、乃至回归奥林匹斯上的所谓“救赎”就毫

无悬念地获得了“以父之名”的使命并归顺于

神圣父权了。

当然，今日好莱坞对电影语言的驾驭早已

炉火纯青，被神化了的超级英雄例如珀修斯在

出生时就做了程式化的视觉润色：这个原本

“来路不明”的男孩像后世的救世主耶稣一样

成长于年轻母亲和年迈父亲组成的“父严母

慈”之家，而其余那些角色———赫拉、海神①、冥

王、鲁莽的人类国王与王后只能在这个秩序前

提下参与搅局。观众尽可以跟随核心情节迅速

进入萨姆·沃辛顿②所扮演的珀修斯大战众神

怪的场面，其中包括翱翔于苍穹间的飞马、珀修

斯砍下美杜莎那著名的蛇发脑袋并以之退却海

神巨怪的情景，陶醉于奥林匹斯世界的奇幻。

但暗藏着好莱坞的秩序和美国文化中的“神圣

父系”核心观念也无形中植入幻境之中，在古

老神话中那个因德行不佳而饱受诟病的宙斯与

他的个人标志———美国白头鹰所象征的父权威

仪又一次征用了英雄叙事。这使得希腊神话中

的诸神与英雄和《星际穿越》等科幻影片中的

英雄一起，组成了一个富有神圣意味的国

度———那是一个浸润了保守主义意识形态的好

莱坞影像之国。

Ｅｘｐｌｏｉｔａｔｉｏｎ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ｋＭｙｔｈｏｌｏｇｙｂｙ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Ｆｉｌｍ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ＷｕＢｉｎｇｑ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ｏｆ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Ｑｉｌｕ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ＪｉｎａｎＳｈａｎｄｏｎｇ，２５００１３）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Ｎｏｗａｄａｙｓ，ｍｙｔｈｓａｎｄｓｔｏｒｉｅｓｏｆ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ｃｅａｒｅｓｔｉｌｌａｄａｔａｂａｓｅｏｆ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ｆｏｒ
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ｆｉｌｍｓｔｏｔｕｒｎｏｕｔｖａｒｉｏｕｓｇｅｎｒｅｓｏｆｆｉｌｍｓ．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ｆｉｖｅｄｅｃａｄｅｓ，ｔｈｅｓｏ－ｃａｌｌｅｄｂｌｏｃｋｂｕｓｔｅｒｓ
ｈａｖｅｇｉｖｅｎｂｉｒｔｈｔｏａｎｅｗｒｏｍａｎｔｉｃｍｙｔｈｏａｇｒａｎｄ，ｅｐｉｃ－ｌｉｋｅｓｃａｌｅａｎｄｗｉｔｈ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ａｎｄｅｘｑｕｉｓｉｔｅ
ｆｉｌｍｔｅｃｈｎｉｑｕｅｓ．Ｂｅａｒｉｎｇｔｈｅｃｏｒｅｖａｌｕｅｓｏｆ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ｔｈｅｙｈａｖｅｌｉｃｋｅｄｉｎｔｏｓｈａｐｅｔｙｐｉｃａｌｌｙ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ｓｕｐｅｒ－ｈｅｒｏｅｓ，ｐｒｅｓｅｎｔｉｎｇａｎ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ｆａｎｔａｓｔｉｃｌａｎｄｓｃａｐｅ，ａｎｄｇｅｔｔｉｎｇｈｏｌｄｏｆｈｕｇｅｐｒｏｆ
ｉｔｓｏｆｔｈｅｗｈｏｌｅｇｌｏｂｅ．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ａｎｃｉｅｎｔＧｒｅｅｋｍｙｔｈｓ；Ｈｏｌｌｙｗｏｏｄｆｉｌｍｓ；ｓｕｐｅｒｈｅｒ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ｇｌｏｂａｌｂｅｎｅｆｉ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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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５１

①

②

改编所依据的原稿之一中，海神曾经被设想成“来自苏美尔的死亡与毁灭之神”的形象。见原作者 ＬｏｕｉｓＬｅｔｅｒｒｉｅｒ与 Ｔｉｍ
Ｒｏｔｈ在２００８年 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ＳｔｕｄｉｏｓＨｏｍｅＥｎｔｅｒｔａｉｎｍｅｎｔＤＶＤ中的访谈，转引自 ｈｔｔｐ：／／ｅｎ．ｗｉｋｉｐｅｄｉａ．ｏｒｇ／ｗｉｋｉ／Ｃｌａｓｈ＿ｏｆ＿ｔｈｅ＿Ｔｉｔａｎｓ＿
（２０１０＿ｆｉｌｍ）。

萨姆·沃辛顿主演过《终结者２０１８》、《阿凡达》等好莱坞大制作，是目前银幕上最炙手可热的男影星之一。






